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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儒学?
———儒学的内核及其多重向度

杨 国 荣

摘　要:儒学以“仁”和“礼”为内在核心.作为儒学的思想内核,“仁”和“礼”构成了儒学之为儒学的根

本,并使儒学区别于历史上的其他学派.在儒学之中,“仁”与“礼”的统一既体现于儒家自身的整个思想系

统之中,又展现于人之存在的各个领域,后者包括精神世界、社会领域以及天人之际.精神世界体现的是

人的精神的追求、精神的安顿,以及精神的提升,其具体展开关乎宗教性、伦理性维度,以及具有综合意义

的精神境界.在哲学的层面上,儒学所由以展开的社会领域则关乎政治、伦理,以及日常的生活世界.就

人的存在而言,精神世界主要涉及人与自我的关系,社会领域则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更广的视域

看,人的存在同时关乎天人之际,而儒家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亦同样基于“仁”与“礼”的观念.要而言之,
“仁”与“礼”的统一作为儒学的核心观念渗透在儒学的各个方面,儒学本身则由此展开为综合性的文化观

念系统,儒学的具体性、真实性也体现于此.时下所谓心性儒学、政治儒学、制度儒学、生活儒学往往将儒

学在某一方面的体现视为儒学的全部,这类进路难以避免对儒学的片面理解.

关键词:仁;礼;精神世界;社会领域;天人之际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５．０１

随着儒学逐渐再度成为显学,其不同形态也开始纷然而起,政治儒学、心性儒学、制度儒学、生活

儒学、社会儒学等等先后亮相.众多的“儒学”虽都冠以儒学之名,但实质上又主要侧重于儒学的某

一方面.以上诸种形态的所谓“儒学”,或者是对历史上儒学既成形态的再解释,或者表现为对儒学

未来发展的思考.从理论上看,无论是对儒学历史形态的重新理解,抑或是对儒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都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即:“何为儒学?”尽管关于儒学已有不同论说,但这无疑依然是一个需要反

思的问题.

一

理解儒学,需要回到儒学自身的历史语境.从其原初形态看,儒学的内涵首先体现于“仁”和
“礼”,后者同时构成了儒学的核心观念① .“仁”主要关乎普遍的价值原则,其基本内涵则在于肯定人

自身的存在价值.比较而言,“礼”更多地表现为现实的社会规范和现实的社会体制.从社会规范这

　

作者简介: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事与物: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下中国现代形而上学

的转换”(１６JJD７２０００７)、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基于事的世界:从形上的视域考察”(１７GZGX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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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在作者于２０１８年３月在厦门大学的会议发言和在华侨大学的演讲记录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①　关于仁和礼的内涵及其与儒学的历史关系,可参阅杨国荣:«儒学:本然形态、历史分化与未来走向———以“仁”与“礼”为视

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相关内容在此从略.



一层面看,“礼”可以视为引导社会生活及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在社会体制方面,“礼”则具体化为各

种社会的组织形式,包括政治制度.儒家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

下»).其中蕴含着对“仁”和“礼”的双重肯定.而在以上论域中,“礼”与“义”具有相通之处.“义者,
宜也”(«礼记中庸»),引申为“当然”.“义”作为当然之则,可以视为规范层面之“礼”的内化形式,
“仁”与“义”的相关性,在此意义上与“仁”和“礼”的统一性相一致.

“仁”作为价值原则,首先涉及情感的凝聚和情感的沟通.情感的凝聚关乎内在的精神世界,情
感的沟通则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指向.比较而言,“礼”在社会规范的层面上,主要指向理性的秩

序和理性的引导.理性的秩序关乎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形态,理性的引导则侧重于以理性的方式制约

人的行为.
“仁”和“礼”固然各有侧重,但所侧重的两个方面并非截然分离.“仁”以情感的沟通和情感的凝

聚为其主要的方面,但并不排斥人与人之间的理性关联.关于“仁”,孔子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界说.
首先是以“爱人”规定“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爱人”既以肯定人的内在价

值为前提,又包含情感关切,它所侧重的是“仁”的内在的情感凝聚和情感沟通.孔子关于“仁”的另

一重要界说是:“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克己复礼”更多地表现为对理性规范的认同和接

受,后者同时涉及理性的引导和理性的制约.这样,“仁”既有内在的情感侧重,同时也兼及理性之

维.就“礼”而言,与之相关的首先是“理”:“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记乐记»)即使儒家之

外的文献,也肯定“礼”与“理”的关联:“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管子心

术上»)这里的“理”既指条理、法则,也涉及依据这种条理法则对人的知和行的制约,所谓“理也者,明
分以谕义之意”便关乎后一方面.与之相应,“礼”与“理”的以上关联,侧重的是“礼”的理性秩序义及

理性引导义.不过,在与“理”相关的同时,“礼”并非与“情”完全隔绝,«郭店楚简»所谓“礼因人之情

而为之”(«语丛一»),便表明了这一点.类似的观念也见于儒家的其他文献:“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

节文,以为民坊者也.”(«礼记坊记»)这里的“因人之情”,便关乎“礼”与情感沟通和情感凝聚之间

的联系.基于情感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以下看法中得到了更具体的肯定:“礼尚往来,往而

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上»)在此,“礼”展示了制约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
相互沟通的这一面.

作为儒学的内在核心,“仁”和“礼”同时构成了儒学之为儒学的根本之点,儒学与其他学派的内

在区别,也与之相关.这里可以首先对儒学与墨家作一比较.墨家提出“兼爱”,这一观念在肯定人

道价值方面,与儒家的“仁”具有相通之处:尽管“仁”基于亲亲之情,“兼爱”则并未赋予亲亲以优先

性,后来的儒家学者(尤其是理学家)一再由此辨析“仁”与“兼爱”的差异,但在关切人这一点上,二者

确实有一致之处.然而,墨家对“礼”总体上持批评态度,其“非乐”“节葬”的主张以及对“亲疏尊卑”
“昏(婚)礼威仪”(«墨子非儒下»)等的抨击,从不同维度体现了这一点.这种取向,具有重“仁”而
轻“礼”的特点.后来的佛家在某种意义上也与墨家有相近之处,他们主张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在这

方面与“仁”和“兼爱”并不相悖,但对“礼”所规定的伦理责任(包括家庭伦理)和社会义务(包括政治

义务),则疏而远之,从儒学的角度看,其中同样蕴含有见于“仁”而无见于“礼”的趋向.
相对于墨家之疏离“礼”,法家更倾向于化“礼”为“法”.“礼”与“法”在注重规范性这一点上,有

相通之处.但“礼”建立于情理之上,具有引导性的特点;“法”则以法理为基础,表现为非人格、冷冰

冰的律令,并具有强制性的特点.法家总体上已由“礼”而走向“法”.与此相应的是对“仁”道的拒

斥:谈到法家之时,历史上的学者常常以“刻薄寡恩”来形容,“刻薄寡恩”与“仁”彼此相对.在以上方

面,法家与注重“仁”和“礼”统一的儒家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道家从另一层面表现出来对“仁”和“礼”的疏离.老子曾指出:“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

第十九章)尽管对“绝仁弃义”有各种不同的解说,但其对仁和礼义不予认同的立场,无疑显而易见.
这一价值立场与道家推崇“自然”,而对人文或文明化的规范持批评和怀疑的态度,总体上前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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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方面,道家与儒家注重“仁”与“礼”的统一,同样形成了某种对照.
作为儒学的核心,“仁”与“礼”的统一既体现于儒家自身的整个思想系统,又展现于人的存在的

各个领域.以下从相关方面对此作一考察.

二

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精神世界这一层面.从总体上看,精神世界体现的是人的精神追求、精神安

顿、以及精神提升.在精神世界中,“仁”与“礼”的统一具体展现于三个维度,即宗教性的维度、伦理

的维度,以及具有综合意义的精神境界.
在宗教层面,终极关切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按其本义,终极关切意味着不限定于人的当下存在

或此在形态,而以“极高明”为精神取向.孟子曾指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孟子尽心上»)这里的“天”可以视为超验意义上的存在,从人之心、性指向天,因而相应地包含着

某种终极关切的意味.需要注意的是,在儒家那里,以上视域中的终极关切,同时建立在“仁”之上.
“仁”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肯定的是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与之相联系,基于“仁”的终极关切,同时

指向对人自身存在的关怀.这一意义上的终极关切的特点,在于不离开这个世界:它既非否定人自

身或离开此在,也不同于以彼岸世界为指向的所谓“超越”,而更多地侧重于人自身的成长、提升、完
成.这里应当对时下比较流行的所谓“内在超越”论作再思考.在这一论域中,“超越”(transcendＧ
ent)沿袭了西方宗教中的相关观念,意味着走向绝对的、无条件的、无限的存在;而在“超越”之前冠

以“内在”则试图表明,儒学所具有的这种所谓“超越性”,同时呈现出“内在性”(immanent).事实上,
在儒学那里,终极关切并没有走向以上视域中的“超越”.这里的关键点,首先在于儒学的终极关切

始终与“仁”这一观念联系在一起,正是以“仁”为核心,使儒家的终极关切一开始便以人自身的存在

为关切之点,从而避免了离开人的此在而面向彼岸的“超越”.
在儒家那里,终极关切同时涉及“礼”.前面提及,“礼”与“理”相关,并内在地蕴含理性的精神.

与理性精神的这种联系,使儒家的终极关切既有别于宗教的迷狂,也不同于非理性的蒙昧追求.从

早期开始,儒家便对超验的存在保持了某种距离,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主张“敬
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已体现了清醒的理性立场.即使在“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

也”(«春秋繁露郊义»)这一类似乎具有超验性质的表述背后,也不难看到如下理性的取向:借助超

验之天的权威,以制衡世上之“君”①.在此,“礼”作为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从另一方面制约着儒家

的终极关切.不难注意到,在仁、礼、现实之人、超验之天(神)以上四重关系中,“仁”主要体现为爱

人,“礼”则更多地表现为敬神;前者关乎价值关切,后者则渗入了理性意识.
精神世界不仅关乎具有宗教性的终极关切,而且包含更为现实的道德面向.以“仁”为内核,精

神世界中的伦理面向首先表现为德性的完善,即所谓“仁德”或以“仁”为内涵的德性,包括仁爱的取

向、基于恻隐之心的普遍同情、天下的情怀,等等.这种德性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包含善的精神定向或

善的精神定势,始终以自我的成就和天下的安定(内圣外王)为价值目标.这也可以视为“仁”在伦理

意义上的精神世界的体现.
如前所述,与“仁”相联系的“礼”既展现为现实社会规范,也可以内化为理性的原则.在精神世

界这个维度上,“礼”则既表现为普遍的伦理规范,也体现为内在的理性观念,二者从不同方面规定着

人的品格和德性的培养.儒家要求自我确立理性的主导地位,抑制和克服感性的冲动,避免仅仅跟

着欲望走,等等,都体现了基于“礼”的理性精神.荀子曾指出:“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荀
子修身»)所谓“治气养心”,主要以德性的培养为内容,而在荀子看来,内在德性培养的最好途径,
即是依循于“礼”,这里的“礼”,主要表现为内化的理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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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在精神世界的伦理之维上,“仁”与“礼”的统一具体表现为德性完善和理性自觉之间

的统一.«大学»提出“正心诚意”,也蕴含了“仁”和“礼”这两个方面对伦理世界的影响.“正心”更多

地侧重于以理性的原则来规范、约束人的伦理观念,“诚意”则首先表现为基于“仁”的要求,完善内在

道德意识,使之真正成为“实有诸己”的真诚德性.在这一意义上,“正心诚意”无疑从一个方面体现

了伦理之维的精神世界所内含的“仁”与“礼”的统一.
儒家精神世界更一般的形式,体现于精神境界.精神境界同时包含宗教性、伦理等多重方面,从

而具有综合性的特点.精神境界在儒家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这里可以基于张载的相关论述,作
一大致说明.张载曾提出如下著名论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①这些表述从不同方面展现了儒家精神境界的具体内容.
所谓“为天地立心”,也就是人通过自身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为自然(天地)确立价值的目标和价

值的方向.自然本无价值目标,其价值目标乃是通过人自身的观念和活动而赋予的.对儒学而言,
人是世界中唯一具有创造力量的存在,人之为人的根本特点在于他具有这种创造力量,后者使之能

够赋予自然(天地)以意义.“人为天地立心”首先便从价值的层面上,凸显了人的创造力量以及人赋

予世界以意义的能力.比较而言,“为生民立道”主要涉及人和人自身的关系:人类的历史走向和发

展方向取决于人自身.所谓“为去圣继绝学”,更多地表现为延续文化的历史命脉:“去圣之学”体现

了社会文化在思想层面的沉积,后者同时表现为文化的历史命脉,这一意义上的“继绝学”,则在于延

续这种文化的历史命脉.“为万世开太平”所指向的,是终极意义上的价值目标,在儒家那里,这既关

乎人类永久安平的远景,又包含使人类走向真正完美形态的价值理想.
可以看到,以上观念概括起来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理想的意识,其二是使命的意识.所谓精神

境界,从实质的内涵看,即表现为理想意识和使命意识的统一.在儒学那里,这一意义上的精神境界

始终没有离开“仁”和“礼”的交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等取向首先体现了人应当追求的理

想,它同时又规定了人的使命,即化以上理想为现实.作为理想,以上取向体现的是“仁”的价值原

则:无论是从人出发为自然(天地)确立价值方向,还是为人自身规定历史走向,抑或追求人类永久安

平的远景,都可以视为以人的关切为核心的“仁”道观念的具体化.从使命的层面看,以上取向则与

“礼”所渗入的内在责任和义务相联系:“礼”作为普遍的“当然之则”(规范),包含应当如何的要求,后
者关乎责任和义务,精神境界中内含的使命意识,则表现为这种责任和义务观念的引申.

三

在体现于精神世界的同时,儒学的具体内涵又展开于社会领域.从传统的观念看,这里所谓社

会领域包括“家国天下”这样广义的存在空间;从哲学层面来说,它涉及的则是政治、伦理、以及日常

的生活世界等方面.
从政治上之维看,基于“仁”的政治关切首先在总体上表现为对仁政、王道、德治等政治理念的追

求.孔子提出仁道的观念,强调“为政以德”,主张对民众“道之以德”(«论语为政»).到了孟子那

里,仁道观念进一步引向仁政的学说.仁政学说和儒家所追求的王道、德治等观念紧密的联系在一

起,其中包含对人的多方面关切,这种关切同时体现了“仁”的内在精神.
比较而言,在政治领域,“礼”首先表现为确定度量界限,建立包含尊卑等级的社会秩序.荀子在

考察“礼”的起源时,曾对此作了具体考察:“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
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

论»)所谓“度量分界”也就是确定社会成员的不同社会地位,为每一种地位规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在缺乏如上社会区分的条件下,社会常常会陷入相争和纷乱的境地;而当所有社会成员都各安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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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不越界之时,整个社会就处于有序的状态.在此,“礼”的核心的方面便体现于通过确立度量界限,
建立起一定的社会秩序.

以上是“仁”与“礼”的统一在儒家政治中的总体体现.在具体的政治实践展开过程中,政治的运

作同时涉及实质的方面和形式的方面.从“仁”的观念出发,儒家往往比较注重政治实践主体的内在

人格和德性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对政治主体及其内在品格德行的注重属

于政治实践中实质的方面.从孔子、孟子到荀子,儒家在思考国家治理、政治运作时,往往把政治实

践的主体放在主导性的地位上.对他们而言,国家是否得到治理,社会是否陷于纷乱,等等,总是与

政治实践主体即君臣自身的品格、能力联系在一起.儒家比较注重所谓贤能政治,«孟子»«礼记»«荀
子»都一再强调政治主体应当具备贤与能的品格.对贤能的这种注重,源于儒家“仁”的观念,儒学对

政治实践中实质性方面的关注,也与之相关.
在形式的层面,儒家对政治领域的考察更多地与“礼”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从肯定“礼”出发,对

政治实践运行过程的思考往往会引向对政治规范、政治体制等等的注重,与之相应的是由“礼”而接

纳“法”.前面提到,法家的政治走向是化“礼”为“法”.相形之下,儒家则始终不放弃“礼”的主导性,
其特点在于通过“礼”而在政治实践中接纳“法”,或者说,由“礼”而入“法”.在儒家关于政治实践运

行过程的具体考察中,我们不难看到由注重“礼”而进一步关注“礼”和“法”的理论取向.荀子的以下

论述便体现了这一点:“礼者,法之大分”(«荀子劝学»),“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非礼,
是无法也”(«荀子修身»),“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如此等等.由“礼”而接纳“法”或由

“礼”而入“法”,最后引向“礼”“法”交融,构成了儒家在政治哲学上的重要趋向.这一特点也体现于

政治实践的层面:在儒学独尊的汉代,政治的实际运作便表现为所谓“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

纪»),后者所体现的,实质上即是以“礼”为主导的礼法统一.从治国的层面看,以“礼”为主导的礼法

统一所侧重的,主要是政治实践的形式之维.
从政治哲学角度看,“礼”以度量分界建构社会秩序,同时又关乎社会正义.如前所述,度量分界

的实际意义在于把人区分为不同等级和地位,同时为每一等级和地位中的人规定各自的权利和义

务.后者从否定的方面看要求个体不可彼此越界,从肯定的方面看则意味着每一个体都可以得其应

得:在界限允许的范围之内,个体可以得到与其身份、地位一致的社会资源.这一意义上的得其应

得,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正义的要求———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得其应得都被理解为正义的基本规定之

一.就此而言,通过“礼”而建构起理性的秩序,同时也为从形式层面走向正义提供了某种可能.
可以看到,基于“仁”的贤能政治与以“礼”为主导的礼法统一,构成了儒家政治哲学的两个相关

方面.这可以视为“仁”与“礼”的交融这一儒家核心观念在政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按其内涵,“仁”所
指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包括建立在情感之上的人际关联,由此达到社会成员彼此和谐相处.
“礼”则侧重于区分界限,亦即为不同个体规定不同的等级和地位,使之各有相应的义务和权利,彼此

相分,互不越界,由此建立社会秩序.概要而言,基于“礼”而分界限、建秩序与基于“仁”而合同异、趋
和谐,构成了儒学总的政治取向.儒家所说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也从一个方面体现

了这一点:礼本言其“分”,“仁”则以“和”为指向,“礼”所规定的人际之“分”,需要通过“仁”而引向社

会的和谐,由此,“仁”和“礼”也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它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与政治的运作相关的社会领域,是伦理关系和伦理实践.事实上,政治和伦理在儒家那里往往

难以截然相分.伦理既关乎精神世界,也体现于社会领域,精神世界中的伦理之维,更多地表现在观

念层面.在社会领域,伦理则通过人的具体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实际行为而展现.
从现实的社会领域考察人的伦理之维,通常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成就什么? 如何成

就?”,其二,“做什么? 如何做?”“成就什么? 如何成就?”主要是以人格的完善、品格的培养为目标,
涉及的是道德实践的主体.换言之,它关心的是道德实践主体本身如何生成或成就什么样的道德主

体.“做什么? 如何做?”则更多地表现为行为的关切:相对于道德实践主体,它更为关注道德行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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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儒家那里,与“仁”和“礼”的统一这一核心的观念相联系,以上两个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不同

关切也彼此关联.首先,从“仁”的观念出发,儒家把成就德性、完善人格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如所周

知,儒家有“成己”和“成人”之说,其内涵在于把“成就什么”作为主要关切点.与“仁”相关的是“礼”,
在社会领域,“礼”的伦理之维更多地表现为现实的社会伦理规范.一般而言,伦理规范重在指导人

们的行为选择和行为展开.与之相应,“礼”的关切点也更多地指向人的具体行为过程,包括人在不

同的情景中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行为,在实践过程中应当如何依“礼”而行,等等.这些问题首先与前

面提到的“做什么? 如何做?”联系在一起.
历史地看,以上两个问题往往分别与不同的伦理趋向相涉.“成就什么? 如何成就?”每每被视

为所谓德性伦理的问题.德性伦理所侧重的首先是道德主体的完善,其内在的理论旨趣在于通过人

的成就,以达到道德主体的完美,并进一步以道德主体的完美来担保道德行为的完善.“做什么? 如

何做?”则更多地与行为的关切联系在一起,这种关切在伦理学上属规范问题.规范伦理首先指向人

的行为,如何在行为层面合乎道德规范,是其关心的主要问题.在伦理学上,儒家常常被看作是德性

伦理的代表.确实,如前所述,与注重“仁”相联系,儒家将德性(仁德)放在重要地位.然而,儒家同

时处处以“礼”为关注点,“礼”作为普遍规范,以行为的制约为其指向.从现实层面看,与“仁”和“礼”
的交融相关联,儒家既关注“成就什么,如何成就”这一类德性伦理的问题,也关切“做什么,如何做”
等规范伦理意义上的问题.不难注意到,在社会领域的伦理维度上,“仁”和“礼”的关联具体表现为

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的统一.尽管在儒学的演进中,不同的人物常常表现出相异的侧重,如朱熹较

多地表现出对规范或规范的形上形态(天理)的关切,比较而言,在王阳明这样的哲学家中,内在德性

(良知)则成为其优先的关注点,但从总体上看,以“仁”和“礼”的关联为前提的德性和规范的统一,构
成了儒家在伦理学上的主导取向.

在儒学的演化过程中,政治与伦理彼此相关,总体上表现为“仁”与“礼”的统一.孔子所提出的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便已体现了以上趋向.具体而言,“君君、臣臣”更多地涉

及政治领域,“父父、子子”则与道德人伦相关联,两者的共同特点在于都在实质的层面指向“仁”与
“礼”的沟通.一方面,在个体人格之维,“君君、臣臣”要求“君”和“臣”都要合乎各自的准则:即“君”
应有“君”的品格,“臣”要像“臣”的样子.另一方面,从具体实践过程看,“君”和“臣”都应各自履行其

承担的政治义务:君应履行“君”之职,“臣”也同样应如此.这里体现了政治领域中实质层面(政治品

格)与形式层面(政治规范)的不同要求.与之相关的“父父、子子”主要是侧重于伦理之维.这里同

样涉及“仁”和“礼”:一方面,“父父、子子”关乎亲子之情,后者体现了“仁”的精神,另一方面,其中也

包含亲子之间的道德责任,后者与“礼”的要求相联系.无论从政治之域看,抑或从伦理之维考察,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体现了“仁”与“礼”的相关性.

社会领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日常生活或生活世界.现代政治学往往区分国家与个体(私
人),并以两者之间的社会区域为所谓“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儒学没有对此作这样严格的区分,
但宽泛而言,这里将要讨论的日常生活或生活世界近于上述视域中的社会空间,关乎日常处世、日常

行事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展开于人的日常存在,生活与生存也具有相关性,在此意义上,日常生活

无疑具有本体论意义.不过,在儒学中,日常生活更具体地表现为日用常行.在家庭之中,有事亲事

兄等日常的行为.在家庭之外,则关涉乡邻交往.后者构成了传统社会重要的社会活动空间,如何

做到长幼有序、尊老爱幼,等等,是其间需要应对的日常问题.在朋友之间的交往中,朋友有信、朋友

之间有情有义,等等,构成了基本的要求.在师生关系中,则涉及尊师重道、洒扫应对等日常行为.
以上的日用常行既包含基于“仁”的情感沟通,也涉及礼仪的形式和礼仪的规范.

日常生活的展开,以多样的人伦关系为背景;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共在和交往,既关乎规矩,也涉

及情感,后者总是渗入了“仁”的精神.孔子认为,能普遍地做到“恭、宽、信、敏、惠”,即意味着达到了

“仁”(«论语阳货»).“恭、宽、信、敏、惠”便涉及情感的沟通,它构成了儒家视域中人与人之间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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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的基本要求.与之相辅相成的是“礼”:“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礼记礼

运»)对儒家而言,礼本来即以“辞让”为题中之义,所谓“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
便表明了这一点.在政治领域,“礼”主要表现为通过确立度量分界,担保社会秩序;在日常生活中,
“礼”则一方面为日常交往提供礼仪形式和礼仪规范,另一方面又通过辞让等要求,避免人与人之间

的日常纷争,以保证交往的有序性.礼在政治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以上二重规定体现了礼本身的相

关方面,荀子和孟子则在一定意义上分别侧重于其中一个方面.从人的日常活动看,以辞让为内在

要求的“礼”从不同方面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交往提供了前提:“尊让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
君子尊让则不争,絜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辨矣.不斗不辨,则无暴乱之祸矣.”(«礼记乡饮

酒义»)可以看到,“仁”与“礼”从不同意义上构成了日常生活有序展开所以可能的条件.以人与人的

交往而言,“尊老爱幼”更多地体现“仁”的要求,“长幼有序”则首先体现了“礼”的内在规定,两者在显

现交往过程多重内涵的同时,也表明了日常生活的展开过程与“仁”和“礼”的相关性.

四

就人的存在而言,精神世界主要涉及人和自我的关系,社会领域指向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政治、伦理、日常生活等社会领域都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为内容.从更广的视域看,人的存在同时关

乎天人之间.在儒家那里,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同样体现了“仁”与“礼”统一的观念.大致而言,上述

天人关系既有形而上的维度,也有伦理的方面.
在形而上的层面,儒家对天人关系的理解首先表现在强调人为天地之心:“人者,天地之心也.”

(«礼记礼运»)人为天地之心的实际所指即“仁”为天地之心.关于这一点,从朱熹的以下论述中便

不难看到:“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①与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相近,人(仁)为
天地之心的具体内涵,也就是人为自然确立价值目标和价值的方向.康德在晚年曾将上帝视为“人
与世界的内在精神”②.这里的“内在精神”也关乎价值意义,康德在将人和世界的价值意义与上帝联

系起来的同时,似乎也表现出以上帝为价值意义的终极根据的趋向.相对于此,儒家以人(仁)为天

地之心,显然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在这里,“仁”作为儒学的核心,同时制约着儒家对天人关系的

理解,并由此赋予自然(天)以价值意义.
与“仁”在天人之辨中的体现相联系的,是从“礼”出发规定天和人的关系.在儒家看来,天地有

分别,自然也有序,天地之序与社会之序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者,天地之序

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礼记乐记»).从形上之维看,这里所强调

的是天道与人道的相关性.按儒家的理解,天地之序既构成了“礼”所表征的社会秩序之形上根据,
又展现为基于“礼”的社会之序的投射,天地之序与社会秩序通过“礼”而相互沟通.

“仁”和“礼”与天人之辨的以上关联,主要展现了形上的内涵.广而言之,天人之际既涉及人与

自然(天地)的关系,又与人自身的存在形态相关,二者都包含伦理之维.在形上的视域中,天人关系

以“合”(关联)为特点;相对于此,两者在伦理的层面则呈现出“分”(区别)的态势,而首先表现为人的

本然(天)形态与人化(人)形态之分.从肯定人的内在价值出发,儒学始终注重把握人之为人的根本

之点,并由此将人与自然之域的存在区别开来.儒家的人禽之辨,便以此为关注点.对儒家而言,人
不同于禽兽的根本之点,就在于人受到“礼”的制约:“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

于禽兽.”(«礼记曲礼上»)禽兽作为动物,属广义的自然对象(天),人则不同于自然(天)意义上的

存在,而人与自然存在(禽兽)之分,首先便基于“礼”.在此,“礼”作为现实的社会规范,同时也为人

１１何为儒学? ———儒学的内核及其多重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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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２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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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不同于自然(天)的社会(人化)品格提供了担保.
在儒家那里,人禽之辨同时关联着文野之别.这里的“野”大致属自然(天)或前文明的存在状

态,“文”则指文明化或具有人文意义的存在形态.儒家要求人的存在由“野”而“文”.从内在的方面

看,由“野”而“文”意味着获得仁德等品格,并形成人文的价值取向;从外在行为过程看,由“野”而
“文”则要求行为合乎“礼”的规范,趋向文明的交往方式.前文曾提及,“礼”的具体作用包括“节文”,
这里的“节”主要与行为的调节和节制相联系,“文”则关乎形式层面的文饰.以“礼”为规范,人的言

行举止、交往方式逐渐地趋向于文明化的形态.这一意义上的文野之别既是天人之辨的延续,也渗

入了“仁”与“礼”的互动.
当然,伦理意义上的天人关系既有上述天人相分的一面,也包含天人关联的维度.在儒学之中,

这种相关性首先体现为将“仁”的观念引申和运用于广义的自然(天).儒学从孟子开始,便主张“仁
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里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仁民”,即以仁道的原则对待所有人类

共同体中的成员,与之相关的“爱物”则要求将仁道观念进一步引用于外部自然或外部对象,由此展

现对自然的爱护、珍惜.这一意义上的“爱物”,意味着在伦理(生态伦理)意义上肯定天人的相合.
«礼记»提出了“树木以时伐”(«祭义»)的观念,孟子也主张“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
即砍伐树木要合乎“天”(自然)的内在法则,而非仅仅基于人的目的.这里既蕴含着保护自然的观

念,也基于“仁”道原则而肯定了天与人之间的统一.
除了“仁民爱物”,天人关系还包含另一方面,后者体现于“赞天地之化育”等观念.对儒家而言,

人不仅应“成己”,而且有责任“成物”,后者意味着参与现实世界的生成,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便以

这一意义上的“成物”为指向.以上观念蕴含两方面前提:其一,人具有参与现实世界的生成之能力;
其二,人生活于其间的世界并不是本然的洪荒之世,而是与人自身的活动息息相关,其中处处包含着

人的参与.“赞天地之化育”不仅体现了人对世界的责任意识,而且渗入了人对世界的关切意识:在
参与世界形成的过程中,人承担对于世界的责任与人关切这个世界,表现为彼此相关的两个方面.
对世界的这种关切和承担对世界的责任既体现了“仁”的意识,也涉及“礼”的观念.如前所述,“礼”
作为普遍的规范,以“当然”(应当如此)为形式,其中蕴含着内在的责任意识和义务意识,“仁”则一开

始便表现出了对人与世界的普遍关切.由仁民而爱物,即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一点;对天人关系的

如上理解,则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仁”与“礼”统一的观念.
可以看到,儒学以“仁”和“礼”为其思想的内核,“仁”与“礼”的统一作为儒家的核心观念同时渗

入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并体现于精神世界、社会领域、天人之际等人的存在之维.在哲学层面,
“仁”和“礼”的关联交错着伦理、宗教、政治、形而上等不同的关切和进路,儒学本身则由此展开为一

个综合性的文化观念系统:儒学之为儒学,即体现于这一综合性的系统之中.借用康德关于感性和

知性关系的表述,可以说,有“仁”和“礼”的内核而无多方面展开的儒学是空的或抽象的,有多重方面

而无内核的儒学,则缺乏内在灵魂或主导观念,二者都各有所偏.儒学的具体性、真实性,即体现于

它的综合性或内核的多方面展开上.时下所谓心性儒学、政治儒学、制度儒学、生活儒学,等等,似乎

都仅仅抓住了儒学的某一方面或儒学在某一领域的体现:如果说,心性儒学主要涉及儒学有关精神

世界的看法,那么,政治儒学、制度儒学、生活儒学等则分别以儒学在政治、伦理领域,以及生活世界

的展开形态为关注之点.儒学在某一方面的体现和儒学的本身或儒学的本来形态,应当加以区分.
以儒学的某一个方面作为儒学的全部内容,往往很难避免儒学的片面化.诚然,从历史上看,儒学在

其衍化过程中,不同的学派和人物每每有各自的侧重,但不能因为儒学在历史中曾出现不同侧重或

趋向,便把某种侧重当作儒学的全部内容或本然形态.儒学在具体演化过程中的侧重与本来意义上

的儒学不应简单地加以等同.要言之,对儒学的理解,需回到“仁”和“礼”的核心观念及其多重展开.

[责任编辑　邹晓东]

２１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文　史　哲 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
２０１８年第５期(总第３６８期) No５,２０１８(SerialNo．３６８)

当代儒学发展的机遇与困境

———从政治儒学与诸价值理念关系视角的考察

李 洪 卫

摘　要:当代儒学复兴的根据是２０世纪以来中国人对生存意义世界重新探求的关切,以及近代以来

关于中国建构民族政治共同体文化基础的思考之趋向,因此这一儒学的当代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

以蒋庆先生为代表的当代政治儒学偏重于秩序尤其是天道秩序的关怀,强调礼制秩序的重要性,强调人

的先天的不平等,从而引发了其所理解的秩序架构与自由平等价值之间的碰撞,而根据蒋庆所经常引征

的托克维尔的论述,身份平等却恰恰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此外,如果按照蒋庆礼制秩序的理解,法治作为

现代社会存在基础的地位就会失落,义务与权利之间的内在同一性也会失调,而我们认为,梁启超的公德观

念及其建构反而是传统与现代衔接、义务与权利并进和维护秩序连续性与建构法治社会的共同条件.

关键词:政治儒学;意义世界;平等;礼制秩序;公德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５．０２

从１９世纪末到整个２０世纪,对于中国思想家来说,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现代化和现代

性的价值坐标下,实现旧秩序的破坏与新秩序的建构,没有哪个思想流派不是同时思考这样双重的

问题的,只是他们致思的理路有所不同,或者在大致相近的进路上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保守主义

的思想家更多考虑的是秩序破坏与重构之间的连续性,用我们过去的话说具有“改良”的气质,同时,
它的精神内核中更多贯穿着“理性主义”的特质① .探求当代大陆新儒家们的进路大体与此相关,只
是他们在今天的时空背景下,表现出更多的时代层面的保守性.他们在看到文化传统对社会秩序稳

定及其建构支撑的同时,比较忽略对自由平等和个人尊严价值的观照,忽略对现代法理社会作为社

会基础性概念的尊重.故,从我们的角度看,冀愿当下大陆新儒家们在强调儒家是一种文明体系的

时候,不要将它视作一种完备自足的价值体系乃至现代性文明体系的替代品,这是我们在复兴儒学

的时候需要关注的,即,既要看到中国历史文明尤其是儒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积衍沉淀的人的与

仁的普遍性,同时又要看到与它相关的价值诸如礼的历史性,特别是这一点,今天大陆新儒家尤其是

其最大代表蒋庆先生的致思路径中就有诸多可省察之处.我们在考究当下中国儒学复兴的机遇与

困境的时候,将会以他的一些观点作为主要分析的案例.

一、意义追寻与政治共同体的建构

(一)近代中国人意义世界的探寻

儒学过去是一种强调稳定乃至恒常性而不是变异的学说,到了近代康有为、梁启超那里变成强

　

作者简介:李洪卫,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天津３００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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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验主义的,与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恰恰相反.



调社会发展连续性的观念,即在强调变革的同时突出秩序的相对稳定性,这是秩序性要求的第一个

意义;另一个同样重要甚至也许更重要的意义是,秩序追求是“意义的追寻”,或者说“意义的追寻”本
身就是秩序追求的题中之义,是给社会秩序架构提供精神支持的,它在儒家那里往往是某些先验性

的概念的表达,正如曼海姆给出的那种思维模式:追本溯源寻求合法性根据的思维方式①.张灏先生

在对近代新儒家的评论中着重突出了这个看法.他认为,文化认同的危机是所有当时中国知识分子

都能够强烈体会到的,因此不算是倡导儒学之人的特质,同时这也不能看成是“新儒家”在道德精神

方面的强烈的独有的诉求②.即作为２０世纪文化保守主义主要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不仅要看到文化

认同危机,更要追寻作为文化认同的个体和群体之生命性的根据,即心性派所提出的道德的理性主

义或道德的理想主义.不管是“国学热”,还是“儒学热”,都贯穿着如何解决２０世纪以来中国人精神

焦虑的问题,是中国人意义世界的重建问题.
新儒家为什么要回到“仁”的德性理想主义? 张灏指出:意义的危机是他们考虑的根本性的问

题.他将之归纳为精神迷失的三个方面:道德迷失、存在迷失和形上迷失,生存的困惑和焦虑是他们

更加关注的焦点③.中国危机认同绝不仅是思想与社会层面的问题,认同危机,在儒家那里更主要的

是意义危机,即生存性焦虑.因此,这种思考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儒家就是文化民族主义,他
们并不排斥普遍性.张灏先生虽然对现代新儒家有所批评,但是他能指出这个意义的焦虑是普遍性

的,这一意见则是中肯的.这个普遍性不仅仅是指在人们思想中普遍存在,更重要的是这个普遍性

是表征意义焦虑是生命之内在和根本性之意谓,这才是现代新儒家在新文化运动之下具有独立性的

意义所在.高瑞泉先生最近提出的秩序与动力的二元性也是基于类似分析架构.他把秩序的探索

分成社会秩序和意义秩序的双重寻求,而且指出二者的内在统一性.这个分析框架力图将今天中国

的社会发展和思想争论纳入到２０世纪的思想史研究中.他说:“在‘动力’的追求高涨的同时,‘秩
序’的寻求也已经发生.因为困扰国人的问题由‘中国向何处去’转变为‘现代化的追求’以后,已经

内在地包含了‘我们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中国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前者要解决动力的来源,后者

关心秩序建构.秩序的追求可以区分为社会生活的秩序和意义世界的秩序.这是两个互相联

系而又各自有其特殊领域的秩序.社会生活的秩序本质上是伦理 政治的关系,其基础是经济的结

构和经济活动的秩序;意义世界的秩序则涉及价值和理想乃至宗教.”④对中国来说,意义秩序的摧毁

或延续或重构都指向儒家思想,保守主义观念的雏形也在这其中形成.今天意义重建的强烈需求与

过去相比为之更甚,它包含着２０世纪新的革命价值观的解体所带来的价值迷失,这其实是一个重

建:新的循环似乎形成———从２０世纪初叶到２１世纪初叶的一个循环.但是,当下中国的意义重寻,
的确是一个在更高层次上的循环,即建基于经济发展较高水平上的循环,尽管如此,社会结构中一些

基本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变革动力与秩序守成的二元性再次出现.其实这种双重性还可以沿用变

革与认同的模式来刻画,只是动力与秩序的二元架构更显社会结构变动性的社会学意义和哲学蕴涵

的复合性,即一个民族向前跃动的冲动与自我确认、秩序稳定之间的张力是始终存在的.回顾２０世

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史可以看到,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价值关切重新成为今天人们的价值目标.
与２０世纪有所不同的是,价值问题提出的历史环境已经大为不同;另外,与原来心性儒学家占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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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曼海姆:«保守主义»,李朝晖、牟建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５页.
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９７ ９８页.
参考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９８ １００页.
高瑞泉:«中国哲学以何种“样态”再度登场?»,«文汇报»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７日.从对２０世纪的整体描述看,高瑞泉先生提出

的动力与秩序的二元性是对前述不同分析框架的一种重新表述,当然其中又有些重要的不同.动力当然是变革的表征,但是动力的

蕴涵不仅强调社会或政治革命本身,同时还关乎变革的内在个人根据如个人内在的意志或哲学意义上意志论的探寻等等;而意义秩

序则首先体现在２０世纪初期的启蒙中已经发生过的“科玄论战”等诸种争论.或者说从一开始,中国的发展以及社会路径的选择,
就是动力与秩序的变奏.



流地位不同,一批政治儒学家走到历史前台.
如果省思当代中国儒学复兴的根源,有三个相互联系又倾向不同的维度:第一,如上所述,今天

儒学的重新兴起,与国人精神世界的重塑、意义世界的探寻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终极关切的意蕴,
心性儒学在２０世纪中国的影响基本是由此形成的.第二,今天中国民间社会对国学、儒学的热衷则

是基于如何确认现实生活的意义,不仅在超越层面还有在日常生活层面的各种确认与平衡,如重建

家庭关系的认知,个人与子女教化、教养问题等等,与人们对生命价值与社会关系统一性的思考不无

关联.就今天来说,大陆政治儒学的发挥受惠于上述两者,但是他们的着力点并不限定于此.第三,
我们观察当代大陆新儒家的崛起也有三个彼此关联又有各自偏向的视角:蒋庆将儒教视作个体、社
会乃至家国一体的原点,陈明、干春松等人没有蒋庆那么强烈的统一性,而更多地倾向于民族整体塑

造的理念,秋风等人的思想居于其间,既有追寻个体价值基点的倾向,也有对传统政治认同的诉求,
还有寻求政治渐进发展战略的思考.就政治共同体的建构来说,陈明、干春松等人可能有比较强烈

的倾向性,正是基于此共项,他们都对心性儒学不再满足而提出儒教的主张,他们关于儒学复兴主张

的侧重点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基于政治建构的出发点大体是一致的,这就是下面要谈到的２０世纪以

来关于中国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塑造问题.
(二)政治共同体的建构与秩序性问题

２０世纪中国的问题,没有超出或脱离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方向,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
现代化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形成共同市场和最高政府才得以开始的,因此,这个努力是现代

化的前提条件.中国经过从１９世纪中晚期到２０世纪中叶近一个世纪的奋斗,经历了两个共和国才

基本稳定下来,从而开始了现代化的急行军.但是,从世界现代化的整体进程观察,现代国家形态的

建构历程是伴随着一国经济现代化的历程不断完善的.２１世纪初叶,儒学的当代复兴运动既包含

着中国人心灵秩序重建的问题,同时也包含着政治秩序建构的问题,这个心灵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并

建过程为儒学复兴提供了关键性的契机.
所谓政治秩序的建构或完善,有不同的说法.甘阳在２０世纪末曾经提出关于“政治民族”的概

念,他转述的是韦伯的看法,他说:“韦伯的基本看法是,现代经济发展必然促成社会的高度分殊化

(societaldifferentiation),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具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社会离心力倾向,因此现代政治的

基本任务即在于如何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

和政治向心力,不然的话整个民族将出现只有社会离心力而无政治向心力、只有地方利益集团而无

民族利益的危险局面,其结果将是整个民族呈现分崩离析的状况.”由此需要政治主导力量引导建构

起一个新的“政治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而他认为韦伯提供的方案是适应“大众经济”
过程的“大众民主”即广泛参与的民主机制①.甘阳的界定中提出了一个相反相成的价值目标,即中

央型政治权威的集中性、向心力与大众民主之间的统一.从前提看,又有两点:第一,这是与现代化

所要求的现代国家的整体性相一致,第二,似乎与亨廷顿观察现代化进程中的权威主义过渡有目的

上的某些相似.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甘阳的看法与亨廷顿所提出的过渡架构正好相反,亨廷顿所

担心的恰恰是大众民主所引发的大众参与的爆发可能带来的离散,所以,甘阳的理论似乎有其内在

的冲突性.由此我们可以重新回溯托克维尔所讨论的美国民主稳定性的基础条件,它与这些相对简

单的仅仅从政治领域的思考不同,而是强调制度架构的社会性基础和文化性基础.换句话说,“政治

民族”或“政治共同体”理念的成熟及其实践的完善是２０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或现代化发展的必

然方向,但可以有不同的取径思考,而依据社会和文化基础的考察正是今天儒学复兴的机缘.这个

机缘包括中国民族国家的民族精神品格的塑造及其整体性问题,譬如精神价值的认同性,尽量避免

５１当代儒学发展的机遇与困境———从政治儒学与诸价值理念关系视角的考察

① 甘阳:«走向政治民族»,«读书»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诸神的争吵而导致的可能的价值认同的割裂①.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政治儒学因其保守性而呈现出

保守主义在现代社会中主张渐进变革的特性,即保守主义对“秩序”和“渐进”以及连续性的强调对于

社会变革来说有其重要的意义.儒学同时在个体价值意义上的需求满足以及政治民族建构的双重

意义上显示了它的潜力,因而成就今天似乎声势浩荡的发展态势.
笔者把一种社会秩序的构成性状态称作是“理序”与“礼序”的统一②,它是具体历史时期价值平

衡、社会平衡的条件与表征,也是保持社会变革连续性的条件,因为它总是基于传统价值的保持和弘

扬,构成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纽带和桥梁.当代大陆儒学的复兴有此上述机遇,所以应运而生了大陆

儒学的发展,但是,有此机遇并不意味着今天大陆儒学家的政治儒学的理念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应用

于现实之中,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就存在着下面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

二、秩序架构与平等价值的协调

现代社会的秩序建构遵循着一些与文化传统相联系的原则,因此,在一些具体方面可能存在着

民族或文化层面的差异,这是需要注意的,但是有些是基本性的,没有文化上的根本分歧,也需要特

别注意,如个体的平等价值.保守主义对秩序观念与变革的渐进性和连续性的强调,凸显了它本身

的优点,保守主义的明显缺环是对平等观念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但是,从当代人类普遍接受的基本

价值看,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支点,没有平等就没有现代社会的构成,也不可能形成市场交换

体系和全面的法治统治.现代社会应当在此基础上构建公民权利、义务和责任.没有个体的平等,
现代社会的价值认知将无法衡定,基本规则运行将无法持续,社会阶层固化问题更难以解决.但是,
当代大陆的政治儒学家们基于多种原因,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挑战,譬如蒋庆先生关于男女身份问题

等的意见.蒋庆提出新的人的不平等观念,声称依据的是所谓中国传统天道的价值观,这是需要我

们认真分析的.
蒋庆的天道观特别突出世界的先天的自然属性,这个自然属性就是天道下降之后的三才的不平

等性,以及阴阳作为自然属性存在的自然分工特性,由此衍生社会分工的自然属性:也就是个人在社

会分工中各自的角色定位.他认为这些是属于天道的规定性,因此,他认为西方的“天赋人权”是不

能接受的,而人的不平等则是先天的自然的,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是与中西文化的差异密切联系在一

起的.他认为从思维观念的层面上说,中国文化是实质性思维和结构性思维,而西方文化是形式性

思维,形式性思维的代表形态就是自然法,人们在自然法的观念下形成普遍的法律观念,在普遍的法

律观念下形成人人平等的意识.他说:

　　«易传»虽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但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并非依止于抽象

的理性实体,如希腊哲学中的“始基”“无限者”“逻各斯”等,而是在阴阳变化二气交感中化生万

物.故儒家天道观所说的本体非理性的逻辑设定,而是直觉所透悟出的宇宙实相.由此观之,
儒家所说的天道不能用理性逻辑的方式来理解,只能用设卦观象的方式来演证,故儒家的天道

不可能逻辑化为“普遍的理性法则”,即不可能如«儒»书③所言与自然法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④

这种阴阳二气变化最直接的体现者便是人世间的男女有别.蒋庆将这种“别”视作自然属性的根本

特质,正是它构成现实社会中的“礼”的根据.所谓“各正性命”即是各自扮演各自的角色,当然首先

要知道自己在自然社会中的先天的角色定位,这就是因别而生的“分”,也就是各自的“命”,每一个人

都要正命,笔者这个解释也许能够比他自己解释得还要清楚一些.他把这种先天的定位称作是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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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民政治共同体视角,多重价值的并置在法律体系中通过罗尔斯强调的“重叠共识”原则上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当然,
对于建构过程中的政治共同体看法可能不一致,而即便是对于成熟的政治共同体,也有人不赞同罗尔斯的观点.

参见李洪卫:«根基与歧异———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理念与方向»第一章,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第１ １４页.
此处“«儒»书”指邓小军«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一书.———引者注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第２５４ ２５５页.



平等,将法律上所规定的平等视作是形式平等,他认为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造成了真正的不平等①.
因为男女存在是先天的自然的规定,而男女相合则是如«周易»所言的“合”,因此也是自然宿命,每一

个角色都已经有先天的意义和规定性,这就是他们各自的本质.现代人将男女婚配看作是一种法律

上的契约,这一观念丧失了婚姻的生命意义的深度和历史文化的高度.这种乾道坤道本来就是高低

不平的,现在人们人为地拉平是最大的不平等②.因此,蒋庆坚决反对法治,因为法治与他所主张的

礼治是正相反对的:

　　法治政治体现的是只重形式之普遍性而排斥人情之特殊性的机械划一的精神,追求的抽象

齐一的形式平等而忽略现实生活中人的实质差异,强调的是外在法律的强制作用而不能提升人

生命存在至宗教艺术境界以安身立命.③

在这方面,蒋庆把人类一切关系几乎都转换成了道德关系,而且是必然的义务性关系:

　　我们知道,只要讲到道德,道德关系就是绝对性的,是对行为人自身的绝对命令,而不是平

面性的、对等性的,或者说平等的对人际关系的相互要求.④

蒋庆此论旨在强调人际之不平等以实施“礼治”“士人政治”“君子政治”等等,而反对现代人的平民政

治、欲望政治、私利政治.
如果说男女有别还是属于先天差异的话,那么蒋庆对人类现实之不平等的第二种论证是人的现

实身份即角色存在或社会分工的固定化,他认为这是社会等差的必然性,人们只能在这种差异中寻

找自己的角色认同和社会价值,而不能逾越它去寻找一个别的价值和意义.他说:

　　任何社会中绝对的自由平等皆不可能,因为社会分工已从横向将人安立于职业中,已从纵

向将人安置于等级中,人只能(从现实层面来说)从自己特定的身份中来寻找自己身心的依托,
来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此即是儒家君子知命,素位而行之义,亦是亚里士多德与托克维尔所

揭示的贵族政治所具有的正面价值.故等级与身份并非纯系落后与反动,合理的等级与身份正

可对治极端的自由与平等的消极作用,在特定的社会等级与身份中来维护与实现人性的尊严.⑤

蒋庆强调个人需要在市民社会中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和角色扮演,以利于个人获得身心生命的安

顿,这种说法有一定意义.因为,个人在社会中的归属不仅要有宗教层面、道德价值的认同,家庭价

值和国家价值的体认,同样也需要职业、阶层等的分工和分类,以形成个人在职业和社会价值中的归

属感.但是,这一点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更不是固定的,否则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自由都无法获

致,而蒋庆的观念有一定程度的绝对性,这一点则是需要注意乃至警惕的.蒋庆等当代大陆新儒家

中很多人引征托克维尔的观点作为自己思想的奥援,但是,我们回复到托克维尔思想的原点看到的

是,这位所谓的贵族思想家对美国民主最深切的感受除了那三个原则,最基本的认知支点是美国人

的平等.
托克维尔说:“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莫过于身份平等⑥.

我没有费力就发现这件大事对社会的进展发生的重大影响.它赋予舆论以一定的方向,法律以一定

的方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治者以特有的习惯.”“不久,我又看到这件大事的影响远远大于政治

措施和法律,而且它对政府的钳制作用绝不亚于对公民社会的这种作用.它不仅在制造言论,激发

情感,移风易俗,而且在改变非它所产生的一切.”“因此,随着我研究美国社会的逐步深入,我益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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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身份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而所有的个别事物则好像是由它产生的,所以我总把它视为我的整个

考察的集中点.”①因此,我们在这里不难看出,托克维尔的美国之行看到的是在美国平等观念和与之

相应的制度架构基础上的美国民主的展开与稳固,其次才是对民主发展的各种条件的具体考察.没

有平等就没有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考察了美国的民主以及对民主的支撑两个方面,其中,平等是民

主的根基,几乎与民主同义,而宗教、乡村自治和法律体系是它的支撑内容,它们保证美国人生活在

平等且有信仰的条件中,这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里仅仅从托克维尔的思考和美国事例说明

“平等”尤其是身份平等是现代社会形成的一个基础性条件,更应注意的是,身份平等与个体社会角

色的承当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如何澄清各种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深化政治理论与儒学关系

的下一步的问题②.

三、礼俗与法理之关系

现代社会被认为是一个法治社会或法理社会,当然,法治社会也不排斥礼俗和道德风尚,而是存

在着层次分工协调和相互支持的关系,即康德所谓的道德共同体与法律共同体的并建,但是,法治体

系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和根基,这一点作为底线思维不能动摇.蒋庆先生锁定的“王道政治”却希望实

现一个“无讼社会”,并将其实现的愿望寄托在礼俗乃至礼制的完善上,这个政治儒学的理念是需要

认真鉴别的.
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反对心性儒学对人性本体的认定,但是他又不像康德那样将人二元化,凸

显理性与感性的双重认定③,而是强调人性的恶的一面在现实世界中的张扬,因此,要通过礼教来对

治.而所谓传统的礼教,则被蒋庆称为“组织化、制度化的善”:

　　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现代社会的邪恶与古代社会中的邪恶不同,古

代社会相对简单分散,故邪恶多表现为个人的邪恶,通过心性的渠道或许可以对治;而现代社会

中的邪恶除个人的邪恶外,更多的是组织化的邪恶或者说是制度化的邪恶,这种邪恶是一种集

体的或整体的邪恶,单靠个人的心性不能对治,只有靠组织化的善或者说制度化的善才能对治.
这种组织化或制度化的善就是体现儒家天道性理的政治法律制度,即以礼乐为基础的文物典章

制度.所以儒家最重礼,把礼看作是天下归仁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礼才能对治天下普在的恶

(不仁).④

蒋庆认为礼之所以能对治组织化的邪恶是因为这是组织化的力量之间的较量,是实在的力量之间的

对抗⑤,这令人想起马克思说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

毁,但是,任何一种世俗的组织或力量都有其局限性乃至负面功能.古代中国的礼的确是一种实在

的力量,但是,它对邪恶的治理似乎并不特别强大,而对人民的束缚也并不那么脆弱,因此,这种复活

不能不令人生疑.虽然,我们同样呼吁文化传统的复活,呼吁通过道德教化养成对治社会中丑恶的

蔓延和混乱、喧嚣、浮躁,但是方法似乎不能像蒋庆这样重建一个组织化制度化的力量,就如同传统

中国中的宗法力量与皇权专制势力等进行绾合而构成所谓的礼制.但是,蒋庆却认为礼制才能征服

现代社会的弊病,而他把这种所谓的礼制与心性儒学的道德修养对立起来,作二元对比,而故意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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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儒学所强调的通过制度变革所要建立的法律规则和秩序.他把儒家的外王仍然还原为传统的

礼法制度,他说:

　　公羊学认为要对治人性之不善,就不能像心性儒学主张的那样通过主观的道德修养来完

成,必须通过客观的礼法制度来完成.因为公羊学认为客观的礼法制度是一种善的力量,人性

之恶的力量只有用制度之善的力量去对治才能摧毁.从公羊学的思想来看,所谓外王就是

建立客观化的礼法制度,因为客观化的礼法制度正是外在王道的表现.荀子“王者尽制”一语最

能说明公羊学重视制度,把外王理解为建制的思想.①

蒋庆将荀子的“尽伦尽制”与庄子的“内圣外王”勾连在一起,认为,如果说儒家是内圣外王的话(他也

认为庄子此意是深得儒门之志的),那么,荀子的尽伦尽制就是最好的典范,也即是说,圣王不是一个

体用关系而是平行并列对等的关系:尽伦是个人生命的养成,尽制就是建立理想的礼法制度,这二者

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②.其实这种思路显然是最大限度地撕裂儒家思想了.荀子法后王,有法

家思想,所以才有他的礼法制度的整体性设计;而绝大多数儒家都讲三代之治甚至直承尧舜,这正是

今文经学与古代大同的矛盾之处.近代思想家都比较甚至极端反感荀子,譬如康有为尤其是谭嗣

同,其实症结也正基于此,人们对宗法礼制的反感反对不止自“五四”始:从魏晋玄学的兴起,到明清

之际诸思想家,直到近代人士都认识到礼法制度对人性的宰制.所以,蒋庆虽然同样讲今文经,但只

是偶尔谨慎地提到康南海,因为康有为大多数时候对荀子提出批评而且相当严厉,这是启蒙思想家

们的共同特征,原因在于他们既受到古代文化传统包括礼制的熏染教化,但是更深知其中的专制主

义对个人和国家的弊害.因此,今天我们对重提礼制需要给予相当程度的怀疑,勘察其合理性,对其

弊端必须保持高度的警醒.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滕尼斯曾经提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分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从“礼俗社

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演进③,应该说这是一个历史规律,那么对于社会共同体来说的道德整合由

何为之? 其实在西方这主要是由宗教社群来提供的,同时还有其他各种慈善性、公益性非政府组织

的存在,这样的事实对蒋庆先生的理论既是挑战又是对它的肯定.问题仅仅在于,蒋庆是要将这种

伦理化的共同体价值放大到政治法律范围(就像是在传统社会那样),还是仅仅作为政治体系的社会

道德基础和支援力量? 如果是前者,这里面显然存在着历史的陷阱,如果是后者,这其实与明末之际

心学的王学运动是一致的,也就是以心性的敦养实现社会的教化,同时构建一个与政治体系相疏离

乃至于存在一定张力的民间社会结构.但是这显然不是蒋庆先生的意旨所在,虽然蒋庆先生也提出

中国市民社会的儒家资源问题,但是希望构建大一统的伦理型政治结构,即所谓的礼乐刑政之属,才
是他的论题核心.他说:

　　公羊学与心性儒学不同,不是从抽象的哲学观念与人类存在的普遍特征上来看人性,而是

从具体的历史事件与政治现实中来看人性,故公羊学对人性的负面价值有深切的体认.④

他主观上认为客观化的礼乐刑法是一种“制度性的善”的力量,可以对治人性中的“恶”,这种制度性

力量的建构是心性儒学所没有或匮乏的⑤.他令人十分担忧的理论主张,是“按照善的理念建立的有

组织的制度即是一种善的力量,力量只有用力量去对治才能消除,气质之性的恶的力量只有用圣人

制定的制度之善的力量去对治才能消除”⑥,“在政治儒学看来,所谓制度,并非现代独立分隔的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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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法律制度,而是涵摄糅合着宗教精神、道德精神、艺术精神和政治法律精神的综合的礼乐制

度”①,“这种制度政治儒学叫做礼乐刑政之制,亦即公羊家所推崇的‘王制’”②,“儒教在解决群己人

我关系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均不提倡权利思想,即不要求他人施仁于我,行义于我,亦不要求社会

中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相抗衡、相制约、相卫护,而是要求我对人、己对群尽到仁、义、忠、信等义务,要
求社会中每一人伦关系内的人都互相尽到自己名分所规定的义务,故儒教的群己观可以说是一种

‘义务本位的群己观’,此群己观与当代‘群己权界’的权利群己观相比有很大不同,其不同在于儒教

的群己观旨在从根本上解决群己人我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③.蒋庆先生这里凸显的其实是一

种宗教价值和宗教关系,而不是世俗中的一般关系的交往要求,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礼乐与刑政的

合并与混同,但是这也是他的为难之处,因为如果只强调礼乐,那么政治儒学的“政治”就无法体现出

来,而且刑政与礼乐作为他所认为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确是一体化的.他为了减缓人们对这种思

想倾向的疑虑,提出政治儒学和政治化的儒学的区分,指出政治儒学的最大特征是保有理想性和批

判性,即对人类大同的向往和对政治现实的批判④,但是它本身的“无讼”的愿望与精英治理的思想又

如何能够保障普通公民的个人权利不受侵害,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更不要说对于公共事务的

积极参与了,消极自由且不可得,何谈积极自由? 究其实,蒋庆的思想还是牟宗三先生早就讨论的

“政道与治道”问题,没有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政道即政权的合法性依然无法获得可靠的解决.牟

宗三说:

　　无论封建贵族政治还是君主专制政治,政权皆在帝王(夏商周曰王,秦汉以后曰帝).而帝

王之取得政权而为帝为王,其始是由德与力,其后之继续则为世袭.吾人论以往之政道,即以开

始之德与力及后继之世袭两义为中心而论之.⑤

因此,权力变幻成为社会稳定与否的主宰,这是传统社会最大的问题.现代社会之稳定性则是依赖

市民社会自身的良性和自主的运行,权力的形成与转换都依赖于市民社会的常态运转,即社会机体

的自主性与稳定性是政权权力稳定的条件,反过来,政治权力的变化基本不会影响社会机体自身的

运行,这种运行机制才是需要我们慢慢探索的.今天基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途性,贤能政治等的

运行可能起到相当的助力,但是,从政治和社会稳定性的视角,贤能政治只能是辅助性的而不是基础

性的,礼乐教化应当是民间的,而不应当是政治的.

四、结语:基于公德建设的国民精神建构

一个社会的秩序建构必须有其相应的理序和礼序,这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实实在在的严峻课

题,但是这不等于它只有全盘回到传统这一种思路,心性儒学自２０世纪初以来一直申诉的传统的现

代化转化的方向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路径,但是却被蒋庆先生等批判为“哲学化”“思辨化”,没有实

践性特征等,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心性儒学致力于一种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转变,今天政治儒学家

们则是接续下一步的工作:使这种转变落地,但是,对于今天的大陆新儒家来说,他们并不这样认为.
他们认为这是两套思路,他们或者是另一套工作,或者是并行的工作,而不是延续性的工作,譬如把

康有为推到前台,推到新儒家的最前端,以此囊括后面的儒家,或者与现代新儒家并行.但是,他们

可能容易忽略康有为与现代新儒家之间在思想根基上的共性⑥.同时被忽略的还有在政治建构中的

其他致思路径,譬如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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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康有为晚年致力于孔教建设不同的是,梁启超开启倡导“新民”的思想,这个思想主要可以分

为对公德的倡导和对公民权利的肯定,二者又具有内在统一性.梁启超对“公德”有一个界定:
　　夫可谓公德云者,就其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

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也.①

梁启超认为,近代的中国如果需要发生一个革命性的变革,那就是人自身的改变,但是,这不是断裂

的,而是连续的,尤其是在德性涵养方面,并不是抛弃传统于不顾,而是在传承中有扬弃和学习,这个

学习的新内容就是“公德”,它是我们传统中极其匮乏而又是极端要害的.他认为,国人过去没有陌

生人“合群”的概念与意识.他指出,合群之义,人人能说,但人人都不能做到,原因有四个:第一,公
共观念的缺乏;第二,内外界限不分,彼此分隔对待意识不强(这里面也包含民族意识的薄弱);第三,
无规则(他认为,人群之立,赖以法律.用学理术语,即由契约出者为正,由命令出者为不正.这就是

法治与人治的划分);第四,忌妒②.他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公德精神,最后所谓“忌妒”可以视为个人品

性情操或私德.公德、私德在梁启超那里是一体两面,不能分割的,他认为在专制社会中根本不存在

道德的发用,因为在那里人们无论贵贱相互之间只能变诈巧取相遇③,换句话说,公德乃至人的德性

的发挥与政治文明是互为表里的.
梁启超此论涉及中国几千年来没有公共领域和公共意识的问题,其实戳中了中国民族的要害,

这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与个体的权利意识、义务观念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梁启超说:
　　权利竞争之不已,而确立之保障之者厥恃法律.故有权利思想者,必以争立法权为第一要

义.凡一群之有法律无论为良为恶,而皆由操立法权之人制定之自获其权利者也.强于权利思

想之国民,其法律必屡屡变更,而日进于善.盖其始由少数之人,出其强权以自利,其后由多数

之人,复出其强权相抵制,而亦以自利.权利思想愈发达,则人人务为强者,强与强相遇,权与权

相衡,于是平和善美之新法律乃成.④

梁启超在这里强调了新旧阶级之间在立法权争夺问题上的激烈冲突,认为这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
但是,他的目的在于争民权的基本权利而不是特别着眼于斗争哲学.他说:

　　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故

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人之皆不肯损一毫,则亦谁复敢撄他人之锋而损其一毫者,故曰天

下治矣,非虚言也.⑤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权利的伸张、界定“故曰天下治矣”,这是梁启超在当时相对于其他思想家的

一个重要的进步.天下之治核心在哪里? 依梁启超的话就在个体权利的界定,公共权力的构成依据

个体权利的本体而后定.康有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他也有一些论述,但是,第一,
他没有像梁启超这样意识明确、强烈;第二,他由于特别关注过渡时期政治秩序的稳定性,而将思想

重心转到中国人的精神性秩序的建构即一个虚君或精神性君主的存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对此也

有强烈的关注,因为他与同时代的杨度等人一样,一直担心国民精神品质的堕落,但是,他的方案已

经抛弃了对君主的关切,而将视野聚焦到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体系与社会公德统一性的建设上来,
而这个公德的建设也是诉诸传统道德的延续性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他的关于权利的论述有类于

康德责任价值转成人的权利观念,在一定意义上是将个体道德建设与个体权利的觉醒绾合到了一

起,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点.他说:
　　今吾不急养义务思想,则虽日言权利思想,亦为不完全之权利思想而已,是犹顽童欲勿劳而

１２当代儒学发展的机遇与困境———从政治儒学与诸价值理念关系视角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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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贪父母之养也,是犹惰佣不力作而欲受给于主人也.①

按照康德,我的权利来自于他人的义务,彼此持有权利、义务的交互关系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权

利与义务实践的过程也是道德训练与发展的过程,正如前述梁启超所言,道德的开展过程就是政治

体系文明化的进程,二者其实也是一个共进的历程.从梁启超分疏公德与私德以后,费孝通又以“差
序格局”来说明传统道德的伦理属性及其在共同体中实践的局限性,这些前贤并非理论的空言,他们

自己都是传统社会的亲身经验者.以此,我们可以见到,当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处置必须基于双重建

构与训练,即个人修身与权利/义务认知及其践履的并行.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环节是,梁启超的

公德建构同时又有族群建构的特性,他在讨论合群、自治等等议题时,都不忘记当时中国所处于列强

环伺的恶劣环境中,所以民族主义的理念也渗透于个体权利、义务的探究之中,他对这一点的强调揭

示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内外双重一体性的特殊品格,于今天我们的民族公共精神建设仍然深富意义.
同时,我们今天的历史背景还有一个全球化较迅速发展的特征,个体内在价值的普遍性、世界发展趋

势的普遍性与作为国家公民存在的具体性一体存在,是又一个值得考量的条件.我们可以认为,梁
启超的公德建设思路成功地结合了个体价值意义追寻与社会秩序建构的共项和交集,把制度建构、
公民训练和个体道德完善的修身整合起来,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

笔者个人认为,康有为思想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于一身,譬如«大同书»的理想主义认知,同时

他又极富现实感,他的儒教思想就是基于历史现实的战略性考量,但是这并非他的终极关怀③.梁启

超的思想并非这种两极会通的方式,他是始终秉持一种现实主义理念的思考,在历史发展的跃迁和

连续之间寻找平衡.他对“新民”的概括是:

　　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

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④

梁启超的思想,显然有别于康有为所特别努力建构的孔教的一体化的顶层设计的方式,而是以基础

性的公共生活的道德精神建构配合个体道德的连续性发展,通过制度建构和生活训练实现国人的道

德提升、文明完备.对于这其中的优劣和利弊得失我们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作出更深入的考

察,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现实的境况提出有价值的新理念来.总之,根据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

到,当代中国儒学发展之机遇与困境并置,即意义追寻、生活建构的推动力与政治秩序的稳定性等不

同侧面都需要儒学的弘扬,但是不同价值之间内在张力的平衡是一个重要的思考要件,如果在此脱

序,也可能构成其理论实践的陷阱.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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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学派史学理论溯源

王　传

摘　要:华南学派是目前在国内颇具影响的学术流派,其治学方法与实践很值得关注和探讨.华南学

派史学理论的形成,植根于中山大学文科设立以来“眼光向下”与跨学科治学的学术传统,师承傅衣凌、梁

方仲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积极吸收西方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并在与海外

学者长期的合作与交流中形成了共通的治学理念.华南学派史学理论的形成,与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及

其学术思潮的变迁密切相关,反映出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某些共有特征.探寻该学派史学理论的

形成过程,对于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应具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华南学派;中山大学;语史所;顾颉刚;傅衣凌;梁方仲;历史人类学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５．０３

近三十余年来,一批历史学和人类学学者以“华南”为试验场,在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领域取得

了显著成绩,其“研究范式已水到渠成”① .他们将在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概括为:一
是提倡历史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取向;二是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提倡田

野调查与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上层精英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的有机结合;三是强调

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自己的意识出发,理解传统社会发展的各种现象,在理论分析中注

重建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方法体系和学术范畴② .他们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

学术群体,其核心成员包括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赵世瑜以及海外的科大卫、萧凤霞、蔡志祥等人,
他们“一直有一个学术共识和理想:由地方调查的经验所了解到平民的日常生活与想法,来改写中国

史.也就是这个学术共识,造就了‘华南研究’”③ .按照２００９年时任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的说法:
“我们的历史人类学已经形成了‘华南研究’或‘华南学派’,我们的历史人类学团队及其研究已经得

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④

华南学派称得上是“中国历史学和人类学界不多见的能够和世界学术前沿对话的群体”⑤ .它的

形成,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同时又深深植根于自身的学术传统.华

南学派在中国史坛的崛起虽是近年之事,但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１９２０年代.在半个多世纪的岁

月中,他们的先辈以筚路蓝缕、开启山林的精神,为华南学派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理论、方
法、实践和学术远见,皆足以为后人垂范.鉴此,本文有意将该学派置于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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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络之中,客观评估其与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关系,以加深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认识.

一、“眼光向下”与跨学科治学

由顾颉刚和傅斯年共同创立的中山大学(下称“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下称“语史所”),不仅

奠定了今天中大人文学术的根基,更为重要的是,该所留下的“眼光向下”及跨学科研究传统,已成为

华南学派建构史学理论与方法最重要的思想渊源之一.

１９２７年前后,顾颉刚为语史所主办的«语史所周刊»«民俗周刊»写了两篇反映该所工作旨趣的

«发刊词».顾氏认为,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学界开辟学术新路,须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学术方向和范

围、材料的状况和最新治学方法等问题有清醒的认识.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建设新学问须打破学

问的功利性,以求真为目标;须打破偶像的权威,以彰显理性.在此基础上,他呼吁研究所同仁应“承
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中去发掘,
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语言历史学与其他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①.

以上论述,无论是在治学理念、方法,还是在内容上,都包含有一种新意.首先是“眼光向下”,走
出书斋,拓宽了搜集材料的路径与范围.如果说,１９２３年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所关注的重点

仍在传世文献方面,那么,此时的顾氏已认识到“在故纸堆中找材料和在自然界中找材料是没有什么

高下的分别”②,开始明确主张通过田野调查或者考古,广泛搜集社会各个角落非文字的材料,诸如民

间传说、歌谣、谜语、谚语、神话、童话、故事,以及被传统学术研究弃之不顾的档案、账本、契约、民俗

物品等材料,来拓展研究的范围.
其次,“眼光向下”,建设“全民众”的历史.自１８９７年梁启超首次撰文主张建设以民史为中心内

容的“新史学”,此后流风所及,不少史家也发出过相类的言论,但具体到如何才能修出民史,各人的

认识并不一致.至于如何表现“民”的历史,既无成果,又缺史料,不知从何下手,因而“未能真正深入

各个历史时期民众生活的层面,做到以民为历史的中心加以展现,民史建设大都只能停留在理想的

层面”③.
究其原因,其一,在研究途径上,清季学人未能找到建设民史的合适切入点,而一味地模仿泰西

体例,隔靴搔痒,不能深入民众生活;其二,可能在于思想观念上“知识阶级的自尊自贵的恶习总不容

易除掉,所以只听得‘到民间去’的声音,看不见到‘到民间去’的事实”④.直到语史所成立后,以顾颉

刚为首的语史所同仁才实现民俗学研究与民史建设的成功对接,成为“民史”建设的践行者.
钟敬文认为:“民俗文化是一定群体成员生活中,最基础的,也是极重要的一种文化.因为世上

没有比民俗文化更为广泛地贴近群众生活、渗透群众生活的文化现象了.”⑤顾颉刚早年参与北京大

学国学门的歌谣收集和整理工作,稍后又到厦门大学组织闽学会,继续民间史料的搜集和调查,深谙

民俗材料对于民间社会历史重建的作用,因而他主张将全民众历史文化建设与民俗学研究结合起

来,实际上是自北大国学门以来长期参与中国民俗学建设的一种切身体认.

１９２８年３月,顾颉刚代表语史所同仁为«民俗»作发刊词.在«发刊词»中,他猛烈抨击“圣贤”历
史,鼓吹建设“全民众”的历史,说:历来的政治、教育、文艺都给圣贤们包办了,不容小民露脸,经史百

家是皇帝、士大夫们的故事和礼法,不仅大半虚伪,且完全不见社会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随着时代

的改变,“皇帝打倒了,士大夫们随着跌翻了,小民的地位却提高了.到了现在,他们自己的面目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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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都可以透露出来了”! 他呼吁:

　　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 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

整个的社会! 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 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间艺

术,民间信仰,民间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 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

的历史!①

其后,顾氏又在岭南大学的学术演讲中再次强调民史建设的重要性②.
顾颉刚在«民俗周刊»上的发刊词,与彼时其他民俗学团体的刊物相比,以史学为中心而不是以

文学为中心的取向显得相当特别.杨堃见证了这场民俗学运动全过程,他曾撰文指出«发刊词»中的

“民俗”是包括民间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等“整个的民众社会”,“«发刊词»的语气完全是一种战

斗的口吻”,代表着一种新思想,因此更像是“一篇新史学运动的宣言,想不到它原是«民俗»的发刊

辞”,故而“这个民俗学运动原是一种新史学运动”③.桑兵认为,这是顾颉刚向民间求新史学的重要

表述④.
综上所述,这里所谓的“眼光向下”所涵括的内容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随着西方史学思

想、方法的传入,语史所同仁在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认为单纯地依靠从故纸堆中寻找材料的纯文

献研究方法已远远不能适应新时代学术发展的需求,他们重新估定文献的价值,开始走出书斋,眼光

向下,实地搜罗材料,各种民间文献、实物、语言、图像和口述资料进入了史料的搜索范围.二是在２０
世纪初的史界革命浪潮中,自新史学家们严厉批判旧史学为“君史”,大力倡导“民史”以来,语史所同

仁积极响应学界的号召,以“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揭发全民众的历史”为己任,开始眼光向

下,关注、发掘底层民众的生产、生活、风俗、文化等领域.同时,语史所同仁将民史建设与其所倡导

的民俗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扩大了史学研究的战场.
最后,«发刊词»还主张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丰富了科学方法论的内涵.顾颉刚倡导的“语言历史

学与其他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之内涵究竟是什么? 观诸顾颉刚«１９２６年始刊词»可知:

　　所谓科学,并不在他的本质而在他的方法,他的本质乃是科学的材料.科学的材料是无所

不包的,上自星辰,下至河海,变换如人心,污秽如屎溺,没有不可加以科学的研究.⑤

国学与自然科学不仅在治学方法上有共通之处,自然科学知识本身对于语言历史学的研究也同样有

用.他说:“我们深知道别种科学不发达时,国学方面也要因为没有帮助而不得不十分进展的,所以

我们酷望别种科学的兴起.”地质学家、语言学家、医学家、动物学家以及植物学家的研究,可以补正

考古学、语言学、古代医学史以及中国古代动植物的形状和分布区域⑥.
在此,我们不难明白顾氏所指: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历史学要利用诸如人类学、社会学、地质

学、考古学、语言学、医学、动植物学等学科的成果,为其研究提供工具.而对自然科学工具的运用,
涵括两层意思:一是将自然科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历史研究领域,二是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史学

领域.他们在实践中秉此思想为指引,不仅打破了中国旧学范围和治学方法的束缚,引起了知识上、
思想上的一种深刻改革,还直接推动了历史科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并在此基础之上催生

了史学与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新兴学科的融合.
语史所建立后,通过提倡新史学,鼓吹民俗学运动,在南方造就了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基地,其

影响力迅速向全国辐射.１９２８年,顾颉刚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我深信这一年中已为广东学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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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风气.”①也正是在这种学术新风的影响之下,语史所及其后起机构的同仁都能前赴后继将先

辈开创的学术事业发扬光大,他们所倡导的学术研究新范式亦逐渐形成.１９３２年,朱希祖在总结中

大民俗学研究的方法时说:

　　(民俗学研究)今后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纵的,从历史的记载上搜集材料;一是横的,从

地理的分布上调查材料;再须协合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学家,艺术家,以及民族

心理学家等等,共同商定条理,着手搜集调查,研究整理.②

朱希祖所总结的“纵”“横”结合的研究范式,即在材料搜集、整理与研究上,“历时性”(历史)与“共时

性”(地理)相结合,文本梳理分析与实际调查所得相结合,这种方法也曾在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

中得到过充分的运用.朱氏同时还指出,要在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辅助下进行

民俗学研究.
由顾颉刚等人发起的南方民俗学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是实现了民俗学学科范式的人类学转型③.

于此过程中,我国早期民族学、人类学的奠基人杨成志是关键的人物.１９２７年,杨成志从岭南大学

历史系毕业,受傅斯年和顾颉刚的赏识,进入语史所任职.翌年夏,又在顾、傅二人的支持下,参加了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西南调查活动,由此蜚声学界.杨成志后来曾回忆到,在他进入语史所之后,就
“在傅斯年、顾颉刚等领导主持下提倡‘到民间去’,开展民俗学与民族学调查研究活动”④.１９２９后,
随着傅斯年、顾颉刚先后离开语史所,杨成志便举起了南方民俗学运动的旗帜.

１９３５年,杨成志获巴黎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中大历史系教授暨历史研究所(由语史

所更名)人类学组主任,继承了语史所的学术传统,肩负起中大的民俗学、人类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

的重任.１９４８年,杨成志向教育部申请在中山大学成立人类学系,他在陈述建系的第一条“理由”
时,首先指出中大人类学研究始于二十年前的语史所的建立,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⑤.钟敬文也同样

指出,语史所同仁起初是研究民俗学,“后来却与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会合起来了”⑥.
以杨成志及其弟子为核心的学术团队,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探究南方社会历史文化全貌的田野调

查、研究和人才培养,在研究实践中注意将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相互结合,“将历时性的

研究与共时性的研究融入一体,进行了纵、横结合的历史人类学研究”⑦,被学界称为中国人类学的

“南派”,以区别燕京大学以吴文藻为首的人类学“北派”.“北派”讲理论、重应用,主要受英国功能学

派人类学理论的影响,致力于近代民族社区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和研究;“南派”则注重实践,主张在

“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利用已有的历史资料进行人类学研究”.
即通过历史文献与人类学田野调查、测量的结合,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形成一定程度上的“互证”效
果,因而又有人称之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学派”⑧.

由上可知,在中大,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渊源深厚.１９４９年前,中大的人类学系是从历史系

孕育出来,新中国建立后,中大人类学系被取消,先前从历史系分离出去建立人类学系的教师又回到

了历史系,人类学的学科传统在历史系得以保留.所以,刘志伟认为这些有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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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的教师“留下的东西都是跨学科的”,并没有学科分界的紧张.刘志伟在中大历史系读书的时

候,对«民俗»«民俗学会丛书»中的内容稔熟于心,在不自觉中了解了民俗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知识.
谈及１９３０年代南方民俗学运动对今天华南学派的学术影响,刘志伟说:

　　民俗学运动在很多方面都留下了很重要的思想学术遗产.其中在学术理念上对我们影响

最深的,是«民俗周刊»的«发刊词»中最后的几句口号,它提出:“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

识民众! 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这可以说是“华南研

究”一直坚持的信念,直接联系着理论渊源.华南研究的目标在于改写中国历史,实质上要探索

如何从民众的生活和欲求来认识整个社会.①

２００１年,以中大历史系和人类学系教师为主体成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宣告成立.在述及

语史所与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关系时,中大历史系张荣芳教授道出两者之间深厚的学术渊源.他

说:“为了继承和发扬傅斯年、顾颉刚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中大倡导的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与人类

学相结合研究风格和学术传统,以历史学和人类学系具有相近学术兴趣的教师为主体,正式组建了

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是历史学与人类学互动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是学科渗透的创

新,提升了历史人类学的学术品味,是傅斯年、顾颉刚在中大开创的事业的基础和发展”②.

二、闽粤学人的社会经济史师承

华南学派学术风格的形成,与该学派的核心成员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闽粤学人师承傅衣凌

和梁方仲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脉紧密相关.
作为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人,傅、梁二人在社会经济史园地里耕耘数十年,其门生及

再传弟子遍布国内高校及学术研究机构,形成了广泛的学术影响.林有能指出,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在
福建和广东两地的经济史研究领域曾经孕育出一个“闽粤学派”,他们之所以被冠以“学派”雅名,主
要原因就是福建的傅衣凌和广东的梁方仲分别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弟子,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方向

和学术风范得以传承和弘扬③.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很大部分是由傅衣凌、梁方仲先

生留下的团队进行的”④.
傅衣凌和梁方仲进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领域,均源于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这

场论战开始时,傅衣凌正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读书,发表了几篇社会史研究的文章,开始意识到“论战

期”的社会史研究中存在“公式化”的弊端.他指出中国社会经济自具特殊性,“农民的特质”才是“亚
细亚生产方式最真实的基础”,故不能简单照搬西洋的学术来“刻画”中国的社会,应从其自身的特点

入手对“其特殊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进行研究⑤.但是,长期生活在福州、厦门等沿海大城市的傅衣

凌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仍相当模糊,以致他在这一时期有关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只能停留在生

产方式或社会形态等较为宏观层面的讨论.抗战爆发后,一次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将傅衣凌的学

术研究引入了一个新境界.１９３９年夏,傅氏为避开日机的轰炸,辗转来到乡间,无意中发现了一批

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民国时期的土地契约文书.他依据这些材料,写成了影响深远的«福建佃农经济

史丛考»一书,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地区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领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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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３年,梁方仲从清华大学经济学专业硕士毕业,随即进入北平社会调查所经济史组工作,并
与吴晗、汤象龙联合发起史学研究会,正式步入史坛.针对当时学界在社会史论战中只谈公式理论

而不注重实证研究的现状,梁方仲认为,要认识中国社会,须从农村社会入手,而田赋制度则是理解

中国农村的关节点所在.因此他选择明清田赋史作为探索中国社会性质的突破口,从对相关制度的

实证研究中,得出对明清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独到认识①.
作为２０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两位杰出学者,傅、梁二人所从事的研究主题虽不尽相

同,但他们的治学旨趣与方法却颇有相通之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注重“局部”个案研究与探求社会“总体系”的目标相结合.傅衣凌认为社会史论战多年,

未见令人满意的述作,究其原因,多为史料收集不足所致.尽管不少研究者通过概括性的研究已经

构筑了颇为新颖的理论体系,但仍属以一斑而窥全豹的粗放式研究,往往“以偏概全”,一旦涉及某特

定问题的深入探讨,破绽立显,以致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为改变这种现状,他希望通过民间史

料的采集,以地方志﹑寺庙志及民间契约为基础,对农村经济展开深入的专题研究.他的«福建佃农

经济史丛考»一书,虽侧重于福建经济社区的研究,然亦“未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

廓的说明,尤其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的特点的指明的责任”②.日本学者田中正俊认为傅衣凌在该书

的开拓性贡献在于:“为了弄清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情况”,而“将具体的原始史料与当时的社会整体

构造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再作深入的研究”,于是号召日本的经济史研究同仁借鉴傅氏的治史

新法③.
无独有偶,梁方仲强调“小题大做”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路径.梁方仲参与创立的史学研究会曾向

学界声称:“中国史上的问题太多了,我们愿意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就个人的兴趣和所学,对每一

个问题作广博深湛的检讨.”④史学研究会及其所办的刊物以“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研究倾向,深刻

地影响了梁方仲日后的治史路向.梁方仲在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选题上提倡“小题大做”.所谓“小
题”指从个案研究入手,切忌游谈无根.所谓“大做”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大量搜集资料,充
分掌握全面的历史事实,务求本末兼备,探源溯流;二是指将某一具体专题置于整个时代背景之中去

作综合的考察,以求得对整个社会经济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⑤.这一研究取向在其赋役制度史

研究理论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曾毫不讳言地指出:以往中国学界讨论田赋制度史的论著多偏重于

通论,而不注重把握各地区田赋实施的差异性.实际上,中国田赋问题是“地方的问题”,不仅南方各

地田赋问题不同,各省的问题不同,甚至同一省的不同地区也有不同,故田赋问题宜先分区研究,集
合更多的人力,将全国各地有关田赋资料搜集在一起,排比编次,才能作出综合的说明⑥.

其次,注重民间文献的收集与整理,补正史文献之不足.在傅衣凌看来,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

识,除常见的文献资料外,研究者还应广辟史料来源,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等别人看去“不屑一

顾的东西”,在有心的史学工作者眼中都有价值,关键在于研究者如何使用这些材料,把“死材料变成

活东西”,“化腐朽为神奇”,以补正史文献不足的缺憾⑦.他在«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中积极提倡:
“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搜集,所以近代史家对于素为人所不知道的商店账簿、民
间契约等等都珍重地保存、利用,供为研究的素材.”⑧对于傅氏的治史新径,田中正俊给予了高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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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认为傅衣凌利用“迄今未能引起注意的民间文约”来证史,“不得不说是中国史学史上划时代的事

件”①.
梁方仲所在的北平社会调查所曾主办«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该杂志的«发刊词»颇能代表

该所同仁的学术旨趣.其中谈到史料的搜集范围时,他们向学界声称:私人或家庭的流水账,店铺的

生意账,工料的清单,户口钱粮的清册等常为研究者所“抛弃”的经济史料,“现在都变成最有趣的,最
可宝贵的经济史料了”②.在«史学»发刊词中,他们再次表明对于那些“零烂的”,一向不被人们所重

视的正史以外的若干记载,也同样地加以注意,因为“这里面往往含有令人惊异的新史料”③.梁方仲

在研究明清田赋问题的实践中,悉心发掘地方志、笔记、民间文学等书本上的材料,还留意到许多不

起眼的民间文献,如赋役全书、粮册、黄册、奏销册、土地执照、田契、串票,以及民间的各种完粮的收

据与凭单等.
第三,注重实地调查和跨学科的治史方法.傅衣凌曾多次撰文申述:研究历史“不能枯坐在书斋

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要“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文字与死材料两者结合起

来,互相补充,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实地调查,不仅能获得大量民间历史文献,更重

要的是,还能观察、体验当地的民风、民俗、山川、河流、地貌、建筑等历史遗存.而“和当地人访问、谈
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④,对于深入、准确解读历史

文献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同样,梁方仲也非常重视社会调查.如«北京市田赋概况»便是根据北平

市的调查统计资料写成,详细考察了北平市田赋沿革、种类科则,并提出改革北平田赋的具体意见⑤.
此外,１９３９年９月,梁方仲进入陕甘宁边区,随后又进入四川、陕西、甘肃等省,对这些地区的土地、赋
税情况进行了八个多月的调查,写成«田赋折价问题:改征实物或实物折价与折价之标准»作为调查

报告⑥.
傅、梁二氏虽以中国史研究为业,但均受到过良好的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学科训练,这些学

术训练为他们后来从事历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傅衣凌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其研

究对象涵盖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史家要“成一家之言”,须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他本人的中国社

会经济史研究,总是尝试将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理论、方法与历史

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⑦.梁方仲在清华读书期间主修经济学,后来进入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受到

过良好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训练,其社会经济史研究更逐渐形成了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相

互融合的特色⑧.二人在研究领域和治学方法上的诸多叠加和相通之处,为他们的后学在社会经济

史研究领域频繁交流、取长补短创造了有利条件.
“文革”结束后,中大历史系古代史研究面临八大教授相继去世的严峻局面.汤明檖承前启后,

把继承和发扬老师梁方仲倡导的学术研究道路和学风作为自己的使命.他首先恢复了梁方仲开设

的“中国经济史”课程,重新整理校对在“文革”前已经排出校样的书稿,整理出版梁方仲遗稿;将梁方

仲的学生和在广东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学者凝聚到一起,成立广东明清经济史研究会,并亲任会

长;主持第一批国家哲学社会学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之一的“广东的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在中大

开始招收明清经济史研究生,传授梁方仲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和优良学风.在汤明檖的努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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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继承了梁方仲教授开创的传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成为国内外都有影响的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研究重镇之一”①.
陈春声１９８２年自中大历史系本科毕业,随即追随汤明檖攻读社会经济史方向的硕士,１９８４年完

成硕士论文«清代乾隆年间广东的米价和米粮贸易»,１９８６年复入厦门大学,师从傅衣凌攻读博士学

位.他在傅衣凌的耳提面命之下,“学到了许多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有效的理论和方法,开始注意传

统农村基层社会的研究,学术价值观有了很大的转变”,后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市场机制与

社会变迁———１８世纪广东米价分析»②.其治学路径明显继承并综合了梁方仲与傅衣凌的学术

路径.
在陈春声看来,区域研究与田野调查、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对于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

学术意义.一方面,受人类学经典社区研究的影响,社区的变迁日益受到社会史研究者的重视.小

社区的典型研究对于理解一个社会内部多因素的相互关系,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发展方向,具有其他

研究所不能取代的意义.如果把社区(在自然村,或有相近文化特征或社会经济关系的地域)理解为

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那么通过实地深入观察而获得对社区内部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外部联系的了

解,对于深化整个社会史的科学认识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小社区的研究实际上已带有揭示“整体

历史”的意义.
其次,在小社区的研究过程中,田野调查的方法是基本的工作方式.在田野调查中,不仅可以搜

集到在图书馆中无法获见且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更为重要的是,在调查时可以听到大量有关区域

社会内部的传说和故事,这些口碑资料所揭示的社会文化内涵,往往是在文献记载中未能得以表达

的.走出书斋,置身于民间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中,踏勘史迹,采访耆老,尽量摆脱文化优越感和异

文化感,努力从乡民的情感和立场出发去理解所见所闻的种种事件和现象,常常有一种只可意会的

文化体验,而这种体验又往往能带来新的学术思想的灵感③.
由此看来,田野调查绝非仅仅搜集民间文献资料而已,还应在此过程中于历史发生的现场寻找

体验,以便更好地解读文献.对此,弟子陈春声总结傅衣凌所强调的“活文字与死材料两者结合起

来”的研究方法,“包括了社会经济史研究者要在心智上和情感上回到历史现场的深刻意涵”.事实

上,在实地调查中回归历史现场,游神冥想,置身于古人曾经生活与思想过的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

中,常常会产生一种只可意会的文化体验,而这种体验有助于阅读文献④.
这些看法,在华南学派的内部已成共识.刘志伟认为,历史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展开

的,时空存在着复杂而辩证的关系,史学工作者可以通过阅读文献间接感受,至于空间,还有可能去

直接感受,虽然历史发生的场景大多早已“面目全非”,但研究者仍可能置身该事件发生的场所,通过

反复观察或体验,从中获得某种历史的感悟.他说:“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如果不了解那个地方

就无法真正读懂文献,也就是说,我们做田野是为了能更好地读懂文献.”在经过一番田野实地考察

之后,再回头读文献,原来没有意义的文献内容在田野经验的积累中就会变得易于把握.郑振满也

指出:“为了直接体验空间的历史,我们就亲自到文献中所记载的那些地方去做田野调查.那些文献

上死的历史在田野中就变得活生生的,而且在田野中还会发现文献上没有记载的内容,并且看到他

们原本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周围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历史就变成立体的.然后,我们反过来再

到文献中去寻找在田野中所发现的一切.”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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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海外学界的交流合作

进入１９８０年代,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周大鸣等人在继承既有学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与海

外有共同学术志趣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展开对话、合作,对华南区域社会进行了一系列学术研讨

和田野调查活动.这些合作促成了研究闽粤(含台湾和香港)、具有中西不同教育背景的人类学和历

史学研究者聚集在一起,通过密切的学术交流,逐渐发展出一种关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历史和文化

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直接促成了华南学派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１９８３年６月,汤明檖受邀前往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担任东亚语言文化学系一年的客座教授.法国

是西方汉学的重镇,也是年鉴学派的发源地,该学派提倡“整体地”、“总体地”研究历史的成就,在
１９８０年代的国际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全世界历史学家进行科学性历史研究的典范”①.
年鉴学派主张将注意力集中于“历史的社会、经济层次研究,集中于作为群体的人的研究”,与传统史

学注重政治史、事件史、个人史的研究明显不同②.在具体研究取向上,年鉴学派关注日常生活和底

层小人物的命运.该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安德烈比尔吉埃尔认为年鉴学派推行着一种“种
群主义”,注重发掘底层民众的历史.在他看来,一个改良过采伐技术的普通农民与赢得了一次战役

的将军是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人物,从而将历史研究建立在社会现实的每一个层次,这些层次都有

其特定的历史③.在研究材料的来源上,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另一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主张扩大历

史文献的搜集范围,将以前主要依据的书面文献,代之以一种包括了这些文献和各种书写材料、图
像、考古、口述等来自民间和非文本多元的史料;同时认为早期年鉴学派倡导研究的经济史、社会史

已不再是新史学的先锋领域了,人类学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成为新史学的优先对话者,
并主张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历史人类学④.

在法讲学期间,汤明檖与年鉴学派有过密切的接触,这对于与世界学术隔绝了三十余年的中国

学者来说,冲击之大不难想象.回国后,汤明檖对国内中国经济史研究与国际学术潮流间存在的差

距颇感忧虑,他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这一现状.当１９８０年代国内学界对年鉴学派尚处于介绍

阶段之时,他就开始直接指导陈春声、刘志伟等人运用年鉴学派的理论进行具体的中国史研究.在

为李龙潜«明清经济史»和陈春声的«市场经济与社会变迁»二书所作的序言中,汤明檖指出:“法国年

鉴学派的出现,更促进了经济史研究从社会总体上把握经济现象的趋势.当代的经济史已经摆脱了

画地为牢的学科藩篱,越来越具有一种全面的综合的历史阐释色彩.”⑤历史研究中的考释工作对社

会经济史研究仍然十分重要,除此之外,“还应多尝试吸取社会学、人类学、计量经济学等方法,对某

些经济现象作出近似的、多样化的推算和估算,这种尝试或许是有益的”⑥.在他看来,经济史研究不

能脱离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去解释经济现象,需要从整体上来把握一个时代,重视经济活动的文

化背景和文化意义,并鼓励陈春声、刘志伟等学生与海外的人类学家积极合作,将研究兴趣转到文化

的研究上,在小社区开展田野调查研究,探求对社会经济史整体性理解的新途径⑦.

１９９３年,勒高夫受邀来中国访问,第一站便在华南学派的大本营———中大历史系座谈,这反映

出勒高夫的学术见解与华南学派的学术诉求有合拍之处.勒高夫在中大历史系的演讲中,继续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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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历史人类学»,[法]J勒高夫、P诺拉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第２３５页.
[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法]J勒高夫、P诺拉等主编:«新史学»,第６、３６、４０页.
汤明檖:«序»,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１８世纪广东米价分析»,第４页.
汤明檖:«序»,李龙潜:«明清经济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３ ４页.
刘志伟、戴和、陈春声:«尚余孤瘦雪霜姿———汤明檖传略»,«汤明檖文集»,第３２３ ３２４页.



立历史人类学鸣锣开道.他说:“人种学在变成人类学,即关于人的科学,而不是关于种族的科学.
这样的研究方向对我们十分重要,因为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一切人的历史,而
不单纯是理解社会上层的历史.然而,人类学主要是从功能主义(lefonctionnalisme)和结构主义(le
structuralisme)两个学派内部发展起来的.可是,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并不重视时间,也不考虑历

史.所以,有意成为人类学家的史学家应当创立一门历史人类学.”①勒高夫这段演讲词被华南学派

代表人物在不同场合加以引用,成为华南学派论证历史人类学“合法性”的理论来源.
在汤明檖的鼓励与支持下,陈春声、刘志伟等中大历史系同仁与海外人类学、历史学学者建立了

密切的合作联系.汤明檖去世后,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东亚委员会主席萧凤霞在唁函中回忆了汤

明檖对促进这种合作的贡献.她说:

　　８０年代在学术上是令人振奋的十年.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学术研究的结构和思想都有

了空前的变化.当时汤教授正从法国归来,我们谈话的主题,正是欧洲史学和人类学研究的新

方向.我们的学术思想交融之时,正值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当时全世界的历史学已

经历了从重视政治史到重视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转变过程,文化的意义在历史运动中的角色日益

受到重视;与此同时,人类学也摆脱了共时性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分析模式,转而关心在日

常生活中不断重现的文化意义,这种新的研究规范的核心,在于历史感.
诚如萧氏所言,正是汤明檖将国际学术界充满活力的思想介绍给研究中国的海内外同行,使他们认

识到:跨学科的研究趋势可以为中国历史的实证性研究作出贡献.所以在萧凤霞眼中,汤明檖的学

术活动,“表达了一种将中国和西方学术传统的精华融合为一种新的综合的坚定信念”②.
科大卫和萧凤霞自１９８０年代起便与刘志伟、陈春声等有着“共通的兴趣”的国内学者开始合作,

对珠江三角洲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调查与研究.１９９５年,科大卫与萧凤霞合编«脚踏实地:华南的

地缘»,该书总结了这一时期多人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均“强调把文献和田野研究结合才是‘脚踏实

地’”的研究风格”③.«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是科大卫集结了他二十多年华南研究的

集大成之作,他从实证与理论两方面,再次明确了华南学派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定位:“区域历史

的研究,如果不能产生出宏观分析,就会变成狭隘的地方掌故.”“对于一个区域的优秀研究,会迫使

我们对中国其他地区提出新问题,如果考虑周全的话,甚至会迫使我们对中国以外的社会提出新

问题.”④

与科大卫的史学科班出身不同,萧凤霞早年追随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施坚雅,受到过严格的人类

学学科的训练,但她一向认为“跨越学科的界限,是学者应有的追求”.在萧凤霞的华南研究实践中,
强调聆听多种历史声音,在“批判地运用文献的同时,脚踏实地地走进田野里去”,通过“阅读地方文

献,进行实地调查,和官方文件互相比次,辨别各种叙述的弦外之音”⑤.在这种取向的指导下,她写

出«文化活动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发展———关于中山小榄菊花会的考察»一文,该文通过田野调查结

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对菊花会在小榄镇的历史文化生活中的意义作出了初步考察.此后,又发表«传
统与循环再生———小榄菊花会的文化、历史与政治经济»对这一问题作了继续思考⑥.她与刘志伟合

作完成的«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一文,通过耙梳传统文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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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所得民间资料,尝试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去探索珠江三角洲社会,用人类学的眼光去解读珠

江三角洲的历史”,揭示出“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方人士在使用各种族群标签的过程中,所涉及的

复杂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的争夺”①.
在与海外学者的诸多合作计划中,以１９９１年开始的“华南研究计划”最为重要.该计划由时任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陈其南主持,在大陆的负责人是刘志伟,参加成员包括:陈其南(香港中

文大学)、萧凤霞(耶鲁大学)、科大卫(牛津大学)、蔡志祥(香港科技大学)、刘志伟(中山大学)、陈春

声(中山大学)、罗一星(广东省社科院)、陈支平(厦门大学)、郑振满(厦门大学)、郑力民(安徽省社科

院).其后,该计划的很多学术活动,先后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南地区问题研究者参与.其研

究旨趣及最初的设想可以说主导了此后二十余年华南研究的方向.
“华南研究计划”全称“华南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研究”,该计划的初期目标是结合人类学的田

野研究和历史学的地方文献分析,针对华南几个代表性地区的主要社会文化层面展开深入考察.尝

试运用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提出一些属于本土性的观点,以为其他有关

现代华南社会发展和变迁研究提供立足点.并通过此种集体性的研究计划,加强研究者之间在方法

和理论思考方面的交流,为共享地区个案研究的材料信息和下一个阶段提出有关中国社会的一般性

理论做准备工作.同时,通过研习讨论和实地研究,期望就当代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与中国青年学

者共同切磋学习.
该计划以明清以降至１９４９年之前的“传统”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同时容许研究者依所研究小

区和材料的限制作出调整.在研究方向上规定:(１)各研究者在实际研究中可能对不同的社会文化

层面有所偏重,这些层面包括家族、宗族、小区组织、宗教信仰、族群意识、经济形态、政治结构或生态

系统等等;(２)各研究者同时也将在区域和主题意识方面尽量提供可互相协作和整合的基础;(３)在
研究的特色上,除了尝试结合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外,也主张将孤立的村落小区研究整合到

区域社会的历史架构中.因此每位研究者所选定的小区研究点或探讨的个案,必须考虑到如何整合

或关联到该区域或社会的横切面与历史的纵深架构中.
在预期的研究成果方面,则提出了“三步走”计划,具体为:第一年经过几次有计划的研习讨论之

后,每位研究者提供至少一篇论文,根据各自过去的研究地区和研究课题,提出一个总结性的观点.
为衔接下一阶段以本计划主题为中心的研究方向,这些论文经过研习会的批评和讨论,修改订正后

即汇集成一本论文集,作为第一年的初步研究成果报告.第二年的主要工作在于田野资料的收集和

分析,研究者根据第一年工作研讨会所得的结论,分别选择了合适的区域和小区个案,开始进行较长

时期和较深入的文献和田野研究.期中也举行两三次的研习汇报,交换工作经验心得,保持工作方

法和资料定位的一致性.第三年重点在于延续研究资料的分析整理和撰写工作.务必在第三年结

束的时候,各研究者能就自己所研究的小区和项目完成一本专书(monograph),构成一个系列作为

本研究计划的成果报告.其中也计划以研究小组的论文为核心,每年一次就特定的地区或主题举办

研讨会,出版研究论文集.
整个计划的目的在于透过人类学小区研究和历史学地方史研究的结合,探讨传统中国小区社会

的基本形态和社会制度特质.对研究基本对象村落单位的选择,须考虑其整合到大区域历史的可能

性.研究应形成一方面可以充分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技术和理念,另一方面又能掌握和收集地方

文献(谱牒、契据、口传、碑铭等)和区域社会史背景的特色.在研究理念方面,除了重视整理分析和

形态建构的工作之外,希望每一个研究者透过这个“集体性”的合作计划,不但可经由其他参与者的

批评讨论使自己的研究和著作获得改善精益,也可以扩展对其他地区和其他现象的了解,为更深一

层的综合理论性研究建立基础.同时也期待经由这个研究小组的协力合作,尝试发展出有关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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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化的新方向.从１９９１年８月到１９９２年８月,科大卫、萧凤霞、陈春声、刘志伟、蔡志祥等人在广

东新会、佛山、番禺、澄海,福建莆田以及香港等地召开数次工作坊,就各自田野点中的重要问题展开

深入广泛的对话.在工作坊开展的过程中,每位成员最重要的任务包括交换田野研究方法的心得、
文献材料的解读经验和人类学观念与方法的学习.透过这些小组工作研讨会,整个研究计划可获得

完整的共识,而在研究方法和理念上也可达致沟通与协调.
遗憾的是,随着陈其南１９９３年离开香港中文大学返回台湾任职,该计划在制度层面的运作便中

止.如果用今天审查一个研究计划成功与否的标准来看,由于没有出版过一本真正完全属于这个计

划的论文集或专书,可以说是以“零成果”收尾.然而刘志伟在回顾过去三十年“华南研究”发展的道

路时却认为,这个计划在“华南研究”发展的历程上是“一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标志”:

　　这不仅因为这个计划采用的田野工作坊的方式一直延续下来,成为我们开展各种集体学术

研究活动的基本模式,甚至也应用在我们的学生训练实践中;也不仅仅因为这个计划把一群在

学术上有共同追求的朋友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华南学派”的群体;最重要的

是,这个计划把人类学者和历史学者、研究闽(含台湾)和研究粤(含香港)的学者,西方教育背景

和中国大陆教育背景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大家无拘无束地交换的研究心得,在历史现场考察中

思想碰撞触发的灵感,在热烈讨论中的激烈争辩中,发展起一种关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历史和

文化的研究取向,形成了渐次清晰的理论思考,甚至建立起一种富有特色的研究模式,不仅影响

了计划参与者,也影响了他们一大批学生的研究.
换言之,虽然该计划未能拿出“标志性”成果,其影响却是深远的.按照刘志伟的说法:“由这个计划

聚集起来的研究群体,在后来十五年中并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他们走出的研究道路,一直在向前延

伸.在‘华南研究计划’中形成共识的学术追求和研究取向,已经对今天关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研

究,甚至在中国历史学新方向的探索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是远非计划预设的‘成果指

标’完成了多少可以衡量的.”①

诚如刘志伟所言,正是在该计划的组织体系和所传达的学术旨趣之下,使得这批具有相近研究

志趣和独特治学观点、方法、风格的学者开始聚拢过来,形成了“华南研究”共同的学术理念.

四、华南学派与中国近现代学术

通过本文的梳理考察,可见对“华南学派”史学理论学术渊源的把握,主要不外“传统”、“师承”和
“会通中外”三个维度.

首先,华南学派的形成植根于中大既有的学术“传统”.如果我们审视语史所的整个学术理念和

运作实践,可以清晰地发现以下三个特点:一、研究对象已由注重社会上层或精英政治下移到民间风

俗、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二、材料依据已由较为单一的传统文献转向了民间文献、考古发掘、田野

调查实物、口述文化等多元材料的搜寻和综合运用.三、研究手段已进入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考
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互动和整合.这种学术路向的转变,是对２０世纪初

以来“新史学”思潮的真正实践与深化.诚如当年陈锡襄总结国学研究特点时所说:“国学的研究自

受了新史学和科学的洗礼,一方面扩大了眼光,从旧有的经史子集中打出一条‘到民间去’的血路;一
方面缜密其方法,用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种种科学的方法来切实考求人

文的真相,而予以簇新的解释.”②

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或者说是向“科学化”为主旋律的变革过程中,语史所的整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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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理论上,以顾颉刚、傅斯年为首的语史所同仁受了西方传来的科学教

育,秉持“没有功利的成见”,“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非功利主义态度①,以进化的眼光重新认识历

史,拓展研究视野,以具有“社会史性质的‘民史’和‘国史’取代昔日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②;
实践上,为能实现将语言历史学建设成为与“其他的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的目标,他们加大田野

调查和考古发掘等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性环节来提高所得材料的科学水准,并努力学习将西方

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如民族学、人类学最新研究成果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他们的学术,始
终透达出一种中西学互相交织、摩荡融合的鲜明时代特征.

新中国建立后,中大的历史教育始终是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两大学科.因此,当学界近年来对

突然冒出来的“幽灵”———“历史人类学”这一新名词展开热烈讨论的时候,刘志伟指出:

　　近年来有关历史人类学的议论,制造了一种印象,好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或对话,是一

种新潮.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和历史学结合得非常紧密,而中国现代史学

的建立,也从一开始就深受人类学的影响.大家都知道,１９２０年代傅斯年先生在中大创办的中

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实际上真正有影响的是语史所———引者注),就是把语言学、考古学、
人类学和历史学放在同一机构中的.解放后中大历史系中的著名教授,全部都有包括人类学在

内的各门社会科学的学科背景.这些学术渊源,对我们有非常深的影响.我们在１９８０年

代中期与人类学家合作开始在乡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激励我们的,不正是顾颉刚、容肇祖这些

史学前辈当年在北京的妙峰山、在广东的东莞考察的身影吗!③

同样,陈春声在为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出版的“历史田野丛书”总序中回顾语史所学术特色时曾指

出:“傅斯年等先生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这里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就倡导历史学、语言学与民俗学和

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风格,并在研究所中设立人类学组,培养研究生,开展民族学与民俗学的调查研

究;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等先生开展具有奠基意义的民俗学研究,对民间宗教、民间文献和仪式行

为给予高度关注,他们所开展的乡村社会调查,表现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特色.”并进一

步指出,在语史所同仁的研究中,“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的结合,表现得和谐而富于创意,并未见后来

一些研究者人为制造的那种紧张”④.
对于中大既有的学术传统对华南学派形成的学术影响,赵世瑜也有同感.在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他

曾将«民俗周刊»认真阅读一遍,甚觉与中大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所编辑的刊物«华南研究资料中心

通讯»“有异曲同工之妙”,并认为“传统就是传统,无法割断”⑤.这些民俗学、人类学方面的论著给赵

世瑜以很大的启发,他认为前人关于社会历史、宗教和文化的调查成绩不在现在之下,他近年所做的

课题或是由前辈提出来的问题,或是没有回答完的问题,“于是真正明白我们应该往那条路上走”,而
并非是他自己另起炉灶想出来的⑥.

郑振满认为,现在学界在谈论历史人类学时,将其与１９８０年代的社会史研究相关联的看法有点

“狭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刻的“根源”在于,中大和厦大在民国时期都有人类学,“而且人类学、
历史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几个学科从来都在一起,都在历史系”⑦,甚至认为“历史人类学”的特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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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发刊词»,«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１９２７年第１期.
参见胡逢祥:«科学与人文之间»,«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萧凤霞、包弼德等人在哈佛大学讨论历史人类学的谈话记录被整理之后,由组织人之一刘平将这篇座谈话记录稿发给刘志

伟,希望其谈点读后感.刘志伟拜读之后,感触良多,写下«“史无定法”“学有所本”»一稿.该文在正式刊出时原题目略去,改为«特
约评论人语»,随谈话内容一起登载在«文史哲»上.见刘志伟:«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历史田野丛书”总序),«读书»２００６年第９期.
赵世瑜:«致××、××兄的信»(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４日),«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７期(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５日),第７０页.
赵世瑜、梁勇:«政治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赵世瑜教授访谈»,«学术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
萧凤霞、包弼德等参与讨论,刘平、刘颖、张玄之整理:«区域结构秩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文史哲»２００７年

第５期.



是“研究民俗的历史学”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大鸣认为２００１年“中大历史人类学中心”的成立是

中大既有学术发展“水到渠成”的一桩事②.
其次,师承傅衣凌、梁方仲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特色.傅衣凌和梁方仲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

研究均源于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这场大论战为背景,“社会史遂有取政治史而代之之

趋势”③.历史学家嵇文甫将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分为为概说、论战和搜讨三个时期.其中

“论战期”的作品“材料取自过去的史家,解释取自过去的理论家,作者不过从中拍合一下子”,此类成

果充其量只能叫做“中国史的社会学的解释”④.以郭沫若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标志,中国社

会史研究进入“搜讨期”,各种期刊杂志均能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偏重材料的搜集,而轻视理论的探

讨”,这种学术风气的出现是由之前“空洞论战到处碰壁之后”的一种必然趋势⑤.其中«食货»杂志的

创办可以说是这种学风转变的风向标,其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道路上,为“脱离宣传革命的窠

臼,而走上了研究学术的大路”的功绩不可埋没⑥.
此后,学界关于社会经济史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成为该领域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如陶希圣

的«搜读地方志的提议»,鞠清远的«地方志的读法»,瞿兑之的«读方志琐记»,王沉的«关于地方志»等
论文,提倡收集地方志中的社会史学史料,以及出版地方政府卷宗档册,民间所藏的农民或家庭的流

水账、店铺的生意账、公司的营业账等民间社会经济史资料⑦.
正是在此学术背景之下,傅衣凌不仅注意方志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作用,还通过田野调查的

过程中发掘大量前人所不重视的契约文书、族谱、账本、唱本、科仪书、日记、民间传说、宗教榜文、日
用杂书、碑刻、墓志铭、民谣儿歌、乡规民约等民间文献或实物资料,逐渐形成了以民间文献证史,以
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的学术风格;而在众多提倡运用地方志资料的学者当中,梁方仲则是

利用地方志资料来研究王朝制度与地方社会的学者中最成功的一位⑧.
正因为华南学派的代表人物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人早年的学术风格承傅衣凌和梁方仲社

会经济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痕迹太重,有学者评道:“‘华南学派’的经济史味道太浓,有前辈遗留下

来的决定论的嫌疑.”⑨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该学派自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开始“经营文化”,他们认为

“了解传统社会经营行为的社会文化背景,是考察特定社会单位或行为经营方式的改变,或者他们对

社会条件的适应机制所必需的”.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时候,从社会史及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
尽量避免从“纯经济”的角度去讨论,而是力求展现多方面的、复杂的、互动的经营活动之实态,经营

活动背后“权力空间”的影响与运作情形,以及这些活动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因素.诚如王学典所言,
该学派开始从社会经济史蜕变为社会文化史,从社会经济史学派蜕变为历史人类学派.有趣的是,
这一转变正与年鉴学派的若干成员自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从社会经济史转向社会文化史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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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一致①.
其三,１９８０年代以来与海外学术的交流合作直接促成了华南学派的兴起.新中国成立后,一度

因政治氛围的影响,中国内地呈封闭状态,一些国外学者试图透过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华人社区的

田野调查作为“外围”的“试验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家庭、宗族、婚姻、民间信仰、宗教仪式等特色.

１９８０年代之后,国内政治、社会和学术逐渐开放,海内外历史学和人类学者交流合作渐趋频繁,开展

了把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研究华南地域社会的学术实践.如科大卫、萧凤霞与刘志伟、罗一星等

人开始合作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脚踏实地”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同一时期郑振满和丁荷生在福建莆田

的调查;陈春声和蔡志祥在广东潮州的调查等.此时,施坚雅的关于中国农村市场和结构、弗里德曼

关于中国的宗族等人类学理论逐渐被介绍到国内,并引起大陆学者的重视.在此过程中,１９８８年成

立的华南研究会,以“打破传统学科的框架,结合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方法,从精致的地域研究延伸到

文化国家的建构”为研究宗旨②.１９９１年陈其南主持的“华南研究计划”便以该该会会员为基础,将
来自海内外具有不同学术背景而有共同追求的学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华南学派”的主体,并逐渐

摸索出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历史学文献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模式.
在与海外学术交流的过程中,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年鉴学派

倡导的关注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取向,与２０世纪初梁

启超提倡新史学应眼光向下,要求突破以帝王将相和政治史为基干的狭隘格局,转向“国史”或“民
史”建设的新史学思想正相一致.正如赵世瑜所言,“眼光向下”并不是当下学界的发明,在清季民初

的历史学界,如梁启超等人对“二十四史”的尖锐批判,１９３０年代从事民俗研究的学者便已积极倡

导,即是例证.奇怪的是,当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学界日益关注民众的日常生活,关注小人物的生活

与命运,“大家都说这是受年鉴学派的影响,但却没有意识到八九十年前我们的前辈就提出来了”.
所以,他认为“眼光向下”这个口号的提出,是１９３０年代的学人“在民主大潮背景下,深刻反思的结

果.从学术史来讲,对后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③.因此,年鉴学派关注底层民众的史学思想,之所

以被当代中国历史学者接受并引入实践领域,实际上也可视为与这一中国现代史学传统自然接榫的

结果.
最后,笔者还要指出,本文探讨的主题,虽只是一个现代史学流派学术理论的形成过程,但由于

这一过程与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及其学术思潮的变迁是如此息息相关,故其中折射出的实为中国史

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缩影,其间的曲折和成功,不仅对华南学派自身来说是一份值得珍视的遗产,对
整个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也不无相当的启示作用.

[责任编辑　扬　眉]

７３华南学派史学理论溯源

①

②

③

参见[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１９２９ １９８９)»,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页.
蔡志祥:«华南:一个地域,一个观念和一个联系»,见华南研究会编:«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第２页.
赵世瑜、梁勇:«政治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赵世瑜教授访谈»,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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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先秦思想史中的语言方法

———义理与训诂一体性新议

郑 吉 雄

摘　要:“语言”作为一种方法而不止是载体形塑了先秦思想史.传统义理、训诂之争已属不必要,因

为语言既然是思想展开的方法与艺术,那么义理和训诂就是一体相融而非对立相斥.近代学科整合为“语

言作为方法”塑造了成熟的环境,汉字的多义性则表明语言的变异常常透显出意义的多层次性.镶嵌了蕴

含浓厚政教训诲词藻的神圣经典,为中国思想的语言方法启导了源头.孔子确立名教更奠定了语言的礼

教伦理作用.战国诸子如墨、道之批判儒家,针对的正是名教、名学方法的逻辑与理论,名家更以激烈的立

场解构名教.荀子遂提出新名学,全面回应各种反名教的“名”论,为这段绵延数百年的“语言陈述”论辩暂

时划上了句号.

关键词:语言;经典;名教;名学;义理;训诂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５．０４

一、“语言”作为方法:方法论中被遗忘的板块

本文主旨在于强调思想史中的语言陈述(languagediscourse),说明“语言”作为一种方法,如何

形塑先秦思想史.
自２００１年起,在语言学与哲学之间建立一道桥梁,一直是笔者的兴趣所在.２００３年笔者在台湾

大学邀请了来自台湾大学、清华大学(新竹)、“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的同行,一起研究“行”字
和其他字,并举办了研讨会.其后笔者曾在台湾大学开过专门课程① ,也曾在欧美和亚洲多所大学主

办或合办过相关主题的研讨会共六场② ,个人出版过专著一种③ ,主编过论文集三种,十余年来撰写

的论文,多少都在申论这个主旨.几年前台湾学界创办了«东亚观念史集刊»,最近第１１期除了设立

　

作者简介:郑吉雄,香港教育大学文化史讲座教授.

※本文初稿宣读于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离词、辨言、闻道———古典研究再出发国际学术研讨会”(２０１６
年６月１１ １２日).写定后,承审查人及责任编辑曹峰教授提出多项意见,改定后复承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荣休教

授关子尹教授审阅赐教,俾进一步修订,谨此致谢.

①　指笔者在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年与杨秀芳教授在台大中文研究所合开的“语文学与经典诠释专题讨论”.

②　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３日,我们与北海道大学合办“首届东亚经典诠释中的语文分析国际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３日,与北

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合办“中国经典文献诠释艺术学术研讨会”.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８日与ConfuciusInstituteatRutgersUniverＧ

sity合办“InternationalSymposiumonChineseClassicsandThought”.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０日在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AsianStudies
(LeidenUniversity),笔者代表IIAS主办“ReadingMatters:ChineseandWesternTraditionofInterpretingtheClassics”国际研讨会.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７日笔者通过香港 UGCGRF计划在香港教育大学举办“第二届中国经典文献的诠释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２日我们与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合办“先秦经典字义源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③　郑吉雄:«周易玄义诠解»,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２０１２年.



专题“日本学者之中国思想研究中的观念史(古代篇)”收录佐藤将之、竹田健二、青山大介、工藤卓

司、桥本昭典的五篇论文,以及佐藤将之的专题引言«日本学者追求“观念史”研究的固有历史脉络与

三个契机»外,又特别开辟“关键词报告”专栏,收录中村未来、菅本大二、草野友子、魏伶珈的四篇论

文.其中菅本大二近十年来持续研究“天”观念①,直到为«东亚观念史集刊»撰文时仍在关注“天”的
问题②.２０１６年６月,范丽梅教授、黄冠云教授在“中研院”文哲所举办了“离词、辨言、闻道———古典

研究再出发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门讨论此一主题,本文就是应他们邀请在会议中宣读的论文.看来

笔者十几年前的努力,在学术界也曾激起几丝涟漪,差堪告慰.学术界年轻一辈学人接续这项有意

义的工作,则令笔者分外欣慰.
与其说“语言”在中国经典研究中被忽略,不如说乃是因为误解而被低估.我们阅读近一个世纪

关于“中国思想史”③的论著,以及关于先秦经典文献诠释的论著,其中论及“语言”问题的非常多,但
似乎很少注意到“语言”是作为一种“方法”全面地构筑起哲理的世界,叙说了思想的历史发展,而不

仅仅是语义的载体而已.
按李若晖«老子集注汇考»第一卷所引当代学者对«老子»道经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的研究,“名”总被宽泛地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或“为事物命名”这一现象.如王中江

所说的“言说方式”④,王强所说的“器物总称”⑤,夏含夷所谓“按照时间演变的名称”,都没有什么例

外,———难怪“语言”常被引导到符号学(semiotics)方向上去探求其字形(“视”的符号)、字音(“听”的
符号)透显意义的作用;又或者从社会 语言学(social linguistics)的视角出发,“语言”被视为主要

是人类沟通的媒介,在社群中约定俗成,肩负着意识交流的功能,学者们由此解释先秦思想家对“名”
的探讨.

不过,单循上述观点去理解“语言”在早期中国思想史中的角色,恐怕是低估了它的重要性.回

到古代,语言并不只是沟通媒介,“名”的活动也并不只是为事物命名而已.严肃地说,语言是真理的

示现、世界观的建构、伦理教化的动能、人间秩序的寄托,甚至是真理、世界观、伦理教化、人间秩序的

根本(fundamentality).本文篇首提出的“语言陈述”(languagediscourse,或译为论述、言谈)一词,
也许会让读者想起福柯(MicheleFoucualt)侧重历史、社会的解释⑥.然而本文讨论的范围,并不止

于福柯所特别感兴趣的社会层面,而是既涉及古文字源的探索,也涉及概念范畴的哲理蕴含.本文

将论述范围限定为汉代以前的一段中国思想史,将会讨论古代中国的“名”及其与汉代以降的诂训、
故训、训诂的关系.譬如说,殷商及西周王朝所关切的“天”和“天命”,如何反映于“天”这个术语上?

９３论先秦思想史中的语言方法———义理与训诂一体性新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菅本教授曾于２００４年接受笔者在台湾大学主持的“观念字”(关键词)研究计划的邀请,发表了«中国古代におけける“天”
概念の形成と展开———金文资料を中心として»(该文收入郑吉雄主编:«观念字解读与思想史探索»,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２００９年,
第５３ ７２页;又收入«梅花女子大学文化表现学部纪要»第２号[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第１０５ １１６页).

菅本大二«先秦时期“天”概念之形成与展开»(«东亚观念史集刊»第１１期)也介绍了拙作«释“天”»一文(见第３４４页).
为求行文方便,文中所谓“中国思想史”暂时涵括“中国哲学史”.“哲学”这个概念源自欧洲,中国之有哲学研究始于２０世

纪初,当时正是后工业革命时期,科学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流行的年代,新实在论(NewRealism)也在这样的氛围下从英国到迅速散

播至美国,罗素(BertrandRussell,１８７２ １９７０)和摩尔(GeorgeEdwardMoore,１８７３ １９５８)都是代表性人物.在中国,冯友兰亦接

受新实在论,并随其«中国哲学史»上下册而影响至广.由此可见在中国学术界所谓“中国哲学”,其兴起明显是受当时时代影响的.
同时期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以诸如“天”“性”“理”“道”等概念作为各单元之称,则是走观念史研究进路.而钱穆先生著«中国思想

史»则特别举«左传»叔孙豹“三不朽”之说为例,指出中国之思想与“哲学”本质上有别.
王中江认为,当“名”被滥用而远离事物与人的真实存在时,它也就会异化.见王中江:«道家形而上学»,转引自李若晖:«老

子集注汇考»第一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１３页.
“«老子»一书,关心的‘道’是‘常道’;关心的‘名’是‘常名’.‘道’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名’是世界的器物总称.‘道’是

‘法’,‘名’是‘器’.有‘道’则可以约‘名’,有‘名’则可以显‘道’.”见王强:«老子道德经新研»,转引自李若晖:«老子集注汇考»第一

卷,第３２６页.
福柯将“discourse”此一语汇,从语言学或语义学(semantics)范畴推衍到语言在现实世界中展开的社会架构,包括权力与身

份的展现.参考 MichelFoucault,TheArcheologyof Knowledge,translatedbySheridanSmith(New York:PantheonBooks,

１９７２)．



经典所反映出了古人怎样的语言策略? 其意义又为何? 孔子的“正名”思想所代表的语言策略又为

何? 孔子以后,“名”如何成为战国诸子驰骋于义理交锋场域的利器? 总而言之,早期中国围绕着政

治教化的中心展开的种种自然与人文关系的讨论,无不藉由“语言”而发挥.从此一观点考察,将中

国经典的“名”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语言”,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缺失,好比拼拼图时遗忘了其中重要

的一个板块.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从谢无量、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１９１６)、«中国哲学史大纲»(１９１９)起,

至１９３０年冯友兰出版«中国哲学史»,１９５２年钱穆先生出版«中国思想史»,乃至于１９９８年葛兆光出

版副标题为“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中国思想史»,关于上古思想史的讨论,“语
言”作为一个核心板块,基本上是被忽略的.这不能不说是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读者也许认为,此一领域的著作讨论到先秦“名”家学者不少,但事实上对于“名家”诸如公孙龙子、惠
施,“名学”如墨辩等等讨论得并不够,因为“语言”不应只被视为众多研究课题中的一个,而应该被视

为一种贯彻近一千年(约自西周初年至东汉)中国哲人呈现思想的主要方法.
自清代以来“训诂”与“义理”的断裂,是当前“语言”这个重要板块常被遗忘的主要原因.近三十

年出土简帛研究,则使这个障碍稍获弥补.在出土简帛文献研究中,语言文字学专业知识是不可或

缺的.仅仅受过哲学训练而不具备文字音韵专业知识的学者不容易闯过“释读”这一关,而不得不仰

仗古文字学家的第一序研究.近二十年来海内外的简帛研究者中,杰出者几乎都兼具语言文字和哲

理思想两方面的知识和训练,也因此而产生了不少新成果.所以简帛研究使语言在思想史研究上重

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理应令人振奋.不过从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出版的期刊«简帛»每年对当

年简帛研究的回顾与综述来看,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简帛研究对“语言”的关注,目前仍停留在“识字”
一项,对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仍然讨论得很少.

中国经学,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而言,其重要性绝不下于简帛研究,但它的发展却远不如简帛

研究.在简帛学盛行的今天,当考古文物、文献改变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后,“五经”对很多

学者而言就只能算是认识早期中国文明的一部分材料而已.从方法论上讲,新出土材料的辨伪释读

工作早已将“五经”研究包括在内,使之成为学术界的新焦点.笔者没有作过严谨的统计,但据陋见

观察,近二十年中国全国各重点大学专门研究古文字或出土文献的机构和人员,其每年生产的研究

成果数量恐怕远比专门研究经学的多得多.海峡两岸原本专研经学但后来兼及简帛文献研究而斐

然有成者,远比专研简帛文献而后来活跃于经学研究的学者为多.究其原因:出土简帛研究的对象,
常包括传统“五经”经传.有趣的是,简帛研究本身,常被归属于古文字研究、考古研究、古文献研究、
历史研究等几个范畴,与经学研究的关系反而显得薄弱.这大概是因为经学文献汗牛充栋,厘清旧

问题已极不易,经书的伦理训诲,与现代社会又存在巨大鸿沟.由于“五经”经传在千百年形成极其

丰富、多样而复杂的诠释传统,既开先秦思想系统化之开端,又是语言艺术的高峰.就此而言,专门

的经学研究既与中国思想史研究关系密切,又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运用语言表述真理的艺术,
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近十年来中国大陆学界致力于推动“国学”研究.２０１３年全国国学研究者曾力争将“国学”列为

一级学科,可惜功败垂成.于是又有学者倡议“古典学”.裘锡圭先生指出,中国古典学重建已进入

第二个阶段.他提出的重建工作的主要项目在于古书的解读和辨伪,同时也部分地涉及诸子的年代

先后研究①.中国古典学的重建,与早期中国思想史的重建不无关系.古典学无论是辨伪、年代、校
勘,都与本文主旨关于“语言”作为一种方法,以及中国思想史研究密不可分.但严格而言,这些都不

是思想史的研究.

０４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① 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见«裘锡圭学术文集简牍帛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３４
３４４页.



其实日本近代学术界对于“观念”的研究远较中国为多,如佐藤将之在«东亚观念史集刊»第１１
期«日本学者之中国思想研究中的观念史(古代篇)»之«专题引言»所提到的丸山真男的概念史研究.
要知道观念或概念研究原本就不限于古代思想史,它也可以是纯哲学研究,或者也可以像诸如丸山

真男对“国家”等政治概念所进行的现实批判.尽管各种研究进路都十分有价值,但毕竟与本文“重
建早期中国思想史”的重心不同.除了菅本大二、佐藤将之的相关研究,令笔者特别感到振奋的是池

田知久教授高足曹峰教授所著«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①.这部书的精警处有二:第一是作

者并未像２０世纪初的中国学者那样一谈到“名”学就动辄援引欧陆的逻辑学大做文章②;第二是作者

扣题很紧凑,将焦点集中在政治思想上,而政治教化又正好是先秦思想史的核心课题.作者认为,
“先秦秦汉时期的政治思想不能没有‘名’这根线索”③,这十分正确.除了关于«尹文子»的性质与年

代一节笔者与曹峰见解不同,以及曹峰未论及儒家“声训”以外,其余部分我们大多走在相同的方

向上.
在进入正文前,还要说明一点:“语言”之为思想史上重要但被遗忘的板块,只是中国思想史研究

几个重要课题之一,而不是唯一.其余的重要课题尚有诸如:早期中国思想史的主要特征问题、中国

思想史的分期问题、二重证据法的运用问题④等等.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环环相扣的关系.
与本文主题直接相关的先行研究,包括笔者与几位同行２００９年发表的关于“行”字的共同研究

成果⑤,笔者２０１２年关于«太一生水»的研究成果⑥,２０１５年关于“天”字的研究成果,２０１７年发表的

«名、字与概念范畴»⑦,均可与本文并参.其中«释“天”»一文特别提出汉语的特殊性,以说明“语言”
之所以成为一种方法的原因:

　　“天”的意义弄不清楚,中国思想史上众多重要的问题,都难以厘清.而愚见认为,研究的方

法,首要之务是深切认知汉字形音义结合统一的本质,明了三者不可分割,然后以传统小学之法

分析探求其形音及结构之义,同时以哲学思辨之法玄思冥索其抽象之义.此所谓“结构”、“抽

象”二义,实统一于一字之中而相互映照.传统所谓“训诂”、“义理”两种进路,正是达致此二义

的津梁.当然,研究至于义理抉尽无遗之时,则必然发现二义实同出一源,孰为结构之义? 孰为

抽象之义? 始终无法二分.此又往往缘于汉字形音义结合统一的本质,故虽不断衍生新义成为

“意义群”,亦始终有一根本理念作为其内核,统摄诸义.由此而观,传统学者无论坚持“训诂明

而后义理明”抑或“义理明而后训诂明”,都不免陷入得一而遗一的危险.唯有兼顾训诂与义理,
进而探明汉字“结构”与“抽象”二义,始不辜负新时代学人站立于先哲前贤巨人肩膀之上,让学

术与时为新.⑧

由此可知,面对数量庞大、以汉字书写的中国古代经典,研究者在解释汉字时,不能只将字形视

为视觉形象,单纯研究其形构来探索意义,而忘记了大多汉字在形构之上尚有丰富的抽象意义.反

过来说,研究者也不能望文生义,见一字未深探其字源之义就玄思冥索,畅论其哲理的意义,而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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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曹峰:«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池田知久在«序言»中也指出,作者摆脱了长久以来中国学者过度采用西方学术框架的约束.见[日]池田知久:«序言»,曹

峰:«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第２页.
曹峰:«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第２０页.
近年来,在出土文献研究热潮中,不断涌现出如何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相释证,也即如何恰当地运用所谓的“二重证据

法”的问题.
郑吉雄、杨秀芳、朱歧祥、刘承慧:«先秦经典“行”字字义的原始与变迁———兼论“五行”»,«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３５期

(２００９年９月).
郑吉雄:«太一生水释读研究»,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编:«中国典籍与文化论

丛»第１４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４５ １６６页.
郑吉雄:«名、字与概念范畴»,«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郑吉雄:«释“天”»,«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４６期(２０１５年３月).这段文字是文稿通过审查后,主编特别邀请笔者加写的一

段说明方法论立场的文字.



形构的特殊性视而不见.

二、从汉字的多义性、异文,到义理训诂之争

汉字有形有音,属于“具象”,在表述语义的同时,也传达“抽象”的玄义.先秦时期思想家无不视

语言文字为思想义理的寄托,也是真理论辩的武器.上文提及“语言陈述”四字,意在强调语言无不

与政治教化发生关系.而若再严格区分,“语言”与“文字”又有不同.语言可独立于文字而藉由“形”
和“音”引起意义的千变万化,文字也能脱离读音的个别性而在意义之海上生起万丈波涛.由语言而

文字而语词而概念,再加上经书的多义性(multiplicityofmeaning/polysemy),一个幻影般的思想世

界便呈现出来.
对于«周易»卦爻辞,２０世纪初的学者多视之为“故事”,以影射“古史”,呼应“古史层累说”①.学

者们则每考订其“本义”,如于省吾«双剑誃易经新证»即为一例.但研究者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现

象:卦爻辞中惯常虚构事例,用以说明卦爻之义,后世则将虚构事例实体化为真实故事,像«比»卦“九
五”爻辞“显比”②,«泰»卦“九二”爻辞“包荒”③都是例子.将卦爻辞虚构解说“弄假成真”乃至进一步

“认假作真”,这真是«周易»作者所始料不及的.
又卦爻辞辞例,用本义少,用引申义多,常借用字义引申,扩大辞义喻指的范围.拙著«从卦爻辞

字义的演绎论‹易传›对‹易经›的诠释»④列举二十二卦,说明卦辞与爻辞都是从“卦”之“名”引申出一

个或多个新意义而成.此足以证明«易传»紧扣经文字义演绎经文字义的方法,根本上就是在承袭经

文作者的字义演绎方法.举«大壮»卦为例:卦名“壮”前缀见于战国,字形从“士”,本义为大,义指男

性⑤,在本卦则为四阳在下,二阴在上,为阳息卦,故专指抽象“阳”义的壮盛.然而据«周易集解»,
“壮”又有“伤”之义.故«易»家或释“初九”之“壮于趾”为“伤于趾”⑥.据王引之«经义述闻»,“壮”又
有“止”之义⑦.无论“伤”或“止”,都与壮盛义不同.如据高亨之说,则“壮”借为“戕”⑧.可见«周易»
作者在撰著经文时,特意借由“字”的多义性来演绎出一个以上的意义,推广一卦之“名”成为一个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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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１９２６年１２月顾颉刚开始撰写«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原刊１９２９年１２月«燕京学报»第６期,翌年１１月修改,收入«古史辨»
第３册),要将过去如“筑室沙上”、以“战国秦汉间材料造起”的“三皇直到孔子的«易»学系统”推倒,更藉由考辨卦爻辞中的故事、«易
经»的年代定位,还原«周易»作为筮书的本来面貌.自此以后,«周易»卦爻辞皆为故事成为主流意见,而汇集于胡朴安于１９４２年出

版的«周易古史观»一书.
如«比»卦“九五”爻“显比”二字以下“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实际上并非故事,而是用来说明“显比”之意义的虚

构.按«史记殷本纪»,“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

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司马迁:«史记»卷三«殷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９５页)
此一古史传说,即“王用三驱,失前禽”所本.

“包荒”«帛易»作“枹妄”.«经典释文»云:“‘苞’.本又作‘包’,必交反.下卦同,音薄交反.‘巟’郑读为康,云虚

也.”(陆德明:«经典释文»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８３页)郑玄读“巟”为“康”训“虚”,即将“包”字读为“匏”,“包巟”就
是“匏虚”.“匏虚,用冯河”,是将匏瓜掏空,用以渡河,即«庄子逍遥游»所谓“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摅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

其瓠落无所容?”庄子所谓“摅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虽然不是史实,却是将“包荒”一词化为了具体的生活便利.
参见«汉学研究»第２４卷第１期(台北:汉学研究中心,２００６年６月).
季旭升指出,“壮”本义为“大”,取义于雄性的强壮:“‘壮’前缀见战国,从士,丬声.这时‘士’字的意义已指男性.或以

为‘壮’字从‘土’(原注:或作立形.«战国古文字典»７０１页说).案:‘壮’字或从‘立’形,见楚系文字,其实楚系文字并没有其它从

‘土’的偏旁可以和‘立’相通的例子.”(季旭升:«说文新证»上册,台北:艺文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５１页)故朱熹«周易本义»曰:“大,谓
阳也.四阳盛长,故为‘大壮’.”(朱熹:«周易本义»,台北:大安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４０页)

«经典释文»:“壮,马云:伤也.”(陆德明:«经典释文»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影印北京图书馆藏宋刊本,第９９
页)«周易集解»引虞翻:“壮,伤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８年,第１７０页)

«经义述闻»卷二“故受之以大壮”条:“今案:壮者,止也.«传»曰:‘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遯,故受之以大壮’者,物无终

退之理,故止之使不退也.”(王引之:«经义述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６３页)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壮训为伤,实借为戕.«说文»:‘戕,枪也.他国臣来弒君曰戕.’”(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２５６页)



义群.由字的多义性可推扩至“异文”,这方面详见拙著«‹易›学与校勘学»①.«周易»经文的年代,笔
者采屈万里先生之说,认为撰著于西周初年.或有研究者认为晚出,但最迟亦不晚于西周末叶②.笔

者举此一例,是要说明在“五经”之中,利用汉语汉字的特性,进行抽象意义的推衍,这种做法出现的

年代甚早.这也是笔者一直深信中国思想史的起源,应该始于西周初年的原因.
出土文献提示的“异文”能够反映语言意义的拓展变异现象,以及这种现象与思想史的关系,有

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中”字.“中”字之所以让古典文史学者凝聚目光,乃是因为它原本与«周
易»的尚中哲学、孔子的“中庸”思想(后由子思撰为«礼记中庸»),以及上古“中国”一词都有关系.
几年前因为清华简«保训»篇,“中”字又引起学界热议.２０１３年笔者发表了«先秦经典“中”字字义分

析———兼论‹保训›“中”字»,综合分析吴大澄、段玉裁、王国维关于“史”字持“中”之说,并涉及甲骨、
金、石碑文中的“中”字字形,总结了先秦“中”字字义的演变③.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裘锡圭先生在上海复

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办的“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诠释研讨会”上发表了«说‹盘庚›篇
的“设中”———兼论甲骨、金文“中”的字形»,并归纳出“中”字三种最初的写法:

裘先生认为,A和B是一字的异体,是立于标示四方土地中央测风向的旗帜一类物品;C则是另

一个较 A和B出现更早的指事字.他的后一个观点很有价值,那就是深信C出现较早,理据是:

　　“左中右”、“上中下”、“前中后”、“大中小”等观念,都应该是在文字出现之前就存在于人们

头脑之中的.在古汉语里,含有中间一类意义的“中”这个词,应该早已存在.决不可能先出现

作为徽帜、旌旗名称的“中”,然后引申出“中”的各种一般意义.④

这个判断至为重要.关于清华简«保训»中的“中”字,学界存在着“旗帜”和“中道”两派解释.照裘先

生上述讲法,“中”字构形原本作C,表达的正是抽象之义,其年代较表实物义的 A与B更早.但笔者

要补充一点,“中”字的语源只说明了其义理的起源部分,C型的“中”字所含有的抽象意涵,决不能与

春秋以后包括“中庸”一词在内“中”字的“各种一般意义”等量齐观.当然,我们也不能低估语源学的

意义———正因为“中”字有抽象义在前,而实物义又透过测风向的旗帜表述自然界之“中”,所以“中”
字很早就同时包含“中道”和“准则”两个意义,于是就有了«尚书盘庚»的“设中”,«召诰»的“自服于

土中”,«周易»的“中行”等词出现,这也为后来的“中庸”思想设立了场景.
“中”字抽象义早于实物义之论,和笔者当年与几位同行一起研究“行”字的结论可谓异曲而同

工.我们当时发现,“行”字作为“五行”有抽象的意思,而«说文行部»曰:“行,人之步趋也,从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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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吉雄:«‹易›学与校勘学»,刘玉才、[日]水上雅晴编:«经典与校勘论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９ ３７页.
如周锡 认为成书于西周初年的古本«周易»原为图像,即«左传»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时所见的«易象».今本«周易»

则为共和时期召穆公虎所著.详见其«‹易经›的语言形式与著作年代———兼论西周礼乐文化对中国韵文艺术发展的影响»«再论‹周
易›的作者与成书年代»,氏著«易经新论»,香港: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２３ ４８、７１ １０５页.

收入陈致主编:«简帛经典古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８１ ２０８页.
裘锡圭:«说‹盘庚›篇的“设中”———兼论甲骨、金文“中”的字形»,«“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诠释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复旦

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办,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亍.”①但甲骨文和金文“行”字则是四达之衢的形象.杨秀芳就说:

　　道路在今天来说,可能是先开发而后提供人行走,但在古代来说,恐怕是人行走后才形成道

路.«庄子齐物论»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行走于人来说是生理活动的一部分,而行走

之迹自然形成为道路.换言之,可能是行走义在先,道路义在后.一般来说,语言总是先于文

字.从语言的发生来看,虽然行走义在先,但是在写定为文字的时候,与行走义具兼类关系的名

词道路义却因具象而比较容易表现.甲骨文宁取道路之形,动词行走义便只好藉道路之形来表

现;这种一形而兼有动词名词两义的现象,从兼类的“记”“书”等词来看,其实是顺理成章的.②

由此可知,要了解哲学概念范畴,语源、字形、词义演变的研究至关重要,从事哲学的学者不应该低估

之.但进而言之,文字研究也不该囿限于探讨本义,再说字形表达的也未必是本义.从多角度、多层

次,兼采各种进路研究古代经典文献,从而探索其思想,才是一条康庄大道.
我们重新回到“中”字,它在思想史上实在太重要了.«中庸»思想的源流影响固无论矣! 东汉末

年徐幹以«中论»探讨“中”,提出“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认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魏晋以

降,龙树«中论»传入中国,以“中道”表达空义,又与儒家、道家的“中”大不相同.唐代道教徒汲取般

若“空”义而发展出“重玄”的思想,儒家学者李翱则再度从儒典«中庸»里拈出“中”字回应释老.至北

宋,周敦颐在«通书»中将“中”字与“诚”“通”等观念加以结合,阐释道学核心概念;理学家则发明“致
中和”的思想,为«中庸»全篇作出新诠.“中”字在战国常指涉“心”③,至明代“中”的观念与心学合流,
“中”又与“心”相结合,成为理学核心概念,伪«古文尚书大禹谟»所谓“十六字心传”———“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先秦经典中的“中”观念,在后来成为

儒家道统思想、佛教空性义理、道教内丹的核心观念.至清代,学者舍虚就实,江永释“中”字为“官府

簿书”,吴大澄、王国维踵事增华,标示了清代以降儒者不满于前贤将“中”字的哲理意义过度膨胀,转
为以实证的态度考核“中”字在古史中的实义.今天我们将甲骨文以降的“中”作为一个汉字,推及其

背后的语源,再推及其成为一个概念范畴之后的全部演变,实有助于我们确立“语言”作为先秦思想

之重要建构方法的正确认知.
探讨“天”“行”“中”等字,我们还会接触到训诂与义理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之被讨论乃是北宋

新儒学兴起以后的事,而清代经学家对于宋儒治学方法的批判则是尤其重要的一环.自周敦颐、张
载,下迄南宋朱熹等大师巨子,无不抽绎出经典中关乎核心义理的字词深加阐发.陈淳«北溪字义»
的出现虽然谈不上总结了二百余年理学对关键词的内涵、外延与相关义理,但却开宗明义地标榜了

“字义”这个概念,而与刘熙«释名»一书相映成趣———一个凸显“名”,一个凸显“字”,让研究中国经典

传统和中国思想的学者,对于“名”“字”与真理的密切关系可思过半.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一向不喜

欢将方法论抽离于实证.读者只看到某个字被学者释为某某、或“读为某”、或“读若某”,常常摸不着

头脑.对于不甚熟悉古汉语的读者而言,«释名»«字义»一类书名,以及经典传注所运用的术语和方

法,往往让人一头雾水.
宋学和清学各有所长.在字词训诂之学方面,宋明儒的确难望清儒的项背.一直喜欢谈“字义”

的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说: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

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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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７８页.
郑吉雄、杨秀芳、朱歧祥、刘承慧:«先秦经典“行”字字义的原始与变迁———兼论“五行”»,«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３５期.
如«诗大序»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庄子天运»所谓“中无主而不止”,«周易坤文言»谓“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

体”,«礼记仲尼燕居»“子曰:‘夫礼,所以制中也.’”又如«郭店楚简语丛一»所谓“人之道也,或由中出,或由外入.由中出者,仁、
忠、信”.这些“中”字皆指“心”而言.说详拙作«先秦经典“中”字字义分析———兼论‹保训›“中”字»,陈致主编:«简帛经典古

史»,第１８１ ２０８页.



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①

戴震这段很精警的文字,能真正欣赏的实在不多.他区分“字的本义”和“故训之义”两途,指出了只

执著字典辞书讲字的本义是不够的,还要广泛地归纳字在经典中的运用实况,察其变迁,交叉比对,
才能窥见全豹.熟悉«说文解字»的人应该都知道,其中部首和各字的排列顺序都在显示文字意义之

系统,许慎并不是单讲“字”的本义而已,更重要是能联系上经书中的训解.所以,戴震所说的“一字

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许慎不见得没有注意到.戴震显然在这一点上对许不甚满意,
所以特别强调要关切“字”在经典全体中的意义.这段讲方法论的话深具价值.直至今天,只注重从

形和音去讲某一字之“本义”,忽略了考察文字在经典实际运用中的意义变化者,仍大有人在.
其后戴震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中又说:

　　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

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②

这段文字将焦点转到循“故训”而获得的“理义”的“内”与“外”的双向性上去,既内向地存乎“我心之

所同然”,也向外地“存乎典章制度”.换言之,理义既非孤立,亦无绝对客观可言,因为它处处都与人

心“所同然”互格;理义亦非纯粹抽象,因为它无法被抽离于语境也就是历史上的典章制度,因此必须

回到文献所记载的典章制度上,去理解其语境的形成(contextualization),才能把握“理义”的全部.
过去研究者常常将戴震这段话的意思,局限在义理的衡定要先取决于训诂抑或先取决于义理,把一

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为义理、训诂先后之争,着实令人遗憾.
世有“戴段二王”之名.戴震的治学方法为他的弟子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继承并发扬

光大.但在义理发明方面,戴震并没有任何一位弟子承传,只有他的晚辈论敌章学诚将他求“理”于
典章制度的想法一变而为求“道”于典章制度③.其后企图发扬戴震“训故明理义明”以及“当贯

群经”两大心愿的,可能就是主编«经籍纂诂»又著«性命古训»的阮元了.傅斯年为阮元后一部著作

作了«辨证»,将阮元大大推崇一番,却反过来批评戴震“犹未脱乎一家之言,虽曰«疏证»,固仅发挥自

己之哲学耳”.拙见认为,阮元和前一辈的许多经学家一样,对戴震并不了解.傅斯年的说法,更嫌

浅薄.首先,傅氏«性命古训辨证引语»称许«性命古训»:

　　实为戴震«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两书之后劲,足以表显清代所谓汉学家反宋明理学之立

场者也.④

持论焦点完全错置.戴震的新方法,在于解构复杂的语义,包括人心、礼俗、典章、制度等,目的是要

了解语境的全体,而不是胶柱鼓瑟于圣贤训诲.“反理学”三字,岂足以说明之呢? 戴震认为“理义”
不能凿空的主要原因,在于经典“语义”时常埋藏在典章制度的脉络(context)中.换言之,戴震的“理
义”,并不单指圣贤所讲的语言训诲而已.伦理道德是人类群体共同心理(“心之所同然”)、共同行为

所形塑出来,最后反映于典章制度者.研究者只循传统义理之途,幽思冥索,默契本体,而不循典章

制度去印证,岂能明白⑤? 因此,“明训诂”以“明理义”根本上不是争义理和训诂在方法论上的先后,
而是提倡“理”的研究应该由文献推扩到文化、历史、伦理等.傅斯年又认为戴震书“犹未脱乎一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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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戴震:«东原文集»卷九,戴震撰,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合肥:黄山书社,第３７０页.«戴震全书»所收«文集»整理者

余国庆、杨昭蔚据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年代考据,校注称:“题下‘癸酉’二字为微波榭本所无,当系经韵楼编时误加.”(«戴震

全书»第６册,第３７６页)
戴震撰,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６册,第５０５页.
此说详见拙作«论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因缘———“理”与“道”的新诠»,«文史哲»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第１１页.
戴震的方法,可以借用艾尔曼(BenjaminElman)“语境化”一词予以说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明清史研究资料»刊登了«谁

的思想史? ———汪晖、艾尔曼的学术对话»,艾尔曼在对话中表示他“研究中国思想史主张‘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也就是把思

想同经济、政治、社会的背景相关联”.这里二人的差别在于,戴震的焦点在于上古而着重于跨越时代的“礼”,包括制度、风俗、伦理、
仪轨等,而艾尔曼的取向则偏重于社会史和文化史.



言,虽曰«疏证»,固仅发挥自己之哲学耳”,此一批评更是失之空泛.举凡有哲学理趣的学者,无不以

发挥自己的哲学为务,这有什么问题呢? 傅斯年又说阮元较戴震“方法丕变”:

　　阮氏聚积«诗»、«书»、«论语»、«孟子»中之论性、命字,以训诂学的方法定其字义,而后就其

字义疏为理论,以张汉学家哲学之立场,以摇程朱之权威.夫阮氏之结论固多不能成立,然其方

法则足为后人治思想史者所仪型.其方法惟何? 即以 语 言 学 的 观 点 解 决 思 想 史 中 之 问 题

是也.①

其实,阮元在方法上毫无丕变可言,因为阮氏并不了解戴震的义理世界,只好谨愿退守语义学的

路子.而傅斯年先生所讲的“语言学”,依照他一贯的理念,应该是集中在以语料学(corpuslinguisＧ
tic)为主的语义学、词义学、句法学等上面,而根本没有碰触哲学层面或诠释学层面的语言学.要知

道哲学和诠释学的核心关怀,主要以“认知”作为一种广义的德性实践及其相关的精神活动,涉及诸

如情感(emotion/sentiment)、共感(empathy)、意识(consciousness)等等元素②,这些都是寄寓于文

献之中却又超然于文献之外的经验.它不是经典文献本身的问题,更不是注释或字词训释所能解决

的问题.傅先生显然没有考虑这些,因此他所讲的“汉学家的哲学”,其实与真正的“哲学”并无丝毫

交集.
傅先生的反理学立场是人所共知的,其与丁文江在１９２３年表达的反玄学立场基本上一致.同

属反理学,傅先生的情况与戴震截然不同.戴震直接从方法论上否定理学.这个“否定”本身是建基

于一个哲学命题:戴震根本否认先验的共相(universality),认为共相仅能从殊相(particularity)归纳

而来.所以,近代新儒家学者强调的“内在超越”根本上与戴震的信念南辕北辙———这也是新儒家学

者讨厌戴震的主因.戴震讲“气化”,只从“阴阳五行”的分化讲起,由此而确定“理”的字义是“分理、
条理、肌理”,再据此论证必须透过了解人类社群礼俗、礼制、礼仪的历史演进,来考察抽象的理义.
因此戴震正是以语境化、脉络化的取径,循典章制度的进路发明“理义”,以否定宋儒先验的“天理”.
这确实捕捉到了宋儒长于概念分析而短于历史分析的弱点③.傅先生似乎并不了解戴震的方法论立

场,以至于他“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的讲法似是而非.
笔者主张在语言学和哲学之间搭建桥梁,却无意沿袭戴震的旧路.笔者所提倡的“将语言视为

方法,解决思想史之问题”,严格来说无论是阮元«性命古训»,还是陈淳«字义»、戴震«孟子字义疏

证»,抑或傅斯年的«辨证»,都无法达致.陈淳、戴震方法虽不同,但在以追求义理为目标上却是一致

的,而非旨在探索思想的历史发展与变迁.在他们的观念中,可能压根儿没有所谓“思想史”这一回

事.“思想史”的进路,并不同于传统的“在经中求道”的学者所遵循的某种用以解决特定义理问题的

进路,而是旨在描绘一幅错综复杂地包含着各种思想流派之观念的综合性图像,其中既包含具象的

文字与文献、作为背景的历史条件、思想家阐述的抽象的概念,以至于众多思想家共构的对话及其呈

现的共同关怀,而又从历史角度包含着对各个不同阶段的考察与呈现.例如,“中”字最初表达“前中

后”“左中右”“上中下”的“中”义,后有测风向旗帜之“中”,而有标准、准则之义,后来再产生“盛筭之

器”的“中”,并且演化出时间、空间的“中”观念而被运用到«尚书»«周易»等西周早期经典,进而产生

“极”“高”等义④.我们依循这几条线索去理解«礼记中庸»的“中”观念,就会对整个观念的树状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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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第１１ １２页.
这一进路或认为,语言(language)、书写之文献(writtentexts)、语言传统(linguistictradition)均对“意义”有着无法避免的约

束和改变,从而影响诠释与理解.可参考[德]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
第三章.

此说详见拙著«戴东原经典诠释的思想史探索»,台北:台大出版中心,２００８年.
«尚书洪范»“皇极”,«伪孔传»云“中也”.上博简«亘先»之“亘”,裘锡圭、周凤五读为“亟”.又«广雅释诂»云:“极,高

也.”«说文解字»“极”字,段玉裁«注»曰:“凡至高至远皆为之极.”更多讨论请参考郑吉雄:«先秦经典“中”字字义分析———兼论‹保
训›“中”字»,陈致主编:«简帛经典古史»,第１８１ ２０８页.



史发展,有不同的体会和发现.再如“天”字,本为人首之象,早已寄寓天人合一的思想.“天命”在
«诗经»之«大雅»«周颂»,以及«尚书周书»诸篇中,都是涉及周革殷命中周天子的专用名词①,至«礼
记中庸»始为子思赋予新义,扩及人类普遍之善性.这是同一个词汇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发生意

义大转变的例子.

三、经典奠立时代的语言镶嵌

古典儒学中的知识论,原本就离不开语言文字.甲骨文的“知”字左边偏旁就是“矢”字,象“箭”
之形;«说文解字»释“知”曰“识 也”.“ ”就是“辞”,就是语言文字.所以«说文解字»解“ ”字曰:
“意内而言外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有是意于内,因有是言于外,谓之 .意即意内, 即言外.言意而 见,言 而意见.
意者,文字之义也;言者,文字之声也; 者,文字形声之合也.凡许(慎)之说字义,皆意内也.
凡许(慎)之说形说声,皆言外也.有义而后有声,有声而后有形.造字之本也.②

“形”看得见,“声”听得到,合而为“言”,“意”则是“言”的内核.我们常说“语言”是表情达意的工

具,但在中国古典哲学中,“语言”就是思想的寄托.语言文字的“形”与“声”是“言”发诸外的部分;说
到底,“意”或“义”是“形”与“声”的主宰.在心性之学的传统中,大家注意的是“意内”,是内在的意

义,关于语言文字形声结构的“言外”的部分,却常被忽略、轻视.
一旦我们意识到“言”与“意”的关系,认清“语言”作为抽象玄理之载体的事实,再近距离考察«诗

经»«尚书»«周易»中语言的各种运用,就能立即理解«易»«诗»«书»就是中国思想史的起点.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说“«诗»无达诂”.«诗»的核心元素就是语言,所谓“无达诂”则意味着

语言的流动性(fluidity),这种流动性决定了诠释的开放性.«尚书»主要为典谟训诰,多属记言体裁,
与语言的关系不言而喻.故«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所记战国以降经师治经著述,往往称“章句”
“传”“说”等等名称,唯«诗经»«尚书»二经有“故”或“解故”:«尚书»有«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诗
经»有«鲁故»二十五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韩故»三十六卷,又有«毛诗故训

传»三十卷.此外“小学”十家四十五篇中,有«杜林苍颉故»一篇.这个“故”字并不寻常,它与“诂”字
有关系.«汉书»颜师古«注»谓:

　　“故”者,通其指义也.它皆类此.今流俗毛诗改“故训传”为“诂”字,失真耳.③

颜师古认为“故”字比较准确,是“通其指义”的意思,写成“诂”就无法表达真义.这恐怕不是事实.
首先,«汉志»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并无证据显示此所谓“训故”与
«毛诗故训传»的“故训”有本质上的不同.而且汉人“训诂”“训故”“诂训”“故训”等名,其共同的语源

可能就是«诗经大雅烝民»:

　　小心翼翼,古训是式.④

“训”从“言”,“古训”重心仍在于语言.«说文»释“故”为“使为之也”,解释的是作为语辞用的“故”.
而关于“诂”字,«说文»云:

　　训故言也.从言古声.«诗»曰“诂训”.⑤

这里明显有“故旧”之意.就此而言,“故”字语源仍为“古”.而为了强调语言,加上“言”旁就成为

“诂”.“古训是式”,毛«传»解释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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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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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详参拙作«从遗民到隐逸:先秦道家思想溯源———兼论孔子的身份认同»,«东海中文学报»第２２期(２０１０年７月);«试
论子思遗说»,«文史哲»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４３４页.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７０７页.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４３４页.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９３页.



　　古,故也;训,道也.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

　　故言者,旧言也,十口所识前言也.训者,说教也.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②

又说:

　　此句或谓即«大雅»“古训是式”,或谓即毛公“诂训传”,皆非是.按:«释文»于«抑»“告之话

言”,下云:“户快反«说文»作诂”③,则此四字当为“«诗»曰告之诂言”六字无疑.«毛传»曰:
“诂言,古之善言也.”以“古”释“诂”,正同许以“故”释“诂”.陆氏所见«说文»未误也.④

“诂言”义为“古之善言”,就是笔者所说的“古”加言旁强调语言.“诂言”义同于“古训”,就是“训故

言”,亦即依循美善之言语.(依«毛传»:“训”为“道”.)这是因为«诗»的功能,就是笔者一直强调的

“语言”是一种方法,而不是载体.范宁«春秋穀梁传序»中说:

　　故父子之恩缺,则«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礼废,则«桑扈»之讽兴;夫妇之道绝,则«谷风»之篇

奏;骨肉之亲离,则«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则«白驹»之诗赋.⑤

这真是对“语言”是一种方法的最佳说明.礼俗乖悖,藉由诗赋讽喻,以申不平.过去学界论«诗序»
的美刺之说,多认为作者强调了«诗»的教化作用,却忽视了真情实感的表达.其实这两者并不冲突.
美刺之说,反映的是语言语义的灵活运用,提醒读者不囿限于文字语言的表层,而能注意语言的流动

性和诠释的开放性,认识诗人如何将文辞的意义引导到另一个层面,正如«蓼莪»表达了孝子怀亲的

哀思,«诗序»则认为它“刺幽王,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礼记曲礼»所谓“教训正俗”⑥,正说明

了教化和语言是一体之两面.由此可见,若将“训诂”狭窄化为一种探讨语义的学问,实是买椟还珠,
忽略了它含有“以美善之语言为德行范式”的本义.然则毛亨为«诗经»作“传”而称为“故训”,并不单

单刺取字词表面的语义,其中也包括德性训诲的深层语义,更反映了在西周神圣经典奠立的年代,音
乐、语言、德性、训诲等诸义恒相融合,亦即«尚书尧典»所谓:

　　诗言志,歌永言,律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⑦

«诗序»亦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是未成言的“诗”,“诗”是已成言的“志”,
诗与志都统合于“言”⑧,其义正相类同.

«尚书»与«诗经»性质不同,但以“语言”为核心元素的情况却如出一辙.«礼记玉藻»有谓“动
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⑨,学者将«尚书»归为右史之职掌,大致无异辞.篇章则不外“典、谟、训、
诰、誓、命之文”,孔颖达«正义»申论“名”为«尚书»记言的核心精神之所依托,颇有眼光:

　　道本冲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举,则凡诸经史,因物立名.圣贤阐教,事显

于言,言惬群心,书而示法,既书有法,毋号曰“书”.且“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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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１４３４页.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９３页.
按,«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下»原文为“户快反.话言,古之善言.«说文»作诂,云:‘诂,故言也.’”(陆德明:«经典释文»上

册,第３７６页)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９３页.
范宁集解,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５页.
孔颖达«疏»引熊氏云:“训,谓训说义理.”(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１８页)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９５页.
«汉书艺文志»谓:“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

１７０８页)这意味着«诗»与«乐»为“六经”之二,彼此相合.
郑玄«注»曰:“其书«春秋»、«尚书»其存者.”孔颖达«正义»谓:“«经»云‘动则左史书之’,«春秋»是动作之事,故以«春秋»当

左史,所书左阳,阳主动,故记动.«经云»‘言则右史书之’,«尚书»记言语之事,故以«尚书»当右史,所书右是阴,阴主静故也.”(郑玄

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１０２２ １０２３页)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卷一«‹尚书›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１１页.



是故存“言”以声“意”,立“书”以记“言”.①

首两句颇有«老子»“道恒无名”之意味,但“形以道生,物由名举”以下,则一变“无”的宗旨而转为

“有”,意谓无形之“道”与万化之“形”的统一,正如无形之“名”与有形之“物”的统一.落实于经史,凡
“名”皆有指涉之“物”.于是孔颖达又引«周易系辞传»“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以申论«尚书»“存言

以声意,立书以记言”的用心.
«尚书»体裁,孔颖达区分为十体,“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加以说明,其中“典、谟、

训、诰”固然是言语训诲,而其他绝大多数亦是.孔氏察觉到了这一点:

　　«益稷»亦谟也,因其人称言以别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训道王,亦训之类.«盘

庚»亦诰也.«高宗彤日»与训序连文,亦训辞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
亦诰也.«武成»云:“识其政事.”亦诰也.«旅獒»戒王,亦训也.«金滕»自为一体,祝亦诰辞也.
«梓材»、«酒诰»分出,亦诰也.«多士»以王命诰,自然诰也.«无逸»戒王,亦训也.«君奭»周公

诰召公,诰也.«多方»、«周官»上诰于下,亦诰也.«君陈»、«君牙»与«毕命»之类,亦命也.«吕

刑»陈刑告王,亦诰也.②

由此可见,«尚书»几乎全属古代圣人训诲之言,故«汉书艺文志»说: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
言为«尚书».③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的讲法,为后世学者如刘知幾«史通»所承袭.此说

虽然被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大加批评,但章的批评在于强调«尚书»之“言”与“事”虽两面而实一

体,故反对读«尚书»者只注意“言”而忽略背后的“事”④,可见他并没有否定«尚书»以记言为主的事

实.总之,因为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六经皆史,亦皆先王之政典,故«诗»«书»对语言的重视,恰好

反映了在经典形塑的神圣时代,“语言”已镶嵌于政治,而形成现代所谓“政治论述”,成为周人政治原

理的展现.就“记言”“记事”之别而言,对语言的重视,又何止于“记言”的«尚书»? 记事的«春秋»,
“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所凭借的正是范宁在«春秋穀梁传序»中所谓的:

　　一字之褒,宠踰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春秋»之传有三,而为经之旨一,臧

否不同,褒贬殊致.⑤

“字”关乎拨乱反正,这不正好说明语言文字的伟大?!
“五经”之中,«周易»最具抽象哲理,而哲理与语言的关系特别密切.试看«观»卦,王家台秦简

«归藏»作“灌”.作“灌”,实即«论语八佾»“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的“灌”.«观»卦卦辞:

　　盥而不荐,有孚颙若.⑥

«周易集解»引马融解释如下:

　　盥者,进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时.及神降荐牲,其礼简略,不足观也.⑦

“观”之为义,与“盥”有关.“盥”,«说文解字»释为“澡手也”,为“进爵灌地以降神”的准备,是“灌”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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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卷一«‹尚书›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１页.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卷一«尧典»,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２２页.按:“命”亦关乎语言.按«说

文解字»,“命”“令”互训,甲骨文字形上为口字倒形,下为人跽坐之姿.故有上向下命令之义,如«说命»所述殷高宗命傅说为相,«微
子之命»为“命微子启代殷后”之类.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１７１５页.
«文史通义书教中»云:“«书»无定体,故附之者杂.后人妄拟«书»以定体,故守之也拘.古人无空言,安有记言之专书哉?

汉儒误信«玉藻»记文,而以«尚书»为记言之专书焉.于是后人削趾以适屦,转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辑录其文,以为«尚书»之续

焉.”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７页.
范宁集解,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８页.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１１４页.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第１１２页.



的一部分.王家台秦简«归藏»作“灌”反映的正是此义.王弼«周易注»云:

　　王道之可观者,莫盛乎宗庙.宗庙之可观者,莫盛于盥也.至荐,简略不足复观,故观盥而

不观荐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尽夫观盛,则下观而化矣.故观至盥则

“有孚颙若”也.①

«说文解字»这样解释“观”字:

　　谛视也.从见,雚声.②

“观”“灌”皆从“雚”,辑本«归藏»此卦作“瞿”,以王家台秦简«归藏»作“灌”考之,显然为“雚”形近之

误③.“观”“盥”“灌”又与“祼”有关.«说文解字»释“祼”字曰:

　　灌祭也.从示,果声.④

由此可见,王家台秦简«归藏»之作“灌”,绝非只取其声音相同以为“观”之假借,而是关乎祭祀的内容

与精神.«左传襄公九年»“君冠,必以祼享之礼行之”,杜预«注»云:

　　祼,谓灌鬯酒也.⑤

孔颖达«疏»曰:

　　«周礼大宗伯»:“以肆献祼享先王.”«郁人»:“凡祭祀之祼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郑玄

云:“郁,郁金,香草也.鬯酿秬为酒,芬香条畅于上下也.筑郁金煮之,以和鬯酒.”«郊特牲»云:
“灌用鬯臭.”郑玄云:“灌谓以圭瓒酌鬯,始献神也.”然则“祼”,即灌也,故云“祼谓灌鬯酒也”.
祼是祭初之礼,故举之以表祭也.⑥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肆献祼享先王”郑玄«注»曰:

　　祼之言灌,灌以郁鬯,谓始献尸求神时也.«郊特牲»曰:“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所

以求诸阴阳之义也.殷人先求诸阳,周人先求诸阴.”灌是也.⑦

扼言之,“祼”为祭礼之专名,“灌”则专指礼中“灌以郁鬯”之仪式.«礼记郊特牲»云: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灌以圭璋,用玉器也.既灌,然后迎牲,致阴

气也.萧合黍、稷,臭阳达于墙屋,故既奠,然后焫萧合膻芗.
“膻芗”即“馨香”.郑玄«注»曰:

　　膻当为“馨”,声之误也.奠或为“荐”.⑧

这部分的祭礼,先使气味(臭)达于渊泉,再使气味达于墙屋.前者为“灌”礼,属阴;后者为“荐”
(奠)礼,属阳.先阴而后阳,次序井然.黄庆萱说:

　　“盥”、“荐”都是宗庙祭祀的仪式.盥,通灌,于宗庙神龛前东向东白茅为神像置地上,而持

鬯酒灌白茅束成的神像上,使酒味渗入渊泉以求神.荐,是将牺牲陈列在供桌上.⑨

黄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祭祀仪式中也有阴阳之喻.朱熹在«周易本义»中云:

　　观者,有以示人,而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阴仰之,又内顺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
所以为观.颙然,尊敬之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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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观”“灌”从“雚”声,“灌”“祼”“盥”音义相近.可见,«观»卦本义原关乎神圣的祭礼,但又绝非如

“古史”一派的解释,指该卦为记述某一古代故事,因为«观»卦诸爻都引申“观临”“目视”之义,并非史

书记实.以“盥”字之会意而分析,有盥手洗涤之义.
倘若再以«临»卦与«观»卦互证,«观»«临»互为覆卦,«临»亦有观临目视之义.在«说文解字»中,

“临”字紧接“监”字之后,释“监”字为“临下也”,释“临”字为“监也”①,二字互训.“监”字甲骨文字形

像人俯身自器皿所盛之水为镜自照②,故称“监”,或加偏旁为“鉴”,与“临”字像人巨目注视.«观»卦
“观我生”“观其生”“观国”等义亦与之相近(按,凡«周易»六十四卦,每两卦为一组,每组意义或相反,
或相近).«观»卦卦辞用“祼”“灌”祭祀之义,以譬喻观民、自观的神圣性.祭礼先“祼”而后“荐”,“盥
而不荐”,意即向先祖神灵敬酒,而不以宗庙祭祀的惯例献祭,“有孚颙若”,主要依靠的是个人的孚

信.前一卦«临»有“君临”之意,指君主临民教民,故爻辞有“咸临”“甘临”之名;«观»则不限于君主,
而及于士大夫对人民生活的各种观察,故爻辞有“观我生”(治国者自观)、“观其生”(观民)之别———
后者以人民为观察对象,前者则以自己为观察对象.总结上文分析,“观”“灌”“祼”“盥”与“临”“监”
等都彼此相关,共同呈现相关的意义系统:观民、临民有似祭礼,必须神圣虔敬,关键则在于自监自

省.由此我们也了解到,对待«周易»的异文,未必要执著于对错是非,重点在于恰当地运用相互关联

的语言观.
语言作为一种方法在«春秋»中的体现,则主要在于通过褒贬,发挥语言文字在德性伦理上施展

力量的神圣功能.三«礼»则涵括面较广,并不限于语言.限于篇幅,本文暂不讨论.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汉语古典学界常忽视“语言”这一思想的核心元素.“语言”的这种核心

性,从西周初年神圣性语言镶嵌于最早期的文献«易»«诗»«书»中已见其端倪.可惜思想史学者鲜少

从传统经学训诂的角度考虑问题,而研究经学训诂的学者则不太关注语言的哲理影响.

四、从语言、观念到思想:语言作为一种方法

语言学原本就是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在欧洲、中国、印度等古文明传统中均如此.«圣
经»是基督教的圣典,教义以救赎为目标.信仰实有赖于对«圣经»的诠释,以求正确地理解«旧约»和
«新约»的教诲.希腊哲学则是理性主义的高扬,从柏拉图«对话录»以来,经由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和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的努力,诠释学焦点由经典扩大到社群各个方面,并转至个

人存在的种种问题,在其中“语言”总是一个核心元素.
让我们回来观察古代中国文明中的语言世界.中国古代文明和古希腊、古印度文明固然有共同

的部分,但相异的部分可能更多.譬如“隐逸”,在欧洲隐逸多出于宗教动机,在中国则多由于政治缘

故.因此欧洲意义上的“隐逸”多用“hermit”或“eremites”(此二字在拉丁文中同源)指称,中国意义

上的“隐逸”则通译为“recluse”,在朝代改易的时候,“隐逸”甚至被译为“政治难民”也即“politicalrefＧ
ugees”.语言陈述在早期中国的表现,也同样与在欧陆或印度大不相同.这不但是因为中国经典由

汉字汉语构成,受到语言文字的制约,更因为上古中国语言与哲学二者均紧密依附于政治体系,因此

而处处带有政治意涵.在殷周时代知识为统治阶层所专有,哲学则更多出于政治教化的动机与目

的.于是“语言”在经典中的镶嵌与铺陈总含有浓厚的政治教化意味,而经学的“训诂”方法实即衍出

自礼乐刑政的“正名”思想.自此以后,“礼教”和“名教”成为同义词,规范着上自帝王下迄士阶层的

生活.
在勾稽经典文献的意义时,“识字”是第一步,“小学”因而成为经学的基础训练.细察字形、聆听

读音,成为治学的基本工夫.儒家之学在于训练政教人才,而儒家学者理想的治学途程,就是透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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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察识和读音的聆听,让经典寓意藉由耳目感官,产生知性理解而内化于内心,让德性滋润身体,
用行为来开展政治.荀子«劝学»所谓“君子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
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其意义正在于此.

正因为如此,“古训”自然而然寄寓于语言文字,“故训”则将古老经典确立为政治教化之无形圣

殿,而“诂训”之学则是登入堂奥前所必经的洗礼仪式.一旦“语言”成为一种方法,它就不再是单纯

的表情达意的工具,而成为“礼”的基础.此可见文明发展背景的不同,造就了古代中国与欧洲、印度

在语言观上的大异其趣.
«周易»是上古王朝圣典之一,其中诸如«乾»«坤»«观»«临»«鼎»«革»等都是核心的政治论述.其

中,«兑»卦可能是最直接地申论语言艺术的卦,对语言的重要性进行了充分说明.«说文解字»释
“兑”:“说也.从儿, 声.”这显然是据«周易»以为说,因«彖传»«说卦传»«序卦传»均称“兑者,说
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兑”字条继续沿袭此说,高亨参考了朱骏声的论点而进一步发挥道:

　　兑即说之古文,从八从口,“儿”像气之分散,许云“ 声”,非也.«彖传»等训兑为说,当取谈

说之义,非喜悦之悦也.本卦兑字皆谓谈说.“九二,孚兑吉,悔亡”,孚兑者,以诚信之度向

人谈说也.“六三,来兑,凶.”来兑者,言未及我,而我自来说也.«论语季氏»篇:“言未及

之而言谓之躁.”«荀子劝学»篇:“不问而告谓之傲.”又曰:“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易»之“来

兑”,即«论语»所谓躁,«荀子»所谓傲也.古人不取多言,故«系辞传下»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

辞多.”来兑者必多言,多言者必多败,故曰来兑凶.其戒人者深矣.“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

喜”..商者,计议也.商兑,犹今言商谈,即相与计议之谈说也.«尔雅释诂»:“宁,安

也.安,定也.”商谈者其事未定,故曰商兑未宁.“上六,引兑.”“引兑”者,言及于我而我乃

兑也.即有人牵引我言,而我乃言也.«论语季氏»篇:“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荀子劝学»
篇:“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易»之引兑,即不隐之意.则当言即言,而不可隐矣.其辞虽

简,而于谈说之道,可云周备.①

以上高亨释«兑»卦卦义,与历代«易»家之说十分一致.«象传»所谓“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

习”,王弼释九二“孚兑”为“失位而说”,六三“来兑”为“求说”“佞说”②,朱熹谓“说有亨道,而其妄说不

可以不戒”③.故高亨指出“释谈说之道,可云周备”,可谓画龙点睛.«周易»卦爻辞阐释,深微周遍,
高«注»引孔子、荀子所强调的不躁不隐、君子如响等等语言艺术,不仅属辞令技巧,更涉及待人处事

艺术及德性持守原则等问题,正是引申自«易»«兑»卦的义理.
章太炎«国故论衡»有«原名»一文,征引大乘佛典关于情感思维的描述,论析人类认知事物后的

意识活动如何决定了事物的命名,以及命者与受者在理解上的歧异,可谓别开生面,为中国概念范畴

的研究揭开了新页.拙作«名、字与概念范畴»④对此已有所阐释.在此,笔者仅依使用上的不同,将
语言略分为四个层面:

(一)日常生活的功能性语言,达到一般沟通功用即可.
(二)日常生活的功能性语言,同时包括高层次综合性的意义引申.
(三)抽象观念的运用,由此达彼,由甲而乙,衍生出政治、社会、伦理、教化等各种用途.
(四)抽象观念的运用,推衍为各种语言型态,发展为艺术表现,主宰着思想哲理的演变.
从«易»«诗»«书»的内容看,古经典语言的运用早已超出第(一)(二)层次,而大量展现于第(三)

(四)层次,“一字多义”(polysemy/multiplicityofmeaning)现象⑤对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一字多

２５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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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指一个字在表述一个意义时,亦不妨碍其同时表述另一个(或两个、三个)意义,由此而构成了

«诗经»的讽喻技巧.白居易所谓“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与元九书»),意义随着语言的流动而流

动、而拓展、而变幻.多义性展现于«周易»,则是“卦爻辞语义的二重性”———表层语义之上,还有另

一层抽象义理,语言作为媒介,跳跃地联系着不同类别的事物.这种跳跃,加上«易»卦取象,开启了

通往无限可能性的义理世界之门,«系辞传»“观象系辞”即其表现之一①.举例来说,“井”卦之读为

“阱”又书为“汬”,是因为该卦论说水井干涸了、又被利用为捕兽之陷阱.这固然有理可说、有迹可

寻,但“豫”为“豫乐”,再引申为“舍止”“休息”等诸义,再引申则为“由豫”(即犹豫)之义.“蛊”为“腹
中虫”或“皿中虫”,再藉由读音相同引申为“故”,而比附“故事”,以衍释“干父之蛊,干母之蛊”“高尚

其事”的训诲意义,其中的跳跃,就不能不视为哲理意义的拓展了.“五经”将语言视为理民治世的工

具,这说明周民族早就知道语言并非单纯表情达意的工具,而是实质上主宰世界的利器.

五、从正名、声训到伦理教化:孔门的语言方法

虽然近一个世纪以来学者每不相信孔子读«易»之事②,但读者只参看«易传»大量的“子曰”,便知

战国研«易»学者的思想多渊源自孔子.按«论语»所记,孔子述及«周易»卦爻辞的例子不止一处,如
论“听讼”出于«讼»卦,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则出于«恒»卦.而且,孔子常化用«易»之语义,如«论
语学而»中“节用而爱民”一语为檃栝«节»卦卦义.当然,也许有人认为“节”本兼有节约、节操二

义,孔子不过是在用“节”的一般语义.但试看«论语季氏»: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③

又«论语为政»: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

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④

孔子将“损”“益”两个观念用得那样纯熟,恐怕和«周易»«损»卦与«益»卦的义理有关,尤其«损»
卦«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正是因益反损之意,与«季氏»所论“三友”之义明显有

关.而«论语子路»则记载: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

占而已矣.”
邢昺«疏»: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此«易»恒卦之辞,孔子引之,言德无恒,则羞辱承之也.子曰:“不

占而已”者,孔子既言«易»文,又言夫«易»所以占吉凶,无恒之人,«易»所不占也.⑤

邢昺认为,孔子是直接引«易»而论德.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论语»中也有间接引«易»的例子,
如«颜渊»: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⑥

«讼»卦义为争讼,卦辞所谓“中吉,终凶”,初六爻辞“小有言,终吉”.言语的争讼固无伤大雅,但
发展至终极,则“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鞶带”为命服之饰,非卿士或大夫不能穿着,结果

或至于“终朝三褫”,那就是“终凶”之象.孔子所谓“必也使无讼”,其实和«讼»卦卦义是一致的.然

３５论先秦思想史中的语言方法———义理与训诂一体性新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其说大意谓包牺氏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近取诸物,作八卦,于是各种器物制度的制作,均与某一“卦”有关.顾颉刚等古史辨

学者,对此则大加抨击,以为是牵强附会.
详参郑吉雄、傅凯瑄:«‹易传›作者问题检讨»(上、下),«船山学刊»２０１５年第３、５期.
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２５７页.
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２５ ２６页.
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２０３页.
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１８６页.



而最有趣的还是«论语述而»: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①

近世学者每据«鲁论»“易”作“亦”的孤证,而谓孔子未有学«易»之举②,完全不理会«周易»卦义,
以及陆德明“今从古”的判读③,可算是充分迎合古史辨运动的疑古思潮.在笔者看来,«论语»此章恰

好反映了孔子的语言旨趣.«大过»是«周易»第二十八卦,原以二、五爻皆为阳爻,刚而不应;所谓“大
者过”即卦辞“栋挠”,谓巨大的差别,正如“九二”爻辞“老夫得其女妻”及“九五”爻辞“老妇得其士

夫”.幸而卦辞“利有攸往,亨”.读者细察该卦不难发现,“过”字并无孔子所谓“可以无大过”的“过
失”之义.换言之“五十而知天命”的孔子其实是将“大过”一语,故意转化为“巨大的过失”之意,宣之

于口,以申明学«易»要无差失,这必须有相当的人生阅历,达到知命之年,庶几免于迷信.这种做法,
其实恰好发挥了«周易»“一字多义”的本色,通过引申、比附将语义转到另一个方向上去.可惜前人

读«论语»而能领略«易»理的似不多.
«兑»卦“来兑”“引兑”所提示的对待语言的严肃态度,恰好说明孔子“仁”说之教的其中一项原

则———慎言.且看孔子的教言:“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

渊»)、“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等,都指向这项原则.“仁者”有如是的慎言准则,君子当然

也有相同的“慎言”的要求,如«论语宪问»: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④

又如«论语为政»: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⑤

“言从其行”既是君子的准则,“言过其行”必然是可耻的.“慎言”并不止于个人言行,更要实施于政

治教化,这正是«论语子路»记孔子对子路所说的“正名”理论: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 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

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

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⑥

“正名”的关键在于“名”“实”一致.这具有多个层次:“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是一层,重视实

践,提示“行”先于“言”的原则,是及身的德性要求.由自我推而及于社群,施用于政治,“名”又有了

另一层意义:“名”的端正,关乎礼乐的兴废、刑罚的中否,也是“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的进一步拓

展.这里就涉及“语言”的方法———声训,正如先师张以仁教授在一篇极具启发性的论文«声训的发

展与儒家的关系»中所说的,孔子视“名”与其所表述之“实”有一种绝对的不可移易的关系⑦.正如

«论语颜渊»所载: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政”在语源上源出于“正”,由端正之“正”衍生出政治之“政”.孔子藉由同源的字义、相同的语音,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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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１０１页.
此说由钱穆先生启其端,一个世纪以来学者多相信之.何泽恒«孔子与‹易传›相关问题复议»(«台大中文学报»２０００年第

１２期)曾征引众说一一厘析,意亦赞成钱先生的论点.«经典释文论语音义述而第七»:“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
(陆德明:«经典释文»下册,第１３６３页)

又,何晏«论语集解»(«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版)正是作“易”而不是“亦”.敦煌文献唐代抄本“伯希和２５１０”号所记郑玄注

解的«论语»本子,也保存了这一章,内容是:“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无大过矣.”只有末句少了一个“以”字.由此可见,“易”字
不应被妄改为“亦”.

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２２３页.
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２１页.
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１９３页.
张以仁:«声训的发展与儒家的关系»,氏著«中国语文学论集»,台北:东升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１年,第５３ ８４页.



立了“政”与“正”之间的一个绝对关系,由是而推论出“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训诲.孔子这样一讲,
便等于认真地将“声训”手段,变成了儒家治术的原理,“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就不再及身而

止,而必须推及于政治教化了! 难怪«论语八佾»记宰予答鲁哀公论社树,差点儿让孔子接不上来

也说不下去: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

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①

“栗”是周人社树,原与“战栗”无关②.“战栗”之“栗”,应该是用«诗经豳风七月»“栗烈”的语

义,也就是后来出现的“慄”字(“慄”采用了“栗烈”字的音与义,而加“心”旁强调内心恐惧).宰我将

社树的“栗”引申为“战栗”原本并没有什么道理,但将字义作跳跃式的引申,如“政者,正也”的例子,
本来就是孔子的教诲,如今宰我引申到凸显人民对政权的恐惧上,尽管孔子不赞成,竟也不好说宰我

错.难怪孔子只能无可奈何地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了.由此而论,“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并不是单纯地“君主要像个君主的样子”那样浅显的意义③,而是说,君之所以为君、臣之所以

为臣,都必须回归语源的意义去确认(reinstate)政治教化的内涵.声训的办法,子思可能已有所继

承.徐幹«中论贵验»引子思曰:

　　事自名也,声自呼也.④

这两句话近于马王堆帛书«经法称»“物自正也,名自命也,事自定也”的意思.事实上«说文解字»
正是释“名”为“自命也”:事物的规则与定义不是外铄的,而是内存的;它的“内存”显现于外,就成为

它的“名”.“名自命也”实即子思所说的“事自名也,声自呼也”,说明了声训之法以解释“名”的原理,
和孔子“政者,正也”如出一辙.孟子说:

　　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⑤

这里的做法同样是藉由声音来确定某一字在政治伦理上具有某种绝对性的涵义.思、孟以后,荀子

继起推尊儒家学说,说“君者,善群也”(«王制»)⑥,“君者,民之原也”(«君道»)⑦,并进而说:

　　君者何也? 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 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
善藩饰人者也.⑧

显然,这里用的也是同一手段.
要知道孔子“正名”思想的方法论预设是:汉字的读音与意义具有绝对的关系.每个字的读音,

都不是随意赋予的.学者必须准确地掌握读音,沿着读音去追寻,才能准确地演绎哲理的、伦理的意

涵.这是儒家名学方法颠扑不破的至理,这说明广义的训诂学(包含声韵学在内)并不单单是经学的

一个部门,而是中国思想方法的支柱.明了这种“声”→“义”的绝对关系,才能明白儒家复兴礼乐的

理论基础.

５５论先秦思想史中的语言方法———义理与训诂一体性新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２２３页.
何晏«注»:“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为之说,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战栗.’”邢昺«疏»:“孔

子闻宰我对哀公使民战栗,知其虚妄,无如之何,故曰:事已成,不可复解说也;事已遂,不可复谏止也;事已往,不可复追咎也.历言

此三者以非之,欲使慎其后也.”又:“以社者,五土之揔神,故凡建邦立国,必立社也.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栢;周都丰镐,宜栗.
是各以其土所宜木也.”(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李学勤等整理:«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４５ ４６页)

杨伯峻:“齐景公向孔子问政治.孔子答道:‘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儿子.’”(氏著:«论语译

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１３５页)
徐幹撰,孙启治解诂:«中论解诂»,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８０页.
赵岐等注,孙奭等疏:«孟子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１６２页.
«说文解字»:“‘群’:从羊‘君’声.”
“君”见母文部,“原”疑母元部,声韵皆相近.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２３７页.张以仁师«声训的发展与儒家的关

系»说:“班治,王先谦«集解»读班为辨,辨、治同义.班、辨唇音且同在元部;设,王先谦训为用;藩,屏藩,保护也;饰,文饰.有政治则

有阶级,有阶级则有礼制,服物采章因是而生.”(氏著«中国语文学论集»,第５３ ８４页)



六、名学论战的肇兴:老子的“名”论的批判

名学的兴起,始于对“名”的哲学性理解,亦即上文所述“语言”发展四阶段中的第三阶段,入于

“观念”的层次.也就是说:语言已不限于日常交流功能,而成为探索哲理的方法.正如伽达默尔所

谓“诠释学的本体论转移”①,“语言”是主导.主客的“对话”也不是一种“行为”(conduct),而是语言

内涵与精神双向的互涉,是语言自身传达的真实(truth)在作用.先秦思想家的哲学对话,自始也是

受语言主导.他们对话的源头是神圣王朝所撰著的经典,凭借的是经典以文字记录的圣王语言,而
语言并不如伽达默尔所说的是诠释经验(hermeneuticalexperience)的媒介(medium),而是一种方

法、手段,用以兼顾经典形成过程中的原意(originalmeaning)、喻意(metaphors)和后起新意(creaＧ
tivemeanings)的融合与纠缠.这是由«易»«诗»«书»发展至于孔子的一个悠远的传统.严格来说,
思想史上名学,不能说始于惠施、公孙龙.儒家从孔子、子思以降即有一套承继自西周初年的独特的

名学②,其中,字的读音与意义的绝对关联(如“政者,正也”)是其必要条件,其目的则是贯彻礼乐、伦
理所设定的道德意涵,而以孔子“正名”思想敲了第一响钟声.自此以后,儒家以外的其他诸子百家,
其思想亦无不依托其自身独特的名学而开展.«老子»道经开首即说: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这一章吸引了古今中外学者纷纷讨论,却言人人殊③.夏含夷«“非常道”考»④胪列了十几种较具权

威性的西方汉学家对«老子»第一章的翻译,然依笔者陋见,皆因未能上溯到孔子名学以为根源⑤,以
至于对老子的言论有未达之一间.我们首先必须先厘清«老子»这一段话的言说对象为何.他所针

对的正是礼教的内核———“名”的理论,也就是孔子的名学.要知道孔子名学包含两个层面:其一,礼
乐制度中纲纪伦常秩序的确立;其二,语言文字(名)与指涉事物(实)的绝对关系.前者是治道的实

施,后者则是理论的自然基础,二者相合,共同构筑了一个森严的“名”的世界.孔子以“正名”思想而

立名教,还进一步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论语卫灵公»).君子之“名”是什么呢? «礼记檀

弓上»说: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⑥

“名”属于个人隐私,具有神秘性.男性及冠即代表进入公领域活动,就要立一个在意义上能影

射“名”的假名———“字”⑦,以作公领域活动之用.自此以后,中国男性无不兼有“名”与“字”.君子没

世,有没有可称之“名”,这是孔子所重视的.这可能源自周民族谥法的古老传统⑧———逝世者的德行

应透过活着的人为他另立一个“名”,来获得总评.从方法上看,这也是“正名”思想的一部分,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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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考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第三章.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已指出诸子各有其名学,见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１８２页.
此一课题参考资料甚多,读者可参许抗生:«再解‹老子›第一章»,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１５辑,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李若晖:«道之显隐»上下篇,王博主编:«哲学门»总第２０、２１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２月、

２０１０年７月,第２３５ ２７０、１７９ １９２页;韩国良:«三十年来老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反思»,«孔子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萧无陂:«近三

十年来‹老子›文本考证与研究方法述评———兼与韩国良先生商榷»,«孔子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美]夏含夷:«“非常道”考»,«国学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此关乎老子年代问题.笔者认为老子其人年代不可考,«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记孔子问礼于老子,亦可能是传说中众多

“老子”之一.笔者倾向于认为«老子»成书时间肯定较«论语»为晚,因为该书中的“有”“无”等抽象概括与概念思维显得极为成熟.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２２０页.
中国人的“字”,英语世界或译为“stylename”,其实未能捕捉到它的意思.
谥法之兴,按学界共识,应始于西周中叶.«逸周书»有«谥法解»,学者认为当为周人所作,而非周公所作.黄怀信、张懋镕、

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下册,第６１８页)称:“此篇实周人为周公、太公制谥而作.”“谥”的意思,
就是在帝王公侯等逝世后,用一个字来总结其生平事迹功过.«逸周书谥法解»:“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位之章

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小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陈逢衡引«礼外传»:“谥者,行之迹也,累积平生所行事善恶而定其名

也.”«礼记表记»“谥以尊名”,郑«注»:“谥者,行之迹也.”读者可参考«逸周书谥法解»汇校集注中的意见.



自命”的方法①.由此,礼制中的语言文字之道,被推到一个涵括生前死后、包罗德性治道的抽象理论

层次,为纲常伦理的种种名称,设立了具有绝对性意义的康庄大道.而老子“道可道”一节,正是针对

此一命题提出了根本上的反驳.
«老子»将“名”置于哲理论辩之第一课题,这在思想史上意义甚大②.«老子第一章»进而曰: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

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第二章»曰: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
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我们要注意老子相信“道常无名”.依庄子名实论:“名者,实之宾也”,“名”与“实”是并生的,也

是并存的,所以有名则有实,无实则无名.故“无名天地之始”,是说万物未生之时处于“道”(天地源

始)的状态,是既无名亦无实;及至万物始生,有一物之实,则有一物之名.故有天之实,就有天之名;
有地之实,就有地之名.这是“有名万物之母”的意思,也是«老子第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
生于无”的意思.“有”与“无”既是相对之名,也是相对之实,彼此是相生、并存的关系.从“无名”变
而为“有名”,“无实”变而为“有实”,名与实虽属异类,却同出一源,而“玄”就是它们同源的共因(comＧ
monfactor).共因是“玄”,共源则是“道”.认知的方法,一者要“无欲”,无欲才能观“无名无实”的
道;另一要“有欲”,有欲才能观“有名有实”的天地万物.方法虽然不同,共因(玄)、共源(道)却是一

致的.笔者之所以说“道”是“无名无实”,是因为老子的“道”只是假名,不是与任何“实”物相副的真

名,甚至与“有”相对的概念“无”亦不足以说明“道”,因为“道”是与物无对的.«老子第二十五

章»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

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正如礼教社会男性以“名”为讳,以“字”代行,“字”就是一个影射真名却又不“真”的“假名”.

“道”也只是这个“混成”之“物”的“字”,正因为“道”没有“实”体,也就没有“名”.这就是“道常无名”.
«老子第三十二章»云:

　　道常无名.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③

如上所论,名、实是相依存的.一旦有“实”体存在,即有随之而生的“名”.概念上的“有”,是集

体存有的抽象之“名”,其中每一个存有的实体———譬如天、地、人、禽———也有各自的名,亦各止于其

“名”所指涉的范畴.“知止”,可以不殆.但谈到“道”,因为它不是“名”,没有“实”存,自然就没有

“止”可言.所以就概念上推论,“道”就是超越于万物的抽象存在,故能成为一切事物的根源,也就不

能为经验法则所知.至于“道”所生的经验界的万物,皆有“实”,亦皆有“名”,也因为“共因”(玄)的存

在,而依循了“同出”(同出于“道”)而“异名”的自然法则,成为两两相对———善与不善、有与无、难与

易、长与短、高与下———的存在形式.而这种两两相对的形式,必将时时呈现相反之结果.世间万物

皆循此法则,不过,治世的圣人却不能陷入相对相反的循环,而要仿效“无名”之“道”,由是而推至于

“无为”:

７５论先秦思想史中的语言方法———义理与训诂一体性新议

①

②

③

按:“名”实即“字”,«论语子路»孔子“必也正名乎”,郑玄«注»:“正名,正书字也.”但这个“字”也不是现今人所讲的表情达

意的文字,因为“名”实际上与“铭”字有关.«说文解字»释“名”为“自命也”,段玉裁«注»引«祭统»«周礼小祝»,谓“铭者自名”,并引

«士丧礼»称为死者“作器刻铭,亦谓称扬其先祖之德著己名于下”,说明许慎认为“名”可取代“铭”字,而其意源出于举办丧礼的人称

扬死者生前的德行以自名.
马王堆帛书作“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关于«老子»道经首章的解释,读者可参李若晖«老子集注汇考»第一

卷,其中胪列内容极为详尽.
马王堆帛书«老子»、郭店楚简«老子»甲组均作“道恒无名”.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老子第二章»)
有与无为相生,难与易为相成.“美”“恶”亦然,有“美”之标榜,则必有“恶”随之而生;有“善”之

传颂,则必有“不善”随之而来.圣人则“不由而照之于天”(«庄子齐物论»),因圣人托名于“道”而
治世,故必须仿效“道”无名无为的模式致治.这是老子的根本信念.

“道可道”的“道”在上古汉语中既是动词也是名词,前一“道”字是道路,后者是依循此“道”之意;
至“非常道”之“道”又是名词.照«老子»的讲法,“名可名,非常名”,正是因为“道可道,非常道”之故.
因为“道”恒常变动,既然“常道”并不恒“常”,则“名”也必然没有“常”可言.“无名天地之始”,天地万

物有名之“实”生于无名之“道”,亦恒常变易.“实”恒变,则依附“实”的“名”也必随之而变.“道”既
不恒“常”,“实”自然也不恒“常”,“名”也更理所当然不恒“常”了.此不啻彻底推翻了儒家将“名”视
为纲纪伦常的理论依据.

既说“名者,实之宾也”,名、实就是宾主的关系.有“宾”的存在,才有所谓“主”,正如有“你”才有

“我”,反之亦然———假设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就不会有“我”这个“名”,因为没有“你”的存在与称谓.
这正是“名者,实之宾也”的意思,也是名实关系的通义———名和实,是同时并起、互相依存的.我称

之为“通义”,是因为它既适用于儒家,也适用于道家及任何诸子.在于儒家,名、实关系是绝对的,
“君”“臣”“父”“子”之“名”各有其“实”,是伦理教化上自然规定的内涵.这些“名”一旦存在,活在其

中、承担着它们的人类就有责任去充实、实现其内涵.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孔子及其后学所专注的,
是名实关系具有稳定性、不变的一面,后世儒者将名教视为纲常、常道正缘于此.

我们必须了解儒家这种名实观,才能明了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想要阐述什么.
“语言”作为一种“方法”,在先秦思想史上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老子看来,儒者将名与实视为

永恒不变的理念,其实不堪一击,这关键不在于“名”不可靠,而在于“实”随时而变———推至根本,就
是“道”周行不殆的无常.我们借用«易纬»所说“易”有“简易”“变易”“不易”三义来说,儒家的名实观

可谓着眼于“不易”,老子的名实观则可谓是着眼于“变易”.

七、名学论战的肇兴:庄子的重言寓言

庄子与老子取径不同,在分析手段上更喜欢运用寓言.“寓言”一词,俗见皆视之为虚构的故事,
英文通译为fable或parable.但«经典释文»则说:

　　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①

意思是说,将自己想讲的话假托他人之口说出,化主观为客观,以取信于人.这就与“故事”没有什么

关系.“寓言”以外,还有“重言”,“重”读为“尊重”字,意思是“为人所重者之言”(亦据«经典释文»).
又有“巵言”,«经典释文»说:

　　巵,字又作卮,音支.«字略»云:“巵,圆酒器也.”李起宜反.王云:“夫巵器满即倾,空则仰,
随物而变,非执一守故者也.施之于言,而随人从变,己无常主者也.”司马云:“谓支离无首尾

言也.”②

“寓言”是假托他人的语言,“重言”是为人所看重的语言,“巵言”则是随物而变、非执一守故的语

言.庄子真是将语言的艺术发挥到淋漓尽致! «齐物论»首论述南郭子綦与颜成子游的问答,是一段

深有启发性的对话.子綦直指子游“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子游问“敢问其

方”,子綦即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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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 山林之畏佳,大木

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
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

见之调调,之刁刁乎?①

“风”吹过不同形状的众窍,而有不同的声音;同样,“道”透过不同的“心知”形塑,于是有不同的

意见,从而有不同的言论.有趣的是,这一段申论“天籁”的话,子游并没有听懂,所以他继续问:

　　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②

他没有注意到子綦“大块噫气”一段话讲的就是“天籁”.最后子綦画龙点睛说:

　　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③

就自然界而言,“怒者”是风,众窍吹万不同,是因为它们各具形体,“似鼻,似口,似耳,似枅”,而
有不同声音;就人生界而言,“怒者”是道,众人言论不同,亦因为各持己见,各师成心,是非遂大异其

趣.“儒墨之是非”,由此而生.此种人间之是非,不啻是“道”透过儒者、墨者(其他诸子亦然)的心

知,发而为不同的言论: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 言恶乎隐而有是非? 道恶乎往而不存? 言恶乎存而不可? 道隐于小

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

以明.④

　　儒家言何以为儒家言? 墨家言何以为墨家言? 这与同一“大块噫气”吹过不同的“窍”,或调调、
或刁刁,情况如出一辙.儒墨之言,亦属另类“吹万不同”.故庄子以天籁之喻为始,而全文归结于

“言”与“道”的关系.借用佛教“物无自性”或“诸法无自性”的理念,他强调的正是“言无自性”———语

言并没有自身的真实意义,因为它完全随人类“心知(智)”的摇曳而变幻.而不幸的是,心智天生是

脆弱的、变态的、摇荡的:

　　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

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

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喜怒哀乐,虑叹变慹,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

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 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⑤

而人人随其心的脆弱、变态、摇荡而有“言”之相辩,正如有风作众窍而有“吹”万不同.但人类之无知

可悲,更有甚于众窍,因众窍有定向而有调调、刁刁之异,人类则“未成乎心而有是非”:

　　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 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

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 其未尝有言邪? 其以为异于 音,

亦有辩乎,其无辩乎?⑥

其极致者,则产生了公孙龙子、惠施一类的名辩之家:

　　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惠子之据梧也,三子之知几乎,皆其盛者也,故载之末年.唯

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⑦

儒家承继西周经典传统,依据字源之关联确立“名”与“实”、“喻”与“指”之间的绝对性.及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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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学说蜂起,礼崩乐坏之余,时代新风气促使诸子多以儒家学说为批判对象.名家学者一意提出

诸如“白马非马”“今日适越而昔至”之类的命题,切割“名”与“实”、“喻”与“指”的关系,进而颠覆人类

经验的逻辑.其意原本在于破除儒家视为天地间不可移易的纲常伦理,然而“舍本”势必“逐末”,聆
听此种论辩的人别有“成心”,辩论者本人也忘记了破除名教的终极目标,而以混淆是非为能事,甚且

或用以弋取富贵.«史记»谓“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结果是“非所明而明之”,而进入“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之局面.这可能是最令庄子感到无奈的

所在.在他的观察中,“喻指”活动说明喻与所喻、指与所指并不必然相称,因之名实亦无定.在“实”
体恒常变动的世界中,世界的真相,亦非固定、有限之语言(名)所能穷尽.因此,“以指喻指之非指”,
其实仍在牢笼之中;必须以“非指”(不属世俗名实范畴之“名”)才能“喻指之非指”.天地、万物,亦不

外如是也! 这是«庄子»书中常出现诸如瞿鹊子、长梧子、啮缺等奇特而不见于他书的人物之名的原

因.此一观念,实即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思的延伸.故“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

常”,“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庄子齐物论»).故庄子有见于名教的不可恃,语言

的不可靠,不得已而“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

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
自孔子确立“名”的理论框架以后,老子、庄子对于“名”进行了体系宏大的阐述,理论上着眼于变

动,范畴上归本于自然.«老子»言简意赅,«庄子»则以创造性的文笔,充分将语言技巧运用于博大闳

肆的论辩文章中,将道家反儒、反礼乐的思想的理论部分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战国诸子思想,以
儒、道二家最具代表性.这也正是以上选取二家为例,说明语言陈述在中国思想史上作用的主因.
至于战国思想中各派对于概念范畴的激烈讨论及相互影响,拙作«名、字与概念范畴»①别有讨论,读
者可参之.

八、名家“名”论的激扬

孔门大量使用正名、声训的方法表明,中国古代经典对语言文字的运用,从一开始就与伦理教化

相结合,而非局限于语言学的范畴.透过老子、庄子对“名”的种种论述,我们发现在道家对礼乐世界

的批判中,“名”是首当其冲被检讨的对象.过去,章太炎曾承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接受«七略»
«汉志»诸子之流皆出于王官之说,胡适则针锋相对地作«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尽管笔者并不十分欣

赏胡适的这一观点,但其论证诸子皆有其名学,并以此质疑“名家”一说则颇合吾意.«汉书艺文

志»即曾指出“名”与“礼”的源流关系: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则言不

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鈲)析乱而已.②

班固所说,就儒家而言固然合理.儒家学说旨在维护西周以降的礼乐教化体系,儒家名学因而

与«易»«诗»«书»取向最为相合.但儒家以外的诸子则不然,如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等,无不以儒家

为批判对象.
墨家名学,在２０世纪初多被学者视为中国古代之逻辑学.但视之为纯逻辑学,殊不合历史事

实.循名责实,墨家名学实际上仍是对儒家名教的重新检讨,而其重新检讨的动机,不外两端:一者

在于“非儒”“非乐”等反儒学理念;二者在于深知“名”的重要性,而欲重新为各种“名”下定义.前者

可以视为诸子政治立场的延伸,后者则涉及认识论(epistemology)的问题,在先秦诸子学说中有着特

别的价值.如«经上»云:

　　故,所得而后成也.体,分于兼也.知,材也.虑,求也.知,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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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也.仁,体爱也.义,利也.礼,敬也.行,为也.实,荣也.
忠,以为利而强低也.孝,利亲也.信,言合于意也.佴,自作也. ,作嗛

也.廉,作非也.令,不为所作也.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勇,志之所以敢

也.力,刑之所以奋也.生,刑与知处也.卧,知无知也.梦,卧而以为然也.
平,知无欲恶也.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治,求得也.誉,明

美也.诽,明恶也.①

以上所讨论的名———故、体、知、虑、仁、义、礼、行之类,不但关乎伦理纲常,而且涉及人类认知活

动的动机与性质.例如,“故”的概念,除了“所得而后成”外,尚可进一步区分为后文申论的“小故”与
“大故”,前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后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故”就是现代汉语所谓“条
件”,此节实际上是在界定“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又如“仁”先是被界定为“体爱”,后文则进一步

阐述,谓“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至于«经说下»则进一步说:

　　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所利亦不相为外

内.其为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是狂举也.②

这段话的要旨在于反驳孟子告子“仁义”“内外”之说,意思是“爱”“利”在于此(例如“我”),“所
爱”“所利”在于彼(我所爱、我所利的对象),这两者并不相为内外.譬如我爱某人,某人被我所爱;我
利某人,某人为我所利.说“我爱某人”属“仁”属“内”,“某人为我所利”属“义”属“外”,在逻辑上并不

成立,因为二者并没有关系.我们要注意«墨经»不但反驳了告子的“仁内义外”,“举爱与所利也,是
狂举也”表示其认为孟子“仁义”皆源出于内的观念也不能成立.由此一例可见,«墨经»所论述的概

念范畴,部分与儒家相同,立场则迥异.这说明其论辩的对象为儒家的名学,旨在针对儒家提出的伦

理学与认识论的概念范畴提出异议.由是而让我们重新检视墨辩的名实观,«经上»论“名”有“达名”
“类名”“私名”三者之分,而不变的原则却在于“是名也,止于是实也”.正因此,其后有所谓“二名一

实,重同也”之说.«小取»说: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

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
无诸己不求诸人.③

“辩”的功能是多样的! 是与非需要阐明,治与乱需要审断,同与异需要明辨,名与实需要细察,更重

要的是要由摹略万物的实然,进而论求群言之比———亦即阐明事物的实存状态,再归结于“名”也就

是语言的问题,用“名”来呈现“实”,用文辞抒发意旨,用言说阐明事理.语言之道,推而广之,可厘清

自然界及人文界一切事理,是条理、纲纪的关键.“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礼
记大学»),可谓深得“为己之学”的精髓.在这一点上,儒、墨在原则上并无不同,而只是有崇礼乐

与非礼乐之异而已.
接下来,我们来看传统所谓“名学”的两位代表性人物———惠施与公孙龙子.
惠施(约前３７０ 前３１０),宋(今河南省商丘县)人,活跃于魏、楚之间,于国际间推动合纵以抗秦.

魏惠王时,因与张仪不合,惠施被逐出魏国,转赴楚,后返宋.魏惠王薨,惠施始返魏.«庄子»书所记

惠施与庄子辩论甚多.如«庄子逍遥游»中即有二条,其一论大瓠,其二论大树,均“大而无用”: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

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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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３０９ ３１５页.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３９１页.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４１５页.



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①

周人尚德,以“德”论人,以“德”之大小衡定人的职分名位.由此推理,大有大用,小有小用,故政

治制度有圣人、后牧、卿士、大夫、士的等第之分.惠施则宣称“大而无用”,目的显然在于破除儒家大

小名分体系.又«庄子德充符»云: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

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
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

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

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②

惠施提出的辩题是“人故无情”,认为“情”是“人”的必要条件,也即«墨经»的“无之必不然”.“人
故无情”则失去了必要条件,这样,“人”之名还能成立吗? 这隐然是站在了重视情感的儒家的对立

面③.惠施坚持人类有“身”,自然不得不做“益生”之事;但为了益生而“无情”,又违悖了人类应该“有
情”的本质.他试图以此揭示世俗礼教的矛盾之处.庄子赞成惠施“人故无情”,但将“无情”诠释为

“人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认为“身”是自然所赋予,当顺应自然而不以好恶伤之,
而且指责惠施为了辩论,而违悖了大自然赐予可贵的自由生命.由此二例可见,庄子常坚持自然无

为的原则,惠施则常针对世俗之说或儒家学说,以提出悖论.«庄子天下»篇记惠施之学最详,所谓

“历物十事”: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

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

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

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

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不蹍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

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

牛三,白狗黑,孤 驹 未 尝 有 母,一 尺 之 捶,日 取 其 半,万 世 不 竭.辩 者 以 此 与 惠 施 相 应,终 身

无穷.④

惠施“历物之意”有运算的意思,但“意”字意味着他并不讲算术细节⑤,亦不侧重逻辑问题,而是

旨在提出深具认识论意味的认知方法问题,挑战当时思想家们所习用的概念.“大一”之名甚为古

老,至战国则更为广泛.惠施特别立意于诸说之外,用“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说明之.“大”“小”与
“内”“外”均属相对观念,也是人类经验知识中的普通概念.正因为“内”“外”为相对,“无外”既无法

理解,“无内”自亦难以想象.用“无外”来定义“至大”的“大一”,“大一”必超出人类经验想象;用“无
内”来定义“至小”的“小一”,“小一”同样必不可究诘.既如此,则无论是“大一”还是“小一”,此类概

念均属«墨经»所谓“狂举”,而不能成立.“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二语,与«庄子齐物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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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１册,第３６、３９页.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１册,第２２０ ２２２页.
儒家重视情感,不但见于«尚书洪范»«礼记乐记»«礼记中庸»诸篇,出土文献如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谓“道始于情”.

郭店楚简«五行»篇则谓“不变不悦,不悦不戚,不戚不亲,不亲不爱,不爱不仁”,强调人类各种情感彼此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彼此

依存、互相影响,失去了其中一种能力,也会影响到其他的能力.故此,君子最好能在各种情感之间取得平衡,以便展现“仁”的境界.
«礼记檀弓下»记子游论“礼”与“情”的关系非常生动:“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
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４册,第１１０２、１１０５ １１０６页.
章太炎言:“仅言其意,则与几何仅言其理者同,其致用者尚少也.”(章太炎:«历物疏证»,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沈延国校点:

«章太炎全集膏兰室札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１０页)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或可借用«荀子正名»所谓“共
名”“别名”理解之:就“存有”而言,万物无不相同,举“有”字以概括,一切万物皆“有”;就差异而言,则
万物莫不相异,举同一棵大树之叶为例,虽千万片而片片不同①.

从“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可知,惠施的心志在于反名教.要知道儒家即使有“天地一体”的理

想,亦终将因名教、礼教的推行而南辕北辙,与目标背道而驰.这是因为“名者,实之宾也”,“实”的复

杂性无穷,而“名”的功能性有限,儒者立名教以区别尊卑亲疏,此与天地一体的理想必然背道而驰.
因此就现实世界而言,“名者,实之宾也”恰好提醒了人们注意“名”随时变异的本质.老子、庄子都注

意到儒家名教在理论上此一严重弱点,惠施亦不例外.惠施反名教,最终是要劝人明白语言文字不

可依恃,应该直接超越语言文字,体会万物混而为一的本质.他并不以扰乱时人对天地万物的认知

为目的②.
我们接下来讨论公孙龙子的名学,其终极关怀与惠施截然不同.公孙龙(前３２０ 前２５０)是战国

中晚期赵国人,曾为平原君门客,据诸家考据,年世约较庄子略晚.«公孙龙子迹府»③记其为“六国

时辩士也.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④.«战国策赵策二»载苏秦对秦王说:

　　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马非马”也.⑤

公孙龙子著名的名学论题有“指物”“白马”“坚白”,皆已见于«庄子»内篇.«齐物论»除前引“昭
文之鼓琴也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外,又云: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
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⑥

«公孙龙子指物»所谓“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坚白»的“离坚白”,庄子早已论及.但这未必影

响公孙龙子诸论的原创性,因为名家原本擅于借用名人隽语,用悖论的方式,否定其原意.这正如

«迹府»假托回应孔穿质疑白马论,而引孔子评楚王“楚人遗弓,楚人得之”,认为“人亡弓,人得之而

已,何必楚”更为合宜⑦,以支持自身白马之论⑧.
庄子所说“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名”“字”“指”三者在

先秦时期的区别:
(一)“名”:依循事物之“实”而有.有是“物”,则有是“名”.儒家“正名”“声训”的方法皆依据此

一理念而产生.
(二)“字”:假托之“名”.它与“名”有某种从属的关系却并不是“名”本身,如«老子»谓“吾不知其

名,字之曰道”,则“道”是“字”,可以影射“有物混成”之“物”但终究并非“物”之“名”.
(三)“指”:“物”的约定俗成的称谓,既不是“名”,亦不是“字”,而是世人依功能、需要而给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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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历物十事”中,部分已不可究诘,后人费心猜度,实亦无根据之推测.“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
犬可以为羊,马有卵”均属其例.

惠施虽为庄子知音,因二人皆主张天地一体,但在方法上庄子并不欣赏惠施,认为彼操持的亦属名教语言,自亦难免困于名

教樊笼之中,所谓“以指喻指之非指”即指此,亦即“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而庄子之方法,则以谬悠无稽的寓言、重言,超
脱儒家名教的语言系统,所谓“以非指喻指之非指”即指此.

«公孙龙子»在西汉时共存十四篇,至北宋仅存六篇:«迹府»«白马»«指物»«通变»«坚白»«名实».学界多认为«迹府»乃公孙

龙子后学所作,记公孙龙的行迹.
屈志清:«公孙龙子新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页.
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６４５ ６４６页.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１册,第６６页.
屈志清:«公孙龙子新注»,第６页.
按,楚王所谓“繁弱之弓”“忘归之矢”亦皆寓言而命的“假名”.“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当表达一种仁人爱物之心,

楚王自不介意其他楚人得此弓.孔子贯彻仁义,遍诸四海,故引申其说,至全人类皆可,故谓“何必楚”.此亦符合孔子思想.而公孙

龙子则穿窬其说,谓“楚人”异于“人”,用以引证其“白马”异于“马”之论,甚且用此说,攀引己说为符合孔子儒术之说.由此可见,公
孙龙子名辩之方术,足以炫人耳目,攫取政治利益,而不在于泛爱万物,天地一体.



的称呼.
关于名家之“名”的讨论,还需注意四点:
其一,名家源出于“礼官”的可能性很小,产生自儒家“正名”思想则大致无问题.名学辩论的内

容常常将孔子及其弟子纳入,名家学者有时也被视为广义的儒家同道,如«庄子秋水»说公孙龙“少
学先王之道,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

其二,这些常被视为“名学”的论题可能延续了十年以上至数十年,很难说哪个论题属于哪一位

思想家.例如庄子讥惠施“以坚白鸣”,但坚白论并非惠施的主要论辩.此外,没有被归属于名家的

思想家也有参与论辩者,包括庄子与荀子.
其三,公孙龙子的名辩,根据各种文献的记载,很可能有政治上的实际作用,让他得以达致某些

目的.例如罗振玉刻«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唐写本古类书第一种“白马”注:“公孙龙度关.关司禁曰:
‘马不得过.’公孙龙曰:‘我马白,非马.’遂过.”①此轶事虽未必真实,但恰可反映出公孙龙子白马之

论可能属于某种政治伎俩.
其四,惠施与公孙龙子是战国最著名的名家,本身也招致其他思想家(如庄子)的批评.«史记

平原君虞卿列传»:“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邹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②

«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同样记载邹衍反对公孙龙子之说:“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

綦毋子之属,论‘白马非马’之辩,以问邹子.邹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辩有五胜三至,而辞正为下.
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杼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

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声

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缴纷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坐皆称善.”③由«别录»所言,
倘若公孙龙子之辩在于务使人“相迷”,仅止于“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则其名学显然与惠施“泛爱万

物,天地一体”有着不同的目标.
公孙龙子的“名”学目前尚存数篇相关著作.除了历来被名学研究奉为焦点的«白马»篇外,专论

名实关系的«名实»篇与论物与指关系的«指物»篇可能更为关键.其中,«名实»篇云:

　　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

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不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

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④

这段文字对“名”“实”的阐释实属先秦思想的通谊,符合“名者,实之宾也”的意旨.天地以及生于其

中的事物都是“物”,这是无可争议的.“名”所指涉的正是事“物”的实然.实事求是、恰到好处的

“实”可称为“位”.实物处于合宜的位置就是“正”.“正名”,就是要“正其所实”,从“实”上求“名”的
端正.“位其所位”则“正”.与此相关,有两项工作:

其一,“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就是以端正之事物作为准绳(如谓“君者,群也”)加以推扩,去端

正“不正之事物”.
其二,“不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即厘清正不正的界线,避免误用不正之事物作为准则,反过来

怀疑已端正的准则.(例如不可用“不能群”的例子,来怀疑“君”的“能群”.)公孙龙子又说:

　　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

也,则不谓也.⑤

在这段文字中“彼”“此”二概念用法相同,扼而言之就是界定彼此.无论是知“此”之非“此”或不在

４６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罗振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八辑«敦煌学文献»第１１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１９９０年,第４９９页.
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第２３７０页.
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第２３７０页.
屈志清:«公孙龙子新注»,第６６ ６８页.
屈志清:«公孙龙子新注»,第７１页.



“此”,抑或“彼”之非“彼”或不在“彼”,都不要妄求称谓.因为严格而言,“谓”须名实相副.
以上的文字内涵,其理甚明,甚至用来描述儒家正名思想,亦不为过.«指物»之论亦复如此: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无指者,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①

公孙龙子所谓“指”,即庄子“以指喻指之非指”之“指”.如前所述,“指”与“名”近似而不同.“物
莫非指”与“物各有名”完全是两回事.“名”依“实”而产生,例如我们本于月亮圆缺的周期,而将一

“月”(month)的名称定为“月”,“月”(month)之名与实正是这样相互结合的.此即“物各有名”.
“指”则是任意设定的.因此“名”与“指”是不一样的.“不为指”,意思是事物约定俗成的称谓并不是

“名”,因而没有绝对性.
就上述文字考察,公孙龙子在“名”“实”问题上并没有诡辩的嫌疑.站在上述制高点上,他再展

开关于“白马非马”“离坚白”等论题的辨析,足以让听者无法质疑他的理论基础.这是他的高明处.
要知道,如果依照他的定义将“谓”的活动定义为“名实”相副,接下来的一连串名辩,都可以吹毛求疵

至于极致,人亦不能指斥其非,情况可能变得非常严重.例如,知“彼”(白马)之非“彼”(马),知“彼”
(白马)之不在“彼”(马之属),亦“不谓也”,就可以轻易让“白马非马”这个课题毫无瑕疵地成立.若

再加上与孔穿答问时所举孔子言“楚人”与“人”的轶事相支持,又再加上«通变»里面的诡辩方法②,自
此以往,一切语言与事物天经地义的名实关系,都可以轻易加以质疑.最后“不以其所不正,疑其所

正”将根本无法做到,名教的秩序遂可能因诡辩而陷于危机.
«荀子非十二子»批评名家“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是站在政治教化之功能

的角度批评名家为无用.«庄子天下»这样总评名家之学:

　　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惠施

日以其知与人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
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曰天地其壮乎! 施存雄而无术.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

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

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弱于德,强于物,其涂隩矣.
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 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

矣! 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 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

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③

上述庄子批评极精到.“实”为“形”,“名”为“影”,“形”(实)随时变化,“影”(名)则流为诡辩,想
归返事物之“实”,并无丝毫成功之可能,真可谓“形与影竞走”.天地之道极大,语言则不过是人类各

自师其成心而发出之 音而已.纠结于语言樊笼之中,而自以为能破此樊笼,固然不可能,而亦可谓

“一蚊一虻之劳”.有见于此,庄子则另辟蹊径,以谬悠之语言,演说谬悠之宇宙,绕过语言的干扰,以
摧破儒家名教的牢笼.

九、荀子对名家诡辩的反击

荀子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不但儒学理论精到,单就今本«荀子»与二戴«记»的关系而言,其
传经之功亦不可没.荀子惩于战国时期群雄并立、游士横议导致价值观念紊乱之弊,从治道强调儒

家价值,因此对名家诡辩亦有独到的响应.今«荀子»书中«解蔽»«正名»两篇,即属于此一论述的专

章.«解蔽»所论,主要是以政治伦理为核心,讨论人类认知差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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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屈志清:«公孙龙子新注»,第２９页.
«公孙龙子通变»:“谓鸡足,一.数足,二.二而一,故三.谓牛羊足,一.数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鸡足三.”

按:“鸡足”是共名,只有一个“足”字,而计算“数”(动词)足则有二,故共为“三”(屈志清:«公孙龙子新注»,第３９页).牛羊足之例亦

同.依逻辑学而论,共名之“足”与可计算之“足”根本无法相加,但此种支离名实的方法,正是公孙龙子所以自豪者.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４册,第１１１１ １１１２页.



　　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

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①

而防杜方法即所谓“解蔽”,解蔽的关键在于“心”.这是«解蔽»下文畅论“心”“虚壹而静”的背景.而

«正名»则绕过名家诡辩,先揭示“名”由刑名、爵名、文名②、散名③的历史发展,说:

　　“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验之所以为有名而

观其孰行,则能禁之矣.“山渊平”,“情欲寡”,“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此惑于用实以乱名者

也.验之所缘无以同异而观其孰调,则能禁之矣.“非而谒楹有牛,马非马也”,此惑于用名以乱

实者也.④

“惑于用名以乱名”“惑于用实以乱名”“惑于用名以乱实”皆有损于治道.我们要注意到,正名思

想从孔子宣示以来,名实相副,一直是不变的准则,即使公孙龙子也要强调“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
然而,荀子显然吸收了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教,而着眼于“变通”,认为有一部分

“名”是随时而变的: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

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⑤

荀子强调“约定俗成”,等于从理论层面不再坚持“名”“实”的绝对性,这在先秦儒家名教学说中,
可谓石破天惊之论! 不过他也强调“径易而不拂”的善名不妨执著,又务实地守住了儒家核心价值.
这一套学说,实可称为儒家新名学.基于此一新名学,他强调王者要“循于旧名,作于新名”:

　　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若

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然则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

察也.⑥

承认“名”会因“实”随时而变而改变,是荀子名学的一大突破,也适切地响应了老子“名可名,非常名”
的理论挑战: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

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⑦

荀子指斥乱名者致人民疑惑辨讼等奸恶之事兴,提醒王者要随时制名,以谨慎率民.我们在赏

叹荀子的过人的智慧之余,也必须注意这段文字潜藏了让人不安的信息.要知道孔子“正名”思想的

关键,在于“名”与“实”的绝对性.而在方法上,“名”的诠释有赖于形音义的分析,其中声音尤其关

键,声训之成为汉代以前儒家名学的主要方法,恰可证明这一点.正因为有了形音义分析的条件,名
教体系,必有赖于学问德业兼具的君子的解释,而非由掌握政治权力的王侯任意规定,由此才能保证

德性的优先及知识的尊严.如今“制名”之权柄授于“王者”,哪些“新名”王者应予制作,哪些“乱名”
应予去除,解释权和决定权全在掌握政权者之手.“名”的固宜抑或不宜,界线亦由掌权者判定.在

荀子看来,“王者”固然是圣主而非独夫,但从历史长河观察,从中国历代帝王专制的史实考虑,荀子

的办法却委实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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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第３８８页.
杨倞«注»:“«康诰»曰‘殷罚有伦’,是亦言殷刑之允当也.‘爵名从周’,谓五等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名,谓节文、威仪.

«礼»,即周之«仪礼»也.”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第４１１页.
“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杨倞释“成俗”为“旧俗方言”,见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

册,第４１１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第４２０ ４２１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第４２０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第４１４ ４１５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第４１４页.



十、结　论

本文尝试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明“语言”在经典建构、传述乃至于形成诠释传统的过程中的关键

地位,进而指出传统学者对“语言”的重视,无法满足学界对早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需要,是为方法论

上遗失或被遗忘的一个板块.文章继而勾稽«易»«诗»«书»中的语言镶嵌,说明西周初年“语言”作为

一种表述政治理念(或意识型态)的方法,已标志了中国思想史的起源.中国经典由汉字汉语构成,
受到语言文字的制约,而古代中国语言与哲学二者均紧密依附于政治体系,因此处处带有政治意涵.
由此可知,汉字形、音、义统一的特性,让士人在勾稽经典文献的意义时,不得不逐字细察字形、聆听

读音,在察识聆听的过程中,寓意得以进入而植根于身体,身体成为修德以治世的道场.“古训”寄寓

于语言文字,“故训”确定了古老经典成为政治教化的神圣场所,“诂训”之学则是登入堂奥前必经的

洗礼仪式.
孔子整齐«六经»,承接西周圣典的传统而宣示了“正名”的方法与理念.孔子处于乱世,认为政

治失序起于名实混乱,以语言确立纲常伦理秩序,即以声训的办法提倡“正名”.孔子修«春秋»,重视

一字之褒贬,“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认为重新将“名”“实”关系的一致性摆正了,即可以收到重要

的政治效力.
儒者将操作汉字声音与义训的方法,延伸于治术.名实相符,正是礼制的必要基础.于是,利用

“名”联系人伦事物、礼制伦常乃至于自然事物的大门打开了,这进而引发对儒家礼乐深致不满的先

秦诸子纷纷建构其新名学.老子、庄子、墨辩、名家如惠施及公孙龙子等都穷尽方法,就“名”“实”问
题提出新见,破除儒家礼乐旧矩矱.此中名家鞭辟透里,理论方法的挑战不可谓不高明,也引出了庄

子、荀子、邹衍等思想家提出响应与批判.整个先秦思想上的“名”的论述,因而被提升到逻辑学、哲
学的高度,也因为与政治教化关系紧密而拓展到了政治学、伦理学的范畴.盱衡周初至战国八百余

年,“语言”一直是思想发展史上关键性的元素,是引导、决定思想史走向的一种重要的方法.

[责任编辑　曹　峰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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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夷从夏

———五胡政治观念 实践分析

雷　戈

摘　要:学人喜欢用一种华夏主义的眼光来安置和评价胡人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和特性,却忽视了

胡人的历史特质以及对汉人观念的冲击乃至颠覆.胡人在汉人的帝王之间加入了一个新位阶,从而构成

了王→天王→皇帝三级序列.汉人说“胡人不能为帝”,结果五胡十六国彻底否定了这个命题.胡帝入主

中国的过程,不仅是学习和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过程,同时也是反思和修正中华道统谱系的过程.胡人观

念影响中国思想的方式是实践而非思辨.胡人观念对中国思想史的最大贡献是,证明了皇权主义是一个

充满活力的开放性政教文明体系.

关键词:胡人;汉人;皇帝;天王;五胡十六国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５．０５

人们向来重视胡人历史,而忽视胡人思想① .虽然胡人思想使用的是汉人话语,但其思想仍有其

特异者.这就是,胡人思想是胡汉时代的历史产物② .尽管胡人历史早已进入中国历史,但我们仍需

在中华思想的谱系中仔细辨认胡人思想的脉络、踪迹和特征.
大体说来,学人喜欢用一种华夏主义的眼光来安置和评价胡人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和特性③ .

这样做固然无大错,但却忽视了胡人的历史特质及其对汉人观念的冲击乃至颠覆.笔者关心的不是

胡人怎么一点点地变成汉人,而是胡人在变成汉人的过程中如何影响和改变汉人④ .即,胡人如何学

习和模仿汉人,自然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胡人的汉化如何重塑汉人观念,乃至重构汉人心中的胡人

形象,则是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因为这一过程不仅是胡人必须学会和接受用汉人话语表达自己的

思想训练,同时也是以汉之矛攻汉之盾的历史实践.胡人用汉人话语表达自己,同时也迫使汉人接

受和认同自己用“汉语”表达出来的胡人观念的现实正当性和历史合理性.这对汉人无疑是一个艰

难的选择:既要欣赏胡人用“汉语”说话,又要承认胡人提出的要求.除非汉人陷入自相矛盾的悖论,
只愿意胡人使用“汉语”,却拒绝胡人像汉人那样说话.事实上,胡人观念 实践已经迫使汉人不得

　

作者简介:雷戈,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河北保定０７１０２２).

①　古代史家对胡帝无多善言.比如:“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觞,驱乘舆以执盖.自古篡夺,于斯为甚.”(房玄

龄等撰:«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７０３页)“赫连勃勃獯丑种类窃先王之徽号,备中国之礼容,驱

驾英贤,窥窬天下.虽弄神器,犹曰凶渠.”(«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第３２１３ ３２１４页)“自五胡纵慝,九域沦胥,帝里

神州,遂混之于荒裔;鸿名宝位,咸假之于杂种.尝谓戎狄凶嚚,未窥道德,欺天擅命,抑乃其常.”(«晋书»卷一二五«冯跋载记»,第

３１３４页)尽管«晋书»“史臣曰”仅代表唐代的主流意见,但也反映了胡汉时代以来三百年的普遍意识,即胡人称帝本身就不正当.

②　大体而言,胡汉时代的历史界限与五胡十六国的历史轨迹基本一致.

③　这是中国学界的主流,特点有二:一是偏爱用“先进∕落后”或“文明∕野蛮”的二分法来俯视胡人对汉人的所作所为;二是用

“汉语”叙述他人对自己的认知和评价,并将其纳入自我评价体系.新旧学人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将此手法赋予更多的知识性趣味.

至于其间有意无意地遮蔽和扭曲了多少异样或异质的“胡人意识”,人们并不在意.

④　但这绝非一个通常所说的汉人胡化问题,或更为一般化的胡汉融合问题.



不走出这个思维怪圈,即无条件承认胡人称帝的历史创举对中国思想史造成的“准革命性冲击”.
这种“实践论”的思想史分析与胡人汉化或汉人胡化无关.它希望将胡汉置于平等地位,呈现出

胡人的观念 实践已经迫使汉人承认胡人与自己一样,有称帝的资格和能力,也能堂堂正正地在中

国土地上做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的皇帝.

一、胡帝的名号

胡人建国,似乎唤起了汉人对久已消逝的春秋的历史记忆.因为,胡人一经称王,往往依照春秋

诸侯行事.比如,慕容儁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国故事称元年”①.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帝王名号上,胡
帝似乎有所创新.所谓创新,也只是恢复了汉人早已废弃的“天王”.不过,细致考究,胡汉“天王”含
义并不完全一致.简单说,汉人天王等于天子②,胡人天王却非天子.换言之,胡人在汉人的帝王之

间加入了一个新位阶,从而构成了王→天王→皇帝三级序列.
表面看,胡人拉大了王和帝之间的距离.实际上,对胡人来说,一旦称王,也就等于称帝.因为

尽管胡人只用王号,但照样享受天子礼仪.比如,石勒称赵王,一方面,“依春秋列国、汉初侯王每世

称元,改称赵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另一方面,却大摆天子威仪,“朝会常以天子礼

乐飨其群下,威仪冠冕从容可观矣”.同时,“始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为金根大辂,黄屋左纛,天子

车旗,礼乐备矣”③.可见,对胡种来说,称王称帝都差不多.只要自己愿意,就能把自己打扮成天子.
问题是,既然如此,为何胡人还要在王与皇帝之间,弄出一个天王头衔? 为何不一步到位? 从王到天

王,再到皇帝,这种繁琐有何意义? 笔者认为这种想法不是来自汉人,而是胡人的念头④.
从思想史角度看,胡人为何偏爱“天王”,确实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⑤,但这恐怕不能简单归结

于胡人分权体制⑥.虽然大部分胡帝都称过天王,比如西凉吕光、吕纂、吕隆均称天王,后燕慕容云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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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第２８３１页.
春秋时,为区别于吴越僭称王,而独尊周天子为天王,所谓“故加‘天’以别之也”(参见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

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卷四“天王”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９６页).应该说,“天王是在王这一传统称号的范

围内所能体现出的至高无二的权威”([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４６页)不
过,历史实态或许更为复杂.“天王”一词在南朝的使用就一反常态,成为“诸王”的同义词.不光萧齐官员时将“诸王”与“天王”混
用,诸侯王也自称“天王”.胡三省解释说,天王“盖谓是天家诸王”(«资治通鉴»卷一三九«齐纪五»“明帝建武元年”,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５６年,第４３４３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第２７３５ ２７３６页.
现有文献中,不见汉人的丝毫提示,反而都是胡人在自行其是.
胡汉时代有二汉人亦自称天王.一是冉闵,“僭称天王,国号魏”(«晋书»卷八«穆帝纪»,第１９６页).一是冯跋,“僭称天王

于昌黎,而不徙旧号,即国曰燕”(«晋书»卷一二五«冯跋载记»,第３１２８页).此二人是胡化汉人.当然,是否称天王,不能完全以胡

汉种族之别来解释.但有一个事实不能忽视,东西魏分治时,汉人高洋径直称帝,鲜卑人宇文觉却先称天王.虽说高欢相当鲜卑化,
但在天王名号问题上,胡汉之别还是发生着某种深刻而微妙的文化定向作用(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４３、９３页).事实上,观察汉人文明统系,除了周天子称天王,战国诸侯称王而不称天王,始皇称帝之后更无人妄

称天王.因为在皇帝观念的强力塑造下,帝王二分已成定局和共识.自称天王,纯属不伦不类,徒遭耻笑.另外,就“天王”名号而

言,关键不在王,而在天.似见胡种对天情有独钟.比如,突厥在给隋文帝的外交文书中,将“天生”“天下”“天子”一并嵌入自己名

号.此外突厥人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似乎皆寓此意.当然,汉人对天也是一往情深,所以才有了天子名号.不过,却不能将天可

汗直接换位成天子.天子是天之子,天可汗是天下之可汗.这正符合胡人对天王的用法,即天下之王.
在谷川道雄看来,天王意味着分权,或集权不够,皇帝则代表着绝对专制,“君主避开称帝而多使用天王称号”是宗室“分权

体制”的表现(参见其«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７６、２４７ ２４９页).这种解释将宗室分权视作限制胡人君主专制的体制因素.但这种

解释并不能得到足够的史料支持,相反,其所征引的史料往往与其结论相左.比如,石勒、石虎称天王,显然不存在权威不足的问题.
二人称天王时,其权力的绝对性无以复加,较之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并无任何宗室力量与之抗衡.又如,前秦苻雄“权侔人主”,但
其兄苻健依然称帝.后来的苻坚虽称天王,但其权威毋庸置疑.他南征东晋尽管遭到了众多臣子包括其弟苻融的坚决反对,但他照

样成行.这两个例子,从正反两面表明,胡主称天王绝非因为宗室分权而导致权威不足.至于前燕君主称帝,后燕君主改称天王,更
是与权力大小无关.此外,冉闵称天王与宗室分权制约可谓风马牛不相及.是可知,胡主称天王,虽非随意,但也并非必然,而是带

有某种种族气质的偏爱性选择.



天王,甚至就连丁零翟辽都“自号大魏天王”①.不过,尽管胡人自称天王,但其他胡人却未必认账.
比如,石虎自称天王,李寿却称其“赵王”.这让石虎很不满:“李寿将李宏自晋奔于季龙,寿致书请

之,题曰‘赵王石君’.季龙不悦,付外议之,多有异同.”②可见,胡国之间称呼天王还是王,可能会引

发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纠纷.
在胡人观念中,天王比王高贵,但又低于皇帝.其真实含义是,以天王名号行使皇权.即,天王

是不称皇帝的皇帝.尽管如此,天王与皇帝依然有所差异.比如,石勒先称“赵天王,行皇帝事”③,半
年后称帝.二者之别仅在于,称帝后多做了两件事,即大赦和改元,可见这两件事是皇帝独有的

权力④.
天王与皇帝的关系在于,称帝者往往要先称天王.换言之,天王是称帝的热身.如石勒、苻坚、

吕光等,无不如此.赫连勃勃解释自己先称天王的意图:“朕无拨乱之才,不能弘济兆庶,自枕戈寝

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遗寇尚炽皇帝之号,岂薄德所膺!”就是说,功德不够,不能称帝.“群
臣固请,乃许之.于是为坛于灞上,僭即皇帝位.”⑤

胡人之所以钟爱“天王”,是因为它高于一般的王,这应该就是天下之王.关于这一点,石季龙有

过说明:“朕闻道合乾坤者称皇,德协人神者称帝,皇帝之号非所敢闻,且可称居摄赵天王,以副天人

之望.”⑥是可知,德行不足,暂居天王.换言之,天王是仅次于皇帝,同时又能体现“天人之望”的特殊

名号⑦.这样,天王就具有了天下之王的寓意.从道理上讲,天下之王就是天子.但胡人显然不把天

王视作天子,而是将其视为低于天子、但又高于王的一个特殊名号.这样,胡人所谓的天王就是介于

帝、王之间的一个被赋予新义的政治名位.
史称,石虎“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称大赵天王”⑧.这句话非常关键.这表明,第一,胡帝清

楚地知道天王的真实含义,即殷周时期权力的最高位阶———天子;第二,胡帝之天王源于殷周天子,
而非佛教天神;第三,胡帝明确认为,天王不如皇帝响亮、霸气,故而,天王便成为皇帝的必经之路,称
帝者必先称天王;第四,胡帝这种做法意味着在自己的短短一生中就重演了汉人从天王到皇帝的整

个历史.
围绕天王,还有一些有趣的现象.一是,有的胡人自称天王,同时又向东晋称臣.比如,靳准自

号“汉天王”,却又“遣使称藩于晋”⑨.二是,有的胡人自己称天王,却追封父亲为皇帝.比如,苻坚自

称大秦天王,又追谥“父雄为文桓皇帝”;石虎一方面“追尊祖 邪为武皇帝,父寇觅为太宗孝皇帝”,
另一方面“立其郑氏为天王皇后,以子邃为天王皇太子”.依照汉人礼制,多少有些不类.三是,有
的胡人将天王弄成比太子更高一级的名号.比如,吕光立“太子绍为天王,自号‘太上皇帝’”.太子

尚未称帝,却将自己封为“太上皇帝”,可见此“太上皇帝”并非本来意义上的“太上皇”.因为,太上皇

相对于皇帝而言,可儿子却是天王,而非皇帝.这表明,天王实际上就是皇帝.但偏偏不用皇帝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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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收:«魏书»卷九十五«徒何慕容廆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０６６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上»,第２７７１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第２７４６页.
当然,也有称王即改元和大赦的.比如,司马睿“承制改元,称晋王于建康”(«晋书»卷五«孝愍帝纪»,第１３１页);冯跋称天

王,“赦其境内,建元曰太平”(«晋书»卷一二五«冯跋载记»,第３１２８页).不过二人皆为汉人.所以,对那些先称天王后称帝的胡人

而言,确有如此之分.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第３２０９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上»,第２７６２页.
就是说,天王有皇帝之实,而无皇帝之名.参见[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２４６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上»,第２７６５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第２６７９页.原作“汉大王”,据校勘记:“«通鉴»九○‘大’作‘天’,疑‘大’字讹.”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２８８４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上»,第２７６５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第３０６３页.



号,这说明天王与皇帝还是略有不同.四是,有的胡人胡汉两种名号混用.比如,苻健和赫连勃勃皆

称天王、大单于;石虎以太子石宣“为大单于,建天子旌旗”①.不过,一旦称帝,就绝不再自称单于.
比如,苻健称帝后,“以大单于授其子苌”②.因为单于是胡人名号,皇帝是汉人名号.胡人称帝表明

他们更看重汉人名号.即,胡人向汉人表明,他是以汉人天子而非胡人天子的身份来统治汉人的,亦
即以汉治汉.总之,胡人称帝去掉单于,是想宣称,他是有权合法统治胡汉二民的“汉人天子”.换言

之,胡人称帝不名单于,不是简单的汉化姿态,而是彻底的中国化象征.他向汉人表明,他不是把汉

人当胡人来管制,而是把汉人当汉人来统治的“汉人天子”.虽然胡人的族性是蛮夷,但他们照样有

能力像汉人那样去管理汉人,甚至他们还可能比汉人天子统治得更好.五是,有的胡人称帝之后,却
又返回王号.比如,慕容盛“去皇帝之号,称庶人大王”③.不过,另外一个例子就很悲摧了.李演劝

成汉皇帝李寿“归正返本,释帝称王,寿怒杀之”④.

二、胡帝的自我认同

胡人能否称帝,无论胡人还是汉人,都有不同看法.同为汉人,晋朝高官刘琨断然声称:“自古以

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⑤但后秦尚书郎韦宗却不这么看.姚兴遣他出使南凉,南凉王秃发傉檀“论
六国从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辩”,使韦宗深有感

触:“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拨烦理乱、澄气济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车

骑神机秀发,信一代之伟人,由余、日 岂足为多也!”⑥而流民首领更是向石勒直率表白:“公天生神

武,当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属明公,望济于涂炭.”⑦

同为胡人,姚弋仲常说:“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⑧慕容廆也曾愤懑地表示:“昔猃狁之强,
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蹑华裔,盗称尊号者也.”⑨对此,石勒并不认同.他玩了一手曲线

称帝的把戏.他的对手戏是王浚.王浚在永嘉年间,曾领乌丸校尉,多次击败石勒,势力大增,渐生

僭妄之心.石勒见有机可乘,便生“吞并之意”,奉表推崇王浚为天子:“勒本小胡,出于戎裔,值晋纲

弛御,海内饥乱,流离屯厄,窜命冀州,共相帅合,以救性命.今晋祚沦夷,远播吴会,中原无主,苍生

无系.伏惟明公殿下,州乡贵望,四海所宗,为帝王者,非公复谁?”同时,石勒又派人向王浚表白:“自
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

之所许耳.”石勒此言固然是为了蒙骗和迷惑,但此言之所以能掩人耳目,说明它是一个人们普遍认

可和信奉的观念.即,胡人不可称帝.石勒示弱的口气是自称“小胡”,表示自己绝无称王称帝之意.
结果,王浚死在石勒手里,石勒自己称帝了.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石勒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信念,即胡人必能称帝.他把这个看法同邵续进行

过交流.邵续初为县令,时天下乱,邵续投奔王浚,为太守.王浚被杀,邵续“权附于勒”.这样,邵续

与石勒之间形成了某种性质的君臣关系.后来,邵续归依元帝.被俘后,石勒质问他:“续蚁封海阿,
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为君邪?”石勒这个问题,道出了汉人的心声.不过,对石勒来说,这压根儿不

是问题.因为他是以问代答.他以提问的形式否定了问题本身.但他之所以这么说,某种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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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上»第２７６９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一二«苻健载记»,第２８７０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二四«慕容盛载记»,第３１０３页.«魏书徒何慕容廆列传»作“庶民大王”(第２０７０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二一«李寿载记»,第３０４６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第２７１５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第３１５１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第２７１４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一六«姚弋仲载记»,第２９６１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第２８１０页.



也是想从汉人那里得到历史道统的支持和政治观念的帮助.而邵续也承认,胡人有称帝的资格.他

指出:“周文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帝王之兴,盖惟天命所属,德之所招,当何常邪!”而此时恰是有

德者建功立业之际:“晋末饥乱,奔控无所,保合乡宗,庶全老幼.伏惟大王圣武自天,道隆虞夏,
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耻隔皇风,而况囚乎!”①

对胡人来说,汉人能当皇帝,胡人为何不能当皇帝? 这就好比,姓刘的能当皇帝,姓李的照样能

当皇帝.确实有些汉人深信胡人不可能称帝,没想到,胡人不但称帝,而且争先恐后地纷纷称帝,中
原几成胡人之天下.总之,胡人不但能称帝,还能在中国做皇帝,给中国人当皇帝,甚至当中国皇帝

的皇帝②.这在此前是不可想象的政治景观.汉人称帝多少都背负有某种道义压力,比如天命、民
意、德行,甚至对本朝的背叛等等.胡人则全无这些心理包袱.

胡人能否做皇帝? 能否做统治汉人的中国皇帝? 这貌似一个真正的伪问题.因为,在此之前,
这压根儿不可能成为一个问题,人们也不思考这个问题.在此之后,它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

它已成现实,毫无思考的必要.可见,胡人称帝只是一个现象,一个事实.如果把现象或事实当作一

个问题提出,往往可能变成没有思想价值的伪问题.但胡人称帝似乎并不如此简单.因为在胡人称

帝前后,始终伴随着一些观念性的东西在变化.比如胡人只能佐命天子,不能自命天子,所以胡人的

政治身份和权力来源只能依附于中国皇帝.这是慕容氏前往东晋寻求政治支持的关键动机.但石

勒的豪言似乎更贴近历史的本真和皇权的本质.当前赵皇帝刘曜封赏他王号时,他却不屑一顾:“赵
王、赵帝,孤自为之,何待于彼邪!”③这对熟悉«汉书»的石勒来说,显然更符合汉人称帝的路数.当

年,刘邦就是这么登上皇位的.
是可知,思想问题不能自己解决,往往需要历史解决.一旦历史解决了思想问题,这个问题就没

有意义了.比如,孟子说“不仁者不能得天下”,结果秦始皇灭六国,直接否定了这个命题.又如,汉
人说“胡人不能为帝”,结果五胡十六国彻底否定了这个命题.可见,思想命题如果太具体,就很容易

被证伪.朱熹改变说法,说三代以下,天子皆天理不纯④.这就有点形而上了,很难被证伪.因为思

想从具体历史中剥离出来,便获得了某种超越性.
胡帝都希望将自己国家的正统性追溯到中国远古的尧舜.比如,“大燕受命,侔踪虞夏,诸所施

行,宜损益定之,以为皇代永制”⑤.不过,对姚苌来说,获得正统性资格的主要就是传国玉玺和符命.
对苻坚来说,称帝不能全信图谶,还要看五胡名次⑥.这是苻坚很看重的一点,表明胡种之间存在着

一种政治德性等级.至于传国玉玺,在苻坚看来,无足轻重,所以才会送给东晋:“苌求传国玺于坚

曰:‘苌次膺符历,可以为惠.’坚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
何所依据? 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 玺已送晋,不可得也.’”不过,要求禅让这

点,倒是姚苌的发明.将禅让引入胡人之间,成为不同胡族、不同胡国之间权力传承的一种方式,确
有创意.这可能是五胡十六国中唯一的例子.姚苌“求为尧舜禅代之事”,苻坚斥责说:“禅代者,圣
贤之事.姚苌叛贼,奈何拟之古人!”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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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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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六十三«邵续传»,第１７０５页.
百姓和官员对中国皇帝的感情和心态,显然隐含有对胡帝正统性的质疑和拒斥:“刘聪出猎,令(怀)帝行车骑将军,戎服执

戟为导,百姓聚而观之,故老或歔欷流涕,聪闻而恶之.聪后因大会,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执盖,晋臣在坐者多失声而泣,
尚书郎辛宾抱帝恸哭,为聪所害.”(«晋书孝愍帝纪»,第１３２页)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一,第２８６７页.
朱熹制造了三代与汉唐的对立,无意中凸显了王权和皇权之殊异.似乎三代之王行天理,汉唐之帝行人欲.却不知皇权较

之王权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比如,人们很难想象,三代会有夷狄入主中国之情景,更难想象三代中如有一个蛮夷王朝将会怎样.
某种意义上,这既体现出中华专制主义的政体超越性,又展示出中华皇权主义的秩序普适性.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第２８３６页.
“五胡次序”乃胡人自谓,就连“五胡”都是胡人自命.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第２９２８ ２９２９页.



胡人称帝具有单一形式,这使得胡人根本不认可禅让.“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
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①石勒这个说法直接否定了禅让,
“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成为后世否定禅让的最有力的理由.可见,胡人的观点也能被汉

人接受,并成为汉人政治观念的一部分.既然石勒否定了禅让,自然看不上晋朝,更看不上偏安的东

晋.某种意义上,对有些胡人来说,东晋并非正朔.灭中国而中国之,即为正道.显然,这已经彻底

颠覆了春秋以降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传统观念.换言之,胡人对禅让的否定,等于否定了魏

晋以来的政治现实,等于直接否定了晋朝的统治合法性,等于否定了王莽开创的革命传统,等于否定

了儒家学说中的禅让观念,等于否定了尧舜禅让的大公理想.总之,胡人对禅让政治的否定具有深

刻的思想价值.相形之下,人们以往仅关注胡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方面,比如政治史、民族史、文
化史、生活史等,却从不注意胡人观念对中国思想的独特影响.

刘元海称帝标志着胡人称帝时代的来临.从一开始,胡人称帝就有明确的直接取代汉人皇帝之

意.永嘉二年,刘元海即皇帝位.太史令建议:“平阳势有紫气,兼陶唐旧都,愿陛下上迎乾象,下协

坤祥.”于是“迁都平阳”②.胡人建都标榜皇威,一点儿不亚于汉帝.赫连勃勃“发岭北夷夏十万人,
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③

胡人虽然称帝,但其内心还是以汉帝为榜样,甚至偶像.其比较对象都是汉人中的圣王明君,而
绝无本族人物.比如,刘曜“自比乐毅、萧、曹”,刘聪甚至推崇他为“世祖、魏武之流”④.石勒在这方

面,尤为坦率和自负:

　　(石勒)谓徐光曰:“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对曰:“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荦超绝

魏祖,自三王已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

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朕当

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⑤

徐光如此吹捧石勒,并非汉人无耻,实乃士大夫的习性使然.当年始皇置酒咸阳宫,文武百官齐声颂

扬始皇功德超过五帝,直追三皇,现在徐光也说石勒功业乃“轩辕之亚”,不但说法差不多,就连用词

都很相似.而石勒显然也很享受这种汉语境下的古今比附和文字游戏.
不过,石勒将自己定位于“二刘之间”,确属别具一格.不言而喻,石勒最崇拜的汉人皇帝是刘

邦.他的许多做法似乎也都是在不自觉地模仿刘邦.比如,他的衣锦还乡宛如刘邦还乡的翻版和

再现:

　　勒令武乡耆旧赴襄国.既至,勒亲与乡老齿坐欢饮,语及平生.初,勒与李阳邻居,岁常争

麻池,迭相驱击.至是,谓父老曰:“李阳,壮士也,何以不来? 沤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

下,宁雠匹夫乎!”乃使召阳.既至,勒与酣谑,引阳臂笑曰:“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
因赐甲第一区,拜参军都尉.令曰:“武乡,吾之丰沛,万岁之后,魂灵当归之,其复之三世.”⑥

当石勒情不自禁地说出:“武乡,吾之丰沛,万岁之后,魂灵当归之.”历史似乎穿越到了五百年前.刘

邦和丰沛长老、民众、儿童笑谈戏语,其乐融融,一派祥和.很难说,这是石勒在刻意仿效刘邦,但其

中流露出来的气息却使人浮想联翩.无独有偶,苻坚也如法炮制:“坚自邺如枋头,宴诸父老,改枋头

为永昌县,复之终世.坚至自永昌,行饮至之礼,歌劳止之诗,以飨其群臣.”⑦刘邦肯定想不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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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第２７４９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第２６５１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第３２０５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第２６８３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第２７４９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第２７３９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２８９３页.



这出貌不经意的回乡插曲竟然在胡帝手中一演再演,可见胡帝对汉家皇帝气度排场的心仪和仰慕.
在胡人皇帝心中,似乎隐藏有一个念头,模仿汉人皇帝,与汉帝一比高下.比如,苻坚就很喜欢

与东晋比.梓潼太守周虓兵败降秦,“属元会,威仪甚整,坚因谓虓曰:‘晋家元会何如此?’虓攘袂厉

声曰:‘戎狄集聚,譬犹犬羊相群,何敢比天子!’及吕光征西域,坚出饯之,戎士二十万,旌旗数百里,
又问虓曰:‘朕众力何如?’虓曰:‘戎狄已来,未之有也.’”①

三、汉化的胡人政治观念

胡人对自己族裔身份的态度并不一致.有的明确,有的含糊,有的麻木,有的忌讳,有的暧昧.
比如,刘曜“自以形质异众,恐不容于世,隐迹管涔山,以琴书为事”②.胡人相貌迥异汉人,这使充满

政治抱负的胡人往往变得敏感.又如,李寿与石虎连横,遭到群臣反对.龚壮劝谏:“陛下与胡通,孰
如与晋通? 胡,豺狼国也.晋既灭,不得不北面事之.”③李寿本为氐人,也算胡人之列,被臣子当着和

尚骂秃驴,却不以为然,毫无芥蒂.这并非其大度,而是早已汉化,不以胡汉为忌.再如,慕容镇对韩

说:“今年国灭,吾必死之,卿等中华之士,复为文身矣.”④言外之意,燕国虽是胡人,却并非文身之

蛮夷.这样,就在胡族之间区分出了更加文明与野蛮之别.可见胡人心中也有自己的华夷之辨.
应该说,胡主确实有相当自觉的种族意识⑤.他们经常略显谦卑地自称“胡夷”“小胡”“小羌”等;

同时,他们对其他胡族又习惯性地流露出由衷的轻蔑,比如前秦称姚苌为“羌贼”,后秦称苻登为“氐
贼”,前秦呼鲜卑为“白虏”,鲜卑称前秦为“逆氐”.当然,胡人之间有时也会称呼“大胡”⑥,愤怒之际

还会诅咒他胡为“死胡”⑦.
胡国之间的相互炫耀,作为一种外交游戏,无疑包含有胡人的自我优越感和胡族之间的睥睨意

识.成汉将领李宏自晋奔赵,李寿致书石虎要人.后赵中书监王波认为:“寿既号并日月,跨僭一方,
今若制诏,或敢酬反,则取诮戎裔.宜书答之,并赠以楛矢,使寿知我遐荒必臻也.”没想到这反而给

李寿一个自我夸耀的机会:“李宏既至蜀汉,李寿欲夸其境内,下令云:‘羯使来庭,献其楛矢.’季龙闻

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守中书监.”⑧石虎恼怒是因为他自感在这场外交游戏中意外失分.
当然,胡主自己也会辨析胡汉之别.比如,高瞻降于慕容廆:

　　廆署为将军,瞻称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数临候之,抚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余也.今

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苍生纷扰,莫知所系,孤思与诸君匡复帝室,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
廓清八表,侔勋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愿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余,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

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

心乎!”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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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五十八«周访传»,第１５８４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第２６８３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二一«李寿载记»,第３０４５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二八«慕容超载记»,第３１８２页.
这种意识显然也包含有华夷之辨的内容.比如,段叔军就提醒哥哥段匹 要提防刘琨:“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晋人者,畏吾

众也.今我骨肉乖离,是其良图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尽矣.”(«资治通鉴»卷九十,第２８５９页)
比如,刘曜称石勒为“大胡”.二人交战,刘曜俘获羯人.刘曜问:“大胡自来邪? 其众大小复如何?”羯人说:“大胡自来,军

盛不可当也.”(«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第２７００页)
比如,慕容儁“夜梦石季龙啮其臂,寤而恶之,命发其墓,剖棺出尸,蹋而骂之曰:‘死胡安敢梦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阳约数

其残酷之罪,鞭之,弃于漳水”(«晋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第２８４１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上»,第２７７１ ２７７２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第２８１３页.



不过,胡主的政治话语和思想逻辑,始终都陷在汉人语境中①.即便他们谴责汉人,或自认优于汉人,
也没有超出汉语樊篱,使用的仍是汉人标准.如赫连勃勃和沮渠蒙逊结盟时宣称:“爰自终古,有国

有家,非盟誓无以昭神祇之心,非断金无以定终始之好.然晋楚之成,吴蜀之约,咸口血未干,而寻背

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发而有笃爱之心,音一交而怀倾盖之顾,息风尘之警,同克济之诚,戮
力一心,共济六合.若天下有事,则双振义旗;区域既清,则并敦鲁卫.”②总之,胡帝们的所作所为无

不都在尽力效法和攀比汉人.汉人眼中的圣王更是胡帝仰慕的偶像.即便胡人政治实践有所创造,
并增添了一些新元素,也没有超出汉人语境.比如,苻坚南征,就以汉帝口吻指责东晋:“朕以不德,
忝承灵命,君临万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来庭,惟东南一隅,敢违王命.朕爰奋六师,恭行天

罚.”③又如,后燕歌颂本国,也是借助批评周公而进行的:

　　(慕容)盛听诗歌及周公之事,顾谓群臣曰:“周公之辅成王,不能以至诚感上下,诛兄弟以杜

流言,犹擅美于经传,歌德于管弦.至如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夺之年,二寇窥窬,
难过往日,临朝辅政,群情缉穆,经略外敷,辟境千里,以礼让维宗亲,德刑制群后,敦睦雍熙,时

无二论.勋道之茂,岂可与周公同日而言乎! 而燕咏阙而不论,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谓也.”乃命

中书更为«燕颂»以述(慕容)恪之功焉.④

是可知,胡人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改变和推进,始终是以“中国”身份进行的,没有打破“中国”框架.它

体现和张扬的仍是中华精神.这样,胡人对华夏文明的全盘接受,使得胡人既能迅速融入中华政教

体系,又能获得士大夫的广泛支持.事实上,胡主对汉人价值理念和道义标准的无条件认同,已成为

胡人政治实践中的常态.
这种常态样式之丰富,几乎涵盖了胡人的整个政治生态.主要表现为:一是胡主使用天命话语

的娴熟程度,不亚于汉帝.如刘聪俘获晋司徒傅祗之孙后,对其子傅畅说:“尊公虽不达天命,然各忠

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晋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刘南鄙,沮乱边萌,此其罪也.”⑤

二是胡主改姓,观念逻辑还是汉人的敬天.如赫连勃勃下诏:“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姓改姒

氏,音殊中国,故从母氏为刘.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或以因生为氏,或以王父之

名.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

疆大庆.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⑥

三是胡主改国号,承袭三代.赫连勃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⑦.在攀附上古方

面,胡帝更热衷托大⑧.
四是胡帝多以匡复华夏大统为志业.如:

　　姚兴镇北参军王买德来奔.(赫连)勃勃谓买德曰:“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祖宗重晖,常

与汉魏为敌国.中世不竞,受制于人.逮朕不肖,不能绍隆先构,国破家亡,流离漂虏.今将应

运而兴,复大禹之业,卿以为何如?”买德曰:“自皇晋失统,神器南移,群雄岳峙,人怀问鼎,况陛

下奕叶载德,重光朔野,神武超于汉皇,圣略迈于魏祖,而不于天启之机建成大业乎! 今秦政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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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汉人对胡人的歧视同样也进入了胡人思想,成为胡人自觉接受的文化观念.比如:“(索)充后梦见一虏,脱上衣来诣

充.(索)紞曰:‘虏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阴类,君妇当生男.’终如其言.”(«晋书»卷九十五«艺术索紞传»,第２４９４页)胡人属阴,
低于汉人,这种地道的汉人文化价值,也被胡人视为理所当然.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第３２０７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第３０８４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二四«慕容盛载记»,第３１００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第２６６２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第３２０６页.按,“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一句当断为“是为徽赫,实与天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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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后来的党项立国西北,亦称“大夏”.虽说因唐朝所封“夏国公”而名,却也有巧合之义.



衰,藩镇犹固,深愿蓄力待时,详而后举.”勃勃善之,拜军师中郎将.①

五是有的胡主干脆以华夏自居.赫连勃勃在“刻石都南”的功德碑上当仁不让地宣称:

　　我皇祖大禹以至圣之姿,光启有夏.传世二十,历载四百.爰始逮今,二千余载,
虽三统迭制于崤函,五德革运于伊洛,秦雍成篡弑之墟,周豫为争夺之薮,而幽朔谧尔,主有常尊

于上;海代晏然,物无异望于下.故能控弦之众百有余万,跃马长驱,鼓行秦赵,使中原疲于奔

命,诸夏不得高枕,为日久矣.②

六是胡帝对大一统有明确目标.比如石勒说:“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杨,恐后

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录.每一思之,不觉见于神色.”③又如苻坚说:“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

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④

七是胡帝对礼乐和王化也有着自觉追求.“吕光发长安,(苻)坚送于建章宫,谓光曰:‘西戎荒

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⑤

八是慕容氏复兴燕国时,表述的观念依据从头到尾都充斥着儒家主张的历史道统:“先帝应天顺

时,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怀远,以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没,武王嗣兴,伏惟陛下则

天比德,揆圣齐功,方阐崇乾基,纂成先志.”⑥

九是胡国的扩张和征服,以中华自居,贬斥东晋为南蛮.比如,前秦要求前凉臣服于己,前凉却

以自己臣属东晋而拒绝,并指出胡国多无诚信,并举例后赵曾背信弃义.苻生派阎负和梁殊出使凉

州,二人与凉州牧张瓘有过很长一段对话⑦,前后通观,双方对话交织着道义和实力的两套话语,呈现

出连环张力之势,非单一逻辑所能解释.整个语境充斥着国际间王霸之道交相叠用的外交辞令.令

人印象深刻的是,前秦使臣的语气腔调宛若战国纵横策士,先声夺人,雄辩滔滔,义利兼施,情理并

致.最后达到攻心效果.
十是胡国之间也有纵横之策.这种“约分天下”的天下观与汉人毫无二致.石虎给李寿写信:

“欲连横入寇,约分天下.寿大悦,乃大修船舰,严兵缮甲,吏卒皆备糇粮.”⑧既然不能一统天下,便退

而求其次地分割天下,就像楚汉相争时的鸿沟之约.当然,“约分天下”永远是中华天下观的权宜之

计,虽有其当时当下的策略合理性,却非正统性的最终取向.
十一是讨伐文告,一如汉人.苻登“秣马厉兵,告(苻)坚神主曰:‘曾孙登自受任执戈,几将一纪,

未尝不上天锡祐,皇鉴垂矜,所在必克,贼旅冰摧.今太皇帝之灵降灾疢于逆羌,以形类推之,丑虏必

将不振.登当因其陨毙,顺行天诛,拯复梓宫,谢罪清庙.’”⑨胡人像汉人一样,斥责和鄙视其他胡人.
胡主的逻辑很有意思.不论对汉人,还是对他胡,一律以中华正统性自居.无论指责汉人,还是贬斥

胡人,胡主皆无任何心理障碍和逻辑矛盾.
十二是胡人评论其他胡国,也使用汉人话语.既不忌讳贬胡,亦无自贬之嫌.鲜卑人段辽“于密

云山遣使诈降,(石)季龙信之,使征东麻秋百里郊迎,敕秋曰:‘受降如待敌,将军慎之.’辽又遣使降

于慕容皝曰:‘胡贪而无谋,吾今请降求迎,彼终不疑也.若伏重军以要之,可以得志.’”

十三是胡帝自称“国家”.比如,尚书令王鉴等人批评刘聪宠信宦官,刘聪痛斥他“慢侮国家,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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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自口,无复君臣上下之礼”①.又如石勒宣称:“国家应符拨乱,八表宅心,遗晋怖威,远窜扬越.”②

十四是胡主著书立说阐发的治国理念完全出自汉儒学说.慕容廆说:“狱者,人命之所悬也,不
可以不慎.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乱德之

甚也,不可以不戒.”著«家令»“数千言以申其旨”③.
十五是胡主的效法对象均是汉人圣王明君或有为之主.比如姚苌说:“吾于舜之美,未有片焉;

汉祖之短,已收其一.”④又如李寿“动慕汉武、魏明之所为,耻闻父兄时事,上书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
以己胜之也”⑤.

十六是胡帝模仿汉帝,下罪己诏.侍中乔豫、和苞严厉批评刘曜大兴土木.刘曜欣然表示:“非
二君,朕安闻此言乎! 以孝明于承平之世,四海无虞之日,尚纳钟离一言而罢北宫之役,况朕之闇眇,
当今极弊,而可不敬从明诲乎! 可敷告天下,使知区区之朝思闻过也.”⑥

十七是胡帝对待本国忠臣的做法,宛若汉帝.如石勒将营邺宫,廷尉续咸上书切谏:

　　勒大怒,曰:“不斩此老臣,朕宫不得成也!”敕御史收之.中书令徐光进曰:“陛下天资聪睿,
超迈唐虞,而更不欲闻忠臣之言,岂夏癸、商辛之君邪? 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当容之,奈何一

旦以直言而斩列卿乎!”勒叹曰:“为人君不得自专如是! 岂不识此言之忠乎? 向戏之尔.人家

有百匹资,尚欲市别宅,况有天下之富,万乘之尊乎! 终当缮之耳.且敕停作,成吾直臣之气

也.”因赐咸绢百匹,稻百斛.⑦

石勒一方面承认臣子忠言是对人君自专的合理制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有权造宫殿.只是为了鼓励

臣子进谏,不妨成全续咸一个直臣面子.给臣面子,君得里子,恰是君臣游戏的一种潜规则.石勒熟

谙此道,并非简单的汉化所致,乃是君主专制的一般权术.此种权术不限华夷,一律皆然.原因无

他,专制的普遍法则使然.
十八是胡帝对待敌国忠臣的做法,与汉帝毫无二致.苻坚俘虏晋人周虓,虓后与坚兄子苞谋反

事泄:

　　(苻)坚引虓问其状,虓曰:“昔渐离、豫让,燕、智之微臣,犹漆身吞炭,不忘忠节.况虓世荷

晋恩,岂敢忘也.生为晋臣,死为晋鬼,复何问乎!”坚曰:“今杀之,适成其名矣.”遂挞之,徙于太

原.后坚复陷顺阳、魏兴,获二守,皆执节不挠,坚叹曰:“周孟威不屈于前,丁彦远洁己于后,吉

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⑧

四、更为复杂的胡人政治观念

胡人建国,同样需要一种道义支持和观念依据.对这种政治套路,胡人并不陌生.慕容廆“自称

鲜卑大单于”.其子慕容翰对他说:

　　求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为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业者也.今连、津跋扈,王师覆败,苍生屠

脍,岂甚此乎! 竖子外以庞本为名,内实幸而为寇.封使君以诛本请和,而毒害滋深.辽东倾

没,垂已二周,中原兵乱,州师屡败,勤王杖义,今其时也.单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悬之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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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津之罪,合义兵以诛之.上则兴复辽邦,下则并吞二部,忠义彰于本朝,私利归于我国,此则

吾鸿渐之始也,终可以得志于诸侯.①

这种“勤王杖义”自觉寻求道义支持的政治策略显然很成功.尽管石勒曾自负地说:“帝王之起,复何

常邪! 赵王、赵帝,孤自取之.”②但前赵作为胡人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确实已经意识到了政治

道义的必要性.匈奴左贤王刘宣认为:

　　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刘)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弛,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

之耻也.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单于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方

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 今天假手于我,不可违

也.违天不祥,逆众不济;天与不取,反受其咎.③

刘元海表示:“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

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匈奴人

尽管意识到自己与晋人的对立,但对自己反晋仍然充满了乐观的政治预期.这种判断既包含了胡人

的政治观,也包含有胡人的历史观.它必然引申出胡人的正统观.“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
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 且可

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④可见与汉人的关系成为前赵正统性的来源.
其实,胡人正统观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过程.其含义也充满歧异.最关键之处在于,它究竟是胡

人建国的正统性,还是胡国取代中国的正统性? 显然,前者相对简单一些.因为它只需要暴力和武

功.只要打下一块自己做主的地盘,即可称王称帝.五胡十六国建国的路数大体如此.后者就要复

杂多了.事实上,五胡十六国也仅有前秦动了南征的念头,并付诸实施.但它不光遭到了来自各方

面的强烈反对,而且铩羽而归.是可知,胡汉时代,胡人正统性的内涵还比较单一.至少还不能将灭

亡东晋的正统性逻辑充分容纳进来.苻融反对南征的主要理由是:“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
江东虽不绝如綖,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这里的“国家”,既指苻坚,又指前秦,但意思并无二致,即
我们胡国不具有取代中国的天然正统性.苻坚“谓江东可平”,用事功实力反驳苻融的胡族身份论,
认为它隐含有一种自我矮化的心理倾向.或许这正是苻坚指责苻融“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达

变通大运”之所在.在苻坚看来,刘禅蜀汉之所以为中国所灭,恰恰表明中国不是铁板一块,正统性

既非人人有份,亦非固定不变,而是据实力而获之,因德行而有之.其实,德行也是实力的证明.表

面看,苻坚所说义正词严,坚实有力,但倘若联系到“坚既有意荆扬,时慕容垂、姚苌等常说坚以平吴

封禅之事”⑤这个事实,就不难明白苻坚的真实用意.苻坚坚持南征,就是为了获得空前的历史正统

性.这恰恰说明,他内心并不相信自己已经具备了正统性.可见,苻氏兄弟的分歧在于,苻融认为,
既然没有正统性,就不能南征;苻坚认为,不南征,就没有正统性,即南征正是为了取得正统性.前者

相信,正统性源于先天族性;后者坚信,正统性源自后天努力.二人之辩由此构成一种命定论和实践

论的观念张力,并因而陷入了某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逻辑.理论上,二人都正确;实践上,苻坚

更正确.历史的诡异在于,恰是实践证明了苻坚的错误.就是说,苻坚并不是败于自己的理论,而是

败于自己的实践.这样,他就再无翻身机会,证明自己的理论.
据此可知,胡人正统观是胡人在政治成长过程中的战争实践产物.它并未构成一种胡人观念的

整体性.其特点既有别于东晋正统观,也有别于其他胡人政权.这意味着,就像胡主“约分天下”一
样,此起彼伏的胡国存在,客观上使得正统性成为一种多元和可分的东西,即正统性具有了某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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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多元性.比如,成汉皇帝就明确表示,自己与东晋地位平等.李雄先称王,后称帝.他表示:“起
兵之初,举手扞头,本不希帝王之业也.值天下丧乱,晋氏播荡,群情义举,志济涂炭,而诸君遂见推

逼,处王公之上.”后来,前凉张骏“遗雄书,劝去尊号,称藩于晋”.李雄回信说:“吾过为士大夫所推,
然本无心于帝王也,进思为晋室元功之臣,退思共为守藩之将,扫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晋室陵迟,德
声不振,引领东望,有年月矣.会获来贶,情在闇室,有何已已.知欲远遵楚汉,尊崇义帝,«春秋»之
义,于斯莫大.”①李雄认为,当今的晋室就像春秋的周室,尊晋帝就像楚汉之际尊义帝.所以,他有资

格要求“与晋穆帝分天下”.当张骏遣张淳“称藩于蜀,托以假道”时,李雄问张淳:“贵主英名盖世,土
险兵强,何不自称帝一方?”张淳回答:“寡君以乃祖世济忠良,未能雪天下之耻,解众人之倒悬,日昃

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兴江东,故万里翼戴,将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李雄表示:“我乃祖乃

父亦是晋臣,往与六郡避难此地,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兴大晋于中夏,亦当率众辅

之.”②言外之意,李氏建国巴蜀与司马睿建都江左,是一个性质.所以,我与东晋平起平坐,就像春秋

齐桓晋文一般③.
据历史实态,胡人正统观似乎经历了一个复杂变化.第一阶段,缺乏正统意识,继而产生正统意

识.比如,前燕廷尉监常炜认为:“大燕虽革命创制,至于朝廷铨谟,亦多因循魏晋.”④第二阶段,通过

向东晋正统寻求援助,来建立自身正统.五胡之中,鲜卑是最早明确希望从东晋那里获得正统性支

持的胡族.“宋该等建议以(慕容)廆立功一隅,勤诚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镇华夷,宜表请大将军、
燕王之号.”韩恒却表示反对:“自群胡乘间,人婴荼毒,诸夏萧条,无复纲纪.明公忠武笃诚,忧勤社

稷,抗节孤危之中,建功万里之外,终古勤王之义,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义不著,不患名位不高,
故桓文有宁复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礼命以令诸侯.宜缮甲兵,候机会,除群凶,靖四海,功成之后,九
锡自至.且要君以求宠爵者,非为臣之义也.”⑤第三阶段,形成了具有本族特点的正统观.这意味

着,不同胡族就有不同的正统观.正因如此,胡国为了张扬自己的正统,往往会称其他胡国为“伪”.
比如夏就称秦为“伪秦”⑥.在建构本族正统观的过程中,胡人对本族习俗特性的自我认知以及制定

相应的政治策略都逐渐变得自觉和清晰起来.南凉利鹿孤称王时,鍮勿仑就认为:

　　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仪,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

境.今建大号,诚顺天心.然宁居乐土,非贻厥之规;仓府粟帛,生敌人之志.且首兵始号,事必

无成,陈胜、项籍,前鉴不远.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
若东西有变,长算以縻之;如其敌强于我,徙而以避其锋,不亦善乎!⑦

胡人正统观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胡人有无称帝的资格? 赫连勃勃的恼怒或许缘此而发.
他指责隐士韦祖思:“我今未死,汝犹不以我为帝王,吾死之后,汝辈弄笔,当置吾何地!”⑧慕容儁和冉

闵之间曾辩论过这个问题,冉闵干脆否定了胡人称帝的合法性.被俘之后,“儁立闵而问之曰:‘汝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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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二一«李雄载记»,第３０３８ ３０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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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汉人政权也有类似看法.比如,前凉张祚在称帝诏书中说:“昔金行失驭,戎狄乱华,胡、羯、氐、羌咸怀窃玺.我武公以

神武拨乱,保宁西夏,贡款勤王,旬朔不绝.四祖承光,忠诚弥著.往受晋禅,天下所知,谦冲逊让,四十年于兹矣.今中原丧乱,华裔

无主,群后佥以九州之望无所依归,神祇岳渎罔所凭系,逼孤摄行大统,以一四海之心.辞不获已,勉从群议.待扫秽二京,荡清周

魏,然后迎帝旧都,谢罪天阙,思与兆庶同兹更始.”这道诏书将前凉的正统性与晋愍帝直接联系起来,“改建兴四十二年为和平元年”
(«晋书»卷八十六«张轨传»,第２２４６页),有点类似刘备称帝要拉上汉献帝一样.言外之意,不承认东晋正朔,只是表示,将来一旦还

都洛阳,就去掉帝号.这似乎暗示,前凉称帝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即,张祚的帝号只是临时借来的,等到机会成熟,就会还给晋朝

天子.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第２８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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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下才,何自妄称天子?’闵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欲篡逆.我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

帝王邪!’”①冉闵与鲜卑之争在于,鲜卑强调君臣大义,即奴仆不能反主;冉闵强调胡汉种族,即胡种

不能称帝.
所谓“自古胡人为辅佐名臣则有矣,未有为帝王者”②,虽然还有人说,也只是戏言;虽然还有人

信,但信念不敌事实.因为胡人称王称帝,已是不争事实.对徐光来说,就像曹魏一样,平定中原的

石勒已经具备了中国皇帝的正统性:“魏承汉运,为正朔帝王,刘备虽绍兴巴蜀,亦不可谓汉不灭也.
吴虽跨江东,岂有亏魏美? 陛下既苞括二都,为中国帝王,彼司马家儿复何异玄德,李氏亦犹孙权.
符箓不在陛下,竟欲安归?”③

不过,石勒绝对不可能说出刘邦那种“与士大夫共有天下”的慷慨之语.他最多能说出与子孙共

有天下④.“勒如邺,临石季龙第,谓之曰:‘功力不可并兴,待宫殿成后,当为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

也.’季龙免冠拜谢,勒曰:‘与王共有天下,何所谢也!’”⑤至于赫连勃勃对被俘的后秦将军王奚说的

“与卿共平天下”,就更是缺乏政治观念含义⑥.
与谁共有天下以及如何共有天下,成为天下观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胡主们似乎发展出一种

“天下善恶一也”的观念.先举一个“天下之善一也”的例子:“晋求南乡诸郡,(姚)兴许之.群臣咸谏

以为不可,兴曰:‘天下之善一也,刘裕拔萃起微,匡辅晋室,吾何惜数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乡、顺
阳、新野、舞阴等十二郡归于晋.”⑦姚兴的天下观很有特点.他虽不承认东晋正朔,但仍愿意与东晋

保持友好关系.再举一个“天下之恶一也”的例子:“祖逖牙门童建害新蔡内史周密,遣使降于(石)
勒.勒斩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恶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将军之恶,犹吾恶也.’逖遣使

报谢.”⑧

应该注意到,打天下的胡主有出身贵族,比如前赵刘聪、前燕慕容廆等,也有出身平民,比如后赵

石勒等.但无一例外,他们均自然接受并认同汉人的政治理念、治国之术以及整套礼乐制度.这样,
胡人入主中国,面对的是一个高度成熟和发达的政治文明体系.他们无需改变什么,他们只需改变

一个主人就行了.他们只要凭借武力攫取天下,剩下的一切都是现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俨然

成了中国人.他们的言行举止与中国人毫无二致.如慕容儁宴群臣于蒲池,“酒酣,赋诗,因谈经史,
语及周太子晋,潸然流涕”,其君臣对话语境以及话语,如果不是刻意凸显其胡人族性,我们完全无法

分辨这是胡帝治下的君臣游戏⑨.它与汉帝治下的君臣关系没有丝毫差异.可见,对胡人而言,所谓

汉化,首先是胡帝进入中华皇权主义秩序的“皇帝化”.就是说,在中华皇权主义谱系中,胡帝与汉帝

一般无二,皆是具备正统资格的中国皇帝.
如此一来,禅让能否用于夷狄君主? 换言之,夷狄君主是否也有禅让的资格或德性? 成为这一

时期皇权秩序中最具挑战性的思想史问题.不过,胡主们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只是面对

这个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慕容儁表示:“吾既不能追踪唐虞,官天下以禅有德,近模三王,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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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石虎就是这么说的.石虎“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猎,乘大辂,羽葆、华盖,建天子旌旗,十有六军,戎卒十八万,出自

金明门.季龙从其后宫升陵霄观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当复何愁,但抱子弄孙日为乐耳!’”(«晋书»卷一○七

«石季龙载记下»,第２７８２页)由是可知,皇帝制度,一人之天下,所有人皆家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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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第３２０４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第２９８５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第２７３９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第２８４０ ２８４１页.



传授.”①显然,这里似乎没有华夷之辨的意思,倒是苻坚的态度更为明确一些.他断然拒绝姚苌提出

的禅让要求:“禅代者,圣贤之事.姚苌叛贼,奈何拟之古人!”②

尽管如此,有的胡主确实对某些早有定论的儒家观念给予了彻底否定.比如,后燕皇帝慕容盛

对周公、伊尹等圣贤的评价完全与众不同,称:“古来君子皆谓周公忠圣,岂不谬哉!”“朕见周公之诈,
未见其忠圣也.周公亲违圣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踪,戮罚同气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③慕容盛的

这番论断并非强词夺理,而是有着内在理据.他批评中书令常忠、尚书阳璆、秘书监郎敷“徒因成文

而未原大理”,即不应迷信经文而迷失大道.显然,慕容盛并不拘泥儒学经典,而是有着自己的独特

判断:
　　昔周自后稷积德累仁,至于文武.文武以大圣应期,遂有天下.生灵仰其德,四海归其仁.
成王虽幼统洪业,而卜世修长,加吕、召、毛、毕为之师傅.若无周公摄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

无故以安危为己任,专临朝之权,阙北面之礼.管蔡忠存王室,以为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

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当明大顺之节,陈诚义以晓群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诛戮.不臣之罪彰

于海内,方贻王«鸱鸮»之诗,归非于主,是何谓乎! 又周公举事,称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无罪

而坐观成王之疑,此则二公之心亦有猜于周公也.但以疏不间亲,故寄言于管蔡,可谓忠不见于

当时,仁不及于兄弟.知群望之有归,天命之不在己,然后返政成王,以为忠耳.大风拔木之征,
乃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

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谓也! 周公复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④

在慕容盛看来,周公之奸、管蔡之忠已被儒家学说黑白颠倒.慕容盛可能是将周公拉下圣坛,并为管

蔡翻案的第一人.如此逆转周公和管蔡的历史地位,可谓石破天惊.据其所论,有理有据,并非故作

惊人之语.条分缕析,独具只眼,对三代历史作了近乎颠覆性的认知.应该说,慕容盛是最具经学素

养和历史见识的胡人皇帝.
进而,慕容盛又与常忠等人讨论了“伊尹、周公孰贤”的问题.在他看来,伊尹还不如周公:“伊尹

以旧臣之重,显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辅导,而放黜桐宫,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拟

乎!”并进一步申论⑤.通观慕容盛所言,传统说的忠臣未必真忠,奸臣未必真奸,昏君更是未必真昏.
其中的关节点在于如何端正臣子的事君之道.“臣之事君,惟力是视”,而不能“挟智藏仁以成君恶”.
所谓忠君就应该“当务尽匡规之理以弼成君德”,而不是包藏祸心,挟私奉君,陷君于不仁.就此而

言,不仅周公、伊尹不是忠臣,就连吕、召二公亦非真正的忠臣,他们皆属私心事君,首鼠两端之流.
慕容盛之言堪称耸人听闻的诛心之论,但又确实令人耳目一新⑥.

总之,慕容盛对儒学精心建构的这套正统政治谱系不以为然,而是充满了强烈的质疑.这种质

疑即便不考虑其特殊身份,也足以成立,成一家之说.这表明,胡帝入主中国的过程,不但是学习和

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过程,同时也是反思和修正中华道统谱系的过程.这个过程,展示出皇权秩序

的“开放性”以及政治思想的“多元性”.

五、简单结语

胡人似乎在短短一个世纪,就完成了汉人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数百年的观念演进.无论胡人帝王

１８变夷从夏———五胡政治观念 实践分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第２８４１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第２９２９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二四«慕容盛载记»,第３１００ ３１０１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二四«慕容盛载记»,第３１０１ ３１０２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二四«慕容盛载记»,第３１０２页.
更深一层分析,慕容盛所说显然不是学术清谈,而是政治警告.他意在敲打汉人官员,切莫心存侥幸或图谋投机,更不要妄

想揣摩圣意,因为胡人皇帝比汉人君主更不好糊弄.



的名号,还是胡主登基所需要的图谶、符命、祥瑞,以及德性论证和程序规定,比起汉帝,一样不少.
可见胡帝的政治实践和观念迅速成熟.一言概之,胡人观念与汉人本质无别.其中虽然难免有汉化

的塑造作用,但它主要受制于胡族自身的历史特性,以及这种历史特性展示出来的政治特质.这种

历史特性和政治特质共同指向于皇权专制主义.透视其深层结构,这恰是皇权秩序的有机扩展.
一部中国史,半部胡人史①.从春秋“蛮夷猾夏”到晋代“变夷从夏”,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演化趋

势是:华夷之间的此消彼长越来越呈现为胡人对汉人的强力支配性和统治权威②.胡人皇帝的政治

能力和文化素养逐渐得到了汉人心悦诚服的认同和敬重.胡人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地位毋庸

置疑,但他们的思想特质却不为人知.当然,胡人确实没有给中国历史贡献一个所谓的思想家.在

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史谱系中,绝对找不到一个胡人思想家的名字.但这不等于说胡人没有自己的思

想,或他们的思想毫无价值.只是说,胡人思想更多属于一种实践性观念,往往通过一种具体的行

为、措施、政策、仪式、制度等表现出某种独特的价值诉求.即便完全汉化的胡人皇帝(就像清代的康

熙帝和乾隆帝一样),其思想依然包含某种根深蒂固的胡人意识和理念.清代皇帝思想对中国历史

的影响已经具有了特定时间段的全局性,早期胡人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显然达不到这个程度.尽

管如此,五胡十六国作为胡人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初次实践,已经在客观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思想

认知,即胡人自认为可以和汉人一样称帝,不仅击败汉人皇帝,统治汉人,而且表现出不俗的统治能

力,赢得汉人的支持.可以说,胡人用暴力行动彻底改变了汉人的原有观念.这一过程,构成了一种

独特的思想史景观.胡人通过暴力实践了自己的观念,同时也改变了汉人的观念.由此成为一种最

不寻常的思想史历程.
概言之,胡人观念影响中国思想的方式是实践而非思辨.胡人观念对中国思想史的最大贡献

是,证明了皇权主义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性政教文明体系.它几乎可以容纳任何一个民族和文

化.这就是说,任何一个民族和文化都可以在中华皇权主义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甚至成为华夷共

主,以皇帝之名统治中国.

[责任编辑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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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从五胡、北魏到五代,继而辽金夏元,最终至满清,呈现出一条清晰有序的皇权进化史.这一进程既丰富了皇权主义的内

涵,也扩展了皇权秩序的边界,从而使中华专制主义展示出一种与时俱进的生命力.胡帝的统治方式和制度实践所包含的独特观念

性以及对中国思想的改造性,迄今仍是一个全新的思想史论域.
如果考虑到晚清人们将西方称为“西夷”或“洋夷”,就更能清晰地观察到胡人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已经延伸至最近的历史当

下.当然,这种影响已从实践扩展到整个思想领域,甚至成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最为深刻的革命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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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九”谶与两汉政治

代 国 玺

摘　要:“赤九”谶与“赤精子之谶”性质相近,皆为西汉成帝之时甘忠可、夏贺良等人所撰,目的在于劝

说成帝封禅改制.此谶虽为成帝而造,但在成帝之时并未产生效果,其作用发挥于西汉哀帝以至东汉章帝

期间.哀帝于建平二年六月的改元易号,是受其影响.莽汉之际,“起兵者皆称后汉”的局面与其颇有关

系.更始帝与汉光武先后以移花接木的方式将“赤九世”坐实为自己,藉以证明天命在己,获取士民归附.
“赤九”谶还对东汉前期的政治有着重大影响.东汉的宗庙制度是围绕它建立起来的,东汉前期以“制礼

乐”为政治目标,也是受其推动.“赤九”谶之所以能具有这种影响,是两汉之际的特殊历史背景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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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谶对于两汉之际的政治,影响匪浅.关于此事,古今史家论述已多,不待赘引① .两汉之际的

谶言颇多,其中有不少确实也发挥了效果,但大多都止于一时一事而已.若要论影响之重大,无疑要

数西汉后期出现的“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这个“赤精子之谶”② ,它为“刘氏复兴”准备了舆论基

础,在政权变革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奇怪的是,恰恰是这个谶言,“今天残存的纬书资料中却未见

记载”③ .这颇值得注意.“赤精子之谶”为东汉复兴提供天命基础,光武帝令人删定谶纬、宣布图谶

于天下,自然要以其为重心,而后世政权也没有删削它的必要.依常理推之,东汉纬书中有关“赤精

子之谶”的内容应该不少,其流传至今亦应有所留存才对,今却丝毫不见载,何以如此? 有无可能今

见纬书本有留存,只是它以别的表述方式呈现?

　　东汉前期,有一种谶语也产生过重大影响,那就是“赤九”谶.所谓“赤九”谶,是指“帝刘之九,会
命岱宗”,“赤汉德兴,九世会昌,巡岱皆当”,“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等系列谶语.此类谶

语,今日纬书尚保留有十数条之多.“赤九”谶之于东汉政治的影响,可见于以下数事:光武之封禅是

　

作者简介:代国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YSPSDU)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团队项

目资助.

①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８７ ８９页;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８８ １０４页;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７３７ ７４２页;陈槃:«古谶纬研讨及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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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赵翼论及莽汉之际的谶图谶,曰:“是当时所谓图谶者,自夏贺良等实有占验外,其余类多穿凿附会,以惑世而长乱.”见«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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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其推动,封禅祝文獭祭胪陈,章帝的诏令曾明确引及.关于此谶,史籍未明确记载其出现时间.
“赤九”谶出现于何时,何以能有这种影响? 欲弄清图谶与东汉政治的关系,此问题似不可不予置论.

以上问题,看似不起眼,却是全面揭示图谶与两汉政治关系的肯綮之处.不过,由于事涉神怪,
线索隐微,古今学人,措意者甚少.实际上,这些问题并非不可索解,只是其答案在若隐若现之间,并
不明晰而已.笔者拟从“赤九”谶入手,钩稽史料,搜寻隐微,藉以揭示“赤精子之谶”与两汉政治之间

的复杂互动过程,为我们理解两汉之际的政治历史与社会心理提供一条比较完整的线索.

一、“赤九”谶的主旨与撰造时间

«河图»«雒书»中有关“赤九”的谶文,出自何人,成于何时,其所谓“九世”又具体何指,是个关键

问题.东汉初年定“赤九”谶为光武受命之符,此事遂涉神怪,自此以降,古人似乎没有再提出别的看

法.而近代以来,就笔者所见,就此问题发表新见的人也并不多,似乎只有陈槃、陈苏镇数人而已.
陈槃认为“赤九”诸谶是东汉初年由梁松等人所撰造的,旨在劝说光武帝举行封禅①.而陈苏镇认为,
“赤九”诸谶早在成帝之前可能就已出现,所谓“九世”本指汉高祖刘邦②.实际上,两说都不准确.

“赤九”诸谶出现于西汉而非成于东汉初年,这有史料可征,以下两点皆可以说明.其一,据«后
汉书耿纯传»,更始初败,真定王刘扬造作谶记云“赤九之后,瘿扬为主”③,欲以惑众.此谶要想惑

众,必以“赤九”谶的广泛传播为前提,而广泛传播又非一日之功.这足以说明“赤九”诸谶产生于西

汉时期.其二,建武十九年(４３)春,光武帝“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庙”④,其原因据«汉官仪»言:“元帝于

光武为父,故上继元帝而为九世.故«河图»云‘赤九会昌’,谓光武也.”⑤则早在梁松等人言封禅之十

余年以前,光武帝已利用过“赤九会昌”的谶语.故“赤九”诸谶造于东汉初年之说,并不合乎史实.
而陈苏镇则认为,谶纬中所谓的“九世”,皆与刘邦有关.他的依据是“从黄帝算起,孔子是第九

位圣人,汉是第九代王朝,汉高祖刘邦当然就是第九位受命帝王了”.这个判断失之迂远.据«续汉

书祭祀志»所载,东汉初年时人所见关于“赤九”封禅的谶文,有三十六条之多,而现今保存下来的,
约有以下数条:

«河图会昌符»:“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则封,诚合帝道孔矩,则天文灵出,地祇瑞兴.”
«河图会昌符»:“帝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 诚善用之,奸伪不萌.”
«河图会昌符»:“赤汉德兴,九世会昌,巡岱皆当.天地扶九,崇经之常.”
«河图会昌符»:“汉大兴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纪,禅于梁父,退省考五.”⑥

«河图会昌符»:“九叶封禅.”⑦

«河图»:“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
«河图»:“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⑧

«河图提刘予»曰:“九世之帝,方圣明,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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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陈槃:«古谶纬书录解题(一)»,«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第２６１ ２６３、２６５ ２６６页.
陈苏镇:«两汉之际的谶纬与‹公羊›学»,«文史»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二十一«耿纯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７６３页.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７０页.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注引,第７０页.
以上四条见司马彪撰,刘昭注补:«后汉书志»第七«祭祀志上»,«后汉书»,第３１６５页;[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

成»下册,第１１７８页.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下册,第１１７８页.
以上两条见司马彪撰,刘昭注补:«后汉书志»第一«律历志上»,«后汉书»,第３０２６页;[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

成»下册,第１２２３页.
司马彪撰,刘昭注补:«后汉书志»第七«祭祀志上»,«后汉书»,第３１６５页;[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下册,第

１１８５页.



«雒书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会修符,合帝际,勉刻封.”①

«孝经钩命决»:“予谁行,赤刘用帝,三建孝,九会修,专兹竭行封岱青.”②

总括以上“赤九”谶文,“九世”有两大功绩,一个即为封禅泰山,一个是推行德政.而这两点恰恰

都是刘邦所不具备的.刘邦未曾举行封禅,此固为事实;至于言其行德政,遵行五帝之道、周孔规矩,
同样颇为牵强,而且西汉士人也没有类似的议论.还有一点颇值得注意.«河图会昌符»中两条谶

文,一曰:“赤帝九世,诚合帝道孔矩,则天文灵出,地祇瑞兴.”另一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

慎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两者都非典型的陈述之辞,反而应该归为期许之语.所谓

谶者,旨在“预决吉凶”,论理当用断语,这两条谶文却充满期许的意味,其中必有蹊跷.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期许都是针对未来的.谶纬兴于成、哀,而此时汉高祖的行迹已是定局,故谶语中的“九
世”,指的显然并非刘邦.“赤九会昌”之“会昌”亦即“会命岱宗”,重在言“九世”有封禅泰山之举.从

西汉士人的观念来看,封禅乃“功成以告天”之举,是国家昌盛的显著表征.谶文言赤九“会昌”,必举

“封禅”与“德政”,思想观念上的根源,即在于此.至于陈苏镇认为“会昌”是遇到“昌光出轸”之瑞的

意思③,其说并不恰当.陈先生有此说,是因为他注意到了«河图»载有一语曰:“刘受纪,昌光出轸,五
星聚井.”④此谶语所言为刘邦不误,但它与“赤九会昌”关系不大.«河图会昌符»言:“赤汉德兴,九世

会昌,巡岱皆当.天地扶九,崇经之常.”刘邦虽有“昌光出轸”的天象,但他并未“巡岱”,所以“九世”
不是指他,“会昌”自然与“昌光出轸”无关.那么,“赤九”谶造于何时,出自何人之手,其所谓“九世”
又具体何指呢? «汉书李寻传»载:

　　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

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中垒

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坐挟学忠可书以不敬论,后贺良

等复私以相教.
哀帝初立,司隶校尉解光亦以明经通灾异得幸,白贺良等所挟忠可书.事下奉车都尉刘歆,

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行.而李寻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狱,歆安肯通此道?”
时郭昌为长安令,劝寻宜助贺良等.寻遂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召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

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

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哀帝

久寝疾,几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⑤

这段史料颇为关键,是我们了解“赤九”谶的撰造者及其撰造宗旨的重要依据.昭帝时,眭弘言“汉家

尧后,有传国之运”⑥,所言为禅让,而未尝言汉再受命.西汉言“汉家有再受命”之象者,实际上是从

齐人甘忠可开始的.从夏贺良言“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来看,甘忠可所谓的

“再受命”,针对的不是别人,而应该就是汉成帝.“赤精子之谶”其实旨在劝说汉成帝来完成“更受

命”之事.«河图»«雒书»中凡言“九世”封禅者有三十六条之多,而“封禅”恰恰表征着受命于天.«管
子封禅篇»曰:“古者封太山、禅梁甫者,皆受命然后得封禅.”⑦«初学记»引«河图真纪»:“王者封泰

山,禅梁甫,易姓奉度,继兴崇初也.”⑧都说明“封禅”是“受命”的象征,甚至可以说,“封禅”即“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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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是“赤刘之后”,他如封禅,当然不属于“易姓受命”,而无疑是“再受命”了.可见,«河图»«雒
书»中的“九世会昌”“九世”封禅之类的谶语,实质上就是所谓“汉家再受命”的另一种表述,其与“赤
精子之谶”基本是一回事.

再者,从西汉朝廷对汉家宗庙世次的排序来看,成帝恰为“九世”.«汉书翼奉传»载,元帝之

时,翼奉上书曰:“今汉初取天下,起于丰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后世奢侈,国家之费当数代之用,非
直费财,又乃费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胜数.有天下虽未久,至于陛下八世九主矣.”①所谓

“八世”盖指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与元帝,由于吕后也曾称制,故言“九主”②.按此

序列,元帝既为“八世”,成帝自然就是“九世”.«汉书谷永传»载,谷永于元延元年(前１２)上书成帝

曰:“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三难异

科,杂焉同会.”③所谓“阳数之标季”,意指“阳九之末季”④.故谷永言成帝“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

标季”,是指成帝乃确凿无疑的“九世”.臣子章奏,性质不同于私家著述,故这反映的应该是西汉朝

廷所认可的宗庙排序.
这里面的关键在于西汉人言“世”,皆以帝位传承论,而不牵涉辈分次序.董仲舒«春秋繁露»言: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⑤«春秋»为鲁国

史,记载鲁国十二公之事,其中隐公与桓公为兄弟,闵公与僖公为兄弟,昭公与定公亦兄弟,皆各自分

别计为一世.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皆以“一王计一世”,如商汤至商纣间有二十九王即计二十

九世,而这些王之间,不少为兄终弟及.«大戴礼记保傅»:“殷为天子三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

三十余世而秦受之.”⑥此亦以一王计一世,而不论其辈序.元帝时,丞相匡衡向被毁之庙祷告谢罪,
告谢文中有言:“皇帝愿复修承祀,臣衡等咸以为礼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

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尽在臣衡等,当受其咎.”⑦显然,告谢

文对诸庙的排序有个基本原则:先言帝统,其后才能言辈次.平帝元始中,王莽将“帝统优先”的原则

表达得更为明确:“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谓若虞舜、夏禹、殷汤、周文、汉之高祖受命而王

者也,非谓继祖统为后者也.”⑧正是在以“帝统”为经为纲的观念下,王莽才会在孺子婴时言“遇汉十

二世三七之厄”⑨.孺子婴为宣帝玄孙,乃哀帝与平帝的子侄辈,若以辈次论,哀、平同为十代,他只能

为十一代.只有以“帝统”论,才能言此时“遇汉十二世三七之厄”.而更始之时,公孙述认为汉命已

绝,所持理由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此所谓“十二

世”,不数孺子婴而计吕后,实际上是将帝统为经为纲的原则贯彻得更为究竟.总括说来,重视帝统,
以帝位传承言“世”,是西汉士人的共同观念.正是在这种观念背景下,西汉朝廷以“成帝”为九世.
而造谶者欲蛊惑朝廷,遂以“九世”为言,劝说成帝改制封禅.

既然“赤精子之谶”与“赤九”谶,内容基本相同,主旨完全一致,皆在于劝说成帝封禅改制,那么,
“赤九”谶应该就是“赤精子之谶”的具体版本.至于除“赤九”谶外,“赤精子之谶”还有无别的版本,
史乏明征,不易弄清.“赤九”诸谶的撰造者和撰造时间因此也就探明,它们应该出自甘忠可、夏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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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丁广世等一批士人之手,编造的时间皆在成帝之时①.

二、“赤九”谶出现的历史背景

一方面是受战国变法改制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则由于士人对汉承秦制这个现实的深切不满,“改
制”成为贯穿西汉始终的政治议题.从文帝时贾谊提出改正朔的建议起,到王莽推行全面的复古改

制,种种的改革建议及其措施无不反映了时人对汉家改制的殷切期望.但是,对于如何改、改什么和

改制的目标等问题,西汉士人的看法并非始终一致.以昭宣为界,西汉前后期的改制诉求和内容是

有重大差异的②.
文帝以至武帝前中期,汉家社会稳定,尤其七国之乱平后,更是政治和洽,海内乂安.时人提倡

的改制,主要内容为“改历、易服色、巡狩、封禅”与“制礼作乐”等数事,其追求的目标不是回复周代古

制,而是建立属于汉家自己的新制度以明汉家法统.
文帝时,贾谊认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遂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

名,兴礼乐”云云.与贾谊同时而持类似建议的,还有鲁人公孙臣、赵人新垣平等.公孙臣上书曰:
“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③

新垣平以望气之术见重于文帝,亦“颇言正历服色事”.数人的建议,都围绕的是凸显汉家法统的问

题,并未提及古制,这反映的是汉初士人期望与秦制决裂并建立汉家新制的政治诉求.这些诉求曾

获得文帝的支持,他本已命公孙臣为博士,与诸生着手改历服色事,但因受到新垣平作乱的影响,文
帝深感被欺骗,遂对改正朔之事失去兴趣.

到武帝即位,«史记封禅书»载:“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

也.”④反映出此时士人期望建立汉家新制的政治诉求已经很迫切.此时改制的内容,在“改历、易服

色、制礼乐”之外,还添加了“封禅”“巡狩”等.这些新内容与旧有的内容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宗旨皆

在于明确汉家新“受命而王”的地位.董仲舒«三代改制质文篇»曰:“«春秋»曰:‘王正月.’何以

谓之‘王正月’? 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

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⑤改历、易服色、制礼乐等,都是要表明汉家是“受命于天”,而非“继人”.
既然不是“继人”,其所制礼乐当属新制,而非古制.董氏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制一代之法,属于“新
王”之事.其所谓“新王”实际上也就是指汉家.其曰:“«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
黑,绌夏,亲周,故宋,乐宜亲«招»、«武»,故以虞录亲,乐制宜商,合伯子男为一等.”⑥这些内容无疑应

该归为损益而得之新制.«汉书律历志»云:

　　至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

改正朔”.是时御史大夫兒宽明经术,上乃诏宽曰:“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 服色何上?”
宽与 博 士 赐 等 议,皆 曰:“帝 王 必 改 正 朔,易 服 色,所 以 明 受 命 于 天 也.创 业 变 改,制 不 相

复.臣愚以为三统之制,后圣复前圣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统绝而不序矣,唯陛下发圣

德,宣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⑦

兒宽等人之“创业变改,制不相复”一语,与李斯所谓“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

７８“赤九”谶与两汉政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留存至今的“赤九”谶,并非俱为甘忠可等人所造,其中亦有少量属于东汉初年士人所增添者.如«河图合古篇»所谓“帝刘

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帝刘之秀”四字,恐系后汉初年士人在原谶基础上所新添.
关于秦汉的改制问题,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曾作详细梳理,本文就汉代改制历史的判断,与顾先生颇有出

入.顾先生主要强调西汉前后期改制思想的连续性,而本文重在强调西汉前后期改制思想的差异性.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１３８１页.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１３８４页.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１８５页.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１８７ １９１页.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一上«律历志»,第９７４ ９７５页.



变异”云云,在思想上是颇为相近的.更有意思的是,李斯认为秦始皇创立的新制,是亘古所未有的

行为,能“建万世之功”;而兒宽等人亦将汉武帝改历视作定“万世则”的创举.这表明时人试图建立

的是汉家自己的新制,而且他们对这一新制的效用充满期待.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汉武帝于元封元

年(前１１０)封禅泰山,于太初元年(前１０４)正式宣布改制.«史记封禅书»曰:“夏,汉改历,以正月

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为太初元年.”①«汉书»又言有“协音律”的内容.施行封禅、
改正朔、易服色等措施,既标志着汉家正式“受命于天”,也标志着汉家新制开始确立.其所改历名

«太初历»,年号名“太初”,亦明确地透露出新制开启新纪元的意思.近来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启用

年号纪年恰好是自太初元年始②.其说颇有理据.这就更能反映时人对汉家新制的重视和期许.
西汉的鼎盛在武帝之时,而衰相也出现于武帝之时.由于武帝长期外事征战,内改制度,到了晚

年弄得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社会危机重重,以至于他不得不下罪己诏③.到昭帝之时,眭弘乃有“汉
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的言论.此论虽起于当时的阴阳灾异

学说,不过,由于这种学说一般是稽之术数而揆之人事的,故它实质上是汉家统治危机的反映.汉家

的统治危机因宣帝的中兴而有所缓解,有所改观.但自元帝以降,社会又重新陷入各种危机,而且每

况愈下.京房曾于召对时问元帝曰:“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
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

视今为治邪,乱邪?”元帝答曰:“亦极乱耳.尚何道!”④到成帝时,谷永上书指出其时为“三难异科,杂
焉同会”,纵使成帝“隆德积善”,犹“惧不克济”.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改制又成为士人的普遍意

愿.但此时的改制,其主要目的已非明法统,而为救衰乱.至于改制的内容,占据主流的观点已变为

复古而非立新⑤.
元帝为太子之时,已颇推重古制.他曾建议宣帝“宜用儒生”,宣帝严厉批评道:“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⑥这个事件可以视为西汉改制内容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

标志.元帝即位以后,“复古更化”几乎成为有识之士共同认可的改革方案.如萧望之、周堪、刘向及

金敞等四人“同心谋议,劝道上以古制”⑦.又如,贡禹对元帝之言曰:“臣愚以为尽如太古难,宜少放

古以自节焉.”⑧又说:“承衰救乱,矫复古化,在于陛下.”⑨“承衰救乱,矫复古化”八字,准确地概括了

西汉后期改制思想的形成背景、目的和内容.元帝时期的宗庙制度改革,成、哀时期的官制改革和郊

祀制度改革,平帝时王莽推行的复古改制,都是在这种思潮推动下产生的.
不过,西汉后期,士人虽然都期望改革以救衰乱,但并不是说此时仅有“复古”这一剂药方而已.

在“复古更化”的策略之外,还有另一种改制路径也颇有影响,那就是甘忠可、夏贺良等士人的汉家

“更受命”.这两种不同的改制策略之间有交锋,有冲突,更曾引起激烈的政治斗争.
甘忠可等人的汉家再受命之策,内容主要为封禅、改历、易服色、制礼乐等事.关于封禅,«河图»

«雒书»“九世”之谶,言之凿凿.关于改历、易服色,甘忠可言“汉历中衰”,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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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制法”,汉武帝“封禅、改历”以立汉家新制的种种措施以之为理论基础.而西汉后期的复古改制,与古文经学的逐渐兴起有关.元

帝以后«穀梁传»受到重视,可以视为由今而古的过渡,而成、哀以降刘歆推举«周礼»«左传»,则是古文经学兴起的标识.刘歆之古文

经学,推尊周公,重视古代礼制,为王莽的复古改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九«元帝纪»,第２７７页.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第３２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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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第３０７０页.



历名“天官”,这显然是为汉另造新历.再据«河图括地象»“有汉世礼乐文雅出”之语,则“制礼乐”也
属于其改制内容之一.凡此种种,显然皆旨在确立汉家重新“受命于天”的法统.可以看出,甘忠可

等人提出的改制,承袭的正是西汉前期的策略,其改制方针与汉武改制基本一致.不过,汉武改制,
是在天下乂安的背景之下,所以有“封禅以告太平”“太平乃制礼乐”之意,而甘忠可等人却是用封禅、
改历等办法来拯救汉家衰敝,并且期望通过新制来重致太平.«河图»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

以兴.”又曰:“图出代,九天开明,受用嗣兴,十代以光.”①这两条谶文是以神示的方式言明“赤九”改
制所能产生的效果:“赤九”的后世又重新成为太平之世.

甘忠可等人造“赤精子之谶”,目的即在于劝说成帝采用他们的改制策略.这里有个问题颇值得

注意,这些谶语何以在成帝时出现? 或者说,“再受命”何以要在“九世”之时,何以一定是成帝? 这背

后既有汉代术数理论上的考虑,更有现实的原因.甘忠可等人是明于阴阳灾异学说之人,谷永所言

成帝“当阳数之标季,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他们肯定是清楚的,其“汉历

中衰”就反映了同样的意思.这表明从灾异学说来看,成帝是个关键的节点,若无建树汉家即不可拯

救.故甘忠可从阴阳灾异理论出发祭出“更受命”的办法来改制,为此还造出“天地扶九,崇经之常”
的谶语来坚定成帝改制的信心.而从现实的层面讲,元帝时起汉家重陷统治危机,成帝承此乱象且

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士人此时并未对汉家彻底丧失信心,汉家统治犹有转圜的余地.也就是说,成帝

之世正处于必改而且可改的时期,而错过了这个机会,怕是想改也于事无补.成帝时期的士人对这

个时局应该是有所认识的.历史后来的发展恰恰也说明了这一点,哀、平改制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
都救不回士人对汉家统治的信心,最后只能以“尧舜”禅让的方式宣告结束.由此可见,不论稽之术

数,还是揆之人事,“更受命”以改制者都只能是汉成帝.

三、“更受命”说与西汉后期政治

甘忠可等人在成帝时为汉家“更受命”所造的种种蛊惑舆论,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他们一上来

就遭到了“复古改制”派的严厉打击.前引«李寻传»载:“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

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坐挟学忠可书以不敬论.”刘向虽然也言灾异,但他在政治上重视古制德政,
学术上推崇六经,故不论是甘忠可等人所持的“更受命”以救衰敝的改制方式,还是其借用鬼神之说

以达蛊惑效果的做法,都无疑会引起他强烈的反对.反对的结果,就是甘忠可等人或死,或遭惩处.
这是“更受命”派与“复古改制”派的第一次交锋,甫一交手,“更受命”就败下阵来.甘忠可等人期望

成帝封禅、改历、易服色的政治主张自然也就落空了.
论理,既然“更受命”说着眼点主要在成帝之世,成帝既死,此说就应该告一段落.但由于哀帝之

时,汉家统治危机更重,情况更甚于成帝,面对如此困局,有些士人对“更受命”说开始抱有一丝侥幸.
故有司隶校尉解光奏甘忠可书,黄门侍郎、骑都尉李寻荐夏贺良诸人等事.这些举动依旧引起了“复
古改制”派的反对,代表人物就是刘歆.不过,这一次“更受命”派获得了机会,争取到哀帝暂时的信

任.夏贺良等“待诏黄门,数召见”,劝说哀帝“宜急改元易号”.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夏贺良等人肯定

清楚“赤精子之谶”针对的是成帝,或者说他应该明白汉家已经错过了它最佳的改制时间,但他依旧

继续提“改元易号”之策,抱有的可能是“冀其犹可为”的心态,“宜急”二字恰恰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而另一方面,哀帝怀着“几其有益”的态度,听从了夏贺良的建议,在建平二年(前５)六月甲子日正式

宣布改元易号:
　　于是诏制丞相御史:“盖闻«尚书»‘五曰考终命’,言大运壹终,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

历定纪,数如甲子也.惟汉兴至今二百载,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汉国再获受命之符,
朕之不德,曷敢不通! 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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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①

哀帝的此次“改元易号”,不能视为普通意义上的改元,其背后是有“改正朔”之意的.其言“受天

之元命”,又特地选择“甲子日”改年号为“太初元将”,用“太初”二字,都可反映出其与汉武帝改元太

初在意义上的相似性.改元之外,还变革名号,变改漏刻度数,更足以说明这是用另立新制来表征

“更受命”.除这些举措外,史载,后月余,“夏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表明夏贺良等人已经着手陆续

推行一系列新制,后来哀帝所言“问贺良等,对当复改制度”云云,也说明此点.这些新制主张立刻遭

到“复古改制”派的大力反对:“大臣争以为不可许”.夏贺良等为推行新制,遂以“大臣皆不知天命”
为由,建议哀帝“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②.这无疑是“更受命”派严厉打击“复古改制”派大

臣并试图取代他们而全面执政的行动.
建平二年(前５)的七月,实际上是“复古改制”派与“更受命”派之间展开激烈斗争的时期.这个

政治斗争既是路线斗争,又是人事斗争,属于你死我活的性质,难以调停.结果如何,关键要看哀帝.
而哀帝的心态此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哀帝对夏贺良等人的“更受命”之策,本来只是存“几其有

益”的态度,以侥幸之心期望其能改变自己的病况和汉家的乱局.没料到自己的病不但未见转好,
反而又感受到了大批“复古改制”派大臣的巨大压力,可谓是乱上添乱.在这种情形下,他彻底放

弃了“更受命”派的路线,并下令严惩夏贺良等人,以向“复古改制”派士人交待.建平二年八月,
哀帝下诏曰:

　　待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信道不笃,过听其言,几为百姓获

福.卒无嘉应,久旱为灾.以问贺良等,对当复改制度,皆背经谊,违圣制,不合时宜.夫过而不

改,是为过矣.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竟.③

哀帝不仅完全废弃了建平二年六月的改革措施,同时还通过罪己的方式,全面肯定了“古制”和“经
典”无可辩驳的权威性.“改制”只能是“复古”,这一路线获得全面胜利,自此再无其他理论上的对

手.正如许多学者曾指出的,“复古改制”无疑是西汉后期改制运动的主要思潮.但这种思潮并非一

家独大,唯我独尊.它也遭遇过其他理论的挑战,政治上踫到过波折,路线上出现过反复.不过,最
后还是以它胜利而告终.而它的胜利恰恰表明,唯有“复古改制”才能代表西汉后期的时代思潮,唯
有迎合这个思潮才能获得士人的普遍认同.新莽的“奉天法古”,正是这一时代思潮的产物.至于

“更受命”以立新制的主张,由于它不能反映时代思潮,所以不能在成、哀时期发挥作用,为汉家统治

提供帮助.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赤精子之谶”的影响并未因夏贺良等人的死而就此停止.相反,
应该说,它的蛊惑效果实际上才真正开始发挥.只是这些影响已非撰造者的初衷.它是建立在歪曲

撰造者原意的基础上的,是有人出于特定目的对其加以巧妙利用而产生的.
第一个利用者就是王莽.王莽为证明自己应当称假皇帝以应天命,于居摄三年(８)十一月甲子

上书元后说:

　　陛下至圣,遭家不造,遇汉十二世三七之阨,承天威命,诏臣莽居摄,受孺子之托,任天下之

寄.臣莽兢兢业业,惧于不称.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

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

信矣.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 臣请共事神祇宗庙,奏言太

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称假皇帝.其号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摄”.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
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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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这个改元易称,打的是甘忠可、夏贺良的旗号,利用的正是甘忠可等人所造的谶语.不过,他
是以断章取义和李代桃僵的方式来利用此谶的.他不言“汉家”,而只言“更受命”,进而又将受命之

人变为自己,藉以为自己篡汉的行为提供合法性.这可以视为利用“赤九”谶的序曲,而真正的大戏

即将上演.

四、“赤九”谶与光武帝

西汉后期的“复古改制”思潮虽然最终导致了新莽的奉天法古①,可吊诡的是,新莽于十余年间推

行的种种复古举措,不仅未能澄清乱局,实现士人所期望的太平盛世,反而内添民乱,外构边患,其乱

更甚于汉.新莽乱象引发的是士民对前朝政权的留恋,也即史家所说的“人心思汉”②.大众既存这

种心态,早在哀帝之时就已流传的“赤九”谶及“赤精子之谶”无疑具有了传播土壤,开始发挥巨大的

蛊惑效果.地皇年间所谓的“汉家当复兴”“刘氏复兴”等谶语,其所本很有可能就是“赤精子之谶”.
而莽汉之际,各个农民政权欲立旗帜,必先拥立刘氏皇族③,背后同样有“赤精子之谶”的影响.更始

三年(２５),平陵人方望见更始政乱,欲另树旗号,谓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安定公婴,平帝之嗣,虽王莽

篡夺,而尝为汉主.今皆云刘氏真人,当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④从“今皆云刘氏真人,当更受

命”一语,即可知“赤精子之谶”在莽汉之际的威力.
莽汉之际出现的“汉家当复兴”“刘氏复兴”等谶语,虽然也传递了“赤精子之谶”的部分内容,但

它难以取代“赤精子之谶”,尤其是“赤九”谶.这一方面是因为“赤精子之谶”流传已久,深入人心,更
具蛊惑性.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赤九”谶还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汉家当复兴”“刘氏复兴”等谶仅

能表明天命在刘,而“赤九”谶不止可赋予刘氏法统,还更进一步指明法统在刘之“九世”.因此,“赤
九”谶对于觊觎皇位的刘氏宗室而言,无疑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此谶如能为其所用,在舆论宣传

上,不仅可以帮他排异姓,更可助他斥同姓,颇有益于他达到示天下以天命在己和争取民心的目的.
汉光武要树立东汉政权的合法性,获取士民归附,“赤九”谶的利用问题,他肯定是要考虑的.何况更

始政权一败,真定王刘扬就造谶记云“赤九之后,瘿扬为主”,利用“赤九”谶宣称天命在己,蛊惑民众.
更为重要的是,当荡平群雄、统一天下后,光武帝还面临着东汉政权如何接续西汉政权的宗庙统绪这

一棘手问题.
汉光武对“赤九”谶的利用完成于建武十九年(４３).«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十九年春正月

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庙,成帝、哀帝、平帝于长安,舂陵节侯以下四世

于章陵.”⑤东汉的宗庙制度由此而确立.据蔡邕«独断»,这一宗庙制度对两汉诸帝的世次排序

如下:

一世 高祖

二世 文帝 惠帝

三世 景帝

四世 武帝 长沙定王

五世 戾太子 昭帝 舂陵节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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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莽篡汉之初,有“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之举,这些举措旨在明其代汉而另立法统,而其后的改制措施

基本属于复古改制,其宗旨亦在于回归三代礼乐,而非另立新制,故新莽的改制,本质上是西汉后期复古改制思潮的产物.
参看赵毅、王彦辉:«两汉之际“人心思汉”思潮评议»,«东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６期.
参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王莽时起兵者皆称汉后”条,第７３页.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十一«刘玄传»,第４７３页.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７０页.



　　续表

六世 史皇孙 郁林太守

七世 宣帝 巨鹿都尉

八世 元帝 南顿令

九世 成帝 定陶共王 中山孝王 光武

十世 哀帝 平帝 明帝

十一世 章帝

这个世次①,显然是根据辈序来排的,而不是据帝位传承.何以如此排序呢? «独断»对其缘由有详细

的说明:

　　文帝弟虽在三,«礼»“兄弟不相为后”,文帝即高祖子,于惠帝兄弟也,故不为惠帝后,而为第

二.宣帝弟次昭帝,史皇孙之子,于昭帝为兄孙,以系祖不得上与父齐,故为七世.光武虽在十

二,于父子之次,于成帝为兄弟,于哀帝为诸父,于平帝为父祖,皆不可为之后;上至元帝,于光武

为父,故上继元帝为九世.故«河图»曰“赤九世会昌”,谓光武也;“十世以光”,谓孝明也;“十一

以兴”,谓孝章也.成虽在九,哀虽在十,平虽在十一,不称次.②

所谓“兄弟不相为后”云云,不过是托辞罢了.它不但取消了惠帝、成帝、哀帝、平帝诸人的法统地位,
而且使得六世之中并无皇帝,显得颇为滑稽.宋人程大昌就曾指出这种“傅会”“昭昭无理”,“岂不可

笑哉”!③ 实际上,此宗庙制度的本质意图在于坐实光武帝为“赤九世”以上继元帝,从而处理其得帝

位晚于成帝(兄弟辈)、哀帝与平帝(子侄辈)的问题,解决东汉政权的宗庙统绪.
寻绎光武所确立的西汉世次顺序,可知他对“赤九”谶的利用是通过移花接木的方式实现的.甘

忠可等人造“赤九”谶,本是以帝位传承言“世”,只言帝统,不言辈次.而他偷换为以辈序言“世”,采
取以辈次为经、以帝统为纬的办法,将“赤九世”坐实为自己.不得不说,这种方式确实巧妙,甚至可

以说是精妙.后世之人为其所欺,良有以也.
不过,从真定王刘扬造谶记一事来看,这种巧妙的利用方式似乎并非汉光武的发明.关于真定

王刘扬造谶记一事,有几个疑点颇值得注意.其一,刘扬造谶言的时间为更始初败之际.其二,刘扬

所造谶言为“赤九之后”而天命在己.其三,更始帝乃景帝子长沙定王刘发六世孙,恰为刘邦九世孙;
刘扬乃景帝子常山宪王刘舜第七世孙,恰为刘邦十世孙.这恐怕不是巧合.如此看来,刘扬所谓的

“赤九”很有可能即是指更始帝,或者说,早在汉光武之前,更始帝可能已经通过移花接木的方式将

“赤九世”坐实为自己,用以宣称天命归己.如果这一推断属实,汉光武之利用“赤九”谶,就不仅是在

绝他人之望,同时也是在取消更始政权的合法性以表明统绪在己.
莽汉之际,符命、图谶等神秘思想盛行,社会各阶层都颇为信服.故巧妙利用图谶,往往能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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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今见«独断»的所有版本,皆载有此表,则此表纵非蔡邕所制,其排序内容当出于蔡邕无疑.此外,«百川学海»«说郛»«汉魏

丛书»«古今逸史»«四库全书»«子书百家»«四部丛刊»等众本«独断»,皆列哀帝、平帝同为十世,惟卢文弨«抱经堂»校本列哀为十世,
平为十一世,从众不从寡,故不取«抱经堂»本.

蔡邕:«独断»,收入«汉魏丛书»,台北:新兴书局,影印明程荣万历初刻本,１９５９年.
«考古编»卷七“后汉傅会谶语”条曰:“光武以应谶起,信之既笃,凡出政定制,拜易宰相,亦皆奉以从事.故终汉之世,人人

宗尚,遂以为俗.凡事有不与之应者,亦皆牵合文致之.蔡邕«独断»引«河图»曰:‘九世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自高帝以至光

武,于世次乃在十二,上不应九,下不在十一.于是汉人曲为之说曰:兄弟不相为后.成、哀、平虽三世相继为帝,然从长沙定王而昭

穆之.光武视元帝为父行,而成兄也,哀侄也,平孙也,皆不得以上光武.光武世次,当继元而不继成也.于是高、惠、文、景、武、昭、
宣、元,是为八世,而光武世实在九.此其傅会非不巧也.然成、哀、平实尝为帝,乃云兄弟不应相后,故谶文黜成、哀、平而跻光武,以
曲就世次当九之文.既昭昭无理矣.更以其说自攻其说,则文之继惠,正兄弟也.若帝弟而兄不得数,如光武之于成帝,然则惠先于

文,正当黜矣.惠而当黜,则自高而光才八世耳.今欲其减之至八,则斥成、哀、平使在世数之外.欲其增之至九,则惠、文虽以弟继

兄,亦概数之以当世数.岂不可笑哉!”程大昌:«考古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５２ ５３页.



蛊惑士民的效果.光武帝正是借助“赤九”谶,解决了东汉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赤九”谶之于东汉政

权,作用既如此,则光武帝以谶决嫌疑,宣布图谶于天下,就是必然的.东汉初期士人以谶纬为内学,
也是必然的.而桓谭言“谶之非经”几招杀身之祸,同样不是偶然现象.在东汉初年,相信图谶就是

承认东汉政权的合法性,而对图谶产生怀疑也就意味着对东汉政权的统绪构成挑战.
更有意思的是,“赤九”谶在东汉初年影响重大,即使光武帝也不得不受其裹挟.这表现在封禅

一事之上.建武三十年(５４)二月,群臣建言光武帝封禅泰山,光武帝下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

满腹,吾谁欺,欺天乎? 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 桓公欲封禅,管仲非之.若郡

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兼令屯田.”①至建武三十二年(５６),光武帝因夜读«河图会昌符»,察
其中有“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之语,心意稍变,遂诏虎贲

中郎将梁松等人搜集«河图»«雒书»中倡言九世封禅的谶文②.梁松等人上奏,言:“«河»、«雒»谶书,
赤汉九世,当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傅奏左帷.”③见谶书所载如此,光武帝才着手封禅.可见,光武

帝本是不愿封禅的,他深知封禅是“功成以告天”,群臣建议此时封禅,实乃欺天! 但最后即使违背他

本愿,他也不得不封禅,“赤九”谶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西汉甘忠可等人造“赤九”谶,其重要内容就是赤九封禅.故光武帝一旦利用“赤九”谶证明天命

在己,封禅就是迟早的事情,不管是否合乎他的本意,他的最佳选择,只能是封禅.因为决定利用“赤
九”谶与否的,决定封禅与否的,其实是莽汉之际的社会心理,而不是某一个人的态度.

整体来看,西汉甘忠可等人所作的“赤九”谶,有关“九世”的内容最后基本“应验”于汉光武身上.不

过,这种“应验”是由“赤九”谶自身造就出来的,而不是因为冥冥之中真的自有天命.谶语可以造就自身

的“应验”,这在历史上比较罕见.“九世”谶可以如此,实际上是以莽汉之际的特殊历史背景为前提.社

会大众普遍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观念,人心思汉,是“九世”谶能发挥功效以“应验”的两个基本条件.两个

条件缺乏其一,它都不会“应验”.而它的“应验”反过来又说明了社会心理对政权变革的重大影响.

五、东汉前期制礼作乐的思想背景

“赤九”谶对东汉的制约,从时间上讲,不止于光武之时;从效果上讲,亦不止定庙制、行封禅等数

事而已.它确立的实质上是东汉前期的政治目标.
“赤九”谶出自西汉后期的“更受命”派之手,其指归在于确立汉家新制.光武帝既利用“赤九”谶

证明东汉的法统,则制作汉家礼乐制度,就将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光武于封禅之后不久,“初起明堂、
灵堂、辟雍,及北郊兆域”④,就可以视为他对“制礼乐”一事的回应与肯定.可惜此事才过一年,光武

帝驾崩,“制礼乐”的任务因此就落在了明帝与章帝的头上.甘忠可等人造来藉以表明“九世”改制效

果的谶语,如“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图出代,九天开明,受用嗣兴,十代以光”等,此时发

挥了重大作用,它既赋予明帝、章帝以制礼乐的合法性,且再次重申此事难以回避.明帝与章帝的制

礼作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汉明帝初即位,即因图谶而改乐.«后汉书曹褒传»载:

　　显宗即位,(曹)充上言:“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

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当自制礼,以示百世.”帝问:“制礼乐云何?”充曰:“«河图括地象»曰:
‘有汉世礼乐文雅出.’«尚书琁机钤»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帝善之,下诏曰:“今且改

太乐官曰太予乐,歌诗曲操,以俟君子.”⑤

曹充所谓“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当自制礼,以示百世”云云,在思想理路上与王莽之复

３９“赤九”谶与两汉政治

①

②

③

④

⑤

司马彪撰,刘昭注补:«后汉书志»第七«祭祀志上»,«后汉书»,第３１６１页.
司马彪撰,刘昭注补:«后汉书志»第七«祭祀志上»,«后汉书»,第３１６３页.
司马彪撰,刘昭注补:«后汉书志»第七«祭祀志上»注引«东观书»,«后汉书»,第３１６３页.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８４页.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三十五«曹褒传»,第１２０１页.



古改制相反,而与西汉后期的“更受命”派相同,应该是受“赤九”诸谶的影响.这也就表明,明帝接纳

曹充的建议因图谶而改乐,属于“更受命”而立新制的举措,而非复古改制的行为.
明帝在位期间,在礼乐制度上有诸多创举.«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言明帝之时,“四方无虞,

苍以为天下化平,宜修礼乐,乃与公卿共议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及光武庙登歌八佾舞数”①.又据

«续汉书礼仪志上»:“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郡、
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于是七郊礼乐三雍之义备矣.”②可知东汉的郊

祀制度、舆服制度、庙乐制度等皆创于明帝之时.这些礼乐制度,都有显著的新制特色,而不是对古

制简单的承袭,有些制度甚至还完全违背古制.这从冕服制度和上陵制度之中,即可察知.
冕服制度,其议发自东平王刘苍,他于永平二年(５９)正月公卿共议南北郊问题时,建议说:“孔子

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路,服周之冕.’为汉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创业,制长冠以入宗庙.光武受命中

兴,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圣明奉遵,以礼服龙衮,祭五帝.礼缺乐崩,久无祭天地冕服之制.”③明

帝遂“诏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说”④.
“孔子为汉制法”,此说承自西汉公羊家与谶纬学说⑤,两者主张皆在立汉家新制上,则东汉定冕服制

度的出发点本就不在于恢复古制.再从明帝并未拘泥于某经某说,而是杂采众经以成新制来看,其
精神是“古为今用”的⑥.关于上陵礼仪,«续汉书礼仪志上»注引«谢承书»曰:

　　建宁五年正月,车驾上原陵,蔡邕为司徒掾,从公行,到陵,见其仪,忾然谓同坐者曰:“闻古

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始谓可损.今见其仪,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恻隐,不可易

旧.”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师在长安时,其礼不可尽得闻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

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复闻见此礼,乃帅公卿百僚,就园陵而创焉.尚书阶西祭设神坐,天子

事亡如事存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属,男女毕会,王、侯、大夫、郡国计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几先

帝神魂闻之.今者日月久远,后生非时,人但见其礼,不知其哀.以明帝圣孝之心,亲服三年,久

在园陵,初兴此仪,仰察几筵,下顾群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见太傅胡广曰:“国家礼有烦而

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于此也.”广曰:“然.子宜载之,以示学者.”邕退而记焉.⑦

据此可知,东汉的墓祭上陵之礼,创自明帝,而这种制度是完全违背古礼所谓“不祭墓”的大原则

的.以上两事足以说明,明帝的制礼作乐,实际上并非王莽复古改制思潮的流波,而是西汉“更受命”
以立新制的回响.这种回响能出现,“赤九”谶无疑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

虽然创举颇多,但明帝并未完成制礼作乐的任务.制礼作乐的未竟事业因此又归“十一世”章帝.
«河图»云“赤九世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图谶所述止于“十一世”而已,能不能完成制礼作乐,就看

且似乎也只能看章帝了.汉章帝深知此点.他在元和二年(８５)二月甲寅下诏颁布四分历时曰:
　　朕闻古先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河图»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

兴.”又曰:“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朕以不德,奉承大业,夙夜祗畏,不敢荒宁.予末小子,
托在于数终,曷以续兴,崇弘祖宗,拯济元元? «尚书琁玑钤»曰:“述尧世,放唐文.”«帝命验»曰:
“顺尧考德,题期立象.”且三、五步骤,优劣殊轨,况乎顽陋,无以克堪,虽欲从之,未由也已.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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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第１４３３页.
司马彪撰,刘昭注补:«后汉书志»第四«礼仪志上»,«后汉书»,第３１０８页.
司马彪撰,刘昭注补:«后汉书志»第三十«舆服志下»注引«东观书»,«后汉书»,第３６６３页.
司马彪撰,刘昭注补:«后汉书志»第三十«舆服志下»,«后汉书»,第３６６３页.
谶纬与西汉今文经学的关系,有人已经作过分析.钟肇鹏说:“不论从«春秋繁露»中天人感应论的主导思想,对«春秋»大义

微言的阐述,礼制、训诂以及篇目命名都可以看出董仲舒的著作是谶纬的先导,谶纬是董仲舒思想论著的继承和发展,甚至援用董子

之文,不改易一字.”(钟肇鹏:«谶纬论略»,第１２７页)其说颇有理据.有些学者认为谶纬出于方士之手而与儒生无涉,失之偏颇.姑

不论其余谶纬,单围绕本文所探讨之甘忠可等人所造的“更受命”说,从学术角度讲,它继承的正是西汉今文经学的思想.
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得兴衰变异»,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１８９ １９０页.
司马彪撰,刘昭注补:«后汉书志»第四«礼仪志上»,«后汉书»,第３１０３ ３１０４页.



见图书,中心恧焉.①

章帝对于自己“托于数终”,担负“续兴”之责,既感到诚惶诚恐,又觉得时不我待.他对制礼作乐,建立汉

家制度,内心显然是颇为着急的.以叔孙通自期的博士曹褒察觉到了这点,遂即上书建议章帝“宜定文

制,著成汉礼,丕显祖宗圣德之美”.这个建议不久即得到了章帝的呼应.元和三年(８６),章帝下诏曰:
“汉遭秦余,礼坏乐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观省,有知其说者,各尽所能.”②遂有章帝专命曹褒撰集«汉礼»
一事,章帝力图在乃祖乃父的基础上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最终全面确立汉家礼乐制度③.

对于曹褒撰集«汉礼»,群臣的表现很不积极.章帝下曹褒奏章于太常,太常以为“一世大典,非
褒所定”;问班固改定礼制之宜,班固言“宜广招集,共议得失”④.万分慎重的态度反映出章帝时群臣

对制礼作乐,已经缺乏信心,失去兴趣.对曹褒的支持,完全来自章帝.章帝对于创定汉家礼乐制度

是异常急迫的.班固建议“共议得失”,他引谚语“作舍道边,三年不成”,并言“昔尧作«大章»,一夔足

矣”,遂将重任交给曹褒一人.待曹褒撰集完毕后,他深恐众论难一,给接下来的推行带来阻力,“但
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⑤.无视异议,试图尽快完成制礼作乐之事的举措,应该都源自“赤九”谶给他

的巨大压力.显然,章帝的制礼作乐缺乏士人的广泛认同,它其实是由“赤九”等图谶所推动的.
制礼作乐的目标,章帝最终还是未能完成.曹褒虽然撰成«汉礼»并将其奏上,但章帝还没来得

及颁布施行,就很快驾崩了⑥.章帝之死,对无意于礼乐之事的大臣而言,可能恰好是个解脱.这从

和帝初年太尉张酺、尚书张敏等人打压曹褒一事就可看出⑦.史载,“太尉张酺、尚书张敏等奏褒擅制

«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诛”.醉翁之意不在酒,惩处曹褒仅是表象,当政大臣实质上想通过此举来

达成其调整朝廷政治目标的意图.其结果是,“帝虽寝奏,而«汉礼»遂不行”⑧.东汉朝廷的政治目标

因此而发生重大转变,不再以制礼作乐为方向.此后,亦有人言“制礼乐”之事,如张奋曾于永元十三

年(１０１)上疏和帝言“汉当改制作乐,图书著明.王者化定制礼,功成作乐”云云⑨,但它已不再能引起

皇帝的兴趣,难以发挥作用.
东汉前期的制礼作乐,光武发其端,明帝继其踵,章帝欲竟其功,背后都有“赤九”谶的推动.这

一谶语在章帝以前能发挥魔力,而在和帝以降不能决定朝廷政治的目标,是历史条件使然.一个重

要的原因是经过光武、明、章的统治,东汉政权的合法性已经稳固,图谶对东汉朝廷的压力减小,君臣

开始能从容应对图谶问题.另一方面,“制礼作乐”能否成为政治目标,决定因素还是实际政治状况.
光武、明帝之时,颇有中兴气象,“制礼作乐”还能获得士人的支持.和帝以后,政治衰乱之相已著,这
种政治目标很自然就被抛弃了.至于章帝,王夫之«读通鉴论»言:“西汉之衰自元帝始,未尽然也;东
汉之衰自章帝始,人莫之察也.”又曰:“柄下移而外戚宦寺怙恩以逞,和、安二帝无成帝之淫昏,而汉

终不振,章帝之失,岂在元帝之下哉?”这或许能解释章帝的制礼作乐何以只能靠图谶来推动而难以

寻取士人广泛支持.东汉的制礼作乐,本来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主要是靠“赤九”谶的推动,属于先

天不足,所以当政治现实稍有不济,后天一旦乏力,它自然就难以为继.从这个层面来看,东汉前期

５９“赤九”谶与两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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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彪撰,刘昭注补:«后汉书志»第一«律历志上»,«后汉书»,第３０２６页.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三十五«曹褒传»,第１２０２页.
曹褒撰«汉礼»,是在叔孙通«汉仪»的基础上,“依准经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则

其内容主要在冠、婚、吉、凶等社会礼仪制度上,并未修订光武帝、明帝所创设的的宗庙、郊祀、公卿冕服等国家典制.因此,章帝命曹

褒撰礼,不是否定光武帝、明帝的改制,而是他力图在其祖其父的基础上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最终全面确立汉家礼乐制度.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三十五«曹褒传»,第１２０２ １２０３页.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三十五«曹褒传»,第１２０３页.
曹褒献«礼»时间在章和元年(８７)十二月,而章帝崩于章和二年(８８)二月.
«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和帝永元五年(９３).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三十五«曹褒传»,第１２０３页.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三十五«张纯传»,第１１９９页.
王夫之著,舒士彦整理:«读通鉴论»卷七«章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１７１页.
王夫之著,舒士彦整理:«读通鉴论»卷七«章帝»,第１７２页.



的制礼作乐,实际上不过是西汉改制运动的回光返照而已.

六、结　语

两汉之际对社会产生实际作用的谶谣并不算少①,但若论影响时间之长、作用范围之广、“应验”
效果之显著,“赤九”谶首推翘楚,余谶皆难望其项背.从时间来看,“赤九”谶自成帝时造出之后,蛊
惑作用发挥于汉哀帝以至东汉章帝间,长达近百年.从范围来看,哀帝时的政治路线斗争,莽汉之际

的政权变更,东汉前期的政治目标与政治制度,皆受其推动.从效果上讲,“赤九”谶的诸多内容,尤
其是有关“九世”者,都获得“落实”,尽管这种“落实”是以移花接木的方式达成的.纵观东汉以降的

历史,能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谶谣,也并不是没有,但它们同样很少能达到“赤九”谶这种影响时效

和影响范围.一种谶语能对现实政治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赤九”谶能具有这种罕见影响,是两汉之际的特殊历史背景造成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以西汉

以来的改制思潮为前提,以两汉之际士民普遍相信天命神示的社会心理为基础,以两汉之际的特殊

政治背景为条件.甘忠可等人编造“赤九”谶,本意即是劝说汉成帝能效法汉武帝,举行封禅改制,以
挽救汉家颓局,进而致太平.没有西汉前期改制策略作借鉴,“赤九”谶未必出现.而“赤九”谶能够

发挥蛊惑效果,又与两汉之际神秘思想盛行密切相关.没有这个基础,“赤九”谶难以传播,更难以产

生影响.最关键的是两汉之际的特殊政治背景.王莽篡汉之前,西汉政权犹未激起太大规模的民

变,说明它并未彻底丧失民众基础.而王莽代汉又是以和平禅让的方式实现的,它主要是通过政治

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西汉宗室仍有颇为强大的政治影响.新莽末年的“人心思汉”局面以及随之而

来的刘氏复兴,其所以能出现,原因即在此.“赤九”谶能发挥实际作用,无疑要以此为条件.没有这

个条件,谈不上刘氏复兴,“赤九”谶对东汉政治的影响自然就无从谈起了.
“制礼乐”是“赤九”谶的核心内容,它反映的是西汉士人试图建立汉家新制的愿望.这种愿望与

复古改制本质上是类似的,都源自对秦制的深切不满,都旨在与秦制彻底决裂.两者的区别主要在

于方向的选择上,促因则在于实际的政治状况.以昭宣为界,西汉前期政治清明,士人对汉家政权抱

有期望和信心,所以立汉家新制的思想占据主流,而西汉后期,士人对汉家政权缺乏信心,遂不讲立

新,而求“复古更化”,这种思潮最后造就了王莽的“奉天法古”.不过,即使在陷入困局的西汉后期,
仍有部分士人对建立汉家新制怀有期望,是以有“赤精子之谶”也即“赤九”谶的出现.这些谶语虽未

能改变西汉后期的政治路线,但在光武中兴之后,发挥了巨大影响.东汉前期又重新确立了建立汉

家礼乐制度的政治目标.直到和帝初年,这种政治目标才被改变.而自此之后,东汉士人以修补弥

缝为务,鲜有言全面改制者.可以说,汉代的改制运动,发端于汉文帝,归结于汉章帝,其以创立汉家

礼乐制度的追求为始,亦以创立汉家礼乐制度的追求为终,但始终都未能实现.

附识:本文在修改过程中,曾得到刘泽华先生的鼓励与指导,谨此感谢和怀念已故的刘泽华先生.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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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开元盛世的边疆格局及其西北民族关系

———以敦煌遗书P．２５５５陷蕃组诗为中心

钟 书 林

摘　要:敦煌遗书P．２５５５是一卷重要文书,其中陷蕃组诗七十二首,反映出当时唐代开元盛世的边

疆格局及其与西北各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P．２５５５陷蕃组诗集中体现的是唐代开元后期大唐与吐蕃、突

骑施、大食、突厥等边疆关系,其创作时间可以推定为开元二十二年冬到开元二十四年秋,不是过去通常认

为的敦煌沦陷时期或沦陷前夕.陷蕃组诗作者所称呼的“王都护姨夫”即安西都护王斛斯,唐开元后期镇

守西域边关的重要统帅,而陷蕃组诗作者身份为大唐出使塞外戎乡的“富有宰相之望”的吏部尚书、皇室宗

亲李暠,不是过去通常所提的毛押牙、马云奇.

关键词:敦煌遗书P．２５５５卷;陷蕃组诗;开元政局;吐蕃;李暠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５．０７

敦煌遗书P．２５５５“残诗文集”为一卷重要文书,历来备受关注,被誉为“今人对敦煌诗卷校录、研
究最富成果者,当推此卷”① .又经徐俊先生比对,将此残卷与俄藏 Дx．３８７１«唐诗丛钞»缀合为一卷.
该卷最引人注目者,为“汇录吐蕃侵略敦煌时代文件,及陷蕃者之诗”② .

“陷蕃者之诗”,通称“陷蕃诗”,是一组组诗,关于这组组诗的诗歌数量,学界看法并不统一,有的

认为５９首,有的认为７２首.有关这组组诗的作者和创作时间,学界分歧也更大.P．２５５５正面有无

名氏的５９首诗歌,以及题名«落蕃人毛押牙遂加一拍因为十九拍»诗１首,背面有马云奇«怀素师草

书歌»１首,«白云歌»等１３首,围绕上述诗歌及其原卷署名,学界对于这组陷蕃诗的作者,主要有以下

几种代表性的说法:一是«胡笳十九拍»的作者,自称落蕃人的毛押牙;二是«怀素师草书歌»的作者马

云奇;三是怀疑前两种说法,但也提不出信实可靠的作者.
关于这组陷蕃诗的创作时间,学界看法也多有分歧.王重民先生将这七十二首分属两个作者,

认为正面５９首的作者是一位“被吐蕃拘系的敦煌汉族人”.背面的１３首作品,王重民先生认为是同

一位作者:马云奇.他指出:“诗的写作时间与卷二那五十九首佚名诗大致相近,即在公元７８５ ７８１
年吐蕃逐渐侵吞河陇地区,而西州、沙州尚为唐军坚守之时.”“这些诗所表现的时间和地点,约在唐

代宗大历元年凉州陷于吐蕃到建中二年(７８１)敦煌陷落之间.”④ 高嵩、邵文实等学者,将这７２首诗归

入吐蕃占领敦煌以后的作品④ .陈国灿先生认为“诗作者是在唐王朝灭亡之后,归义军张承奉称君王

　

作者简介:钟书林,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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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入戎乡’的.其具体时间大体在公元９１０至９１５年之间”①.颜廷亮先生综合各家看法后认为王

重民的说法似较为稳妥.颜先生强调说:“无论其作者情况如何,这７２首陷蕃诗都是唐前期的后期

即吐蕃占领敦煌之前若干年间的作品.”②以上研究结论分歧较大,莫衷一是,还有进一步探讨的

空间.

一、陷蕃组诗作者的初步推测与落蕃的大唐使团

１．陷蕃组诗为同一位作者.
笼统说来,这组陷蕃诗,无论认为总量是５９首,还是７１首③,一般都认为正面佚名诗５９首,与背

面佚名诗１２首,诗歌风格大致相近④.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方面也具有相似性,值得关注.
首先,抄本的笔迹与书写格式相近.敦煌遗书P．２５５５卷正、背两面所抄诗文,笔迹与书写格式

多有变化,细审原卷⑤,正面部分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从卷首的阙题残诗至孔璋«代李邕死表»,为
第一部分;中间有四五行空白后,抄写«咏物诗十六首»(原卷阙题,兹据徐俊补辑),此为第二部分;中
间留有一行空白,抄写«冬日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诗,一直到正面卷末,此为第三部分,
即从无名氏诗５９首,一直到窦昊«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背面部分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一、从阙题残诗至马云奇«怀素师草书歌»,字体较大,与正面笔迹略有差别.二、从«白云歌»至«赠乐

使君»,即无名氏１２首,字体变小,笔迹与正面第三部分相近.三、王羲之佚札,从“尚书宣示孙权所

求”到“王羲之白”,字体变大,笔迹也略有变化.四、«御制勤政楼下观灯»诗一首,字大如钱,笔迹与

前变化较大.此诗柴剑虹先生考订为唐玄宗所作.饶宗颐先生说:“此诗为玄宗上元之夜于勤政楼

观灯所咏.”⑥按徐俊先生考索:“唐玄宗御勤政楼观灯事,见«唐会要»卷四九:‘开元二十八年,以正月

望日,御勤政楼,宴群臣,连夜燃灯,会大雪而罢.因命自今常以二月望日夜为之.’”⑦通过上述考察,
我们有两点需要强调:一、原卷正面无名氏«冬日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等５９首与背面无

名氏«白云歌»等１２首,笔迹相近.再加之两组诗歌风格相似,因此,这７１首诗应为同一人所作的可

能似乎更大一些.二、有鉴于原卷的抄写顺序,其卷末所抄写的唐玄宗«御制勤政楼下观灯»诗,如上

所述,经徐俊先生考订,作于开元二十八年(７４０)上元之夜.那么抄于此前的这７１首落蕃诗,创作时

间似乎也应该早于开元二十八年.事实上,笔者下文的考订,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其次,正面５９首与背面１２首在诗歌内容、遣词造句上相互呼应,联系紧密.其体现在三方面.
(１)二者所喜用的语词相同.笔者粗略统计,发现二者之间喜用相同的一些语词,如果说一二语

词相同,应属巧合,但这些数量较多的语词重复使用,不能不说是作者无意识的一种自我重复.这些

无意识的重复,即是出于同一位作者之手的明证.笔者从正面５９首、背面１２首中简要地择取一些

重复性语词,以阐明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为阅读方便,以表格的形式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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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灿:«敦煌五十九首佚名诗历史背景新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９３页.
颜廷亮:«敦煌文学千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９１ ９２页.
一作７２首,即将马云奇«怀素师草书歌»算入.
潘重规、柴剑虹等先生,认为正面５９首与背面１２首均是同一位作者.请参阅潘重规:«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研究»,«敦煌学»

第十三辑(１９８８年);柴剑虹:«敦煌伯二五五五卷“马云奇诗”辨»,«中华文史论丛»１９８４年第２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１５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３４ ３４５页.
饶宗颐:«法藏敦煌书苑精华»第５册解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第７５７页.敦煌遗书残卷,校录殊为不易,不敢掠人之美.本文所引敦煌遗书中的诗歌文

本,若无特别说明,均出自该书.



喜用语词 正面５９首 背面１２首

殊俗 近来殊俗盈衢路(«晚秋羁情»)
诗题«九日同诸公殊俗之作»
«白云歌»自序:“予时落殊俗,随蕃军望之,

感此而作.”

断肠

肠断

知我断肠无(«阙题»其五)

君但远听肠应断(«阙题»其四)

欲识肝肠断(«得信酬回»)

羁愁对此肠堪断(«闻城哭声有作»)

知我断肠无(«途中忆儿女之作»)

魂梦

魂断

梦魂何处得归还(«阙题»其一)

魂梦若为行(«阙题»其二)

夜夜魂随西月流(«晚秋»)
祇知魂断陇山西(«九日同诸公殊俗之作»)

逐
朝朝心逐东溪水(«晚秋»)

川逐思弥长(«夏中忽见飞雪之作»)
何事逐漂蓬(«被蕃军中拘系之作»)

漂蓬

漂泊

飘零

蓬转

断蓬

漂泊自然无限苦(«闻城哭声有作»)

为恨漂零无计力(«除夜»)

邂逅漂零虏塞傍(«感兴临蕃驯雁»)

蓬转已闻过海畔(«非所寄王都护姨夫»)

无依类断蓬(«青海卧疾之作»)

何事逐漂蓬(«被蕃军中拘系之作»)

恨

今时有恨同兰艾(«久憾缧绁之作»)

共恨沦流处异乡(«哭押牙四叔»)

每恨沦流经数载(«阙题»其一)

缧绁戎庭恨有余(«阙题»其二)

恨续长波晓夜流(«诸公破落官蕃中制作»)

苦辛

苦

虏口朝朝计苦辛(«非所寄王都护姨夫»)

哀哉存殁苦难量(«哭押牙四叔»)
世人有心多苦辛(«白云歌»)

发白
发为多愁白(«阙题»其三)

宁觉鬓苍斑(«有恨久囚»)
发为思乡白(«途中忆儿女之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背面１２首中的«途中忆儿女之作»诗与正面５９首中«阙题六首»其三、其五

的诗句,惊人的相似.«阙题六首»其三开篇两句诗云:“发为多愁白,心缘久客悲.”这与«途中忆儿女

之作»开篇两句“发为思乡白,行因泣泪枯”极其相似.试比较如下:
发———为———多愁———白,心———缘———久客———悲

发———为———思乡———白,行———因———泣泪———枯

首句只有一处不同:一为“多愁”,一为“思乡”,二者相互映衬,可以形成互文.第二句字义相近、
词性相近,心———行,缘———因,悲———枯,而“久客”与“泣泪”也相互映衬,可以形成互文.

再看«途中忆儿女之作»的三四句“尔曹应有梦,知我断肠无”,与«阙题六首»其五的三四句“随时

应入梦,知我断肠无”①,第三句一作“尔曹应有梦”,一作“随时应入梦”,颇为相近;第四句却完全相

同,都作“知我断肠无”.像以上这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很难否定它们不是出于同一位作家之手.
(２)二者语词表达方式相同.例如同是表达泪水与悲愁,正面５９首中的«感丛草初生»诗:“泪与

泉俱流”,«晚秋»诗:“斑斑泪下皆成血”、“朝朝心逐东溪水”;背面１２首中的«被蕃军中拘系之作»诗:
“泪滴东流水”,二者表达方式近似.又如,二者同时出现对河、海的描述.正面５９首中有«闻城哭声

９９唐代开元盛世的边疆格局及其西北民族关系———以敦煌遗书P．２５５５陷蕃组诗为中心

①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录作“知我肠断无”,细审P．２５５５原卷,作“知我断肠无”.



有作»“昨闻河畔哭哀哀”、«非所寄王都护姨夫»“蓬转已闻过海畔,萍居见说傍河津”;背面１２首中有

«至淡河同前之作»“缄愁欲渡河”、“到来河更阔”,«白云歌»开篇“遥望白云出海湾”.这些“河”、“海”
虽然未必都是指淡河、青海,但从地域上看,也不是完全没有关联.

又如,都善于用“云”表达羁愁心绪,正面５９首中的«晚秋»诗:“片片云来尽带愁”、«夏中忽见飞

雪之作»诗:“云愁雾不开”、«冬(夏)日野望»:“云随愁处断”;而背面１２首中有«白云歌»,描叙落蕃者

心境的变化.二者略有不同,前者描叙“云随愁处断”,云受到落蕃者的心绪而变化,落蕃者是主动

者,云是被动者;而后者描叙落蕃者受到白云的感染,心绪随白云而变化,在白云的变化无常中,诗人

逐渐摒去了身系羁押的痛苦,升华到人生变化无常的哲理思考.«白云歌»中作者借诗自白:“余遂感

之心自闲”,在白云的感染中,他领悟到“世人迁变比白云,白云无心但纷氤.白云生灭比世人,世人

有心多苦辛”,为此诗人最终通彻开悟,将长期的羁旅愁绪放下,顿时洒脱,对前程充满自信.诗歌末

句云:“既悲出塞复入塞,应亦有时还帝乡.”这一心境,一反此前所反复抒发的还帝乡遥遥无期的悲

苦,体现了作者由于长期羁押而自我遣怀的一种释然,以及对未来必将回归帝乡的一种自信(当然,
可能也离不开当时朝廷与吐蕃的反复交涉,详下文).如正面５９首中«夏日非所书情»末句:“为客已

遭迍(屯)否事,不知何计得还家.”«晚秋登城之作»末句:“乡国未知何所在,路逢相识问看看.”«阙
题»末句:“缧绁今将久,归期恨路赊.时时眠梦里,往往见还家.”均抒发归乡前程未卜的忧愁.而

«白云歌»却明言:“既悲出塞复入塞,应亦有时还帝乡.”自信归乡应有期.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归乡情

感的抒发上,正面５９首与背面１２首前后相承的密切关系,由此也更能证实这７１首诗应出于同一位

作者之手.
(３)二者的家乡都是长安.有学者否定正面５９首与背面１２首为同一作者时,曾提过“作者的籍

贯不同”的说法,认为正面５９首的作者是沙州人,背面１２首的作者可能是关中人①.背面１２首中的

«白云歌»:“殊为节物异长安,盛夏云光也自寒”,“既悲出塞复入塞,应亦有时还帝乡”,说明作者的家

乡很可能就是长安.但正面５９首中,虽然作者一行是从沙州(敦煌)出发,其家乡实际上也并不是敦

煌,而是长安.正面５９首中,有«秋中霖雨»诗云:

　　山遥塞阔阻乡国,草白风悲感客情.西瞻瀚海肠堪断,东望咸秦思转益.
作者身处瀚海,悲感客情,东望咸秦,遥思乡国.以“乡国”对比“客情”,以“东望咸秦”对比“西瞻瀚

海”,作者客居瀚海边,阔别乡国“咸秦”.“咸秦”即秦都城咸阳,唐人多用来借指长安.该义«汉语大

词典»已具,书证以白居易«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出门可怜惟一身,弊裘瘦马入咸秦.”罗
隐«上霅川裴郎中»诗:“贵提金印出咸秦,潇洒江城两度春.”均是其例.通观文意,这首«秋中霖雨»
中的“咸秦”,也是指长安.由此可见,背面１２首思念家乡长安,正面５９首思念家乡“咸秦”,即长安,
二者所思念的家乡都是长安.这又从侧面说明,两组诗很可能是同一位作者,都是这位长安人.

(４)二者都特别提及高僧大德.正面５９首中«春日羁情»诗云:“童年方剃削,弱冠导群迷.儒释

双披玩,盛名独见跻.”有学者据此判定正面５９首诗的作者是一位僧人,从小出家,于佛法颇有研究;
而背面１２首的作者是一位世俗官员,所以他有«途中忆儿女之作»及赠同官之作②.若仔细推敲,这
一看法也有待进一步讨论.

其一,正面５９首诗中,同样也有途中思念亲戚、儿女及赠同官之作.«除夜»诗云:“亲故暌携长

已矣”,«闻城哭声有作»更是说:“昨闻河畔哭哀哀,见说分离凡几回.昔别长男居异域,今殇小子瘗

泉台.”昔日痛别长子,今日又殇夭幼子,这说明诗人是有儿女的,显然并不是一位僧人.又,诗人还

有«非所寄王都护姨夫»一诗,仅从诗题上看,他还有一位姨夫王都护.正面５９首的最后是«闺情»二
首,仅从诗题来看,作者就是一位世俗之人,僧侣何来闺情的相思呢? «闺情»其一云:“千回万转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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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万遍千回梦里惊.总为相思愁不寐,纵然愁寐忽天明.”其二云:“百度看星月,千回望五更.自知

无夜分,乞盼早天明.”将相思的愁苦写得百转千回,入木三分,足见作者世俗的相思之情深重.综上

可知,P．２５５５卷正面５９首诗的作者不是一位僧人,而是一位世俗官员,这一点与背面１２首的作者

身份相同.这更说明了正面、背面的作者即是同一人.
其二,«春日羁情»全诗１６句,从全诗来看,作者身份也不是僧人,而是世俗官员.因为其中第

１３、１４句诗云:“触槐常有志,折槛为无蹊.”“触槐”用春秋时期刺客麑触槐自杀的典故,此处指自

杀,因为诗人身陷戎乡,备受屈辱,所以说“触槐常有志”;“折槛”用汉代朱云典故,朱云朝见汉成帝,
请赐剑以斩佞臣安昌侯张禹,触怒成帝,被拉出斩首,朱云牢牢攀住大殿门槛,高声不止,门槛为之折

断,后世比喻直言谏诤,此处“折槛为无蹊”指诗人身陷戎乡,无缘面谏天子,空怀忠贞,报国无门.因

而从此处可见«春日羁情»作者的政治身份.那么,如何理解«春日羁情»诗中“童年方剃削,弱冠导群

迷.儒释双披玩,盛名独见跻”这四句诗呢? 此为诗中的第５ ８句,所描述的不是诗人自己,而是赞

誉一位与诗人被羁押相处的大德高僧.其中“弱冠导群迷”、“盛名独见跻”,很明显是对他人的赞誉

之语,一般人是不会如此夸耀自己的.与此同时,背面１２首中有一首«送游大德赴甘州口号»诗,«春
日羁情»中所赞誉的这位高僧似乎就是这位“游大德”.大德,是年长德高僧人的敬称.«送游大德赴

甘州口号»首句云:“支公张掖去何如”,将这位游大德比拟为支公(晋代著名高僧支遁),这和«春日羁

情»中“弱冠导群迷”、“盛名独见跻”的赞誉相通.因此,既然正面５９首中«春日羁情»与背面１２首中

«送游大德赴甘州口号»所提及的是同一位高僧,那么这７１首诗的作者也就可以断定确实是同一人.

２．组诗作者与大唐使团随行诸公身份的初步考订.
组诗的作者是谁? 历来分歧较大.但在组诗中,有不少直接透露作者身份的诗句.«梦到沙州

奉怀殿下»,仅从诗题看,作者可以直接奉怀殿下.又诗句云:“流沙有幸逢人主”、“省到敦煌奉玉

颜”,“光华远近谁不羡”、“总缘宿昔承言笑”,可见作者倍受恩宠,同僚羡慕.又«青海卧疾之作»云:
“昔时曾虎步,即日似禽笼.”虎步,再现作者昔日的威风,权倾一方.又«晚秋羁情»:“常时游涉事文

华,今日羁缧困戎敌.”这是作者的自叙,“文华”指作者的文章才华,“游涉”即漫游、漫步,足见作者才

华横溢,创作自由酣畅.据此可知,作者才情横溢,绝非泛泛之辈.与此同时,作者的地位之高,还可

以通过大唐随行使团诸公的身份映衬出来.
(１)押牙四叔.正面５９首中有«哭押牙四叔①»诗云:“共恨沦流处异乡”,这位押牙与作者同时被

羁押,病逝戎乡,作者悲痛万分.“押牙”即押衙,为唐以后节度使府宿值军衙武官的名称,这位押牙

即是陪同诗人出使、被羁押的军衙武官.陈国灿先生据此推断说:“这从另一方面也证实诗人是配有

亲信押牙作随员的使臣.”②这是很有道理的,也由此可见作者的重要身份.
除这位押牙四叔外,据背面１２首诗显示,还有其他“诸公”,这些“诸公”均系诗人的随行人员,而

且地位非低.其中有两首诗«九日同诸公殊俗之作»«诸公破落官蕃中制作»,仅从诗题来看,与作者

随行的是一个团体,都是当时唐朝的政府官员.仅从«诸公破落官蕃中制作»诗题来看,这些人与作

者一起被羁押蕃中,沦为落蕃人.根据其他诗题显示,这些人的官位都不低.具体说来,可考的有以

下几位:
(２)田判官、向将军.此据诗题«俯吐蕃禁门观田判官赠向将军真言口号».俯,项楚先生说:

“‘俯’当作‘附’,下夺‘近’字.‘附近’为靠近之义.”禁门,即宫门.据此可知此诗的创作地点:靠近

吐蕃宫门.其诗“说相未应惊燕颔”,“燕颔”为汉代班超典故.«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班超自幼即

有立功异域之志,相士说他“燕颔虎颈”,有封“万里侯”之相,后奉命出使西域三十一年,陆续平定西

域各国的变乱,官至西域都护,封定远侯,成为东汉名将后以“燕颔”为封侯之相.作者以此来夸赞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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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向将军,向将军也随作者奉命出使,被羁押吐蕃,作者借用班超的典故既是夸赞向将军,也是对向

将军的勉励,期望他能像班超那样在远离故国的土地上建立丰功伟业.所以,典故委婉含蓄,颇具深

意.又,诗题曰“真言”,“真言”指佛教经典的要言秘语,此处作世俗用,即要言秘语,这秘语就是“燕
颔”,作者似乎借机鼓动向将军能够仿效班超,在异域有所军事行动.

(３)邓郎将四弟.此据诗题«赠邓郎将四弟».诗云:“把袂相欢意最浓,十年言笑得朋从.怜君

节操曾无易,只是青山一树松.”前两句叙说作者与邓郎将四弟的交情最深,相交时间长达十年之久.
后两句赞扬他节操忠贞,宛如青山之松.这与上一首«俯吐蕃禁门观田判官赠向将军真言口号»“看
心且爱直如弦”,意思相近.“直如弦”,像弓弦一样直,比喻为人正直,以此称誉向将军.结合这两处

来看,在“诸公”被羁押期间,不免遭受吐蕃的威逼利诱,但邓郎将四弟、向将军等,坚守节操,不为所

动,作者以此写诗颂扬.
(３)乐使君.据诗题«赠乐使君».使君,有两种含义:一是对人的尊称;二是指朝廷官员.“使

君”指朝廷官员的含义中,又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州郡长官的尊称;二是对奉命出使的人的尊称.从

组诗随行的“诸公”身份来看,此处“乐使君”的身份应是朝廷官员,而且是跟随作者一起奉命出使戎

乡的人.相对于其他“诸公”,其官阶可能稍低.
(４)周奉御.此据诗题«题周奉御».“奉御”一职,在唐代为从五品以上.据«旧唐书职官志»

记载奉御不仅职位非低,而且多由外戚、亲信或享有余荫的子弟担任.«旧唐书张易之传»记载:
“(张)易之初以门荫,累迁为尚乘奉御.”张易之为武则天男宠,曾任奉御职.唐代奉御的这些恩宠,
在«题周奉御»诗中也可以得到明证.其诗开篇即云:“明王道得腹心臣,百万人中独一人.”称誉周奉

御为当朝皇帝难得的心腹大臣,百万人中挑一,足见地位之优渥.这位从五品以上的周奉御,作为诗

人随行的使臣,仅据此推断,诗人的身份和官阶必然在周奉御之上,即至少是正五品以上的要员.其

具体的姓氏和身份,我们留待下文再来推断.

二、陷蕃组诗创作背景与唐代开元后期西北民族关系

在陷蕃组诗的正面５９首中,多有伤春悲秋之作,季节时令变化明显,从诗歌所显示的时间来看,
这位落蕃使臣沦落在戎乡长达三个年头,以其作品顺序,依次有«冬日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

作»«冬日书情»«夏日忽见飞雪之作»«夏日途中即事»«秋夜»«首秋闻雁并怀敦煌知己»«冬夜非所»
«除夜»«春宵有怀»«春日羁情»«晚秋»等诗作,从冬日出敦煌郡算起,作者在戎乡分别度过了两个冬

天、两个秋天.揆之史实,笔者认为组诗的创作时间应当在开元二十二年(７３４)冬到开元二十四年

(７３６)秋.
诗人在很多诗篇中流露出被羁押的时间之长.仅从诗题上体现出来的,就有两首:«久憾缧绁之

作»«有恨久囚».«阙题»:“缧绁今将久,归期恨路赊.”«感丛草初生»:“缧绁淹岁年,归期唯梦想.”又
«晚秋»诗:“戎庭缧绁向穷秋,寒暑更迁岁欲周.”寒来暑往,想到一年又即将过去了,诗人内心痛苦难

熬,泪如血下.«阙题六首»其一云:“每恨沦流经数载,更嗟缧绁泣千行.”作者从开元二十二年(７３４)
冬离开敦煌算起,到开元二十四年(７３６)年秋,共计三个年头,所以诗中说是“数载”,即虚言有三年的

意思.为什么说经历三个年头呢? 除了作者自叙“每恨沦流经数载”推断外,还可以从这５９首组诗

所显示的时间依次来推断.这５９首诗歌,大体是以时间为序依次编排的,诗中所出现的季节时令依

次有:第一年冬;第二年夏秋冬;第三年春秋.
为下文探讨方便,我们不妨将这５９首诗,按照其季节时令,分入三个年头之中,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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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季节 诗歌 说明

第一年

(开元二十

二年)
冬

«冬日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至墨离海奉怀敦

煌知己»、«冬日书情»、«登山奉怀知己»

第二年

(开元二十

三年)

夏
«夏中忽见飞雪之作»、«冬(夏)日野望»、«夏中途中即事»、
«青海卧疾之作»、«青海望敦煌之作»

秋

«首秋闻雁并怀敦煌知己»、«秋中雨雪»、«临水闻雁»、«秋中

霖雨»、«梦到沙州奉怀殿下»、«秋夜望月»、«夏(秋)日非所书

情»、«忆故人»、«夜度赤岭怀诸知己»、«晚次白水古戍见枯骨

之作»、«晚秋至临蕃被禁之作»、«晚秋登城之作»、«秋夜闻风

水»、«望敦煌»、«晚秋羁情»、«国(困)中登山»、«有恨久囚»

«秋日非所书情»,原卷作“夏”,

王重民校改作“秋”.诗中虽有

“六月尚闻飞雪片,三春岂见有

烟花”,似为追忆春、夏的反常

特征,不一定意味诗作于夏天.

冬
«冬夜非所»、«忽有古人相问以诗代书达知己两首»、«得信酬

回»、«闻城哭声有作»、«除夜»

第三年

(开元二十

四年)

春
«春宵有怀»、«久憾缧绁之作»、«非所寄王都护姨夫»、«哭押

牙四叔»、«阙题»、«感丛草初生»、«春日羁情»、«阙题二首»

«感丛草初生»“缧绁淹岁年”,

说明非第一个春天.«阙题二

首»“虏塞饶白刺,戎乡多紫

荆”,则时令在春季.

秋
«晚秋»、«阙题六首»、«逢故人之作»、«题故人所居»、«非所夜

闻笛»、«感兴临蕃驯雁»、«闺情»
«阙题六首»“每恨沦流经数

载”,则非第一个秋天.

由上表可知,第二年春、第三年夏,没有留下诗作.这是什么原因.诗中没有透露信息,但从诗人作

为落蕃者的身份来推测,很可能他在这两个时段内被羁押太严,没有太多的人身自由(详下文).
为什么说是从开元二十二年冬算起呢? 这是笔者结合唐代相关史实所作出的推断.判断依据,

主要是两个方面.
其一是开元二十二年唐朝边关的紧张局势.陷蕃组诗的第一首«冬日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

圈之作»,仅从诗题来看,此时敦煌尚在唐朝的掌控之中.
有学者根据组诗中既称“敦煌郡”又称“沙州”(如«梦到沙州奉怀殿下»)这种州、郡并称的现象,

只有在归义军时代才有可能,因此将组诗的创作时间推断为归义军时期①.«旧唐书地理志三»“沙
州”条记载:“隋敦煌郡.武德二年置州,五年改为西沙州,贞观七年去西字.天宝元年改为敦煌郡,
乾元元年复为沙州.”②据此,“敦煌郡”为旧称,唐代称“沙州”的时间不长,从贞观七年(６３３)才开始改

名,到天宝元年(７４２)又改回“敦煌郡”旧称.为什么又改回以前的“敦煌郡”旧称呢? 恐怕还是与人

们的称呼习惯有关.人们习惯称呼“敦煌郡”,从汉代敦煌设郡以来,一直沿用,改称“沙州”,不那么

习惯.所以,只有在很重要的场合,才称为“沙州”,如«梦到沙州奉怀殿下»诗,是“奉怀殿下”之作,所
以正式而庄重,用官方称呼“沙州”;而«冬日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称“敦煌郡”,只是叙

述行旅,属于一般场合,仍用民间习惯性称呼.不仅这７１首组诗如此,在«旧唐书»的记载中也是如

此.查«旧唐书»记载,除«地理志»外,提及敦煌时仍然习惯用“敦煌郡”旧名,“沙州”的称呼,仅在张

议潮光复敦煌后才开始使用较多.«旧唐书宣宗纪»记载:“大中五年八月,沙州刺史张义潮遣兄义

泽以瓜、沙、伊、肃等十一州户口来献,自河、陇陷蕃百余年,至是悉复陇右故地.以义潮为瓜、沙、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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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州节度使.十一月,沙州置归义军以张义潮为节度使.自此称沙州.”①史书特别着重地加上一笔:
“自此称沙州”,言外之意,此前并不称为沙州,或者至少“沙州”不是常用名.人们习惯沿用旧称:
敦煌.

无独有偶,组诗中还有类似的情况.例如«晚次白水古戍见枯骨之作»,此处“白水古戍”中的“白
水”也是沿用旧称.白水,在今甘肃兰州西北,«旧唐书地理志三»记载:“汉白石县,属金城郡.张

骏改白石为永固,贞观七年废县,置乌州.十一年,州废,于城内置安乡县.天宝元年改为凤林,取关

名也.”②白水为汉代旧称,属金城郡,十六国以后,废置变迁,数次易名.此段文字中“改白石为永固”
有版本白石作“白水”,盖因白水绕白石城,白水、白石,同地而异名.作者在诗中仍然沿用“白水”旧
称.为应付吐蕃入侵,唐玄宗开元五年(７１７),郭知运、张怀亮置白水军.唐代白水戍虽然在白水境

内,但并非兴建于汉代的白水戍旧址上.所以,诗题曰“白水古戍”,以区别于唐代开元五年置白水

戍.二者并非一处,这从“失守时更历几春”、“唯余白骨变灰尘”、“汉家封垒徒千所”、“失守时更历几

春”等诗句也可以看出这处古戍的特征.
综上,组诗中沿用“敦煌郡”旧称,恰恰说明组诗的创作时间在张议潮光复敦煌之前.
此外顺便提及的是,有学者根据组诗«晚秋羁情»“屋宇摧残无个存,犹是唐家旧踪迹”判定组诗

写于唐代灭亡以后.他们认为,诗人在此客称“唐家”,没有称“国朝”“大唐”,完全是隔世之后对前朝

踪迹的追思感叹,很符合唐亡后人们的情感和语气③.这一说法,不免为智者千虑之一失的判断.
按,“唐家”的称呼,早在唐朝建国初年,就已经开始出现,并且伴随时代的变化,含义也不断丰

富.唐朝初建,唐高祖李渊征讨窦建德旧部,范愿等谋求反叛时说:“唐家今得夏王,即加杀害,我辈

残命,若不起兵报仇,实亦耻见天下人物.”(«旧唐书刘黑闼传»)此处“唐家”指以唐高祖李渊为首

的唐帝国.武周革命后,“唐家”用例渐多,君臣有时还将“武家”与“唐家”相并而提.«旧唐书外戚

传»记载:

　　中宗即位,侍中敬晖等以唐室中兴,乃率群官上表曰:“今则天皇帝厌倦万机,神器大宝,重

归陛下.百姓讴歌,欣复唐业,上至卿士,下及苍生,黄发之伦,童儿之辈,莫不欢欣舞忭,如见父

母.岂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顺天下之望?”上答曰:“周唐革命,盖为从权,子侄

封王,国之常典.卿等表云‘天授之际,武家封建,唐家藩屏,岂得并封’者,至如千里一房,不预

逆谋,还依姓李,无改旧惠”④

此番唐中宗与大臣的对话中,多次出现“唐家”,其中“武家封建,唐家藩屏”,相并而提.“唐家”即自

唐高祖以降李氏家族,“武家”即武周革命以来武氏家族.
又,古代的“家天下”制度,“唐家”无疑是国家的象征.«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开元八年,暾欲

谷曰:‘突厥人户寡少,不敌唐家百分之一.’”此处将“突厥”与“唐家”并提,“唐家”代表的又是李氏所

建立的中原王朝.
因此,«晚秋羁情»诗中的“唐家”,不足以成为划分诗歌创作时间的标志和依据.据此判定组诗

作于唐亡之后,更是缺乏依据.
而组诗中有一首«非所寄王都护姨夫»诗,诗题中的“王都护”是诗人的姨夫.这是我们解开组诗

创作背景之谜的重要依据.“都护”一职,始于汉代.西汉宣帝时,设西域都护,总监西域诸国,并护

南北道,为西域地区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唐朝沿袭汉朝的“都护”一职,权力职责与汉朝相同,且为实

职.唐朝置六大都护,以安西、北庭都护最为重要.据«旧唐书地理志三»“安西大都护府”条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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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传»,第４７３１ ４７３２页.



唐代安史之乱后,北庭、安西孤立无援,在唐德宗贞元三年(７８７)为吐蕃所攻陷.此处有«非所寄王都

护姨夫»诗,说明当时安西、北庭都护尚在唐朝的控制之下.
又,唐代宗广德二年(７６４)吐蕃攻占凉州,敦煌与中原的交往开始中断.敦煌遗书中所言及的敦

煌沦陷,大多以百年概算,即从广德二年吐蕃入侵河西作为敦煌沦陷的开端,至唐宣宗大中二年

(８４８)张议潮光复,历时８５年,概而言之,即百年.倘若按此推算,组诗的创作时间也必然在广德二

年之前.
依上文讨论,作者如此较长时间地被羁困于吐蕃,结合唐代相关历史文献来看,似乎以开元二十

二年到开元二十四年间最有可能.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是承平盛世的多事之秋,唐代边关潜藏着盛世之下的危机.开元二十二

年四月,北庭都护刘涣谋反叛乱被诛.一石激起千层浪,刘涣被诛,引起各方震动,唐朝边关告急.
此前,大唐已与吐蕃、突骑施交恶,攻伐转剧.据«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开元十五年(７２７)春,

凉州都督王君毚“破吐蕃于青海之西,虏辎车、马羊而还”,但很快就遭到吐蕃的反击.同年九月,吐
蕃寇瓜州,“执刺史田元献及王君毚父寿,杀掠人吏,尽取军资仓粮而去”.同年,突骑施苏禄、吐蕃赞

普围攻安西,被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击退.同年,大唐委派兵部尚书萧嵩兼判凉州事,坐镇凉州,“总
兵以御吐蕃”.开元十六年春,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在曲子城击败吐蕃,同年七月,吐蕃再次入侵瓜

州,被刺史张守珪击破.同年,兵部尚书萧嵩、鄯州都督张志亮攻拔吐蕃门城,“斩获数千级,收其资

畜而还”,“萧嵩又遣杜宾客击吐蕃于祁连城,大破之,获其大将一人,斩首五千级”.开元十七年,礼
部尚书、信安王李祎帅众攻拔吐蕃石堡城.开元十八年冬,吐蕃派遣使者赴长安请降议和.这次战

争,长达四个年头,由于萧嵩等指挥得当,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吐蕃表面请和,却与突骑施联姻,暗中

积蓄力量,伺机再犯.对于大唐而言,大敌当前,北庭都护府临时换帅,为稳定军心、稳控局势,不得

不煞费苦心.刘涣谋反被诛的详情,史书不载.当时张九龄任中书令,诏敕文书多出其手.今从张

九龄«曲江集»中作于此时期的«敕西州都督张待宾书»«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敕北庭将士百姓等

书»«敕伊吾军使张楚宾书»等多篇诏敕文书,约略可以睹见当时的紧张局势.刘涣被诛是在四月,这
些诏敕文书集中作于夏初四月、夏中五月.«敕西州都督张待宾书»云:“累得卿表,一一具知.刘涣

凶狂,自取诛灭,远近闻者,莫不庆快.卿诚深疾恶,初屡表闻,边事动静,皆尔用意,即朕无忧也.”①

从敕书看,应是西州都督张待宾向朝廷揭发刘涣罪行,所以朝廷诛刘涣后的第一道敕书颁给了张待

宾,敕书结尾云:“夏初渐热②”,在时间上稍早于«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的结

尾是“夏初已热”.安西都护与北庭都护,同为西北军镇要职,唇亡齿寒,刘涣被诛,必然惊动王斛斯,
所以朝廷紧接着即敕书王斛斯.敕书云:“顷者刘涣凶悖,遂起奸谋.突骑施北来窥隙,会须审察,至
竟如何? 蕃中人来,未可轻信.但当抚养士卒,而临事制宜,必先保全,以此为上.”③敕书既晓明刘涣

被诛的原因,又督促王斛斯注意防御突骑施、吐蕃.之后,才是晓谕北庭将士、部落及百姓的第三道

敕书:«敕北庭将士百姓等书»,可见朝廷对安西都护及边关防御的重视.
刘涣被诛后,西突厥沙陀部落也趁机入境.作于同时期的«敕伊吾军使张楚宾书»云:“近得卿

表,知沙陁入界,此为刘涣凶逆,处置狂疏,遂令此蕃,暂有迁转.今刘涣伏法,远近知之.计沙陁部

落,当自归本处.卿可具宣朝旨,以慰其心.兼与盖嘉运相知,取其稳便.丰草美水,皆在北庭,计必

思归,从其所欲也.卿可量事安慰,仍勿催迫.”④盖嘉运,就是朝廷新任命的北庭都护.从敕书内容

来看,大唐在这样的多事之秋,不想树敌太多,对于沙陀的入境,采取的是温和忍让的办法.敕书要

５０１唐代开元盛世的边疆格局及其西北民族关系———以敦煌遗书P．２５５５陷蕃组诗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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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５２３页.
“夏初渐热”,«张九龄集校注»作“夏初已热”,认为与敕王斛斯作于同时(见第５２５页).兹从文渊阁«四库全书».从“渐热”

到“已热”来看,敕张待宾书时间略早.
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第５２３页.
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第５２８页.



求张楚宾与盖嘉运多沟通,妥善解决.
同一时期,一些与大唐友好的国家也遭到吐蕃、突骑施的侵扰、欺凌.«敕勃律国王书»云:“得王

斛斯表卿所与斛斯书,知卿忠赤,输诚国家,外贼相诱,执志无二.又闻被贼侵寇,颇亦艰虞,能自支

持,且得退散,并有杀获,朕用嘉之.”①敕书颁发时间是开元二十二年五月.敕书中的勃律国王应为

小勃律国王.小勃律国王通过安西都护王斛斯转呈.早在开元十年(７２２),吐蕃进犯小勃律国,唐玄

宗派北庭节度使张孝嵩赴小勃律国,助其击退吐蕃(«新唐书玄宗纪»).此次吐蕃在北庭节度使刘

涣被诛的可趁之机,再次发兵小勃律国.从敕书内容来看,小勃律国一度击退吐蕃侵寇,此时上书,
可能是向唐朝请兵.但唐朝此时自顾不暇,只是对小勃律国嘉奖、赏赐了一番.这样的外交敷衍,也
是大唐盛世日薄西山的写照.«旧唐书西戎传»记载勃律国朝贡不绝,开元二十二年,为吐蕃所破.
又«旧唐书吐蕃传»,开元二十四年,吐蕃西击勃律大唐令其罢兵,吐蕃不受诏,遂攻破勃律国.此

为大勃律国.小勃律国,与吐蕃接壤.«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其国数为吐蕃所困.小勃律国为吐

蕃入侵西四镇的军事要地.失去了大唐的庇护,小勃律国王屡遭亡故,从开元末期到天宝初年,“没
谨忙死,子难泥立;死,兄麻来兮立;死,苏失利之立”,苏失利之“为吐蕃阴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

国皆臣吐蕃,贡献不入”,“安西都护三讨之无功”.直到天宝六载,高仙芝讨平小勃律国,“于是拂菻、
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自是大唐才又重新夺回对西域的控制.而这一切的导火索,都
源于开元二十二年北庭都护刘涣的谋逆、被诛,从而波及整个开元后期的西北政治格局.

同时期,张九龄还撰有«敕罽宾国王书»云:“得四镇节度使王斛斯所翻卿表,具知好意.然事在

绝域,不可预图,卿若诚心,任彼量度,事遂之日,必有重赏.朕每于远国,未常有所食言,想亦知之,
勿致疑也.秋初尚热,卿及首领并平安好.”②西域罽宾国王通过王斛斯上表,与大唐共商国事,其时

间在开元二十二年初秋.其具体事宜,敕书并未详明,通过安西都护王斛斯上书,必然也与当时的西

域形势紧密相关.可能罽宾国的某军事行动需要大唐的帮助,但遭到大唐的婉拒,只是抚慰式地说

“事在绝域,不可预图”、“事遂之日,必有重赏”.在开元二十二年夏秋之际,唐朝西北边境战云密布,
一触即发,大唐如此谨慎地对待勃律、罽宾等西域友邦,实际为集中全力应对吐蕃、突骑施.这从同

一时期传达给西北边镇的敕书中也可以看到这些防御性的战略部署.
其二,结合上述相关唐代边关史实来看,组诗中«非所寄王都护姨夫»的“王都护”,应该时任四镇

节度使、安西副大都护的王斛斯.开元二十一年(７３３)十二月,王斛斯出任安西四镇节度使(«唐会

要»卷七十八).从开元二十二年夏到开元二十四年秋之间,张九龄先后给王斛斯敕书１１道,今存

«曲江集»中.这１１道敕书,都是有关这一时期的唐代西北军镇要事,其中多处涉及唐朝对吐蕃、突
骑施的防御策略.因此,我们如果确定了这一点,那么组诗的创作时间,也就大致可以确定为开元二

十二年到开元二十四年之间.
同时,我们可以从张九龄给王斛斯等西北军镇、西域诸国,以及吐蕃赞普的数十道敕书中,找寻

出它们与这些陷蕃组诗之间的密切关系.
综观张九龄«曲江集»,他给王斛斯等西北军镇、西域诸国、吐蕃赞普的这数十道敕书,创作时间

多集中于从开元二十二年夏四月到开元二十四年秋,这与组诗的时令季节跨越三个年头,基本一致.
开元二十二年四月,北庭都护刘涣谋逆被诛;从四月到六月间,朝廷先后敕书西州都督张待宾、

安西都护王斛斯、北庭将士百姓、伊吾军使张楚宾、勃律国王等;初秋七月,又敕书罽宾国王;大约冬

十月,P．２５５５卷组诗作者一行奉命出使.这一行人,可能是夏秋时从长安出发,在敦煌稍作休整后,
已步入冬季.诗人等奉命从长安出使,其«久憾缧绁之作»诗云:“一从命驾赴戎乡,几度躬先亘法

梁.”可见作者是一位京官,并曾经多次奉命出使.此次奉命“赴戎乡”,无疑也是由皇帝亲自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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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文所考,其随行官员周奉御等,至少为从五品以上官员,且为皇帝亲信,地位较高,可见此次出使

的规格也较高.至于出使任务是什么,组诗中没有明确交代.可以考知的仅有“赴戎乡”,或安抚安

西、北庭都护的军民将士,或助西域友邦迎战吐蕃,总之在这个多事之秋出使戎乡,必然与西北战事

紧密相关.因此,作者一行出敦煌后不久,即遭遇吐蕃的羁押.
组诗第一首«冬日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西行过马圈,北望近阳关.”作者一行从敦

煌出发,一路西行,经马圈,近阳关,入退浑国.马圈,即马圈山,在甘肃境内,退浑国,即吐谷浑.«旧
唐书吐谷浑传»:“今俗多谓之退浑,盖语急而然.”吐谷浑自西晋永嘉末年兴起,至龙朔三年(６６３)
为吐蕃所灭.因此,作者此处称“退浑国”,依然用的是旧称,即吐谷浑故地,但自吐谷浑被灭后,便成

为大唐与吐蕃的争夺之地.作者一行经吐谷浑故地后,继续西行,到达墨离海.组诗第二首«至墨离

海奉怀敦煌知己»:“戎俗途将近”,又第三首«冬日书情»:“异域留连不暇归,万里山河非旧国,一川戎

俗是新知”,可知作者此行目的地将近,在墨离海作短暂停留.所谓“异域留连不暇归”、“一川戎俗是

新知”,可以想见作者一行在墨离海所受到的热情款待.在墨离海逗留期间,作者思乡心切,闲来登

山远眺.其第四首«登山奉怀知己»:“闲步陟高岗,相思泪数行.阵云横北塞,煞气暝南荒.极目愁

无限,谁(椎)心恨未遑.”阵云,即浓重厚积形似战阵的云.古人以为战争之兆.此诗虽然季节时令

不明,但从下一首«夏中忽见飞雪之作»首句“三冬自北来”,可知仍然是冬季.第五首«夏中忽见飞雪

之作»,已是夏中了.其诗云:“三冬自北来,九夏未南回.”作者从北往南折回,却不是回乡;从“三冬”
到“夏中”,却仍然还在“南回”的途中.这是怎么回事呢? 很明显,作者被羁押了,被人羁押着从北向

南走,而且被羁押长达数月之久:从“三冬”一直到“夏中”,没有人身自由.等作者可以适当自由时,
却已是夏天了.故诗题曰“忽见”.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据第七首«夏中途中即事»“万里山河异,
千般景色殊”推测,似乎墨离军是与吐蕃交战不利,导致国土沦丧(详下文),作者一行也被俘.不过,
这种灾难即将降临的不祥之感,早在上一首诗«登山奉怀知己»中流露出来了.这样的结局似乎早在

作者的意料之中.所以,即使被羁押,作者也并没有马上表现出很强的落蕃者的羁愁.这与稍后的

诗作,在情感上稍有不同.所以,其后两首,也与这首诗一样,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落蕃者的羁愁.
从第六首«冬(夏)日野望»“徘徊噎不语,空使泪沾裳”,作者强忍悲痛,到第七首«夏中途中即事»“万
里山河异,千般景色殊.愁来竟不语,马上但长吁”,作者痛感山河异色,颇有戮力神州,光复失地壮

志难酬之恨,以此长吁短叹,愁噎不语.“万里山河异,千般景色殊”,典故出自«世说新语言语»,西
晋末年,中原沦陷,东晋偏安江南,“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 中坐而叹曰:
“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众人皆相视流泪,唯丞相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
何至作楚囚相对.”到第八首«青海卧疾之作»,陡然有了大转变.作者仿佛遭遇晴天霹雳,打击极大,
以此卧病不起,意志也颇为消沉.其诗云:“数日穹庐卧疾时,百方投药力将微.惊魂漫漫迷山路,怯
魄悠悠傍海涯.旋知命与浮云合,可叹身同朝露晞.”又说:“邂逅遭屯蒙,人情讵见通.昔时曾虎步,
即日似禽笼.”从“惊魂漫漫”、“怯魄悠悠”来看,作者定是听闻到了某种不祥的消息,以此惊魂失魄,
一病不起,自叹命运无常,身入禽笼.

结合有限的现存唐代史料看,作者前后遭遇的陡然变化,似与当时吐蕃与大唐的谈判密切相关.
据«册府元龟»记载,开元二十三年(７３５)二月,“吐蕃赞普遣其臣悉诺勃藏来贺正,贡献方物”(卷

９７１);又载,开元二十三年三月,“命内使窦元礼使于吐蕃.使悉诺勃藏还蕃,命通事舍人杨绍贤往赤

岭以宣慰焉”.这次吐蕃、大唐之间使者往来,实际因为吐蕃猜疑、发生摩擦所致.同时期,有«敕吐

蕃赞普书»云:

　　皇帝问赞普:缘国家先代公主,既是舅甥,以今日公主,即为子婿.如是重姻,何待结约? 遇

事足以相信,随情足以相亲,不知彼心,复同以否? 近得四镇节度使表云:彼使人与突骑施交通,
但苏禄小蕃,负恩逆命.赞普并既是亲好,即合同嫉顽凶,何为却与恶人密相往来,又将器物交

通赂遗? 边镇守捉,防遏是常,彼使潜行,一皆惊觉,夜中格拒,人或死伤,比及审知,亦不总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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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送金银诸物及偷盗人等,并付悉诺勃藏,却将还彼.既与赞普亲厚,岂复以此猜疑? 自欲坦

怀,略无所隐,纵通异域,何虑异心? 晚春极暄.①

这通敕书作于开元二十三年三月,由窦元礼或杨绍贤传达给吐蕃赞普.从敕书可知,在此之前,唐朝

派遣使者与突骑施沟通,但遭到拒绝;而吐蕃暗中与突骑施勾结,也派遣使者,联络突骑施,但被唐朝

边镇发觉,夜间格斗厮杀,吐蕃使者颇有死伤,金银器物等也被唐军没收,由此产生摩擦.
结合这通敕书,上文P．２５５５落蕃诗中一些原来不甚清晰的疑点,在这里可以得到解答.

１．使团的出使任务.从这通敕书推断,P．２５５５中的落蕃使团,可能就是这通敕书中提及的唐朝

当时派往戎乡与突骑施“交通”的使团,由于苏禄“负恩逆命”,使团没有达成此行目的.
结合当时史实来看,开元二十二年,突骑施苏禄派遣将领阙俟斤入朝,行至北庭,伺机不轨,被时

任北庭都护的刘涣诛杀,因生猜嫌,两国交恶.此事唐史不载,见张九龄«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敕

书指斥说:“戎俗少义,见利生心,故阙俟斤入朝,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计议,即起异心,何羯达所言,即
是彼人自告,踪迹已露,然始行诛,边头事宜,未是全失.朕以擅杀彼使,兼为罪责,北庭破刘涣之家,
仍传首于彼,可汗纵有怨望,亦合且有奏论.”②可知阙俟斤入朝,包藏祸心,才被刘涣诛杀,因此并不

全是刘涣的过失,即敕书说“未是全失”;但唐朝为了表示诚意,也问责刘涣,削其首级,传于突骑施.
刘涣被诛后,双边关系似乎有所缓和.四月,刘涣被诛;六月,突骑施再次派使者入朝.«册府元

龟»记载,开元二十二年六月,“突骑施遣其大首领何羯达来朝,授镇副,赐绯袍银带及帛四十匹,留宿

卫”(卷九七五).宿卫,即在宫禁中值宿,担任警卫,足见何羯达来朝后颇受器重.
同年,唐朝派遣使者与突骑施交好.这一史实,唐史不载,上引王斛斯表知,唐朝派遣使者赴突

骑施,却被“负恩逆命”.突骑施对大唐的外交政策这样出尔反尔,与其宗主国突厥的国内政变有关.
突骑施“南通吐蕃,东附突厥”,先是唐朝以史怀道女为金河公主嫁给苏禄,稍后突厥、吐蕃亦嫁女与

苏禄.突骑施之所以“东附突厥”,以其国小,臣服于突厥.
稍后,突骑施苏禄势力逐渐崛起,周旋于大唐、吐蕃、突厥之间,他利用大唐与吐蕃的矛盾,牟取

政治利益,既向大唐示好,又暗中与吐蕃勾结.而突厥毗伽可汗小杀一向与大唐交好,不与吐蕃、突
骑施结盟.早在开元十五年(７２７),吐蕃与突骑施勾结,侵寇唐朝安西四镇,吐蕃暗中联合突厥,突厥

毗伽可汗小杀却派使者远赴长安,告发吐蕃阴谋,进一步巩固了与大唐的双边关系.但在开元二十

二年十二月,突厥毗伽可汗小杀被大臣毒死(事详«突厥传»),导致西域政治格局的形势急转直下.
«册府元龟»记载:“开元二十二年十二月,突厥毗伽可汗小杀为其大臣梅禄啜所毒而卒,帝悼之,辍朝

三日.敕曰:‘情义所在,礼固随之,岂限华夷,唯其人耳.突厥毗伽可汗顷者虽处绝域,尝以臣子事

朕,闻其永逝,良用悼怀,务广宿恩,以制权礼,宜令所司,择日举哀.甲寅,于雒城南门举哀,命宗正

李佺申吊祭焉.’”③

毗伽可汗小杀被毒死,噩耗传到长安,唐朝隆重哀悼.再结合P．２５５５组诗中这支冬日从敦煌出

发的赴戎乡使团,一路西进,最终在墨离海逗留了下来,此可能是由于突厥国内剧变的原因.一向与

大唐交好的突厥可汗突然被毒死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突骑施摆脱了突厥的钳制,暴露出凶

残、贪婪的面目.作者突然感到事态的严峻,战争一触即发,其«登山奉怀知己»愁绪正是这一体现.
组诗多次流露出使团一行被扣押,事发突然,事先没有征兆.«晚秋至临蕃被禁之作»:“邂逅流

迁千里外,谁念栖(恓)惶一片心.”«晚秋羁情»:“非论邂逅离朋友,抑亦沦流彫羽翮.”«感兴临蕃驯

雁»:“邂逅飘零虏塞傍.”其中的“邂逅”,即仓猝、突然.这表明作者一行,很可能是被突然袭击.

２．使团被羁押原因.突厥毗伽可汗小杀被毒死后,突骑施暗中与吐蕃勾结频繁.可能也就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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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二十二年十二月突厥政变后,吐蕃派使者趁夜潜往突骑施,据上引«敕吐蕃赞普书»,这批使者被唐

朝边镇发觉,唐朝杀伤了突骑施的使者,并扣留了吐蕃送给突骑施的金银器物.因此,吐蕃趁机报

复,也袭击并羁押了唐朝当时派往突骑施的使者,即P．２５５５中的落蕃使团.P．２５５５陷蕃诗«忽有古

人相问以诗代书达知己»云:“非论阻碍难相见,亦恐猜嫌不寄书.”其诗中所提及的“猜嫌”,与上文

«敕吐蕃赞普书»“岂复以此猜疑? 自欲坦怀,略无所隐”等相同,足见当时吐蕃羁押大唐使者完全出

于猜嫌所致.又陷蕃诗«久憾缧绁之作»:“即日无辜比冶长”,再次表明:作者一行被无端猜疑.诗中

“无辜比冶长”,即用公冶长无罪入狱的典故.作者借此表明心迹,以打消被无端猜疑的误会.
为了共建互信,因此在开元二十三年春,吐蕃、大唐互派使者处理此事.唐朝在敕书吐蕃赞普的

同时,还敕书金城公主,让她从中斡旋此事.敕书云:“异域有怀,连年不舍,骨肉在爱,固是难忘.彼

使近来,具知安善.又闻赞普情义,是事叶和,亦当善执柔谦,永以为好.春晚极暄,想念如宜.
诸下并平安好.今令内常侍窦元礼往.遣书指不多及.”①

结合P．２５５５落蕃诗来看,此时两国安排使者会面,取得一些进展.如上文所述,P．２５５５落蕃诗

中,没有开元二十三年春的诗作,从开元二十二年冬诗作,径直跨越到开元二十三年夏天,据此推断,
从开元二十二年冬起,诗人一行即被扣押,完全失去自由,直到开元二十三年晚春,唐朝派内常侍窦

元礼、通事舍人杨绍贤赴吐蕃斡旋,诗人一行才被释放出来.窦元礼一行晚春三月赴吐蕃,到诗人一

行被释放出来,已是夏天了.所以P．２５５５落蕃诗«夏中忽见飞雪之作»“三冬自北来,九夏未南回”,
自冬季被俘,直到夏季来临时才重建天日,作者巧妙地借夏日飞雪为己鸣冤.

但唐朝这次交涉,只是促使吐蕃释放了这批使团使者,并未将他们遣还大唐,而是往吐蕃境内押

解.所以,组诗中有«冬(夏)日野望»«夏日途中即事»等,描叙诗人一行被押解的途中所见.但诗人

一行被押往青海后,才得知并不能旋即遣回大唐,而是被继续羁押,诗人听闻这些消息,仿佛晴天霹

雳,一病不起,慨叹命运的捉弄与无常.这一点,我们在上文探讨«青海卧疾之作»时也提及了,其诗

末句“缅怀知我者,荣辱杳难同”,表达遭此耻辱的愤激.
同时期的«敕吐蕃赞普书»反映当时大唐、吐蕃进一步交涉的失败.敕书云:

　　皇帝问吐蕃赞普:近窦元礼往,事具前书.赞普后来亦知彼意.朕推心天下,皆合大和,况

于彼蕃,复是亲娅,仍加结约,盟誓再三.以至道言之,此亦仁义不薄也.而赞普且犹未信,复是

何心? 君长大蕃,固不容易.所云去年七月隽州将兵抄掠,兼有 诱.隽州之外,尚隔诸蛮,既

背吐蕃,自行寇抄掠,而乃推托于我,何为遥信虚词? 今既和好,何有嫌疑? 至如西自葱岭

已来,沿边诸处,或地势是要,或水土是好,彼有城镇,亦皆内侵.朕既不解广求,更以自益,缘已

和好,不可细论.且八叠山筑城、改城置镇,皆入汉界,何曾以此为言? 而彼即生词,未知何意?
边城委任,当 择 忠 良,无 信 小 人,令 得 间 构.夏 中 已 热,赞 普 及 平 章 事 并 平 安 好.遣 书 指 不

多及.②

敕书所云“朕推心天下”、“而赞普且犹未信,复是何心”等,指责赞普听信谗言,混淆视听,双边互信,
难以实现.又同年夏秋之交,«敕陇右节度阴承本书»云:“朕于吐蕃,恩信不失,彼心有异,操持两端,
阴结突骑施,密相来往.事既丑露,却以怨尤,乃云姚、嶲用兵,取其城堡.略观此意,必欲为恶.”③指

责吐蕃暗中突骑施,首鼠两端,妄图挑起事端,恶化双边关系.
同时期,«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吐蕃与我盟约,歃血未干,已生异志.远结凶党,而甘言缓我,

欲待合谋,连衡若成,西镇何有?”又云:“然则此蕃奸计,颇亦阴深,外示存约,内实伺便”,“卿还须知

其变诈,随事交当,使其退不得以此为词,进不得成其凶计”,提醒安西都护王斛斯随时防御吐蕃、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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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施的进犯.不久,果然吐蕃、突骑施大举进犯.«敕嶲州都督许齐物书»云:“近者投降吐蕃云,蕃兵

已向南取盐井.”又«敕西南蛮大首领蒙归义书»云:“吐蕃于蛮,拟行报复.又嶲州盐井,本属国家,中
间被其内侵,近日始复收得.”盐井在今四川境内,为唐蕃争夺要地,此番交战,唐兵收复盐井,挫败吐

蕃锐势.
同年冬,边关战事吃紧,«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二十三年冬十月,突骑施寇北庭及安西,拨换

城.”张九龄«敕瀚海使盖嘉运书»:“突骑施凶逆,犯我边陲,自夏已来,围逼疏勒,频得王斛斯表,见屯

遍城.冬中甚冷.”又«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累得卿表,知贼等肆恶,终冬不去.冬中甚寒.”从敕

书知,双方交战,迄夏至冬,唐朝招募兵马,作持久战.又«敕四镇节度王斛斯书»云:“所缘兵募行赐,
则令所由支遣,已别 牛仙客讫.四镇蕃汉健儿,并委卿随所召募.冬中甚寒.”

在这年秋冬大唐与吐蕃、突骑施的鏖战中,落蕃人也格外愁苦.他们的际遇,与唐西北的战局紧

密关联,这在P．２５５５陷蕃组诗中自然体现出来.如«晚秋羁情»“近来殊俗盈街衢”,作者从异俗外蕃

的相互紧密勾结中,体察到边关战事的频仍与紧张,“不忧懦节向戎夷,只恨更长愁寂寂”,表示在此

严峻关头,不忧心保持节操,只恨又要被羁押更长时间了.这年冬天,随他一起落蕃的小儿子夭折

了,作者无限伤感:“昔别长男居异域,今殇小子瘞泉台.羁愁对此肠堪断,客舍闻之心转摧.”(«闻城

哭声有作»)羁旅戎乡,这年除夕他过得格外孤苦.其«除夜»诗云:

　　荒城何独泪潸然,闻说今宵是改年.亲故暌携长已矣,幽缧寂寞镇愁煎.更深肠绝谁人念,
夜永心伤空自怜.为恨漂零无计力,空知日夕仰穹天.

这样的深刻苦痛,即使冬去春来,自然物候传递的新趣,也难以随之驱去.其«春宵有怀»:“独坐春宵

月渐高,月下思君心郁陶.”在春宵的喧闹里,他依然是那么孤独、愁闷.但唐代边关迎来了可喜的胜

利.«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二十四年春正月,吐蕃遣使献方物.北庭都护盖嘉运率兵击突骑施,
破之.”吐蕃派使者进贡,突骑施被击退.同年春,«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云:“狂贼经冬,犯边为梗”,
“又闻此贼寻亦退散,攻围既解,且得休息”.

对于吐蕃的进贡、突骑施的退散,唐朝的高层决策者有着清醒的认识.«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告诫说:“忿戾之虏,行应再来.”«敕吐蕃赞普书»一针见血地说:“近闻莽布支西行,复有何故? 若与

突骑施相合,谋我碛西,未必有成,何须同恶? 若尔者欲先为恶,乃以南蛮为词,今料此情,亦已有备.
近令勒兵数万,继赴安西,傥有所伤,慎勿为怪也”,积极粉碎吐蕃的阴谋.但当时突骑施、吐蕃仍然

猖獗,唐兵大集,双方鏖战又即将开始.
吐蕃与大唐虽然多次互派使者,但猜嫌进一步加重.这年春夏之交时,«敕吐蕃赞普书»云:“此

使前至之日,具知彼意.窦元礼中间所云,亦已备论.且亲以舅甥之国,申以婚姻之好,义非不重,心
岂合疑? 顷岁以来,加之盟约,此又不信,其如之何? 而每来信使,皆以为词.或云越界筑城,或称将

兵抄掠.间构既行,猜嫌互起.朕近已知此,赞普亦须察之,勿取浮言,亏我大信,以绝两国之

好,甚善甚善! 春晚渐热.”①这道敕书相较于以往敕书,措辞激烈,指责赞普不守信义,多次践踏盟

约,双边关系恶化.同年夏天,«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云:“朕虽居九重,不忘征戍.况强寇压境,侵
轶是虞.去岁因有狂贼在彼,屡有战亡.昨得表言,对之怆恻.兼闻吐蕃与此贼计会,应是要路.斥

候须明事,必预知,动即无患耳.夏晚毒热.”②边关形势紧张,大战在即.
可能由于边关的严峻形势,这年夏天,P．２５５５组诗作者一行的人身自由再次受到严密控制,因

而在组诗中没有这年夏天的诗作.
这年春夏间,突骑施在暗中勾结吐蕃的同时,还纠集了其他西域势力,大唐为了彻底击败突骑施

等,也开始寻求盟友,联合破敌.«敕诸国王叶护城使等书»«敕突厥可汗书»即是源于这一背景.同

０１１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①

②

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第６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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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天,唐朝甚至开始与远在西陲的大食阿拉伯帝国联手,对付吐蕃、突骑施.«敕安西节度王斛斯

书»云:“得卿表并大食东面将军呼逻散诃密表,具知卿使张舒耀计会兵马回.此虽远蕃,亦是强

国,观其意理,似存信义.若四月出兵是实,卿彼已合知之,还须量宜与其相应,使知此者计会,不是

空言.且突骑施负恩,为天所弃,诃密若能助国破此寇雠,录其远劳,即合优赏.时暑.”①

从敕书知,为寻求盟友,王斛斯派张舒耀出使远蕃强国大食,大食同意出兵合围突骑施.
这年与突骑施的交战,获得三次大捷,并沉重打击突骑施苏禄势力,取得阶段性胜利.这在张九

龄同年上奏的三道贺状,均有体现.其«贺北庭解围仍有杀获状»:“盖嘉运奏北庭觧围,仍有杀获.”
这应该是开元二十四年春,盖嘉运击退突骑施自去年夏冬以来的围困.又«贺盖嘉运破贼状»:“知盖

嘉运至突骑施店密城,逢贼便斗,多有杀获.且卤党大众,见在边城,方拟经春,图为边患.忽闻嘉运

北入,复有破伤,必其惊忙,当有携散.”这应该是盖嘉运在同年初春击退突骑施后,主动进军,突袭得

手.又«贺贼苏禄遁走状»:“知苏禄遁走,入山出界者.事且无忧,吐蕃纵实西行,苏禄不得相

应,其败可必,又无可忧.边鄙且宁,不胜庆慰.”②这次破贼,大获全胜,迫使苏禄遁逃,“入山出界”,
元气大伤;吐蕃失去了突骑施这个盟友,孤掌难鸣.

此次大唐与吐蕃、突骑施的交战,迄开元二十二年夏,至开元二十四年秋,历时三个年头,以唐朝

大捷,吐蕃、突骑施的主动求和告终.«册府元龟»记载:

　　开元二十四年八月甲寅,突骑施遣大首领胡禄达干来求和,许之,宴于内殿,授右金吾将军

员外,置赐锦衣一副,帛及彩一百匹,放还蕃.③

同年秋八月,«敕吐蕃赞普书»云:“安西诸军,去此万里,仓卒遇敌,何暇奏裁? 既彼交侵,必应拒斗.
倘有伤损,可无相尤.突骑施异方禽兽,不可以大道论之.赞普与其越境相亲,只虑野心难得,
但试相结,久后如何,于朕已然,义则合绝.但为誓约在近,亲好又深.先令奔问,欲尽旧情;必定为

恶,别为之所.一昨遣内常侍刘思贤送公主封物、并每年国信物,现已临路,适会表来.思贤此行,量
其在道迟缓,今故令刘思贤判官刘明子先行,具宣往意.”④敕书中,大唐对吐蕃恩威并用,一面指责吐

蕃与突骑施相亲,一面解释唐蕃发生摩擦的原因,并以旧情拉拢吐蕃,多次派遣使者入蕃交涉.这样

强大的外交攻势,在突骑施大败、求和之际,无疑起了作用.在这年秋,P．２５５５中的落蕃人一行,终
于在唐朝与吐蕃的多番交涉下,回到了唐朝⑤.

P．２５５５组诗最后反映的季节是秋天,即开元二十四年秋,作者一行结束了被羁押的生活.所

以,组诗写到这里,也就戛然而止.

三、陷蕃组诗作者身份的再探讨与唐、蕃外交关系

根据上文的初步考察,笔者推测这位陷蕃组诗作者的官衔至少在五品以上,他的这位“王都护姨

夫”,就是安西都护王斛斯,唐开元后期镇守西域边关的重要统帅.再结合唐代相关史实和P．２５５５
陷蕃组诗的诗歌文本,笔者进一步考订推测这位陷蕃组诗的作者,很可能是当时多次奉命出使西域、
吐蕃的皇室宗亲李暠.

第一,组诗中多次流露出诗人曾经到过这片被羁押之地,并且结交过不少朋友.作者身陷蕃域,
却有不少故友,此处落蕃,却也有了与故人相遇的机会.«忆故人»云:“别君彼此两平安,别后栖(恓)
惶凡几般.谁(虽)然更寄新书去,忆时捻取旧诗(书)看.”告诉故人别后的思念,不料此番却又相遇,

１１１唐代开元盛世的边疆格局及其西北民族关系———以敦煌遗书P．２５５５陷蕃组诗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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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第６０４页.
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第７６１、７６３页.
王钦若等编修:«册府元龟»卷九七五,第１１４５５页.
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第６６８页.
«文苑英华»及«曲江集»共有七篇张九龄«敕吐蕃赞普书»,这七道敕书创作时间从开元二十三年春至开元二十四年秋,与P．

２５５５组诗中所反映的落蕃者一行被扣押的时间完全相吻合,可见当时以张九龄为首的内阁为营救这批落蕃者所付出的前后努力.



让人感慨唏吁.又«晚秋登城之作»:“孤城落日一登临,感激戎庭万里心.”“乡国未知何所在,路逢相

识问看看.”作者被羁押前行,一路上还能遇到相识者,可见他对这个戎乡的熟悉,故人、相识者不少.
其中,也不乏知己,«忽有故人相问以诗代书达知己两首»:

　　忽闻数子访羁人,问着感言是德邻.与君咫尺不相见,空知日夕泪沾巾.
自闭荒城恨有余,未知君意复何如.非论阻碍难相见,亦恐猜嫌不寄书.

“羁人”表明作者此时的身份,与故人再次相会,身份却迥然有别了.“数子”表明来探望作者的故人

较多;“忽闻”表明作者落魄中的激动与意外之情.“与君咫尺不相见”,说明作者被羁押,人身自由受

到一定限制.“未知君意复何如”,表明作者忐忑的心情,虽然是故地重返,但身份不同了,所以此时

作为“羁人”的他,不敢主动联系故人.不料故人却主动来探访他,给他莫大的心理慰藉.“非论阻碍

难相见,亦恐猜嫌不寄书”,作者向故人坦白:不仅有多重阻碍让我们难以相见,也担忧遭到猜嫌、误
会,不敢书信联系.作者以诗代书,推心置腹,语重心长,体现彼此挂念的深层关系.又«得信酬回»:
“人回忽得信,具委书中情.羁思顿虽豁,忆君心转盈.”这首诗紧承上两首而来,酌其诗意,应是作者

“以诗代书达知己”后,很快就收到了故友的回信,来信语意敦敦,顿时消却了作者的羁思之苦.与故

人相会,总是让他悲喜交加.«逢故人之作»云:“故人相见泪龙钟,总为情怀昔日浓.随头尽见新白

发,何曾有个旧颜容.”回想往昔,情义笃深;如今相见,又添了不少白发.
如果说,上述组诗的诗句仅仅体现的是作者曾经到过此地,那么下文将要讨论的这些诗句所揭

示的史实价值就非同一般了.这也是笔者推测组诗可能为李暠所作的主要依据.
陷蕃组诗有«题故人所居»诗云:

　　与君昔别离,星岁为三周.今日觏颜色,苍然双鬓秋.茅居枕河浒,耕凿傍山丘.往往登樵

迳,时时或饭牛.一身尚栖屑,底事安无忧? 相见未言语,唏吁先泪流.
首两句信息很重要,作者自言与故人昔日别离,转眼间三年了.这次重逢,两人身份都发生极大变

化,作者是“羁人”之身,故人却也沦为樵隐之士.想起当初,“我们”两人都为国事四处奔波劳碌,如
今却落得如此休闲,哪里能不愁心忧虑呢? 所以,作者与故人心意相通,“相见未言语,唏吁先泪流”.
按照上文组诗创作时间的推算,这首诗作于开元二十四年秋,作者自言“与君昔别离,星岁为三周”,
往前追溯,应是开元二十一年(７３３).

开元二十一年,大唐派工部尚书李暠出使吐蕃;同年九月,两国树碑立盟.«旧唐书李暠传»:

　　开元二十一年正月,制曰:“继好之义,虽属边鄙;受命以出,必在亲贤.事欲重于当时,礼故

崇于殊俗,选众之举,无出宗英.工部尚书李暠,体含柔嘉,识致明允,为公族之领袖,是朝廷之

羽仪.金城公主既在蕃中,汉庭公卿非无专对,有怀于远,夫岂能忘? 宜持节充入吐蕃使,准式

发遣.”①

依金城公主旨意,两国于“九月一日树碑于赤岭,定蕃、汉界.树碑之日,诏张守珪、李行祎与吐蕃使

莽布支同往观焉”.之后,双方晓谕边关各州县“两国和好,无相侵掠”.李暠以“奉使称职”,“转吏部

尚书”.据此记载,开元二十一年正月,李暠受唐玄宗委派,赴吐蕃谈判,经过多番努力,双方缔结和

约,分界立碑,从此“两国和好,无相侵掠”.从正月敕书出使,到九月树碑②,李暠在吐蕃短暂逗留,结
识了当时不少主张与大唐交好的吐蕃官员.但之后不久,吐蕃与突骑施暗中勾结,吐蕃与大唐边将

摩擦不断,互有侵掠,吐蕃、大唐之间因此产生猜嫌,扣押了前往塞外戎乡的李暠使团.李暠是唐、蕃
结盟立碑的重要使者,吐蕃通过羁押李暠一行,为了在当时的唐、蕃矛盾中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所
以,在李暠使团被羁押入蕃的两三年中,唐、蕃之间使者往来频繁,战、和不定.

又,唐、蕃立碑分界,是在赤岭.这是开元二十一年李暠赴吐蕃立盟的重要场地.当李暠一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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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一二«李暠传»,第３３３６页.
一说开元二十二年.«旧唐书吐蕃传»:“开元二十二年,遣将军李佺于赤岭与吐蕃分界立碑.”«旧唐书玄宗纪»同.



押解入蕃,经过赤岭时,他写下了«夜渡赤岭怀诸知己»:“山行夜忘寐,拂晓遂登高.回首望知己,思
君心郁陶.不闻龙虎啸,但见豺狼号.”“独嗟时不利,诗笔唯(虽)然操.更忆绸缪者,何当慰我曹.”
所以,作者故地重游,分外感怀.如今,形势大变,“我辈”反被拘押至此.回忆往事,历历在目,让人

情何以堪? 诗中“绸缪”,指情意殷切,“更忆绸缪者”、“回首望知己”,遥想当时,“诸知己”殷勤款待,
如今物是人非,“不闻龙虎啸,但见豺狼号”,当年作者入蕃时接待他的那些忠贞贤臣不见了,吐蕃朝

廷被一群宵小奸臣窃据了.他们破坏了唐、蕃两国曾经苦心经营的结盟立碑的和平局面,将唐、蕃拖

入战争的深渊.
李暠一行曾被押解至临蕃,这对于他而言,也是一个伤心之地.开元二十一年他出使吐蕃时,这

个边镇还在大唐的掌控之中;但转眼间,便已被吐蕃蚕食.临蕃,顾名思义,即临近蕃界的意思.据

«新唐书地理志»唐开元二十年置陇右节度使于此.临蕃何时为吐蕃所攻陷,史书无考.其«晚秋

至临蕃被禁之作»:“昔日三军雄镇地,今时百草遍成阴.”首句表达临蕃曾经是大唐边关之地,李暠当

时作为入蕃使者,途经此地,可如今已是百草丛生,一片荒败.其«晚秋羁情»:“屋宇摧残无个存,犹
是唐家旧踪迹.”与“昔日三军雄镇地,今时百草遍成阴”遥相呼应,抒发的情感也颇为相似.结合这

两处诗句,都清晰地表明:作者曾经来过这些地方,今昔变化之大,为作者所痛心.
此外,唐玄宗在派遣李暠出使吐蕃的文书中,特别强调使者的选拔条件时说:“继好之义,虽属边

鄙;受命以出,必在亲贤.事欲重于当时,礼故崇于殊俗,选众之举,无出宗英.工部尚书李暠,体含

柔嘉,识致明允,为公族之领袖,是朝廷之羽仪.”宗英,即皇室中才能杰出的人.李暠被誉为“公族之

领袖”、“朝廷之羽仪”,是当时公认的最佳人选.在这道敕命中,有“殊俗”一词,这在陷蕃组诗中也多

次运用.李暠不辱使命,唐、蕃树碑立盟,吐蕃节物、风俗,颇异于长安,“殊俗”一词早已深深地印入

他的脑海中.所以,在陷蕃组诗中,“殊俗”一词便常常脱口而出了,如诗题«九日同诸公殊俗之作»、
“予时落殊俗”(«白云歌»自序)、“近来殊俗盈衢路”“殊方节物异长安”(«晚秋羁情»)等.因此,仅从

“殊俗”一词的使用偏好来看,也与李暠有着较深的关联.
第二,组诗中流露出作者皇室宗亲的身份特征.«非所寄王都护姨夫»:“敦煌数度访来人,握手

千回问懿亲.”诗中“懿亲”,唐代时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最亲近的亲戚;二是特指皇室宗亲.如果孤立

地看,此处可能两种含义都讲得通.但如果结合«梦到沙州奉怀殿下»诗及相关史实来看,此处“懿
亲”应该特指皇室宗亲.«梦到沙州奉怀殿下»:“昨来魂梦傍阳关,省到敦煌奉玉颜”、“光华远近谁不

羡”,表明作者颇受殿下宠信;«非所寄王都护姨夫»“握手千回问懿亲”的这位“懿亲”,即是«梦到沙州

奉怀殿下»中的“殿下”,无论是王姨夫(王斛斯),还是作者(李暠),都奉命辅佐殿下镇守西北边关.
据唐史,这位殿下,即唐玄宗长子李琮.据«旧唐书»李琮本传记载,李琮于开元四年(７１６)正月,

遥领安西大都护,仍充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开元十五年(７２７),遥领凉州都督兼河西诸军

节度大使.又«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大都督、大都护皆亲王遥领,大都护府之政,以副大都护主之.
副大都护则兼王府长史,其后有持节,为节度副大使,诸王拜节度大使者皆留京师.在给王斛斯的敕

书中,有“敕四镇节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督护王斛斯”、“敕四镇节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护王斛斯”等
语,知王斛斯的职位有副大都护、副大都督、节度副大使等,他以王府长史的身份,代替亲王李琮管理

西域政事.王斛斯,即陷蕃组诗作者李暠的姨夫,两人同时效命于亲王李琮.王斛斯镇守边关,李暠

多次奉命出使戎乡.李暠,与李琮同为皇室宗亲.«青海卧疾之作»云:“昔时曾虎步,即日似禽笼.”
虎步,也流露出作者非同寻常的身份.«旧唐书李暠传»记载:“李暠,淮安王神通玄孙,清河王孝节

孙也.三迁黄门侍郎,兼太原尹,仍充太原已北诸军节度使.久之,转太常卿,旬日,拜工部尚

书、东都留守.”①后来以工部尚书的身份出使吐蕃,促成唐、蕃立盟树碑,因此升迁为吏部尚书.
第三,组诗中流露出作者引以自豪的外交能力.«久憾缧绁之作»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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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一二«李暠传»,第３３３５页.



　　一从命驾赴戎乡,几度躬先亘法梁.吐纳共饮江海注,纵横竟揖惠风扬.今时有恨同

兰艾,即日无辜比冶长.黠虏莫能分玉石,终朝谁念泪沾裳.
诗的前两句表明:作者多次被皇帝派遣奔赴戎乡;后两句,作者颇为自豪于自己的文采词辩,以及合

纵连横的外交智慧.后四句,紧承前四句而来,作者痛恨吐蕃统治者兰艾不分,玉石同焚,君子小人

无别,使自己蒙受不白之冤,自己纵有才辩,也无济于事.
同样的苦闷,流露在组诗的其他诗篇中.如«秋中霖雨»:“才薄孰知无所用,犹嗟戎俗滞微名.”

作者一向自负自己的才华,不料这次却乏术无力.又«非所寄王都护姨夫»:“戎庭事事皆违意,虏口

朝朝计苦辛.”再次表明作者出色的外交才能,在此一筹莫展,处处受阻.今昔的变化太明显了,这对

于作者的刺激尤大,所以,他在组诗中多次发泄出这种愤激.这一时期,唐、蕃双边关系已经失去互

信.这从上文所引的作于同时期的«敕吐蕃赞普书»中,也清晰地体现出来.兹列表如下:

时间 «敕吐蕃赞普书»

开元二十三年春 既与赞普亲厚,岂复以此猜疑? 自欲坦怀,略无所隐,纵通异域,何虑异心?

开元二十三年夏 而赞普且犹未信,复是何心?

开元二十四年春 赞普不体朕怀,乃更傍引远事.

开元二十四年春 且亲以舅甥之国,申以婚姻之好,义非不重,心岂合疑? 顷岁以来加之盟约,此又不信,其如之何?

开元二十四年秋 勿取浮言,亏我大信,以绝两国之好,甚善甚善.

上述大唐官方敕书多番往来,尚且不易令吐蕃释怀,作者身陷戎乡,又何能自辩得清呢? 究其本

原,即如«敕陇右节度阴承本书»所云:

　　朕于吐蕃,恩信不失,彼心有异,操持两端,阴结突骑施,密相来往.事既丑露,却以怨尤.①

吐蕃暗中勾结突骑施,事情败露后,恼羞成怒,反迁怒于大唐.如上文所考,作者(李暠)一行赴戎乡,
被吐蕃扣押,原因也是吐蕃暗通突骑施被唐朝发觉后的肆意报复.所以,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作者

痛感百口莫辩,才华难伸,显然又在情理之中.
与此同时,在唐代开元时期,能以文采词辩驰骋天下的,在皇室宗亲中,似以李暠为最.他颇为

唐玄宗器重,委以出访慰劳的重任.如上文引,开元二十一年出使吐蕃时,皇帝还特别提到了李暠出

色的外交口才:“金城公主既在蕃中,汉庭公卿非无专对,有怀于远,夫岂能忘?”由于金城公主还在吐

蕃,所以派遣的使者不能有失国体,非有“专对”才行.专对,指任使节时独自随机应答.«论语子

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李暠才辩超人,足以应对复

杂外交场合,所以皇帝又称誉他为“朝廷之羽仪”.如此才辩,与陷蕃诗«久憾缧绁之作»“吐纳共饮江

海注,纵横竟揖惠风扬”,正互为表里.
据其他史料,可考的也有三次,«册府元龟»卷一三六记载:“开元四年十二月,命卫尉少卿李暠赍

玺书,慰劳朔方降户.”又同书卷一四四记载:“开元七年五月朔日有食之,帝素服以候变,令礼部侍郎

王□、太常少卿李暠分往华岳、河渎祈求.”同卷又载:“开元十四年六月丁未,以久旱,分命六卿祭山

川,张九龄祭南岳及南海,黄门侍郎李暠祭北岳.”P．２５５５«闻城哭声有作»诗:“昔别长男居异域,今殇小

子瘗泉台.”据诗中自叙,长男去世的时候,他也曾出使异域.又据P．２５５５组诗,开元二十二年冬,他奉

命出使突骑施,途中被吐蕃扣押,羁留长达三个年头,从开元二十二年冬到开元二十四年秋.
第四,组诗中折射出作者落蕃,却依然保持崇高品节.陷蕃诗«晚秋羁情»:“不忧懦节向戎夷”,

表明作者不向戎夷低头的从容、自信.他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说:“缧绁戎庭恨有余,不知君意复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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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第５９７页.



如? 一介耻无苏子节,数回羞寄李陵书.”(«阙题六首»其二)以自身品节愧不如苏武作对比,饱含作

者的自谦之意.又«诸公破落官蕃中之作»:“可能忠孝节,长遣困西戎.”以忠孝品节,勉励落蕃“诸
公”.仅从诗题“官蕃中”来看,作者一行落蕃之后,可能被吐蕃强行授予官职.但“诸公”受作者品节

的感染,也始终坚守节操,不为吐蕃的威逼利诱所屈服.«赠邓郎将四弟»:“怜君节操曾无易,只是青

山一树松.”«俯吐蕃禁门观田判官赠向将军真言口号»:“看心且爱直如弦.”作者写诗颂扬邓郎将四

弟、向将军等人的忠贞品节.
唐玄宗时期,李暠品节极高,以威重、贞正著称.«旧唐书李暠传»:“李暠风仪秀整,所历皆以

威重见称,朝廷称其有宰相之望.累封武都县伯,俄为太子少傅.”从“所历皆以威重见称”来看,李暠

久经考验,多次出使戎乡,不辱使命,甚至身陷吐蕃囹圄之中,因而获得时人的赞誉与尊重.所谓“时
危见臣节”,倘若没有经历陷蕃的困辱之境,很难想象时人会有如此溢美的评价.他在写给友人的书

信中说:“一介耻无苏子节,数回羞寄李陵书.”(«阙题六首»其二)而将他的品节,与苏武相媲美,正是

时人的褒誉.又,从下文“累封武都县伯”来看,倘若李暠没有功勋,单凭吏部尚书的勤勤恳恳,是很

难被封为县伯的.又,相较于开元二十一年出使吐蕃,皇帝“以暠奉使称职,转吏部尚书”,李暠此次

出色地完成了出使任务,也仅将他从工部尚书擢升为吏部尚书,没有封爵.李暠任吏部尚书的官绩,
史书没有明载.而其后之所以被封为县伯的原因,应正是前一句所言“所历皆以威重见称,朝廷称其

有宰相之望”,即在落蕃的三年中,李暠以贞正的品节赢得了时人的尊敬.故李暠回朝后,即受封县

伯,这是朝廷对其品节的嘉奖.
由于李暠身陷吐蕃,忠贞不屈,广为传颂.所以在坊间也便衍生了他的贞正惊惧鬼神的传奇故

事.«太平广记»记载:

　　唐兵部尚书李暠,时之正人也.开元初,有妇人诣暠,容貌风流,言语学识,为时第一.暠不

敢受.会太常卿姜皎至,暠以妇人与之.皎大会公卿,妇人自云善相.见张说曰:“宰臣之相.”
遂相诸公卿,言无不中.谓皎曰:“君虽有相,然不得寿终.”酒阑,皎狎之于别室.媚言遍至,将

及其私.公卿迭往窥睹,时暠在座.最后往视,妇人于是呦然有声.皎惊堕地,取火照之,见床

下有白骨.当时议者以暠贞正,故鬼神惧焉.①

考诸唐史,李暠出任过工部尚书、吏部尚书,而没有出任过兵部尚书,之所以会传讹为兵部尚书,也是

因为他的胆气.唐、蕃连年交兵,李暠身陷吐蕃,“不忧懦节向戎夷”,拥有这样的胆气,坊间自然将他

的吏部尚书一职传讹为兵部尚书了.«太平广记»所载,虽然为街谈巷议的无稽之谈,但并非完全空

穴来风,至少它是建构在时人对李暠贞正品节的公认、热议基础之上的.这些传奇的出现,生动地再

现了人们对李暠“正人”品节的认知,也是他身陷吐蕃“不忧懦节向戎夷”品节的投射.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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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二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３册,第３９２ ３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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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鲜关系中清朝礼制的张力

———以康熙年间清朝册封朝鲜王世弟为中心

[韩]孙成旭

摘　要:册封是清鲜关系的重要基础.清朝利用册封巩固上国与属国之间的封贡关系,朝鲜受清朝的

册封,获得王室的正统性,确保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军事上的安全.康熙六十年,朝鲜在国内激烈的党争中,

请封延礽君李昑为世弟,而康熙三十五年,清朝曾据«明会典»中“待王与王妃年五十无嫡,始立庶长子为王

世子”,拒绝过朝鲜请封世子.这次在北京的奏请也是困难重重,经过朝鲜使臣多方面的努力,最终考虑到

维持朝鲜国内政治的稳定,康熙帝特准册封,但是也警告“兄弟继及,一时之权道”,强调王位继承的礼制问

题.从请封到准封的过程表现出,清朝对朝鲜加强礼治,朝鲜对其以“礼的言说”应对,逐步置于以清朝为

中心的“礼”之世界秩序.

关键词:康熙;册封;问罪;王世弟;清鲜关系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５．０８

在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认为明清时期中朝关系为册封与朝贡关系的“典型”.

１９６８年,费正清就在其主编的«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序文中指出,中国为了保持“世界秩序”以“武”、
“礼与法”的手段“控制”周边国家,以“文、德”、“宗教”的手段“吸引”周边国家,而以“利”、“外交”的手

段“操纵”周边国家.其中,以“文”和“德”的方式与周边国家建立关系为最理想的途径,明清时期中

朝关系是最典型的例子① .全海宗在«清代韩中朝贡关系考»中,认为清朝与朝鲜以“朝贡”与“册封”
的行为模式交往,其相关制度比较完善,具有礼仪性和形式性表现,并且清朝几乎没有要求过朝鲜出

兵,也几乎没有干涉过朝鲜的内政,故清鲜关系称为“典型的朝贡关系”② .李云泉的«朝贡制度史论»
在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中指出,明清时期中朝关系属于“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其关系

的主要特征是册封、朝贡、采用年号等突出的礼仪性与较强的政治隶属性③ .
然而,有些学者对中朝关系为封贡关系的“典型”存在质疑.有人认为明清时期中朝关系在中国

历史上是罕见的例子,并不能称为“典型”④ ,也有人认为朝鲜被迫接受与清朝的封贡关系,其关系与

清朝和其他朝贡国关系性质不同⑤ .对前者而言,如把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看为中国传统关系之理想

模式的话,也就是所说的封贡关系的“典型”.对后者而言,确是明清两朝与朝鲜建立封贡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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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不同,产生朝鲜对明朝与清朝的感情与“恭顺”程度不同①.朝鲜表面上虽然承认了清朝的“上
国”地位,遵守清承明制的以“册封”与“朝贡”形式之礼制,但内部实际已产生了反清的感情,蔑视夷

狄“清朝”,这种情感一直持续到１９世纪末.诚然,清朝在承明礼制的基础上,对朝鲜实行“礼治”的
影响是不可忽略的.黄枝连认为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对朝鲜实行德化政策,清鲜关系进入“就事论

礼、就礼论事”的状态,此后经过康乾盛世,“中国人把朝鲜人带进‘礼义世界’”,使“中朝关系在‘礼
仪’世界里登峰造极”②.他强调了在清鲜关系的发展中,清朝对朝鲜实施礼治的作用及影响.

夫马进在«明清时期中国对朝鲜外交中的“礼”和“问罪”»中,换个角度探讨作为外交战略的“礼
治”问题与其对朝鲜的影响.他认为:“黄枝连的研究仅仅说明了‘礼治’的理念,而忽视了‘礼治’的
实态,即与‘礼’有着不即不离关系的‘问罪’问题.”③他所谓“问罪”是“中国对没有遵守‘礼’的国家进

行的制裁”,也可以说与“德治”相反的一面.他通过分析明清时代中朝之间围绕册封与外交文书发

生的外交事件,探讨问罪作为礼治的作用及其影响.对清鲜关系而言,他分析了从康熙十八年(肃宗

五年,１６７９)至康熙二十八年(肃宗十五年,１６８９)之间集中发生的清朝对朝鲜外交文书违式“问罪”事
件,其背后意图为:“通过对朝鲜课以罚银的措施,硬将朝鲜置于体现着等级秩序的礼的世界之中,而
且将其束缚在其中,不让朝鲜离开礼的世界秩序.”④他认为,清朝对朝鲜的“问罪”与“德治”并不能抹

掉朝鲜怀着反清情绪与“小中华”意识,但是两国关系“相对”稳定时期是从康熙二十八年“外交文书

违式事件趋于终结”时开始的.
可是,此后康熙年间,围绕册封世子与世弟问题又发生了朝鲜不符礼制问题⑤.康熙三十五年

(肃宗二十二年,１６９６),清朝拒绝朝鲜请封李昀为世子⑥,次年朝鲜再次请求册封时,才得到了允准.
康熙六十年(景宗元年,１７２１),朝鲜向清朝请求册封世弟,得到康熙帝的特准,而清朝内部对其发生

争论,奏请过程并不顺利.这两起请封的名分都十分薄弱,因为李昀是庶妃之子,请封世弟更是前所

未有的事情.中国皇帝对属国有册封权力,故对名分薄弱或不符礼制的请封进行制裁并不意外,而
之前清朝从未对朝鲜册封提出异议.那么,在两国关系“相对”稳定时期,清朝重视朝鲜册封的意图

何在? 朝鲜又该如何应对? “问罪”和应付的过程对清鲜关系影响如何? 从这一些列问题出发,本文

拟以康熙六十年朝鲜请封世弟为中心,考证朝鲜请封时外交交涉的情况,进一步探讨清朝对册封的

看法以及其对朝鲜的影响.

一、朝鲜请封世弟的困扰

请封世弟的朝鲜国王景宗,由于非正妃之子,在被册封世子之时就曲折重重.康熙三十五年(肃
宗二十二年,１６９６),其父肃宗向清朝请求将李昀册封为世子.而不久前,康熙二十九年(肃宗十六

年,１６９０),清朝仿照«明会典»编成«大清会典»,但«大清会典»中并未规定朝贡国的王位继承问题,故

７１１清鲜关系中清朝礼制的张力———以康熙年间清朝册封朝鲜王世弟为中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１６３７ １８００)»,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第２１ ２２页.
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下卷(«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日]夫马进:«明清时代中国对朝鲜外交中的“礼”与“问罪”»,«明史研究论丛»第１０辑(２０１１年),第２８５页.
[日]夫马进:«明清时代中国对朝鲜外交中的“礼”与“问罪”»,«明史研究论丛»第１０辑,第３００页.
关于康熙年间清朝册封世子与世弟的相关研究,有金文植的«英祖的国王册封与韩中关系»(«英祖 国王册封 韩

中关系»,«韩国史学研究»[韩国]２３,２０１２),金一焕的«李健命的奏请使行(１７１２－１７２２)与‹寒圃斋使行日记›»(«李健命 奏請

(１７１２ １７２２) ‹寒圃斋使行日記›,«东亚细亚文化研究»[韩国]５８,２０１４)和李善洪的«朝鲜向清奏请王储册封问题探析———以朝鲜

景宗的册封为例»(«北华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４期).这些研究比较详细地考察了朝鲜请封的过程,但并未深入分析清朝反驳朝鲜请

封的意图.
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４ ４５页.



清朝依据«明会典»中“待王与王妃年五十无嫡,始立庶长子为王世子”①的规定拒绝朝鲜的请封.清

朝利用«明会典»,给仍然尊崇明朝的朝鲜看清朝礼治的正当性.朝鲜认为清朝所拒之由并不合礼

制,“皇明祖训五百里内宗藩,虑有嫡庶争立之患,有此定制,而非可用于外藩之意”②.故次年,朝鲜

虽内心存在不满,仍再次派遣使臣请封世子,为准封只能强调“早完封典,则国本以定,人心赖安”③.
在这次请封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朝鲜除上奏«再请册封元奏»以外,还上奏了«再陈请封事情别

奏»,详细解释册封世子的名分.其事之前,朝鲜向清朝请封王、王妃、世子时,虽有名分不足之时,但
都较为顺利地得到准封,故朝鲜只在形式上做请封奏文,内容相当简略.并且原则上,朝鲜奏请一件

事只需上奏一通表文,但这次上奏了两通表文,这也是清入关以来,朝鲜首次为之.其原因在于,朝
鲜意识到这次请封世子的名分薄弱,故特意上别奏强调自己的名分,必须用“礼的言说”说服清朝.
最终,清朝接受了“早定储嗣以系民望”的理由,将李昀册封为世子④.

此次请封世子风波之前,肃宗向清朝共四度请封王妃,不仅次数频繁,而且后面两次请封王妃的

名分相当薄弱.这一时期,朝鲜南人与西人两派斗争激烈,其结果是南人没落,而西人再次分裂为老

论与少论⑤.党争分裂影响到肃宗王妃的地位.康熙十九年(肃宗六年,１６８０),肃宗正妃仁敬王后离

世,肃宗迎娶了继妃闵氏,将她册封为仁显王后.不过到了康熙二十八年(肃宗十五年,１６８９),仁显

王后受到南人派的攻击,肃宗以“性度违戾,不但不顺乎臣身,以至语犯先臣王及先妃”为由⑥,废闵

氏,后将嫔妃张氏立为王后.可是康熙三十三年(肃宗二十年,１６９４),肃宗将张氏降格为嫔妃,复闵

氏位.朝鲜向清朝奏请时云:“臣于伊时,率尔处置,事过之后,追悔实深”,且“今辄循国内舆情,仍前

以闵氏为妃,张氏处以副室,庶几家道顺序,而正一邦风化之本”⑦.此奏请的理由虽然说服力不强,
但是肃宗又无法将王妃废立是党争的结果据实说出.肃宗四次册封王后,都得到了清朝的允准,虽
觉名分较为牵强,清朝也未表现出异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清朝不关心朝鲜册封之事.康熙十八

年(肃宗五年,１６７９)至康熙二十八年曾发生过几次朝鲜外交文书违式之事,清朝向朝鲜责问非礼之

罪.其中,康熙二十八年向清朝请求将仁显皇后复位一事时,奏请文中出现了“德冠后宫”一词,而这

是只有皇帝的后宫才可使用的,外藩是不能使用的⑧.这一时期,清朝还是十分关注朝鲜非礼之事,
故也应当注意到朝鲜王权的继承问题,所以在此背景下才会出现拒绝世子册封之事.

康熙五十九年(景宗即位年,１７２０),世子李昀即位为朝鲜国王,７月２７日朝鲜为告讣请谥,请以

世子承袭向清朝派遣使臣⑨.清朝接受朝鲜的请封,于１１月８日以散秩大臣渣克亶为正使,礼部右

侍郎罗瞻为副使,往朝鲜册封世子李昀为朝鲜国王.渣克亶和罗瞻于次年１月９日渡鸭绿江入朝

鲜,他们从鸭绿江到汉城的路程中,不断要求以皇旨见面国王弟、子侄及宗室.朝鲜朝廷向清朝勅

使解释:国王有两位胞弟,其中一名已经去世,而另一名生有重病不便会见.１１月２８日,在朝鲜朝廷

拒绝其会见王弟的情况下,清朝敕使强烈要求:“不可无端不见而去.贵国如欲不施,须以王弟病重

曲折,书出小纸而赠我,则吾当归奏,而王弟某氏出娶某氏,亦请书给.”故领议政金昌集不得不给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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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汇考»原编卷二«封典二»“礼部知会不准请咨[丁丑]”,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同文汇考»(«韩国史料丛书»第２４
辑)第１册,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１９７８年,第３２ ３３页;«肃宗实录»卷三十一“肃宗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壬戌”.“待王与王妃年五

十无嫡,始立庶长子为王世子”原文载于«皇明祖训职制»,张德信等主编:«洪武御制全书»,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０５页.
«肃宗实录»卷三十一“肃宗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戊寅”.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同文汇考»原编卷二«封典二»“再陈请封事情别奏”,第１册,第３３页.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同文汇考»原编卷二«封典二»“礼部知会准请咨”,第１册,第３５页.
马小进:«朝鲜党争考»,«广大学报»１９４９年第１期.
«肃宗实录»卷二十一“肃宗十五年八月十一日甲戌”.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同文汇考»原编卷二«封典二»“[甲戌]请王妃复位奏”,第１册,第３９页.
[日]夫马进:«明清时代中国对朝鲜外交中的“礼”与“问罪”»,«明史研究论丛»第１０辑,第２９７ ３０３页.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同文汇考»补编卷七«使行录»,第２册,第１７１６页.
«清圣祖实录»卷二九○“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八日辛未”.
«景宗实录»卷三“景宗元年一月九日辛未”.



使书面回答:“国王弟子侄,似因皇旨中均谕之盛恩,而国王时无嗣续,先王有王子二人,一则前冬身

死,一则身病方重,不得出入,宗室则先王与先祖王,皆无兄弟,故无强近族属.时存王子,先王嫔崔

氏出,妻故郡守徐宗悌之女.”①清勅使收此书后,以文字烦杂为由更请删削,并且问景宗年纪,嗣子的

情况,王弟年岁与嗣续等问题.朝鲜史官在记载当时情况时,附加对其事的看法.有人“言:‘颐命为

使价时,多赍银货,行赂彼国.’此虽出于疑阻过虑,而此际胡差假托皇旨,倡说无前之事,人心之惊疑

惑,乌得免乎?”②当时,少论派支持景宗,而李颐命为老论派的领导之一,故史官怀疑李颐命贿赂清

朝,敕使故意难为景宗,并做出支持王世弟的举动.但是,其怀疑并不合理,因为一年后景宗请封世

弟时,清朝追问了不少问题.从肃宗四度请封王后到世子请封被拒的过程中,康熙帝自然会关注朝

鲜的请封与其内情,故敕使所说的皇旨应是康熙的本意.
景宗即位不久,康熙六十年(景宗元年)８月２０日,将延礽君李昑册封为世弟.当时景宗３３岁,

其王妃端懿王后１８岁,对于刚刚即位的国王来说,如此着急册封世弟是令人十分不解的.这里面有

两个原因,一是景宗从被封世子以来遂患痼疾,«景宗实录»记载“上自在东宫,积忧畏,遂成难状之

疾,历岁沉痼,火热上升,有时昏迷”③.另一方面在老人派的支持下,其父的仁显王后支持延礽君为

世弟④.８月２５日,景宗任命金昌集为正使,赵泰亿为副使,俞拓基为书状官⑤.９月５日,正使由金

昌集改为砺山君李枋⑥.９月７日,李枋上书,由于年事已高身体病弱,且“性本空疏,蒙无知识,自量

才分,其不能竣事而偾败”⑦,辞奏请正使之职.李枋曾出使清朝四次,清朝更优待以王亲为身份的使

者,所以他是适合这次任务的人员.但是康熙三十五年清朝拒绝朝鲜请封世子以后,朝鲜大臣都意

识到请封任务并不简单,而且请封世弟的名分不足,更难以实现,所以李枋才极力推脱此次的王命.

９月１２日,景宗改正使为左议政李健命,命副使赵泰亿做奏请册封文⑧.９月２４日,赵泰亿以自身能

力不足,且事关重大为由,向景宗表示难以撰奏文,请“必另择一代文翰之人,使之草创润色”⑨.由

此,景宗命“与馆阁掌臣,同议撰出”,到１０月１４日,改副使为尹阳来.从此可知,由于册封世弟的

名分薄弱,不易说服清朝,给奏请使臣带来极大的负担.
从使团人员的动员到经费的筹备中也可看出这次使行的压力.９月１５日,李健命向景宗上梳,

这次使行极为重大,为“一行凡事及彼中周旋之道,固当靡不用极”,需要“银货周旋”.尤其是,罗瞻

去年曾经为册封朝鲜国王来过朝鲜,是主管朝鲜事务的礼部侍郎,故必要给他礼金,而且“罗瞻出来

时,两医司医官林大材,以其看病事,率去湾上,且治其家丁之病,颇为款待”,故建议带林大材出使清

朝.１０月２日,景宗引见李健命时,李健命提出这次使行的费用问题:

　　今番则自我所请,事系重大,必多操纵之弊矣.丁丑年银货事,虽无可考文书,而其时三使

臣中,惟宋相琦一人在朝,且闻其时译官之言,则国储有裕,故赍去十二万两银货,而彼人如有所

索,则其中二万两,量入为用之意,定夺而去.其时礼部,又为防塞,而皇帝特命淮许,故所赍银

货,无可用之事,还为持来.今番则与丁丑事有异,而京外各衙门所储荡竭,虽难如前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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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宗实录»卷二“景宗即位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辛卯”.
«景宗实录»卷二“景宗即位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辛卯”.
«景宗实录»卷十五“景宗四年八月二日壬申”.
[韩]李熙焕:«景宗代辛丑换局与壬寅狱事»(«景宗代 辛丑換局 壬寅獄事»),«全北史学»(全州)１５(１９９２年),第１０

１２页.
«景宗实录»卷四“景宗元年八月二十五日癸未”.
«景宗实录»卷四“景宗元年九月五日癸巳”.
«承政院日记»“景宗元年九月七日乙未”.
«承政院日记»“景宗元年九月十二日庚子”.
«承政院日记»“景宗元年九月二十四日壬子”.
«景宗实录»卷五“景宗元年十月十四日辛未”.
«承政院日记»“景宗元年九月十五日癸卯”.



而二万两,依丁丑例量入为用,五万则委诸员役,以为取敛需用之意,定夺后,分付于各衙门.①

上文所说的“丁丑年银货事”,是康熙三十五年朝鲜被拒封世子后,次年再次向清朝奏请册封世子时

的事情②.李健命提出按此前为例,以贿赂为目的带２万两银货,此外还要备用５万两③.景宗都应

允.由此可知,朝鲜请封世弟之前,已经意识到请封的名分薄弱,故欲用贿赂的手段得到准封.不

过,从丁丑年“礼部又为防塞,而皇帝特命淮许,故所赍银货无可用之事,还为持来”来看,虽然为得准

封,李健命做好了各方面的充分准备,但是请封世弟之事最重要的还要看皇帝如何决定.

二、清朝对朝鲜请封的质疑

以李健命为正使的朝鲜奏请使于康熙六十年１０月２７日从汉城出发,１２月２８日抵达北京④.
朝鲜使臣一般入住会同馆,但这次俄罗斯使团率先入住,故朝鲜使团不得不下榻十方院⑤.礼部侍郎

罗瞻得知朝鲜使臣入京消息后,送车邀朝鲜译官李硕材、韩斗刚、医官林大材相见.他在见李硕材与

韩斗刚时,也同时见林大材的原因是,“恐烦耳目,须与御医携来,有若问疾者然”⑥,就是“托此邀致译

辈,以为面议”⑦.朝鲜正副使为国王的代表,由于“人臣无外交”的原则,不得随意接触清朝官员,而
且当时对朝鲜三使的门禁政策严格⑧,不便直接与礼部侍郎接触.此时,朝鲜使臣利用“御医”身份与

一些清朝官员沟通成为了较为普遍的做法.次年１月３日,罗瞻又派人给朝鲜使臣送去食物,正使

李健命命李硕材、韩斗刚、林大材等带清心丸、朝鲜纸等作为回礼.他们回来后,向李健命汇报罗瞻

“为我国事,频有宣力之事”⑨.此后,李、韩、林三人成为李健命与罗瞻之间交流的媒介.
三使到京第二天,去礼部呈交«请册封世弟元奏»与«陈请封事情别奏».这次与康熙三十五年被

拒封后,次年再请封时一样,朝鲜上了“别奏”,详细解释朝鲜请封延礽君为世弟的理由.第一,景宗

自幼疾病缠身,“气甚痿弱,最是嗣续之路,绝望已久”;第二,强调血脉的正统性,景宗的曾祖孝宗与

祖显宗无旁支,父肃宗的血属只有景宗与延礽君;第三,已有前例,康熙三十五年朝鲜奏请册封世子

时,“礼部援据会典藩王五十岁无嫡嗣之文,覆议不许”,而康熙帝次年特准册封;第四,上国封外藩的

世子时会照顾小国之意,“亦可为巩固屛翰之图”.朝鲜列出景宗的健康、延礽君的血统、册封非嫡

子为世子的前例、属国的稳定等各方面的理由,尽力防止清朝对请封世弟提出质疑.

１月１８日,李硕材与林大材见罗瞻回来,传达其意:“礼部事渠当担可图云.而内阁亦有周旋,事
当用二万两天银,然后可图云.”但是朝鲜使臣手中银两不足,只有与会同馆贸易结束后才可凑足,
故先拒绝了罗瞻的要求.次日,李硕材与林大材又见罗瞻,然后向李健命回报内阁即将审议,于２２
日或２３日向康熙帝上奏,此事必要周旋,需要五千两.李健命与使团内人员商议后,将钱交给了罗

瞻.不久,译官韩兴五与李枢将礼部序班的话转来曰:“奏本今日以该部(礼部)议奏,下于内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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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政院日记»“景宗元年十月二日己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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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日录»,载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１０９册,首尔:尚书院,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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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科道依例看查后,明日当送礼部云.”①但是前后诸说互相矛盾,李健命“莫不知其孰是”.实际上,
朝鲜使臣试图多途径收集信息,但又无法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往往在作决定时举棋不定.１月２１日,
礼部笔帖式偷偷告于朝鲜使臣,“昨日折的本,今始下来,仍降旨意,令内院大臣等会议一处,同朝鲜

国来使臣问明白”②.次日,提督也告知朝鲜使臣,朝鲜奏请表“已于正月二十日奉旨,览王奏贺,知
道,该部知道,请其表二通,于正月二十一日中堂马等面奉上谕,着礼部查明俱奏,将原表交礼部,礼
单例不进呈云”③.从此可知,罗瞻的周旋并未成功,甚至康熙帝还命大臣开会调查朝鲜奏封的事情,
且１月１９日罗瞻的消息并不准确,只是索贿之策.

到１月２３日,清晨,礼部通官引导朝鲜三使与译官韩兴五、李枢、李硕材、书写李春芳至午门外

朝房处.大学士嵩祝(又作松柱)、王顼龄、王掞、礼部尚书赖都、陈元龙、内阁学士阿克敦、额和纳、格
甭布、李周望、礼部汉左侍郎王思轼、满右侍郎罗瞻共十一人为调查朝鲜请封世子之事等待于此④.
如此众多清朝阁老亲自审问朝鲜使节,是明清时期前所未有的事情.由此看出,康熙帝对袭王不久

且壮年的国王着急请封世弟之事有相当质疑,且高度重视朝鲜的奏请.对朝鲜使臣而言,在此审问

中如何利用“礼的言说”消除其质疑以及说服清朝,成为请封成功的关键.
大学士先以书面形式向朝鲜三使提问了有关国王年岁、健康状况、子女情况以及延礽君的年岁、

与国王是否同母等问题.朝鲜三使商议后,副使尹阳来以楷字书于长笺,回答传呈于大学士.从大

学士到礼部侍郎,全部见毕后,王思轼先说“很好”,继而又问:“延成君(延礽君)系是前国王正妃所出

乎?”⑤三使答曰:“以大妃元无诞育.”又问曰:“延成君系是何人所生,而见今在否?”在刚提交的书面

回答中,已回答此问题,故三使反问:“此亦有旨否?”大学士曰:“此则吾辈所问,而必详知,然后可以

启奏.”三使遂答曰:“延成君先国王偏宫崔氏所诞,而崔氏戊戌病卒矣.”大学士又问:“国王即有病

患,则见今委顿耶?”三使答曰:“只是痿弱之症,而视朝听政,有何委顿之事乎?”此回答后,调查会议

结束.三使行礼,出朝房时,礼部通官传大学士之言问:“国王虽有病患,而常时肥瘦若何?”三使答以

“肌肤丰硕”⑥.从此可知,这次调查的关键是围绕景宗的健康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国王将来是否能有

子嗣,如果健康尚可,年纪又尚轻,会有生子的可能性,就不必着急册封世弟.但是,朝鲜使臣不能直

白地描述景宗的状况,因为这是不敬之罪,故只能说“只是痿弱之症”,而“肌肤丰硕”.可见这样的解

释很难说服清朝,也留下争论之余地.

三、礼部内准稿与驳稿之争

这次调查后,朝鲜使臣心中十分不安,甚至译官李枢找来卜术之人询问何时可以批准何时可以

回国⑦.时过十日,２月４日朝内阁序班张姓人传言:“朝鲜国奏为谨奏事,奉旨,该部议奏;又请奉

事,奉旨,知道了,该部知道.旨末细书言本是昨晚鼓时分到,今早折奉云.”⑧罗瞻与礼部序班也传告

了同样的消息.这次奏请最终由礼部内部商讨,因此礼部所持具体意见以及如何奏议是十分重要的

问题.２月１２日,礼部序班又来告知内情,“昨日满大人具不进署,惟三堂汉大人到署,而陈大人(陈
元龙)、景大人(景日珍)吩咐汉司官封世弟之稿,具题不可再为迟缓,又阿公与各位司官商量,先将驳

１２１清鲜关系中清朝礼制的张力———以康熙年间清朝册封朝鲜王世弟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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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做起,明日好与满大人看,特将此稿抄阅,大约是四五日内无非定准稿,可不必心急”①.副使听到

消息后认为“从中弄妍做出诸堂所不知之驳稿,以作恐动索赂之资,极可痛腕”②.不过,事情并非这

么简单.朝鲜使臣从此几乎天天收到礼部内部商议的消息.２月１６日,礼部序班传给朝鲜使臣还未

决定的奏稿的草稿,其内容是反对朝鲜册封世弟③.当天晚上又传给朝鲜使臣当天礼部讨论的争论,
赖都、陈元龙、罗瞻、景日珍会于礼部衙门商讨册封之事.议制司司官说康熙三十六年案件的文书保

管于议制司,而且礼部满尚书赖都查阅«大清会典»后,说“封王之事系主客司,封世子之事系议制

司”,问景日珍与罗瞻,哪司来办理这次朝鲜册封之事.罗瞻认为先主客司办理,并主张要做准稿,
“大学士等明白回奏,我等何不做准稿,仰体皇上旨意”④.由此可知,他们之间争论纷纷,最后未能得

到统一结论.故两司各自办理后再行商议.
两天后,礼部内争论进一步加剧.赖都收到议制司的草稿后与罗瞻说:“我正月间耳闻,高丽人

为此带银数万使用,今又兼两司争斗必有缘故.”⑤他认为此事反复争论无果,必与朝鲜使臣贿赂有

关,以此强烈打压罗瞻.罗瞻回语曰:“若在主客司做驳稿,今在议制司须用做准稿.”⑥而原本主客司

的意思是准稿,议制司是驳稿,罗瞻此语的意思是两司本来相恶,意见不可能统一.罗瞻更进一步拿

圣旨压赖都,“我们若不做准稿,恐不体皇上旨意”,建议:“我要做驳稿,你们要做准稿,虽然如此,不
如两议,准与不准双请.”⑦其实,他们并不知晓皇帝的本意,但双方都有先例,各方也都对自持的奏稿

抱有信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使臣与议制司员外郎苗寿的亲友罗丹、赖都的门客蔡氏、赖都家亲

族申氏等联络周旋.但这些努力都行不通,２月１９日礼部准备驳稿.蔡氏根据赖都的话,解释其原

因,称赖都“意本欲做准稿,主客、议制两司相争,其多有嚣嚣之谈,或恐混被污蔑之名,使做驳稿”⑧.

２月２０日,罗瞻通过李硕材转告,奏议之事本人已竭尽全力,但礼部尚书之意万无挽回之势,无
法改变形势,几日内大学士马齐入奏,只有恳求他成事之望.因此,他建议:“特准事成后,当初欲用

于礼部之物,不可不移给云.”⑨罗瞻在出驳稿之前,顿无消息,而突然有此言,李健命认为:“必是探得

马阁老之意在于准许,又生白地罔利之计.”与副使、书状官商议后,决定慢慢应付此事.２月２１
日,礼部的题本送至内阁,礼部以景宗正在壮年,袭王未久,即将延礽君请封世弟,典例不符为由,建
议不许朝鲜册封世弟的请求.

四、另一周旋者与特准册封的余波

２月２２日,对朝鲜请封反对的礼部题本送至皇帝驻跸的畅春园.但是２４日,出现了与礼部题

本建议相悖的结果,皇帝特许朝鲜册封世弟.皇帝特准朝鲜册封世弟背后,存在着朝鲜使臣非正式

周旋的通道.此通道的周旋者是内务府侍卫常明.其人为朝鲜使团中湾上军官金震弼的远亲,曾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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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为朝鲜义州人,“丁卯被虏,而其母于康熙有阿保之功,故其子孙为康熙所爱恤”①.他年前以山海

关税官,朝鲜国使行往来时,多有顾见之事②.李健命的奏请使团到京不久,金震弼向李健命请求与

常明见面,见面时译官金是瑜还携带了清心丸、扇子等礼物一同前往.此后,常明与金震弼有多次往

来③.甚至１月７日,常明带礼部通官朴得仁、文奉先、洪二哥等人与朝鲜三使会面.他与朝鲜使臣

说他的祖坟在朝鲜,经常会怀念故乡,朝鲜使臣感谢他对家乡的惦念,且曰:“今因国家大事入来,而
未知皇帝处分,心甚闷菀.”常明痛快地答曰:“我如有宣力处,敢不竭诚.”④

２月１９日礼部出驳稿前,朝鲜使臣只欲通过罗瞻进行周旋,无奈罗瞻几次三番索要贿赂,他们对

他的信任度大为下降,因此不得不找常明,请求周旋内阁的方法.是日,金振弼从常明家回来报告,
称常明言:“马阁老与我最亲,而此人廉白,家资累万,不可以利诱,当以公言权之,帝若有问,要令善

辞赞成.赖则贪狠,而复未易动得.而其婿吾之亲族,夕当招来,恳及明早可以回报.”⑤且曰:“吾只

有一子,资产亦足生活,若有一毫图利之心,天必灭吾之后,吾眷眷于你国者.”⑥因为有常明的这一席

话,所以当罗瞻再次有贿赂要求时,三使并未答应.此后,礼部题本送至畅春园,２月２２日,常明与马

齐接触后,与三使解释马齐可周旋,但“不可空手造事”.朝鲜使臣“虽未知真赝之如何,而切迫之中,
犹不无万一侥幸之心,许以四千之数、二匹之马”⑦.２月２４日,康熙帝召见马齐,询问议奏之事后特

准请封世弟⑧.李健命在３月９日派先来军官,向朝鲜通告皇帝特准册封世弟之事⑨.朝鲜朝廷于３
月２６日收到报告.

然而,李健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满地结束.李健命为了完成朝鲜册封世弟任务,周旋礼部,且通过

常明非正式地接触马齐,虽然最终得到康熙帝的允准,但他在回渡鸭绿江时即被发配.这是老论派

与少论派之间斗争的结果.李健命出使清朝后,老论派建议以世弟代为听政,而少论派激烈反对,最
后,听政之事无疾而终,也就是少论派得到了政治上的胜利.此后,少论派不断要求处罚金昌集、李
颐命、李健命、赵泰采等老论派大臣,而没有达到目的.到３月２７日,少论派又让睦虎龙诬告这四人

等密谋发动政变,最终老论派遭到清洗.４月１８日,只有副使与书状官向景宗复命,但两人也未能

躲过被发配的命运.６月１９日,少论派提出三使在京的外交活动问题,郑楷与李巨源上疏:

　　豫建国本,所以重宗庙也.膺专对之任者,据理陈奏,期于准请,事理当然,而向者咨文撰述

之人,敢以痿弱二字,肆然加之于圣躬,及其与彼人问答之际,复申痿疾之说,且以左右媵属等

语,白地妆撰,厚诬君父.此岂为人臣子所敢萌心,而发口者哉? 噫! 以兄与弟,名正言顺,陈请

之际,何患无辞,而必以桓温之加于帝奕之痿字,笔之于奏文,申之于问答,至以媵御等说,随意

敷衍,以实其诬? 噫嘻痛矣! 少有一分顾忌之意,戴天履地,安敢乃尔? 无君不道,辱国诬上之

罪,不可不严加惩讨.

他们认为三使与清朝交涉过程中使用“痿弱”、“痿疾”、“媵属”等词语,厚诬景宗,故必须将他们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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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景宗实录»卷十三“景宗三年九月十日丙戌”.关于常明的生平,参见徐凯、陈昱良:«清代金氏常明史事考述»,«韩国

学论文集»第１５辑(２００７年).
李颐命:«疎斋集»卷十一,«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１７２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１９９５年,第２９４页;正臣:«栎翁遗

稿»,«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５３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２００８年,第１１８ １１９页.
李健命:«寒圃斋使行日记»,«韩国汉文燕行文献»第１３册,第３６８页.
李健命:«寒圃斋使行日记»,«韩国汉文燕行文献»第１３册,第３７６页.
李健命:«寒圃斋使行日记»,«韩国汉文燕行文献»第１３册,第４１１ ４１２页.
李健命:«寒圃斋使行日记»,«韩国汉文燕行文献»第１３册,第４１２页.
李健命:«寒圃斋使行日记»,«韩国汉文燕行文献»第１３册,第４１９页.
李健命:«寒圃斋使行日记»,«韩国汉文燕行文献»第１３册,第４２１页.
李健命:«寒圃斋使行日记»,«韩国汉文燕行文献»第１３册,第４３４页.
«朝鲜景宗实录»卷六“景宗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辛亥”.
«朝鲜景宗实录»卷六“景宗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壬子”.
«朝鲜景宗实录»卷八“景宗二年六月十九日壬申”.



虽然这并不是康熙帝的意图,但是他对朝鲜加强礼治的政策影响到朝鲜内政.当时,在少论派掌握

政权的情况下所成的«景宗实录»中,关于这次奏请使在京的活动记录极为简略.而到乾隆四十三年

(正祖二年,１７７８),老论派主导修纂了«景宗实录»,此时删除了对老论派不利的内容,且添加景宗年

间党争背后的事情①.其中,他们在景宗二年３月２６日条中,添加正使李健命派先来军官报告的奏

请内容,此内容主要是康熙六十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清朝大臣与朝鲜使臣对质、调查请封的对话.意

味着三使在京外交交涉中并没有不敬之言,与此相反,他们努力得到清朝册封的允许.虽然册封世

弟之事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但仍然影响到朝鲜的党争,因为这件事与老论的正统性密切相关.
除朝鲜国内政治问题外,康熙帝仍然对王弟被册封一事存有消极的看法.此次康熙帝特准册封

世弟是在意朝鲜国王景宗“嗣续维艰”的问题.在调查此事时,三使的回答较为模糊,对于国王今后

能否有子嗣的问题含糊其辞,而且礼部的最终意见为不准册封.然而,健康问题的判断是较为主观

的事情,马齐正是利用这一点说服了康熙,特准了册封世弟一事.现在相关史料不足,无法确切了解

其背后的内容.但是清朝向朝鲜派敕使,所下册封文书中明确可以看出康熙帝的想法,康熙帝在«颁
诰命彩币勅»中说道:“朕惟父子相传,有国之常经,兄弟继及,一时之权道.”但是朝鲜“情辞恳至”,故
康熙帝“勉允所请”,而最后说:“王如兆叶煤祥,吉占熊梦,王其再奏.”②实际上,勉强允准朝鲜所请

册封.

五、结　论

康熙年间朝鲜请求册封并不是形式上的礼仪,是清朝礼治朝鲜的重要表现,其意义突出表现于

康熙六十年清朝与朝鲜对朝鲜请封世弟交涉的过程中.康熙帝即位前,两国交涉过程中很少因为礼

仪问题出现矛盾.而康熙帝即位后,“有效运用传统外交理念,采取多方面措施,积极争取朝鲜的事

大以诚”③.从康熙十八年到康熙二十八年清朝由朝鲜外交文书违式,以罚银的方式,对朝鲜实施制

裁.这种方式的“问罪”是单方面的惩罚,清朝难以得知朝鲜的回应.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与朝鲜

的关系逐渐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对朝鲜进行另一种“问罪”,便是康熙三十五年拒封世子与康熙六

十年册封世弟事件.从此过程中看出清朝主导的“礼的言说”在实际外交中普及与推行的实态,以及

朝鲜对其的反应.
康熙三十五年前,朝鲜向清朝奏请王、王妃、世子册封时,只在形式上呈交简略的奏文.但是康

熙三十五年被拒绝册封后,次年再次奏请时,不仅准备了请封的奏文,还为说服清朝呈交了解释朝鲜

册封正当性的奏文.当时,由于有拒封的前例,清朝官员不敢收受贿赂,且清朝拒封的依据是«明会

典»中的规定,在此情况下,朝鲜只能靠“礼的言说”说服清朝.
康熙六十年,朝鲜与前次一样,呈交原奏文与别奏文,旨在说服无有前例的世弟册封,但是此过

程并不顺利.康熙帝对请封世弟有质疑,指示内阁大臣审问朝鲜奏请使臣.审问后,再命礼部商讨

能否允准朝鲜请封,礼部最终由典例不符建议拒绝册封.而康熙帝采纳大学士马齐的建议,考虑到

朝鲜内部的稳定,特准册封朝鲜世弟,与此同时向朝鲜警告,兄弟继及,只为一时之权道.
康熙帝通过这两起册封事件,让朝鲜接受清朝主导的礼制秩序,且在礼治上提高了清朝的权威.

此后,朝鲜向清朝奏请时,如感到名分薄弱,且为说服清朝,除原奏文外还要一起呈交别奏文强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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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在准备奏请过程中相当担忧是否能奏请成功.例如,雍正二年(英祖十三年,１７３７),朝鲜奏请

册封世子.朝鲜国王英祖册封的世子并非王后所生,而是庶妃所生,且年纪尚小,只有两岁,在正统

性与名分上较为薄弱.从康熙年间请封世子与世弟的前例来看,难以预测请封的成功,故英祖十分

在意此次的使行.是年五月二十四日上廷时,徐命均向英祖报曰:“今兹奏请文,外议皆谓务主恳切,
若以东朝企待之意为言,则似好矣.”英祖回曰:“今此奏请,事体虽重,彼国异于皇明,何可以此藉重?
只以予春秋渐高,企望甚切为辞可也.”①由此可知,康熙帝对朝鲜实施礼治得到不少成效.

清朝礼治的效果与朝鲜内部党争密切相关.１７世纪后期,围绕礼讼之争等礼制问题各党派之

间的争论激烈,获得礼制的主导权对党派的生存事关重大.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虽然朝鲜怀着“小
中华”意识,并不认同“夷狄”清朝是天朝,但是如果没有顺利得到册封的话,随时都会激发朝鲜内部

政治的争论,甚至威胁到王权的正统性.而且,清朝在朝鲜请封时,往往以«明会典»为依据挑出礼制

问题,表示清承明制的连续性与其依据的正当性.故此,朝鲜较为容易受到“问罪”形式的清朝礼治.
总之,为了“不让朝鲜离开礼的世界秩序”②,康熙帝对朝鲜逐步加强礼治,朝鲜对其以“礼的言

说”应对.从雍正年间开始,«清实录»等清朝官方文献中常常出现“恭顺”一词来描述“朝鲜”,其意味

着对清朝而言,进入雍正时代,朝鲜“恭顺事大”,稳定地置于以清朝为中心的“礼”之世界秩序.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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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通本体引论

———兼与李泽厚、陈来等先生商榷

蔡 祥 元

摘　要:儒家哲理的关键问题是:一种源自人心的仁爱情感如何能够成为贯通物我内外的天人之道.

当前学界对此问题主要有实体论与情感论两种不同的回答.实体论凸显了仁道的形而上之维,但它在完

成仁道形而上学建构的同时,使其脱离了仁者之仁的本意,沦为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实体.情感论回归仁

者的原本情感体验,避免了仁道的抽象实体化,同时却陷入了经验主义的困境.感通本体论以感通为视

角,揭示仁道如何能够既立足仁者之仁,又能够超出仁者的主观性限制,成为贯通物我内外的枢机.

关键词:仁体;情感;仁道;感通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５．０９

余英时借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对新儒家重构儒家道统的做法提出了深刻而尖锐的批

评,认为其思想关键处是一种“超理性的证悟”的“特殊的信仰”① .余英时这个指责针对的不只是新

儒家的论证,它同时也对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道统提出了挑战.如果儒家思想之道统不能用理性

的方式来作出说明,那么,作为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哲学之核心理念的“天人合一”思想都将有可能沦

为一种迷信的残余,或者即康德所说的“先验幻相”.当代儒学中的实体论与情感论可以视作对余英

时上述责难的某种间接回应,它们都试图以更加理性化的方式来重构儒家道统.实体论的主要代表

是陈来的仁学本体思想,情感论则包括李泽厚的原始情感论、蒙培元的普遍情感论与黄玉顺的纯粹

情感论等不同主张.下面的考察将表明,这两种思路都难以真正跨越康德给形而上学思辨划下的界

限.实体论有失于概念思辨,可能导向抽象的形而上实体;情感论通过返回情感本源避免抽象的实

体建构,却陷入了经验论的思想困境,无法挺立儒家道统中的天地精神.
下面我们将以考察实体论与情感论之间的张力为契机,重溯宋明道学开端处的文本,表明其中

蕴含着一个以感通为本体的思想维度.此维度可以吸收情感论不离仁者的思想初衷,以仁者为仁体

的“身体”保证,避免仁体成为抽象的形而上实体.与此同时,通过追溯仁者之仁的发动端倪,从经验

情感的根子处剥离出一个不同于经验情感的先行开道的可能性,以此表明它为何能超出自身而达乎

他人、达乎天地万物,从而又确保了仁道的形而上之维.

一、儒家思想哲理的根本问题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含义,大致包括如下三个层面:情感经验层面

的仁爱,伦理层面的仁性与形而上层面的仁道.

　

作者简介:蔡祥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孔孟之道的当代阐释”(１５CWHJ１６)的阶段性成果.

①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１９９１年,第７２ ７３、９７页.



　　仁爱指的是一种仁者爱人的具体情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种情感

经验层面的爱并不直接体现儒家思想的特征.爱的情感,每个人都可以有所体验,每个民族、每种文

化都会有相关的观察与描述.仁性则是在观察、体验到仁爱的基础上,对仁爱情感之何所来的一个

推定.我们为什么会具有仁爱的情感? 它肯定与我们天性里的某些东西有关.把这种天性称为仁

性或仁爱之性,这也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它,仁爱的感情就没有着落.但是,这个设定本身也不必是

儒家的.儒家思想哲理的独特性在于把这个仁爱天性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也即作为人的本性.至

此,儒家的特点才显示出来.
但是,问题也就来了.人有七情六欲,它们在人的天性里皆有其根据,为什么偏偏把与爱相关的

天性作为人的本性呢? 当孟子把恻隐之心作为人性之本的时候,告子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告子

没有意识到,孟子辩护的关键在于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性:一种是自然的天性,这是人与一般生物尤

其是动物所共有的自然本性;另一种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性,那才是人性.孟子说的性善是着眼于

后者而言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无恻隐之心,非
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所观察到的那几个“善端”,是动物所不具

有的,动物不会恻隐、不会羞恶.告子的辩驳则是着眼于第一种性展开的,在这个意义上就没有切中

孟子思想的要害,也就不构成对它的反驳.
不过从证明的角度看,孟子的理由还不能说是充分的.他只是表明了恻隐之心是源发的,是动

物所没有的,但是要论证仁性就是为人之本,还需要进一步表明,除了仁性以外,人与动物没有其他

的本质性区别.这方面讨论,告子没有继续,孟子也没有展开.我们知道,西方文明传统从苏格拉底

甚至可以说从巴门尼德开始,就把一种与感觉相对的理性(或理智)作为人的本质特性.与仁性不

同,理性着眼点是对真理的认知与把握.至于仁性根本还是理性根本,这是可以争议的.不过,既然

它们都关乎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它们之间也就没有截然的对错之分,只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在

文明发端之初,选择哪个方向,会影响后面整个文明形态的开展.关于它们各自的是非得失,这里就

不展开了.现实就是,孔子、孟子为华夏文明作了一个选择,因此影响并塑造了华夏文明的基本

形态.
选择仁性作为人的本性,也还只是一个开端.儒家之为儒家,单靠这个选择,它的独特性并不能

得到完全彰显.仁之为仁,还在于它的第三个维度,也即作为形而上层面的贯通物我内外的天人之

道.仁道说的是这一形而上层面的仁.在儒家传统中,对于形而上层面的仁有不同的命名,比如仁

体、仁理、仁道乃至仁心等,都是着眼于这一层面而言的.就像牟宗三指出的,这几个词在宋儒那里

是可以通用的①.虽然仁道思想已经隐含在孔孟的文本之中,但是,到明道这里才以“仁者浑然与物

同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二先生语二上»)的形式得到明确的表述.明道的论

断,与孟子性善之论有一个关键不同.孟子的论述更多还是从伦理层面考量人之为人,“仁也者,人
也”(«孟子尽心下»),明道则将这一考量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在他这里,仁不仅仅要使人成为

人,还要与天地万物的存在相互贯通.由此,儒家的思想哲理被注入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即:从孔孟

的人伦之道走向了贯通物我内外的天人之道.
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这种源自人性的情感如何能够超出人的主观性限制,达到与天地万物共

为一体的状态? 这个道理就不像前两者那么自明了———不仅不自明,甚至有违常理.这个道理如果

讲不明,那么儒家哲理的独特性也就出不来.当代儒学界的实体论与情感论都是针对此问题展

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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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仁学本体论之得失

陈来的«仁学本体论»是对儒家形上本体的最新发明.正如他在该书前言中指出的,此书不只是

单纯介绍仁学思想,而且是重构一个新的仁学本体论①.该书对仁学本体的重构,也得到了学术界的

广泛认可,被认为是原创的、精细的,能够代表当代儒学研究的最新发展②.该书对其思想切入点的

展示主要集中在前言与第一章“明体”中,其核心内容可以概述为仁体.虽然仁体的观念在宋明时期

已经提出过,但是陈来指出,在宋儒那里,仁体主要被理解为心性之体,而在他的论著中,仁体主要作

为本体论、宇宙论的观念来使用(«仁学本体论»,第２９页).
陈来对仁体的阐发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体之仁与生生之仁.这两方面内涵宋儒仁体思想中也

都有,但«仁学本体论»有自己的视角.在作者看来,宋儒的“一体”主要限于仁者所要达到的某种(主
观)境界,而他的仁体则要进一步克服万物一体对仁者的依赖,把一体作为万物的本然状态来对待,
从而突出万物一体的本体论内涵(«仁学本体论»,第３０页).生生之仁同样如此.宋儒虽然也从生

生讲仁,把生生之仁与万物一体关联起来考察,但作者认为,他们对于这种关联本身并未给出足够的

证明(«仁学本体论»,第３７页).这就表明,作者对于两者的关联将给出更为明证的阐发.把生生与

本然状态合在一起,可以看到,仁体乃是一种生生不已的万物本然之体.以此,笔者把仁学本体的哲

学立场解读为有机实体论.作者也多处点出仁体乃是有机关联之整体,比如:“此一体既是整体,又
是关联共生的整体,指整体内各部分各单元之关联共生,即此便是仁体,便是本体.一体不仅是

总体,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强调一体之中的有机关联.”(«仁学本体论»,第３０ ３１页)“万物一体之一

体,内在包含了万物有机关联的思想,同时又表现了有机整体的观念.”(«仁学本体论»,第７４页)此
种有机实体的思想,确实说出了某些隐含在程朱理路之中、但没有被明确说出的观念.

进一步阅读论述“仁体”的相关章节可以发现,此有机实体的思想来源主要是斯宾诺莎的实体论

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一方面,该书把实体解读为万物存在及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比如,“宇宙万

象及其运动的根源和依据”(«仁学本体论»,第１７也)、“活动流通的内在动因,是宇宙活动力的动源,
动之‘机’就是动力因”(«仁学本体论»,第４２页)、“天地之心是指天地运动的内在动力因,是宇

宙生生不息的内在根据和根源,这与作为法则、规律的理的含义是不同的”(«仁学本体论»,第４３页)
等等.这一从“原因”角度理解本体的思路明显带有斯宾诺莎实体观的影子.该书“绪言”中也明确

指出,斯宾诺莎的实体论与中国哲学的实体观是相当接近的(«仁学本体论»,第１５页).
另一方面,把仁体作为万物有机关联的思想则借鉴了怀特海过程哲学的视角,比如说仁体“乃是

此物生生不已的生机,由此仁而有此物之生长不已,由此可知仁即是万物充满生命活力、生生不已的

生机”(«仁学本体论»,第４３页),是“一个整体的存在,动态的存在,过程的全体”(«仁学本体论»,第

１３页).该书也提及怀特海的观点作为自己思想的佐证,“还是怀特海说的对,‘哲学的关键就在于

要在个体性和存在的相关性之间保持平衡’”(«仁学本体论»,第７１页).对比作者对仁体的设定与

怀特海形而上学的原则,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它们的对应关系:

　　吾人仁体说之本体的设定,乃在设立世界存在、关联、生生与运动的根源,此根源不是宇宙

发生义,故本体非第一推动者.而是宇宙时时而有、永不枯竭的内在根源.(«仁学本体论»,第

１２页)
怀特海重建形而上学必须依赖于几个主要原则,动态原则、过程原则、关联原则和生成原

则.(«仁学本体论»,第７２页)
因此,该书的仁体观可以看作是斯宾诺莎的原因观与怀特海的过程观的结合,也即:把有机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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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作为万物的根本原因,从而使仁体具有了本体论宇宙论的意谓.借助西方哲学的视野,重构

中国哲学基本论题,这是没有问题的.当年宋明理学的整个思想建构就是通过与佛老的对话展开

的,在拒斥佛老的同时,也暗中吸收了不少它们的思想.问题在于,这个视野是否足够契合儒家哲理

的思想内涵.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斯宾诺莎的实体或原因概念,还是怀特海的有机或过程思想,都难以完成这

个使命.以此来建构的仁体说或有机实体论,将面临如下问题与挑战.
首先,将这两个概念整合在一起是有问题的.作者没有明确意识到,斯宾诺莎的原因观与怀特

海的过程哲学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它们之间充满难以调和的张力.怀特海建构过程哲学,其目

标就是要消除传统形而上学中的本源、原因等实体概念,欲借过程自身来说明实在.这是一种主张

过程即实在的思想立场.在怀特海看来,正因为万物本身就是有机关联的整体,就是变化不已的实

在自身,所以,根本不需要在此实在背后再设立一个“终极原因”来作为“推动者”.事实上,他对斯宾

诺莎的实体观提出过明确的批评:

　　有机哲学与斯宾诺莎的思想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与之不同的是,有机哲学抛弃了思

想的主—谓形式,因为它关注这种形式直接体现事实最根本特征的前提.结果就避免了“实

体—属性”概念;并且以动态过程的描述代替了形态学的描述.一方面,使过程成为终极的

东西;而另一方面则使事实成为终极的东西.①

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与斯宾诺莎的实体论之间的矛盾,在陈来的论述中也有体现.比如,他一方

面指出仁体是宇宙的动力因,同时又指出它不是亚里士多德实体论中的第一推动者(«仁学本体论»,
第７２页).我们知道,动力因概念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事物的运动

变化总有一个导致其运动变化的推动者,这个推动者就是动力因.既然运动者必有推动的原因,如
此推下去,必然推出存在一种最终的、最初的动力因,它是不动的.因为如果它也是运动的话,那么,
还需要一个新的动力因.这个不动的推动者,就是第一推动者②.由此可见,第一推动者与动力因这

两个概念是互相关联的.如果把仁体解读为动力因,那么作为仁之本根的道体,也即太极,作为不动

的推动者(“但太极实体自身则不动,无一息不停止”③),就是第一推动者———除非首先表明,文中的

动力因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动力因.这是过程哲学与传统实体哲学之间的矛盾.根据传统实

体论,应该存在并设定一个根本原因.根据过程哲学,这样一个设定是多余的.所以,陈来一方面循

实体论思想指出仁体乃是根本的动力因之后,另一方面又按照过程哲学的思路,否定了第一原因的

存在.
其次,这种有机关联之整体的思想与儒家哲理之间也“貌合神离”.将事物的质的方面类比为有

机生命,从而整个宇宙被类比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相比传统机械论的宇宙观有某种改进.陈来

也有这个意图④.这种思想在西方哲学中早有尝试,被称为活力论,在历史上是针对机械论提出的.
但是,这种有机实体并不能真正克服机械论之蔽,它本质上跟机械论一样,依然是一种实在论,只不

过一个是机械实在,一个是生命实在或有机实在⑤.活力论之所以不能克服机械论之蔽,是因为它们

在思想方法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一种形而上的概念思辨.怀特海本人明确指出,他的过程哲学就是

９２１感通本体引论———兼与李泽厚、陈来等先生商榷

①

②

③

④

⑤

[英]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１５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１０７１b５,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４９页.
陈来:«仁学本体论»,第２０页.
陈来:“一个充满生机的宇宙不是一个机械的宇宙,必然是一种动态、有机、联系、创造、和谐的有机整体,生生有机体的根本

特征是活动,活动表现为过程,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生命,都是一个个生生不息的能动的过程.”(«仁学本体论»,第３８
页)

柏格森对决定论的批评,参见[法]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吴士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１０５ １０７页.



以这种方式展开的,其意图是“力求构成一种融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普遍观念体系”①.作为儒

家思想之精髓的天道、天命等观念能以这种合逻辑的、必然的方式建构出来吗? 它们可能成为这样

一种普遍化的观念体系吗? 也许正因为这种貌合神离,虽然该书对有机关联整体思想进行了详尽的

剖析与建构,但它透露出来的“气象”却与我们在读宋儒文本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天地气象”总有不少

出入.
第三,仁体观念并不能克服朱子理学之蔽.陈来明确指出,朱子的理学思想是其仁体观念的思

想来源.“无论如何,朱子的仁体论和仁气论,特别是他重视流行统体的思想,他的以仁为实体、总体

的思想,为仁体论建构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方向.”(«仁学本体论»,第４６页)与此同时,陈来也对朱

子理学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在他看来,朱子将伦理法则提到本体的高度,夸大了规律的独立性与普

遍性,从而导致了理在气先、理在物先的错误观点②.«仁学本体论»构思仁体观念的思想动机,就是

要把“流行统体”的“气”作为本体,以克服朱子理学中“理在气先”的思想困境.如果说朱子理学的基

本思路是把人伦法则先天化,使它成为物我所共有的“天理”的话,那么«仁学本体论»的仁体则是将

这一基于人伦的“先天法则”替换成“先天实在”(“有机关联的整体”).相比“有机关联”这种“先天实

在”,在我看来,先天法则更接近道.毕竟,道乃万物由之以成的东西.如果朱子的天理都因此而可

能有沦为抽象、空洞道理的危险,那么,这种先天的有机实在如何能避免陷入同样抽象的形而上思

辨呢?
因此,虽然该书的仁体观切中了儒家思想哲理的关键问题,并意欲打开一个理解儒学道统的新

视野,但是,要将此视野贯通下去而完成对仁学本体的重构,在我看来,还有不少问题需要得到进一

步回答.

三、情感本体论之得失

与陈来所主张的实体论建构不同,不少学者试图从情感角度重建仁学的形而上学.他们都对实

体论建构提出了批评,认为仁爱情感才是儒家思想哲理的立足点.他们对情感有不同的理解视角,
大致有如下几种代表性观点,分别是李泽厚的原始情感论、蒙培元的普遍情感论与黄玉顺的纯粹情

感论.
(一)原始情感论

根据李泽厚自己的回顾,他在１９８０年代初期就提出了“情感本体论”的主张③.情感本体论是针

对实体论提出的.他认为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参照西方哲学传统重新建构儒学本体论的做法存在

严重问题.这种思想建构中含有明显的实体论倾向,而此倾向与儒家思想传统是隔膜的.“牟宗三

和现代中国学人则受西方哲学影响,以‘仁体’、‘道体’等等作为超越经验现实世界的本体.”(«由巫

到礼,释礼归仁»,第１２２页)其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看到先秦儒家讲心性时都离不开情.牟宗三体系

核心的“内在超越说”也并没有因为吸收康德哲学的框架而克服宋明理学本身的巨大矛盾,内在超越

依然是一种超越,隐含着本体与现象的割裂,从而与注重“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中国思想传统难

以有效沟通④.
在李泽厚看来,此传统的根源在先秦原典,它可进一步追溯至远古的巫史传统.而只有追溯至

这样一个远古传统,中国古代的“天命”“天道”“天意”才具有某种直接的可理解性:

　　我以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儒学特征的探究,应该再一次回到先秦原典.我多次指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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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同于西方,根本在于它的远古巫史传统,即原始巫术的直接理性化.它使中国素来重视天

人不分,性理不分,“天理”与人事属于同一个“道”、同一个“理”.从而,道德律令既不在外在理

性命令,又不能归纳为与利益、苦乐相联系的功利经验.中国人的“天命”、“天道”、“天意”总与

人事和人的情感态度(敬、庄、仁、诚等)攸关.①

考虑到李泽厚希望回归远古的巫术传统来获得对天人合一的原初理解,他的情感本体论可以称

为原始情感论.他指出,巫术传统的礼仪制度与规范并不是世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约定,而被强

调为天地宇宙的普遍法则,这套法则由巫师们所掌握,用来与天地和神明相沟通(«由巫到礼,释礼归

仁»,第５１页).所以,巫礼中的原始情感自然包含着某种天人合一的观念.据此李泽厚又进一步指

出,儒家传统的基本观念都需要回归这种原始情感才能得到清楚明白的说明:

　　因之孔子所要“追回”的,是上古巫术礼仪中的敬、畏、忠、诚等真诚的情感素质及心理状态,
即当年要求在神圣礼仪中所保持的神圣的内心状态.这种状态经孔子加以理性化,名之为

“仁”.(«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第３０页)
但是,这种原始的情感体验是多数原始思维都会具有的.根据列维 布留尔的考察,原始思维

是以“万物有灵”为基础展开的,它们相信灵魂可以脱离身躯而存在,万物之间(包括人与物之间)存
在着一种神秘的“互渗”关联②.巫术就是他们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李泽厚也明确指出,他之提及

“巫”所着眼的就是“自人类旧石器时代以来各民族都曾有过的原始人群的非直接生产性的歌舞、仪
式、祭祀活动”(«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第３９页).儒家的礼仪与远古巫礼有某种渊源关系,这是正

常的.儒家德性背后有某种原始情感的渊源,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既然这种原始情感乃是原

始民族所共有的,对它的考察就不足以显示出儒家情感之独特性.
理解儒家天人合一的关键并不在于回到这种原始思维,而在于把握周公的制礼作乐以及孔子的

践仁知天,是如何实现对此种原始思维的“超越”的.事实上李泽厚也注意到了这个关键的区别,并
指出周公的“制礼作乐”与孔子的“‘释’礼‘归’仁”可以帮助完成对原始思维的超出(«由巫到礼,释礼

归仁»,第３１页).可是对这个“可以超出”的可能性本身,李泽厚并未具体展开,并且坦言由于文献

的缺乏,他只是在给出一个猜测性的论断,而无法给出正面回答:“但这两者(‘巫’和‘礼’)是如何具

体转换和衔接的呢? 文献无征,史料缺乏,与拙前文一样,这里提出的仍然只能是猜测性的论断.”
(«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第４０ ４１页)

如果说西方文明对原始思维的超越是以理性、逻辑为特点,那么,儒家的超越则是以德性为立足

点展开的.理解儒家天人关系思想因而就不在于回到原始情感,而在于把握它对原始情感的超出.
没有这种超出或“超越”,儒家的天人合一就只是一种具有迷信色彩的原始思维而已.儒家仁道传统

与原始巫术存在某种事实上的渊源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仁道的本质更在于它是如何超出

原始思维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原始情感论的整个讨论并未抓住仁道的思想焦点.
(二)普遍情感论

蒙培元同样立足情感本体的立场对实体论提出批评.他认为,中国哲学本体的立足点在人的作

用心上,本体离不开此本心之大用,而熊十力的体用论与牟宗三的心体、性体都走上了实体论,没有

真正立足“作用心”来开显本体.他说:

　　中国哲学讲“本体心”或“心本体”,但这并不是实体意义上的本体,而是指本体存在或存在

本体,它是本源性的,但又是潜在的,没有实现出来的.它要实现出来,则必须通过“作用心”,或

呈现为“作用心”.由作用而显其本体,或由功能而显其本体,本体必然表现为作用或功能,这就

是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对此,熊十力先生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但他没有同实体论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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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牟宗三先生也大讲“心体”与“性体”,却完全走上了实体论.①

此作用心的立足点就是人的情感.当然,个人的情感体验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对性、主观性,因此,能
够为本体奠基的情感不应只是个体的仁爱之情,而是需要对它有一个超越,从而成为某种具有普遍

意义的情感体验:

　　仁作为心灵境界,是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最高标志.它虽以心理情感为基础,但又必须

超越情感,成为普遍的存在方式,这样,就同个别的心理现象、个人的情感欲望有了区别.只有

从超越的层面看,仁才是境界,否则,便只是一些个别具体的情感活动,没有普遍意义.②

那么如何超越情感的个人性而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仁爱情感呢? 蒙培元指出,仁的根源不在对

象之中,而在人心之中,它的基础就是同情心与爱这种道德情感.虽然这种道德情感源自个人内心,
但是,人会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我认为痛苦的事情,别人也会认为是痛苦的,从而我不愿意的事,也
不会施加于别人,这是人之常情.这种推己及人的人之常情就是仁,这样它就已经不单是个人的情

感体验,而是包含了某种“理性”,从而成为一种普遍化的情感③.这种普遍化的情感不仅可以超出个

人达乎他人,还可进一步达乎天地万物.
但是,这种意义上的普遍化和超越,并没有真正超出经验.首先,此种普遍化主要是一种基于同

情心的推己及人.这就表明,它的基础是“同情心”,这依然是一种情感.其次,虽然同情心可以帮助

我们超出个人化情感,将对自己的爱投射到他人甚至一般的事物上去,从而将“私爱”转变为具有普

遍性的“仁德”,但是,这不过是转移并增加了爱的对象,从爱个人转变为爱他人、爱万物,这里的“爱”
始终还是同一个层面的东西,都是经验情感层面的爱.根据这一思路,仁者与物同体,就会失落为对

天地万物的“关怀”或“情怀”.“前面说过,仁的境界不仅是普遍的人间关怀(如‘四海之内皆兄弟

也’),而且是一种宇宙关怀,比如‘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同上),就
表现了这样的情怀.”④这种普遍关怀只是增加了关爱的对象,把它作了数量上的推广,关爱本身依然

是情感经验的,依然是个体性的情感.
(三)纯粹情感论

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中同样蕴涵着一种以仁爱情感为本源的思想.他通过区分仁爱的三个层

级———也即本源之仁,形而下之仁与形而上之仁———来表明仁爱情感的本源性地位.本源之仁是生

活儒学的思想立足点,形而下之仁与形而上仁则是他对以往乃至当代种种仁爱观的总结与批评.
简言之,形而下之仁指的是日常经验层面有关仁爱的道德情感以及相关的行为规范.这与笔者

开头提出的经验层面的仁爱大致相当.这是仁爱思想的出发点.当我们从哲学上反思仁爱情感以

及相应行为规范来源的时候,就走向了形而上之仁.形而上之仁是针对所有仁爱观念的形而上学建

构.在黄玉顺看来,无论是形上实体,还是形上主体(包括“心体”“性体”),它们都是形而上的设定.
他认为,这些设定的根源都是未明的,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追问,由此导向作为生活儒学思想核心的

“本源之仁”.“本源之仁”不仅是形而下之仁(包括经验层面的相关道德情感与道德规范)的根源,而
且是一切形而上层面绝对本体或实体(形而上之仁)的根源⑤.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源的仁爱,他还区

分了道德情感与本源情感.人的情感发动起来以后,情感有善有恶,这种与善恶相伴随的情感就是

道德情感.但是,本源情感不同,它指涉的是情感的原初发动本身.在情感的发动之初,还无善恶,
见孺子入井发动怵惕恻隐之心,这种情感是先于善恶的,这是仁之端.这个是本源层面的情感.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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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随后把这个扩而充之,把它作为人心之大者确立以后,它才成为道德情感①.
不仅如此,黄玉顺还通过“生”“存”“在”等关键语词的训释进一步指出,它们都指向这样一种“本

源情境”,此本源情境是前对象化、前概念化的,是一切思想观念的根源②.生活儒学中的“生活”与
“存在”都是就此本源情境而言,在这个意义上,生活与存在是一回事.“这样的作为生活的存在,或
者作为存在的生活,那是先在于、先行于任何存在者的,所以,这样的生活,我把它叫做‘本源情

境’.”③这里作为大本大源的生活或存在就是仁爱.本源之仁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本源.因此,作为本

源的仁爱,指的是原初的仁爱情感,它刚刚发动,一切思想观念还未介入.这种纯粹的原初情感乃是

后来形而上学建构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把他的生活儒学称之为纯粹情感论.所谓的本源,
只不过是未经形而上学概念加工过的情感:“所谓‘最高’境界,就是自觉地回到最初的真切的仁爱情

感,此乃是对形而上学的超越.”④

与原始情感不同,纯粹情感不必回溯到原始社会状态就能得到理解,它就在我们生活的当下运

作着.在这个意义上,它比李泽厚的原始情感更具本源意味.由于它明确悬置并区分了经验层面的

道德情感与本源层面的“善端”,从而也有可能比蒙培元的普遍情感更具“普遍性”.但是,纯粹情感

论虽然克服了观念化的瓶颈,它由此却可能走向观念的对立面,也即走向经验,因为这种“真切的仁

爱情感”很容易被看作一种仁爱的“纯粹经验”.虽然它不同于传统的经验主义,但是它很难与当代

改良过的经验主义划清界限,后者同样意识到了日常经验的不纯粹性,里面总已经夹杂了不少“思想

观念”.詹姆士把那种未经任何观念加工过的生活之流称作“纯粹经验”:

　　我把直接的生活之流叫做“纯粹经验”,这种直接的生活之流供给我们后来的反思与其概念

性的范畴以物质质料.⑤

根据这种纯粹经验主义的基本思路,一切经验发端之初都是原初的.人的情感体验并不只有仁爱,
七情六欲都是情感,它们在发动之处都可以是真切的、原初的、不夹杂任何思想观念.那么,黄玉顺

主张的本源情感是否是这种意义上的本源情感呢? 如果是的话,那么他如何表明仁爱这种情感在发

动之初相比其他情感具有更多的本源性地位,并能够为其他一切情感乃至为万事万物的存在奠基?
另外,把爱的情感从其他情感中孤立出来,作为本源情感,这种选择本身是否也已经受某种形而上观

念的影响? 如果不能表明这种真切情感与其他纯粹情感之间的区别,那么,纯粹情感论也就同样无

法克服经验论本身可能导向的怀疑论困境.
总之,与实体论不同,情感论强调儒家哲理的立足点是人的情感.虽然论者们看到了传统经验

论的困境,但无论是原始情感论、普遍情感论还是纯粹情感论,都无法说明情感相对经验本身的超

出,从而也就无法恰当地说明儒学传统中的那个“超越”维度,也就无法说明儒家的天人一贯的超越

传统.在这个意义上,陈来对情感论的批评是恰当的.他认为只有爱的情感,不足以挺立仁学传统.
“西方哲学是爱智慧,中国儒学是爱的智慧.爱的智慧就是仁学,就是仁学本体论,没有仁学本体论,
即使有仁爱,也还不是爱的智慧,不是仁的哲学.”(«仁学本体论»,第１１页)但是,既然仁学是爱的智

慧,这就意味着它也不能脱离仁爱情感.如果说实体论之蔽在于将本体脱离了仁者之仁,从而失落

为抽象实体,那么情感论之蔽则在于从根子处抹去了形而上之本体,将其还原为情感之用.
通过上述与实体论和情感论的对话我们可以发现,以仁为本体的儒家形而上学传统应当既立足

仁爱情感,又能超出情感经验的主体性限制,这才是仁道之所依.陈来也注意到了此“超越”的重要

性,“仁既是最后实在,故能超越经验,但又不能脱离经验.仁是本体、生机、本性,故不是情感,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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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用,但仁学本体论立体而不遗用,但不能以用为体”(«仁学本体论»,第３９页).事实上,李泽厚

也曾指出过仁爱情感具有一个“既又”的维度,“这种文化精神以‘即世间又超世间’的情感

为根源、为基础、为实在、为本体”①.可惜的是,这样一个“既(即)又”的思想精神,无论在陈

来的仁学本体论中还是在李泽厚的情感本体论那里,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剖析与展示.
感通本体论将以此问题的可能性为引线,尝试在实体论与情感论“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

四、感通本体论的思想立足点

为了更好地理解感通本体的意谓,这里先对“本体”一词的使用作些澄清.在今天的学术语境

中,“本体论”通常用作西方哲学中“ontology”一词的译名,这样“本体”一词就对应于西方形而上学传

统中的“on”(存有、存在、物之所是).但是,考虑到中国传统哲学也把万物之所以然的根源或根据称

作“本体”②,这个翻译就有问题了,因为对于何谓本体,它给出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回答,这个回答就

是“道”,这是一种从根子上有别于“on”(存在)的本体.如果要加以区分的话,可以把西方形而上学

传统中的“ontology”译为“存在论”(这已经是当下通行译法),相应地,把中国形而上学传统称为“道
本论”(Dao logy)③.感通本体论说的就是中国道本论传统中的仁道思想.

事实上,蒙培元已经指出了感通在儒家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性.他指出,儒家哲学的本体离不开

作用心.这里的作用心是就心灵与外界事物的相互感通而言的.他还表明,这种感通不是感知或认

识意义上的,而是存在意义上的.这就已经具有了某种感通本体论的意谓.“中国哲学所谓‘感应’
或‘感通’之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心灵与外界事物的相互关系而言的.但不是感知与被感知的关

系,或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而是存在意义上的潜在与显现的关系,即所谓‘寂’与‘感’、‘隐’与‘显’
的关系.”④但是,蒙培元这里的感通主要指潜在的东西进入了显现状态,这种“显 隐”视角下的感

通,在笔者看来,还不足以真正彰显感通的本体义.如果感通只是把潜在的东西显现出来,那么这就

意味着那潜在的东西才是“本体”,感通在这里只不过辅助性地帮助潜在的本体显露出来.感通本体

论与此不同,它要凸显的是,此一感通现象的背后并无潜在的东西隐含着,感通本身就是本体自身的

终极运作.这是感通本体论的思想立足点.
从本体角度谈仁道,是宋明道学相对于先秦儒家的突破.而在宋明道学的发端处就已经隐含了

以感通为本体的理路.周子是宋明道学先驱,其思想主要见于«太极图说»和«通书».前者是对儒家

道统之形上本体———“此所谓无极而太极也,所以动而阳、静而阴之本体也”⑤———的建构,并把此本

体即太极作为人之为人(“人极”)的内在根据.«通书»则是对此太极人极何以能够相互贯通的思想

蕴意的进一步阐释.在朱子看来,此思路同时构成了二程天道性命思想的开端.“盖先生之学,其妙

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而程先生兄弟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⑥

周子论述本体的关键在于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的动静:一个是太极或本体之动静,一个是物之动

静.两者的区别是,太极之动静相互贯通,“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物则不同,物之动与物之静是各自

把持自身而相互排斥的,“动而无静,静而无动”(«通书»).在指出本体之动静与物之动静的区别之

后,周子又进一步点出两者区别的关键:“物则不通,神妙万物.”(«通书»)这里的神,当指太极本体的

运作.由此可见,物与本体的根本区别在于:一个是不通,一个是通.这就表明,“通”才是本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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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周易»对易之本体运作的描述,这里蕴涵着的、以感通为本体的理路可以看得更为清晰:“易无

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传系辞下»)合而言之,易即太极即本体,此本体

以感通的方式运作,从而不同于事物.在将太极或本体确定为感通以后,周子进一步确定人极.人

之为人,在周子看来,就在于他能够将把太极作为人的本体,“得其秀而最灵”(«通书»)说的就是人能

够得此本体以为自己的本体.在这里,周子也明确点出人性的关键在于“感动”,“五性感动而善恶

分”(«通书»),这里的“感动”应当是感通本体在人这里的具体体现.可以说,人的灵性、人之为人就

在于这一点感通之性.圣人之为圣人,就是能将感通之性充分彰显出来.“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
(«通书»)当感通之性完全实现出来以后,人就能够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

但是,由于周子文本的简约,他实际上只是粗线条地勾勒出了孔孟之道的本体论构架,其中的道

理还远没有达到令人信服的地步.大致说来,它还有如下两大问题需要回应:
其一,太极的存在如何得到保证? 虽然周子指出天地万物背后具有一个无极而太极的本体,但

是,这个本体能否被确证? 若否,它就只是一个泛泛的思辨.我们可以思辨出各种各样的本体论,比
如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斯宾诺莎、黑格尔等等,他们都建构了一套自己

的本体论思想,并且它们都有严格的展开与论证,周子不可能就凭那几十个字就完成儒学的本体论

的建构.
其二,感通何以能够是人之为仁,从而也成为人之为人之本? 周子同样也只是指出,得太极本体

是人与万物的区别所在,得此本体人才能够成其为人.但是,周子同样没有给出足够的理由.
只有以上两个问题都得到合理的辩护与回应,援太极以立人极,也即孔孟之道的本体论奠基,才

算告一段落.但是,正如牟宗三所言,周子本人对于孔子的践仁知天、孟子的尽心知天领会得并不十

分真切①.在笔者看来,周敦颐只是给出了一个本体论奠基的方向,具体的工作主要是由明道来完成

的.“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公大矣.”②

在明道这里,蕴涵在周子文本中的感通本体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展开与发挥.不管明道在思想上的

发明是否直接受周子影响而来,从其留下的文本可以看出,他的思考是承接周子的思想框架而来.
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周子思想中的天人关系问题:“尝喻以心知天,犹居京师往长安,但知出西

门便可到长安.”(«二程遗书二先生语二上»③)明道这里“以心知天”的思想,与周敦颐援太极以立

人极的思路是一贯的.
相比周子,明道有关天人关系的论述在以上两个问题上都有关键突破:
首先,明道用观天地生物气象的方式进一步辩护“太极 本体”的存在.在«太极图说»中,周子

只是很简略地勾勒出太极的本体结构,在«通书»中,虽有进一步展开,但基本上是援引«易传»中的相

关论述,对太极本身存在的可能性,并无更深次的辩护.明道不同,他对此问题有进一步展开.他辩

护的关键在于,此天地之仁可以被“观”到.如果成立,这将是一个强有力的辩护.他说:

　　观天地生物气象.(«二程遗书二先生语六»)
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二程遗书二先生语二上»)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生之为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

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万物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哉? («二程遗书明道先生语

一»)
明道这里的“生物气象”“春意”“生意”,说的并不是万物生成或生长发育这一自然现象,而是天地的

“生物之心”,也即天地之仁.“‘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

５３１感通本体引论———兼与李泽厚、陈来等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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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善也.善便有一个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长’,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二程遗书二

先生语二上»)天地生物之心,也就是天地之心本身,此乃天之所以为天.那么,为何天地有此生物之

心? 为何此天地之心不是人心的虚构? 明道的上述观点就是对此问题的回答.
理解明道上述回答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观”.这里的“观”自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肉眼观察,因

为如此只能看到天地生物的自然现象,但看不到其“气象”,可以看到万物生机勃勃,但看不到“生意”
盎然.明道的“观”天地生物气象,与老子讲的“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第十六章)的“观”,道理

是相通的,都是一种感通式的观感.观察通常预设被观察的对象相对于观察者是独立存在的.观感

则不同,它需要观者自身参与其中,因此被观感的对象是由观者参与其中构成的.
这里还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参与”.我们知道,经验主义者也主张感觉经验是主体参与构成

的,比如色、香、味等感觉对象也都需要我们的参与,它们都不是自在的客观对象.但是那种参与可

以说是一种完全被决定的过程,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什么“自由”可言.孩子天生就能看到不同

的颜色、听到不同的声音,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正如此,它们通常也被当作客观对象来看待.
但观感中的参与不同,观感需要某种后天的训练,也即儒者所谓的修身的“工夫”.因此,它并不是一

个完全被决定的自然过程,里面是有主体的“自由”可言的.比如我们观摩书画艺术.一个小孩子可

以天生看到色、香、味,但没有一定的训练,却是看不到书画作品的“气韵”的,他看到的无非是一笔一

画、一黑一白,看不出涂鸦与艺术作品的区别.观天地生意、观天地生物气象也类似,它需要的则是

儒者的修身工夫.只有通过仁者的此种修身养气工夫,实现了与天地万物“相摩相荡”,才能“观”到
天地生物“气象”.麻木不仁者是看不到这种“生意”“气象”的.明道曾明确指出,“观”天理的关键在

于放开心胸,如此才能合内外而观天地之仁.“观天理,亦须放开意思,开阔得心胸,便可见,须

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须得.”(«二程遗书二先生语二上»)这种放开心胸的

观感与那种擦亮眼睛的观察因而也就不是同一个层面的事.由此也可看出,观天地生物气象与实现

仁者之仁,是同一个过程,它说的都是在内外贯通的意义上的观感、观摩,而不只是一个外在的观察.
在观摩的过程中,与天地万物相摩相荡,而后得其气象,得其生意.

不仅如此,明道还以感通式的体察为人心之仁提供了辩护.这方面论证主要是借助医书所言的

手足痿痹现象展开的,他以此来指点出人心之仁:

　　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
何所不至? 若不有诸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二程遗书二先

生语二上»)
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二程遗书二先生语

二上»)
医书有以手足风顽谓之四体不仁,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二程遗书二先生语四»)

以上几处引文思路基本一致,均系以医书所言的手足麻木不仁来指点人心之仁与不仁.大家都

知道,手足在麻痹的时候是没有感觉的.医书说此状态是不仁,不仁也即不通,“气已不贯”.这就反

过来表明,仁是一种与通相关联的状态.那么,我怎么知道自己的手足是不是麻木的? 这同样不能

通过观察来把握.在手足痿痹状态,从观察的角度来看,手足与身体还是一体的,并无两样.用明道

的话说,对感通也即对自身是否处于仁态的把握,可以称之为“体察”,如所谓“独能体是心而已”①.
这里的“体察”与前面的观象一样,都不是外在的观察,而是感通自身实现出来的过程.明道提出的

识仁或“仁体”,就是以这种感通式的“体察”为立足点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并不只是说天地

万物关联成一个整体.从明道所举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出,在手足痿痹时,它们与身体依然是连结在

一起的,但这种连接在一起,并非明道心目中的“一体”.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深切地体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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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不是自己的.“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由于从麻木不

仁到内外感通,大家都可以有切身的体察.明道就以此指点出人心之本就是此种感通.
陈来把万物关联一体的本然状态作为仁体,在笔者看来,就没有注意明道所暗示的两种不同的

“一体”.明道的一体或仁体,说的不是万物简单地相互关联在一起(可称之为“关联体”),而是一种

以仁者为“中介”而发生的内外感通状态(可称之为“感通体”).一旦不麻木了,一旦通了,手足与身

体就处于一种活生生的“一体”状态.这个一体,是以感通为本体的“一体”.感通是此万物一体的枢

机.唯有与天地万物相感通,也即能“体天地之化”,而后才有“万物一体”.“言体天地之化,已剩一

体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对此个别有天地.”(«二程遗书二先生语二上»)“天地之化”并不是

一个等待着我们去体察的外在对象,它并不外在于这个体察过程,此“体察”即是感通,从而即是天地

之化之“体”.这是感通本体论与实体论的根本区别.西方现当代哲学中的过程论者、要素一元论者

等等,都说的是万物一体,但是它们的一体与儒家的一体有根本的区别.前者是某种思辨性的先天

关联实在,后者则有待于仁者之仁.
由此我们还能看到感通本体论与情感论的区别.此处的感通不同于经验层面的感觉.手足痿

痹不仁时,我们就没有感觉了,不再能通过它们去感触外物的存在.而这同时就表明,感通不同于感

觉.当手足处于感通态的时候,它能感觉外物的存在,能具有不同的感觉,这种感觉本身是流动的、
变易的,而这种感通状态本身却是相对恒定的.可以说,感通是感觉得以可能的“通道”.作为仁道

的感通不同于情感,它能够打开一个新的物我内外关系之通道.在此通道中,我们可以有新的感觉.
这种通道的开启,先乎感觉.它暗中引导我们的感觉,引导我们的情感体验.

这种感通的能力或可能性可以称之为“仁心”,也即人心那一点“虚灵不昧”之灵明.人一出生,
就有此仁心,就能够与父母、与他人乃至与外物发生感应.此种感应互通,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人的关

键.仁爱的感情以及语言的习得,都以此感通为前提.刚出生的小孩如果没有这种感通能力,他是

不可能学会语言的.鹦鹉能听见并模仿人的语言,但是它不能学会说话.为什么? 因为它缺少这种

感通能力.感通是一种被动发生,它不是理智可以随意控制的.另一方面,被动发生又不意味着它

是一个完全被动接受的过程.感通之为感通,就在于它能够生出一个通道,而这个通道恰恰是朝向

未来的,并因此能够事先引导我们的行为方式.这是一种先行开道的能力.为什么小孩子能学会语

言? 小孩子听见大人对他说话的时候,不只是单纯的记忆与模仿.如果只有记忆与模仿,那么,他就

只能鹦鹉学舌,永远不可能学会说话.此过程最关键的是,在听到大人声音的时候,他能够有“回
应”,能够“预判”其中的“意谓”.虽然此种意谓在这里还不是明确的意义,但它是意义的前身.这就

是感通,它不只是接受,而且还能借助所接受的东西获得一种往前伸展的“趋势”,从而有一个对接受

内容的“超出”.
感通能力即是仁心,人之为人的“种子”(“心如谷种,其生之性乃仁也”①),此乃人心之本.成人

以后,仁心逐渐成为成心,使得人与人之间、人与物分离开来.人有七窍,此仁心可以称之为第八窍.
这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一窍.此窍在人出生时是自然开启的.否则你不能成为人.你看小孩子,成
天都手舞足蹈的.成人以后,思虑日深,成心、机心渐重,此窍逐渐闭合.随着年纪增长,我们拥有的

东西越来越多,而拥有的快乐反而越来越少.为什么? 这是因为这第八窍闭合得越来越紧.
此感通开启的通道影响我们的感觉与认知,从而也直接影响我们对存在的把握与体认.这个意

义上的感通已经不只是人伦道德层面的东西,同时还有本体论的意谓,因为它还暗中引导着我们对

事物的直接感受,从而也引导着事物向我们的“呈现”.如此,根据感通本体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

一体”中的“一体”,不是先天自在的一体,不是概念思辨的一体,而是感通之后生成的一体.

７３１感通本体引论———兼与李泽厚、陈来等先生商榷

①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修补,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二),第１５２５页.



五、结　语

最后,回到我们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也即,一种源自人心的仁爱情感如何能超出自身而成为贯

通天地物我的仁道? 从感通本体论的角度看,这不是因为人与万物本来就是一个先天的关联整体,
也不是通过爱的情感来实现一种后天的关联,而是在仁爱情感的根子处揭示出人之为人的另一种可

能性,一种能够超出自身从而能够与他人以及他物相互感通的可能性.此可能性正是人之为人之

“枢机”,也是儒家仁道思想之所依.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离不开“仁者”之“仁”.由于此感通之

可能性最直接、最源发地体现在亲子关系之中,这就从整体上决定了儒家思想强调孝悌、强调亲亲的

哲理特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我们知道,父母甚至可以比子女自身更能深切地感受

其冷暖痛痒.这里的“感同身受”正是人心之感通本性的生动体现,它表明,人心在根子处有一种能

够超出自身去代替他人感受的能力.儒家重视孝道,不只是为了给老人养老送终,让他们有个好的

归宿,而是同时希望能以此更好地唤醒并更长时间地维持住人在幼年时期与父母亲的那种互相关联

的“感通”关系———“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从而守住自己的

“仁心”.此种“感通”状态或仁态,不只是孝道之根,也是一个人能够与他人、与万物和谐相处的出发

点,“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知者乐

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只有复其感通之性,人才能够与他人相唱和,也才能纵情于山水之

间,如此,才有万物一体.这种“一体”,才是“活”的一体.
因此,情感论虽然强调仁道离不开人心,但它无法恰如其分地说明仁道何以能够超出人心的主

体性限制而成为贯通物我内外的天人之道.没有这样一个超出与贯通,儒家乃至中国文化的精气神

就立不起来,甚至会沦为某种“实用主义”.李泽厚把儒家的理性解读为实用理性,安乐哲把儒家伦

理归结为角色伦理,在笔者看来,都没有很好地看到此贯通天人的仁道在儒学思想中的奠基地位.
实体论虽然看到了此超越与超出之贯通的重要性,但是,它将仁者之仁所达到的内外一贯的“结果”
作为本体,并将它普遍化,这就使得如此而来的“关联整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落了何以能

够内外一贯的“本源”.事实上,虽然实体论与情感论在立场上针锋相对,但它们都没有看清仁者何

以能够发动仁心而能够达到与天地万物相互一贯的道理,也因此都将它归为某种神秘体验.李泽厚

就这样评价“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作为个人体验,确乎可以承认有某种神秘经验,但神秘体验

一般颇难具有客观普遍性,经常是偶发、短暂、独特和充满个体差异的,”(«由巫到礼,释礼归

仁»,第１３１页)陈来也暗示,通过仁爱达成的人与物的合一具有某种神秘性,因此他要提出一种万物

本然关联的实体论来消除仁者与物同体的神秘性(«仁学本体论»,第３４页).从感通本体论看,这里

的情况就不同了.此处的“体”既不是什么神秘体验,也不是本然的关联实体,而正是感通本体所在.
此“体”不仅不是神秘体验,也不是“先验幻相”.根据康德哲学,当我们超出经验领域去使用知

性范畴,去把握经验背后的本体时,就会产生幻象,这种幻象是理性自身构想出来的“思想存在物”①.
但是,根据以上对感通本体思路的考察,我们发现,儒家思想传统中的本体是可以回避康德的批判

的,它与先验幻象之间有关键区别.虽然此天地之仁、人心之仁并不是感觉经验的对象,具有一个对

纯粹经验领域的“超出”,但是,此“超出”并不意味着它仅仅成为单纯的概念思辨或康德所说的“思想

存在物”,因为它可以被“体察”、被“观感”,而非单纯的概念设定.由此亦可看出,中国天道中蕴涵的

哲理“超出”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经验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也正因此我们才需要“另辟蹊径”,才可能

接近它、通达它.

[责任编辑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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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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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革除”建文年号考

———以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难札付»为证

杨 永 康

摘　要:清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难札付»可以证明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史实确实存在.结合«奉天靖

难记»、«明太宗实录»关于“革除”事迹的相关书写之法,可以对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史实形成以下几点

新的认识:首先,朱棣在即位之前就已经“去除”建文年号.建文二年,用庚辰纪年;建文三年开始以洪武纪

年,并追改建文纪年,否认建文帝的合法性.其次,朱棣即位之后废除建文之政的同时正式“革除”了建文

年号,使洪武纪年合法化.再次,宣德时期,史臣们认为“革除”建文年号背后透露出来的“篡夺”之意太过

明显,在纂修«太宗实录»的时候,创造出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洪武三十五年的纪年方式来取代洪武纪

年,对朱棣“革除”史实有意曲笔隐讳,给后人的认识造成混乱.最后,因为误读了«太宗实录»的书法,万历

朝臣在恢复建文年号的政治活动中,明确否定了朱棣曾经“革除”建文年号.王世贞、余继登、顾炎武、潘柽

章等著名学者均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对«明史»以及后世影响极大.

关键词:«燕王靖难札付»;靖难之役;“革除”;«奉天靖难记»;«明太宗实录»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５．１０

在朱棣是否“革除”了建文年号的问题上,明清多数私家野史认为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也有不少

著名学者如王世贞、顾炎武、潘柽章等持否定态度,对包括清官修«明史»的后世影响甚大① .近来,笔

　

作者简介:杨永康,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西太原０３０００６).
①　关于朱棣是否“革除”年号的问题,学界目前尚无定论,众说纷纭.即便是肯定说或否定说内部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孟

森«明清史讲义»存有两说,一方面正文采用了«明史»的说法否认朱棣革除建文年号:“诏今年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明年为永乐元

年,建文中更改成法,一复旧制.”(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９５页)另一方面在«明代系统表»中又说:“革
除初,以建文在位之四年并作洪武三十五年.后渐驰.”“建文.革除时废.后渐见文字中.至隆武时始奉命复称.”(同上,第７页)
承认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王崇武以«奉天靖难记»洪武纪年为证,否定王世贞、顾炎武、王鸿绪的说法,肯定朱棣曾经革除建文年号

(参见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卷一,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８年,第３０页).吴辑华也认为朱棣革除过建文年号,主要依据是«奉天靖

难记»和«皇明法传录»(参见吴辑华:«明代建文帝在传统皇位上的问题»,«元明史研究论集»,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１辑第６册,台
北:大陆杂志社,１９６０年,第１０６ １０９页;«明代纪年问题»,«明清史研究论集»,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２辑第４册,台北:大陆杂志社,

１９６２年,第１ １０页).«剑桥中国明代史»说:“１４０２年剩下的几个月被称为洪武三十五年.新皇帝用这种办法明确地否定了建文

帝的合法性;他把次年称为永乐元年.”这种观点认为朱棣只革除了建文四年六月以后的建文年号,代之以洪武三十五年,之前的建

文年号并未革除([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２３页).商传认为:“夺位

之后,朱棣废除了建文年号,开始他只是把建文四年(公元１４０２年)改称为洪武三十五年.此后不少趋炎附势的人便将建文四年全

部革除,这就是所谓‘革除之际’.其实这并非朱棣原意,他只是不愿意在夺位之后再沿用建文年号罢了.”这种说法沿袭了顾炎武

“建文不革于成祖,而革于传闻,不革于诏书,而革于臣下奉行者之文”的观点(商传:«永乐皇帝»,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４０
页).潘忠泉、李怡认为:“概言之,明成祖意图抹去建文朝一段历史,故禁毁建文朝政治文字,遂使建文朝失去了基本史料;而以洪武

三十五年为纪,虽没有明确说要完全革除建文年号,但已有革除之意,此后,又通过重修«太祖实录»和修撰«奉天靖难记»使建文一朝

年号与真实历史生生消失,行革除之实.”他们否认朱棣最初有明诏革除建文年号,但认为朱棣有过追改之实,这种说法应该源自于

潘柽章“成祖未尝有革除之名,可也;谓未尝有追改之实,不可也”的观点(潘忠泉、李怡:«建文朝年号革除考述»,«北方论丛»２００６年

第３期).文章误认为«奉天靖难记»成书于«太祖实录»之后,应该是没有见到王崇武先生的«奉天靖难记注».吴德义认为:“以明成

祖无革除之名,但有追改之实,后世称革除君,是‘名以义起’.应该说,潘氏的分析是洞幽烛微,实事求是,切中要害的.”很明显,吴
德义同意潘柽章的说法(吴德义:«‹明史›杨士奇“举三事”说质疑»,«西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者在清人孔尚任所著«享金簿»中发现一条重要史料,可以证明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史实确实存

在.围绕这条史料,本文就朱棣“革除”建文年号问题进行了一些考证,不妥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明万历年间官方否认朱棣“革除”说之缘起及其影响

朱棣革除建文年号之事,明代官方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但私家野史记载颇多.宋端仪«立斋闲

录»云:“太宗皇帝既即位,革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

年、三十五年.具改皇太子及妃,称皇兄懿文皇太子、皇嫂懿敬皇太子妃,建文君废为建庶人.”①正德

时黄佐谓“诏革除建文年号,仍称洪武”②.祝允明«野记»卷二:“皇后大渐,召三杨于榻前,问朝廷尚

有何大事未办者.文贞首对有三事,其一,建庶人虽已灭,曾临御四年,当命史官修起一朝实录,仍用

建文之号.后曰:‘历日已革除之,岂可复用?’对曰:‘历日行于一时,万世信史,岂可蒙洪武之年以乱

实?’后颔之.”③嘉靖时郑晓也说:“成祖即皇帝位,革除建文年,仍称洪武,以故洪武有三十五年.”④

万历时谭希思同样认为“革除建文年号,仍以洪武纪年”⑤.后世对于建文帝及其时代多称“革除君”
或“革除朝”,以“革除”命名的野史笔记也不在少数.如宋端仪«革除录»、黄佐«革除遗事»、许相卿

«革朝志»、郁衮«革朝遗忠录»、符验«革除遗事»、朱睦«革除逸史».相关史籍或以洪武纪年,或以革

除纪年,或以干支纪年,或去建文只书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可以说,朱棣革除建文年号是明代私

家史学的主流认识.
然而,从万历朝中后期开始,史学界掀起了一股否定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思潮,包括王世贞、余

继登、顾炎武、潘柽章等在内的著名学者都参与其中,从学术角度论证朱棣没有革除建文年号.追根

溯源,万历年间朝臣两次要求恢复建文年号的政治活动直接推动了这一思潮的产生和发展.
靖难革除之事事关国体,话题敏感,官方多数时候采取回避态度.这一情况到了万历朝开始有

了明显的变化.隆庆六年,万历皇帝即位之初明确表彰建文尽节诸臣⑥.到了万历十六年,开始有朝

臣提出恢复建文年号的问题.国子监司业王祖嫡上疏请求恢复建文年号,并纂修建文实录以及景皇

帝实录.他提出五条理由来说明“建文纪年不可泯”:“自古无道之君天人共弃,闻革其命矣,不闻革

其年.引师曰靖难,明非复仇,胡为追薄海内外已奉之正朔而去之? 不可一.靖难宣力诸臣妄希茅

土,日构建文之过,本非成祖之心.事平固已幡然感悟,故鄙李贯独无封事,谕吏部不念旧恶,榜条方

列,旋即除毁.革除之议起于六月庚午,命府部建文条格悉复旧制,今年称三十五年而已,然皆一时

逢迎之臣从谀为此,后世不察,遂谓成祖独断,归过君父,使亲亲之心不白.不可二.或谓成祖定鼎

功同再造,如复革除则师疑无名.夫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太祖之视成祖、建文同一子孙也,今日

之视二祖同一祖宗也.不革除谓不能仰体成祖心,必革除其为仰体太祖心乎? 书靖难所以彰成祖再

造之功,不革除所以纪建文在位之实,何悖之有? 矧成祖谟烈昭垂,岂以革除显,不革除晦乎? 不可

三.国史野史上下并传,世往往信野史而疑国史,若谓国事多讳不若求之野耳.夫年既革除,事必散

逸,今纪建文者无虑数十家,谬无相承,至有不忍读者逞其雌黄,遂淆朱紫,岂细故也哉? 不可四.革

除者不过使天下后世不复知有建文耳,而千万世之后,宁能以建文之实历为洪武之虚年乎? 大书特

书,固将不免.与其纪年立史于千万禩之后,孰与今日之为得乎? 不可五.”⑦王祖嫡从三个方面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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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宋端仪:«立斋闲录»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１６７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６０页.
黄佐:«革除遗事»卷一«革除君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４７册,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５６页.
祝允明:«野记二»,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三十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３９页.
郑晓:«吾学编»卷十一«逊国记»,«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４５册,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９５页.
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卷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１４册,第５２２页.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十一«神宗本纪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６１页.
«明神宗实录»卷一九五“万历十六年二月丁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本,１９６２年,第３６７３ ３６７８页.又见王祖嫡:

«师竹堂集»卷二十九«论革除附录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５辑第２３册,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１９ ３２２页.



朱棣曾经革除建文年号.首先,朱棣没有必要革除建文年号.理由是自古革命,只闻革其命,不闻革

其年.其次,以李贯事为例,证明朱棣并无心革除建文年号,只是将建文四年六月庚午以后的几个月

改称为洪武三十五年.最后,“革除”说法是“逢迎之臣”从谀所为.
疏下礼部复议,时任礼部尚书的沈鲤对王祖嫡的建议表示赞成,他说:“伏读成祖登极诏书,不过

以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然犹称为少主,未闻降削位号,是在成祖亲亲之心,亦必有不忍绝者.
而一时宣力归命诸臣,或务张功伐,或苟存形迹,遂赞成革除之事,其亦未达夫成祖之心耳.”①沈鲤继

续发挥王祖嫡的观点,进一步提出朱棣登极诏书并没有记载革除建文年号之事,“宣力归命诸臣”应
当对革除之事负责,替朱棣开脱、诿过于臣的意味更为明显.

因兹事体大,大学士申时行奏请圣裁,他的立场显然也是倾向于恢复建文年号:“礼部覆司业王

祖嫡请复建文年号、改正景皇帝实录.窃惟建文年号,因成祖靖难之日诏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

纪,其建文年号相传以为革除,及考«靖难事迹»,亦称少主,称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则是未尝革除

也,但不称建文耳.”②申时行考察了«太宗实录»中«奉天靖难事迹»的纪年方式之后,得出结论———朱

棣未尝革除建文年号.由于恢复建文年号涉及一系列的重大政治问题,万历皇帝这次并没有同意恢

复建文年号,因而为建文帝纂修实录的建议也就更没有了下文.不过,通过这次尝试,部院朝臣与内

阁达成共识,共同要求恢复建文年号,为之后的行动进行了舆论准备.朱棣未尝革除建文年号观点

的提出给了身为朱棣子孙的万历皇帝很大的回旋空间,为之后建文年号的恢复作了前期的铺垫.
万历官修本朝史活动的展开再一次为恢复建文年号提供了契机.万历二十一年,陈于陛上疏建

议纂修纪传体本朝史,万历二十二年八月正式开馆,到万历二十五年六月因故停止,前后经历两年十

个月.修史活动虽然最终失败,但也影响巨大,取得了一些成果③.正是在这一修史活动期间,建文

年号在国史中得以恢复.如何书写建文朝历史是纂修纪传体国史绕不过去的重要环节.万历二十

三年,礼科给事中杨天民、监察御史牛应元相继上疏要求“改正革除建文年号”,礼官范谦覆奏时说:
“愿及此纂修之时,命史局于高庙实录中摘洪武三十二年逮三十五年遗事,复称建文年号,辑为«少帝

本纪».”他希望朝廷在纂修国史时恢复建文年号并为建文帝单独设立«少帝本纪».“奏上,诏以建文

事迹附太祖高皇帝之末,而存其年号.”④万历皇帝虽然没有同意为建文帝单独立纪,但是同意将建文

事迹附于«太祖本纪»之后,用建文年号纪年.这样一来,官方首次同意在国史中使用建文年号.
时任正史副总裁官的余继登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他又继续上疏请求为建文帝单独设立本纪.

疏入不报,余继登为建文帝独立修本纪的建议没有获得万历皇帝的回应,最终不了了之.但他在疏

中进一步完善了朱棣未尝革除建文年号的说法,值得重视.

　　夫建文之号当复,诸臣详言之,皇上已允行之矣.然附载太祖高皇帝纪之末,终觉未妥.臣

尝考阅实录,思成祖所以改建文五年为三十五年者,盖缘即位之初欲以子继父为名,不欲以叔继

侄为名,故为是权宜之举耳,非有明诏革除之也.乃后修史者,不达圣祖之意,遂于建文元年以

后书其年而削其号,并削其行事之迹,故此数年间独纪靖难事,而不纪所靖之难为何事,若有所

曲讳者.今幸已复其号,似当搜罗故牒,采集传闻,详载当时所用之人、所行之事,别为少帝之

纪,是是非非明白无隐,则靖难之兵有名,圣祖之心益白.夫以圣祖所不自讳、所不必讳者,而臣

子乃欲强为之讳,非以天奉圣祖也.且事须有实,直道难枉,今野史所记已多失真,若不及今明

为之纪,令后世以久愤之心信传疑之语,则史臣之失职不足惜,如圣祖何.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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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沈鲤:«亦玉堂稿»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１２８８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２１１页;又见王士禛撰,
赵伯陶点校:«古夫于亭杂录»卷六“沈鲤奏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１３１ １３３页.

«明神宗实录»卷一九六“万历十六年三月壬辰”,第３６９０ ３６９１页.
参见李小林:«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明神宗实录»卷二八九“万历二十三年九月乙酉”,第５３５４ ５３５８页.
余继登:«淡然轩集»卷一«修史疏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１２９１册,第７６７ ７６８页.



余继登认为朱棣于建文四年六月庚午之后改用洪武三十五年纪年的做法,只是“欲以子继父为

名,不欲以叔继侄为名”的权宜之计,而并非革除建文年号之义.后来的史官误认其为革除,在编纂

«太宗实录»时采取了曲笔隐讳的手法,“遂于建文元年以后书其年而削其号,并削其行事之迹,故此

数年间独纪靖难事,而不纪所靖之难为何事”,“革除”纷扰由此而起.余继登的解释显然比申时行的

说法更富于逻辑也更高明.
万历官修本朝史活动最终中辍未果,建文年号可以写入国史却也是个前所未有的突破.然而我

们不能就此认为官方全面恢复了建文年号.明廷对建文年号的承认只限定在当时正在纂修的纪传

体国史之中,建文史事尚且附于«太祖本纪»之后.朝臣们为建文帝平反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此后依

然不断有人上疏请求恢复建文年号,内容涉及立纪、立庙、祭祀、追谥、纂修实录等等问题①.万历皇

帝之所以会同意在国史中恢复建文年号,就是因为朝臣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观点———朱棣没有“革除”
建文年号.想要恢复建文年号,朱棣“革除”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如果朱棣确实革除了建文年

号,那么恢复建文年号意味着推翻朱棣当初的政治决定,这对于朱棣的子孙是不可想象的.朝臣们

显然知道万历皇帝的底线,否定朱棣革除建文年号、将革除的责任推到靖难功臣头上显然是个巧妙

的办法.为什么会有“革除”的说法呢? 那都是靖难功臣们搞的鬼,他们为了逢迎成祖或谋取私利编

造出来的,他们应该对此负责.这种说法明显存在着替朱棣开脱、诿过于人的嫌疑.万历皇帝虽然

接受了这种说法,但他始终会有疑虑———正式恢复建文年号意味着承认朱允炆的正统地位,朱棣子

孙皇位的合法性由何而来? 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始终没有同意为建文帝单独设立本纪,更没有以

明诏颁布天下,正式恢复建文年号.
万历朝臣希望彻底恢复建文年号的意图虽然没有最终实现,但他们否定朱棣“革除”的说法却对

后世影响极大,很多著名学者都接受了这种说法,并进一步加以论证.与王祖嫡同朝为官的王世贞

曾说:“今天下称建文为革除年,非也.成祖即位诏,称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其改明年为永乐

元年,盖犹秉逾年改元之礼,不欲冒建文之号耳.诏内第一款称建文以来,又慰谕臣民敕称太祖宾

天,建文嗣位,大封功臣敕亦同.又戒谕文武群臣敕词‘建文不君’,盖虽泯其尊称,未尝削其年号

也.”②他认为朱棣以洪武三十五年纪年只是“不欲冒建文之号”,并未削其年号.
顾炎武曾撰«革除辨»③一文,明确否定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说法,影响巨大.

　　革除之说何自而起乎? 成祖以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即皇帝位,夫前代之君若此者,皆即其年

改元矣.不急于改元者,本朝之家法也;不容仍称建文四年者,历代易君之常例也.故七月壬午

朔诏文一款: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其改明年为永乐元年”.并未尝有革除字样,即云

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后之建文,未尝并六月以前及元二三年之建文而革除之也.故建文有四年

而不终,洪武有三十五年,而无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夫实录之载此明矣.自六月己巳以

前书四年,庚午以后特书洪武三十五年,此当时据实而书者也.第儒臣浅陋,不能上窥圣心,而

嫌于载建文之号于成祖之录,于是创一无号之元年以书之史.使后之读者彷徨焉不得其解,而

革除之说自此起矣.夫建文无实录,因成祖之事不容阙此四年,故有元年以下之纪.使成祖果

革建文为洪武,则于建文之元,当书洪武三十二年矣.又使不纪洪武,而但革建文,亦当如太祖

实录之例书己卯矣.今则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书于成祖之录者,犁然也.是以知其不革也.
既不革矣,乃不冠建文之号于元年之上,而但一见于洪武三十一年之中,若有所辟而不敢正书,
此史臣之失,而其他奏疏文移中所云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者,则皆臣下奉行之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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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吴德义:«试论建文史学»,«西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第８５１ ８５２页.按,万历十六年(１５７２)王祖嫡上疏时,王世

贞时任南京兵部右侍郎,他否认革除的说法或许也是受时论的影响.
顾炎武撰,华忱之点校:«亭林诗文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９ １０页.



且实录中每书必称建文君,成祖即位后与世子书,亦称建文君,而后之人至目为革除君.夫建文

不革于成祖,而革于传闻;不革于诏书,而革于臣下奉行者之文,是不可以无辩.或曰,洪武有三

十五年矣,无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可乎? 考之于古,后汉高祖之即位也,仍称天福十二年,
其前则出帝之开运三年.故天福有十二年,而无九、十、十一年,是则成祖之仍称洪武,岂不暗合

者哉.
顾炎武的论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七月壬午诏书未尝有“革除”字样.使用洪武三十五年纪年只是为了遵循本朝逾年改元的家法.

２．退一步来讲,即便说朱棣革除也只是革除七月以后之建文,并未革除六月以前及元二三年之

建文.“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终,洪武有三十五年,而无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

３．«太宗实录»的纂修者削去建文年号,只书“元年、二年、三年、四年”,误导后人,“革除之说自此

起矣”.这是史臣的失误.

４．“奏疏文移”等官方文件中出现洪武的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则皆臣下奉行之过也.
顾炎武最终得出结论:“夫建文不革于成祖,而革于传闻,不革于诏书,而革于臣下奉行者之文,

是不可以无辩.”顾炎武不愧为一流学者,其否定革除之说更全面更严密更系统也富于逻辑,然而我们

也不难看出顾氏之说吸收了沈鲤、余继登、王世贞等人的一些观点.例如诏书未有“革除”字样是受到了

沈鲤的影响,«太宗实录»误导后人是受到了余继登的影响,逾年改制的说法则明显来自王世贞.
顾炎武的好友潘柽章曾经称许过顾炎武的«革除辨»,但同时发现顾炎武的观点有明显的漏洞.

　　其言犹辨博,然覈其实,则有未然者.谨读成祖即位诏书,盖意在修复旧制,故仍纪洪武以

风天下,未尝恶建文之名而必去之,但榜文条例并皆除毁,所谓用因非用革也.然一时有司,逢

迎太过,遂追改建文元年至四年六月以前,皆系以洪武,亦势不得不然耳.即以实录考之,洪武

三十五年十月丁卯,定北平守城功赏,已有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之文.徐真本传,
书三十二年,升都指挥佥事守山东.宋旺本传,书三十二年调守彰德.皆建文元年事也.可见

当时通称,皆易建文为洪武矣.
«皇明通纪»载靖难兵去建文年号,止称元年.此言疑有所本,岂当年军中奏报,惟署年月,

故史家因之欤? («太宗实录»)其于洪武三十一年,先书皇太孙矫诏嗣位,改明年为建文元年.
谓改元之诏为矫,此去建文年号之本指也.亦据北平称兵之辞而书之也.

然则革除之名,何自起耶? 曰:靖难之后,法禁甚严,士大夫既不忘建文之旧,而又不敢察察

言,故口传笔记,或称革除朝,或称革除君,所谓名以义起者耳.至弘治中,修会典,始俨然以革

除纪年,要其所缘起者旧矣.故谓成祖未尝有革除之名,可也;谓未尝有追改之实,不可也.①

潘柽章利用一些新材料,经过进一步详细辨证,提出了“成祖未尝有革除之名,可也;谓未尝有追改之

实,不可也”的看法.潘柽章的一些观点确实发顾氏所未发:

１．朱棣诏书未尝革除,但有司确曾追改过建文元年至四年六月以前的建文年号,系之以洪武.
«太宗实录»中有直接证据,“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丁卯,定北平守城功赏,已有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

年、三十四年之文.徐真本传,书三十二年,升都指挥佥事守山东.宋旺本传,书三十二年调守彰德.
皆建文元年事也.可见当时通称,皆易建文为洪武矣”.若无追改,«太宗实录»只应该有洪武三十五

年的纪年,而不应该出现洪武三十二年、洪武三十三年、洪武三十四年的纪年.“追改”之说将“革除”
的责任推到了有司头上.

２．潘柽章怀疑朱棣靖难起兵之初就已经去建文年号,“军中奏报惟署年月”.这一观点堪称卓

识,只可惜却没有找到相关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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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潘柽章:«国史考异»卷四第１５条,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３９９５册,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第１１１ １１２页.为

了方便理解,“«太宗实录»”字样为笔者所加.



３、革除之名起于民间而不起于官方,官方有革除之实而无革除之名.民间首先用革除朝、革除

君等称谓来纪念建文时代,这种说法到后来被官方所接受.
应当说,潘氏对革除问题的考辨超越了顾炎武的«革除辨»,体现了明清时期革除研究的最高水

准,可惜的是潘氏的观点没有引起后人足够的重视.顾炎武与潘柽章的观点虽有差异,但“成祖未尝

有革除之名”却是两者的共识.清代王鸿绪«史例议»以及官修«明史»也都采用了这种说法①.

二、朱棣“去除”建文年号的直接证据———«燕王靖难札付»

然而,潘柽章的说法也有其难以自圆其说之处.既然说“成祖无革除之名”,为什么“奏疏移文”
或官方记载(如«太宗实录»)会使用洪武三十二年、洪武三十三年、洪武三十四年纪年呢? 将之解释

为有司追改,勉强可以说得过去.但是潘柽章还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疑点———为什么«皇明通纪»说靖

难起兵之初成祖就已经去建文年号只称元年呢? 他推测应该是史家因袭了当年“军中奏报”的纪年

方式.他更进一步猜测«太宗实录»关于“皇太孙矫诏嗣位”的书法也是依据了当年“北平称兵之辞”,
他试图来以此解释«太宗实录»书其年而削其号纪年方式的来源.只是苦于没有直接的证据,他只能

做出推测.显然,这样的猜测已经超越了原先“追改”说的思路.
潘柽章的推测如果被证实,这将揭露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靖难之初,就已经除去建文年号了.

其实不仅仅是陈建«皇明通纪»②,其他史书也有类似的记载.署名为钱谦益所撰的«明史断略»说:
“外史曰:靖难初举,革除建文年号,已甘心于建文不两立之势也.”③谈迁«国榷»云:建文元年七月壬

申,“书上,不报.又传檄天下,言朝廷崇信奸回,残害骨肉,称遵高皇帝祖训,奉天征诛.诛奸臣齐泰

等为名,去建文纪元,惟书岁”④.«明史纪事本末»这样记载:建文元年七月,燕王命张玉等率兵攻夺

九门,首先控制了北平城.“癸酉,燕王誓师,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去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

年.署官属以张玉、朱能、丘福为都指挥佥事,擢李友直为布政司参议,拜卒金忠为燕纪善.”⑤以上各

书皆云朱棣在起兵之初就已经除去建文年号,只是具体细节仍有出入.«皇明通纪»«国榷»认为只是

去建文年号,用元年纪年,并未使用洪武纪年.«明史断略»«明史纪事本末»则使用了”革除“的概念,
认为朱棣革除了建文年号,直接使用洪武三十二年纪年.可惜的是以上各史均没有注明所依据史料

的出处以及所承袭说法的来源.
这样一来,关于革除就有了三种说法.其一,朱棣即位革除说.朱棣即位后返洪武之政,革建文

年号.明代私家野史小说多持这种观点.其二,朱棣并无明诏革除建文年号,只是将建文四年六月

庚午以后改为洪武三十五年纪年.由于臣下或有司逢迎成祖,奉行太过,导致革除纪年的产生.顾

炎武“臣下奉行太过”说和潘柽章的“有司追改”说可以归入此类.这也是当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其三,朱棣靖难起兵之除即已去除建文年号.如«皇明通纪»«明史断略»«国榷»«明史纪事本末»等史

书的记载.这种说法一直以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到底哪种说法正确呢? 笔者近来发现了一条

史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清人孔尚任所撰«享金簿»有这样一条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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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鸿绪«明史稿史例议»“论革除年号事”云:“建文年号革除之说,明代野乘传述充栋,然按«永乐实录»四年六月庚午以

前,成祖入金川门而未即位,犹以建文之四年纪月日也.四年六月庚午以后,成祖已即帝位,不便蒙建文年号而改元,又嫌忌于亡主

之年,故称洪武三十五年,以明年为永乐元年,祇权宜数月耳玩其诏旨,是中间四年非尽称为洪武也.故«实录»以元年、二年、三
年、四年为文,是可证也.不知后人何以错认,遂以革除年号笔之于书.善乎王世贞之言曰顾炎武之言曰二者俱可谓确论,
而证野乘之讹矣.”(刘承幹:«明史例案»卷三«王横云史例议下»,«四库未收书辑刊»第５辑第４册,第５７８ ５７９页)«明史»卷四«恭
闵帝纪»赞云:“乃革命而后,纪年复称洪武,嗣是子孙臣庶以纪载为嫌,草野传疑,不无讹谬.”(第６６页)

按陈建«皇明通纪»载,己卯洪武三十二年即建文元年七月,“靖难兵去建文年号,自署官属于是去建文年号,止称元年,
以首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名”(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通纪»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３２２ ３２３页).

钱谦益:«明史断略»“转战山东”条,«四库未收书辑刊»第３辑第１５册,第１１７页.
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十一,第８０３页.
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２３６页.



　　内府扫出废纸中,得明燕王靖难札付五幅.其一白纸实书«燕王令旨»:“济州卫指挥佥事孙

观,守城有功,今升本卫指挥同知.如令! 准此.”未起兵之前也.又浮纸书云:“«大明燕王令

旨»:‘济州卫指挥同知孙观,夹河大战头功,今升本卫世袭指挥同知.’”后书建文元年十二月初

二日,复用墨涂抹建文等字,另书洪武三十二年,小纸覆之,上用“燕王图书之记”,印亦九叠篆

文,纵横三寸许.此起兵之初也.
余四幅皆黄纸墨刷«燕王令旨»:“白沟河大战并济南二处有功,今升小旗.如令! 准此.”后

年号但书庚辰年九月十一日,皆填大兴左卫左所军人,一名梁大,(一)名火儿歹,一名太平奴,一

名驴儿.
惟梁大札添书云:“小旗梁大,洪武三十四年闰三月,藁城大战头功,当年十月升本所总旗.

如令! 准此.”二次挂号斜角图记,年月下印朱押字.余俱夹河大战无押.
初用建文年号,后除去但用庚辰,后复用洪武年号,览此则靖难革除之事班班可考矣.①

«享金簿»为清初孔尚任所撰,主要记录了孔氏自己收藏的文玩古董,内容涉及藏品特征、收藏经

过以及对它们的鉴赏.孔氏收藏极为丰富,藏品包括书画、碑帖、文玩、乐器等等,«明燕王靖难札付»
是其藏品之一.孔尚任曾于康熙二十八年至康熙四十一年在京为官,«札付»应该在此期间为孔氏所

获.孔尚任对«札付»的来源、外观(纸墨印押)以及格式内容均进行了细致的描述,由此亦可见«札
付»必定为孔尚任私人收藏②.

«札付»为清宫内府所出,再从«札付»的外观、印押及内容来看,这五幅«札付»应该是靖难之役中

朱棣发布的«燕王令旨»原件,其主要用途是为在靖难之役中立功的军人颁布晋升命令.靖难之役历

时四年,大小战争发生无数,这是一个靠军功起家的时代.很多职位低微的靖难兵以战功被迅速提

拔为高级指挥官,四年之间从一名普通的军人最终跃升为指挥佥事、指挥同知、指挥使的事例比比皆

是.明代«武职选簿»保存的类似的军人档案极多③,以下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魏勇,指挥佥事.外黄查有:魏青,藤县人.有父魏四,吴元年充军,三十三年济南升小旗,
三十四年西水寨升总旗,三十五年平定京师升西安后卫左所副千户,永乐八年征进沙漠阵亡.④

吕仁,指挥佥事.外黄查有:吕仁年三十五岁,系金吾右卫左所带俸指挥佥事,原籍山后应

昌府人.始祖长吉,洪武二十一年归附,燕山右卫左所军.三十二年,奉天征讨,攻围真定,升小

旗;郑村坝大战,升总旗;三十三年,攻围济南,升本所百户;三十四年,克西水寨,升副千户;三十

五年,渡江平定京师,升本卫所指挥佥事.⑤

刘铁柱,指挥佥事.外黄查有:刘永,山后人.高祖刘伯颜不花,洪武二十年军;三十二年漠

州升小旗,本年郑村坝升总旗;三十三年济南升实授百户;三十四年藁城升副千户;三十五年克

应天升济州卫指挥佥事.⑥

李珍,指挥佥事.外黄查有:李珍,年四十三年,系金吾右卫左所带俸指挥佥事,原籍顺天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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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孔尚任:«享金簿»之“明燕王靖难札付”条,«美术丛书»初集第七辑,上海:神州国光社,１９１３年,第２０９ ２１０页.又见汪蔚

林编:«孔尚任诗文集»卷八“题跋”之“明燕王靖难札付”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５９０页.笔者标点、分段与«孔尚任诗文集»略
有不同.

根据«享金簿»的记载,除«明燕王靖难札付»外,孔尚任还收藏有«崇祯御书»«崇祯御画山水»«王文成公书绝句»,以及陈献

章、湛若水、徐渭、文征明、祝允明、唐寅等人的书画,足见其收藏明代书画品味之高、规模之宏富.
明代实行武官世袭制度,武职的铨选即“武选”是由兵部武选清吏司负责主持,«武职选簿»就是这种武选结果的记录总汇.

选簿以历代脚色为纲,内容包括了祖辈以来的籍贯、从军缘由、历辈袭替时间、原因、武职的升降调迁、功次赏罚等.选簿的编成,除
了历次武选结果的记录外,还参考并收录了其他一些与武选密切相关的重要文书档案,诸如贴黄、功次簿、零选簿、审稿、堂稿、诰敕

等.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了绝大部分选簿原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２００１年影印出版.参见梁志胜:«明代的“武职选

簿”档案»,«社会科学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武职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５４册,第３２页.
«武职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５０册,第４１页.
«武职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５０册,第４８页.



通州人,高祖李通旧名黑猪儿.洪武十七年充通州卫左所军;三十二年奉天征讨;三十三年白沟

河、济南功,升小旗;三十四年夹河、藁城功,升百户;三十五年渡江平定京师功,升扬州卫左所副

千户.①

谢淮,正千户.外黄查有:谢英,年五十九岁,系金吾右卫左所带俸正千户,原籍直隶扬州府

太州如皋县人.始祖谢亮,吴元年归附从军.洪武元年,拨大兴右卫;十三年改燕山右护卫左

所,十六年老,高祖谢旺年幼,义高伯祖梁来兴户名不动代役.三十二年七月,奉天征讨,取密

云、雄县、漠州,攻围真定,九月,升本所总旗,十一月郑村坝大战功,升本所百户;三十三年四月,
白沟河、济南功,九月,升本所副千户;三十四年,藁城、西水寨功,升本所正千户;三十五年正月,
克东阿、东平、汶上等处,渡江及平定京师,功,十一月升羽林右卫指挥佥事,未任.永乐三年改

金吾右卫左所,带俸.②

褚文昌,指挥佥事.外黄查有:褚安,长洲县人.高祖褚胜三,洪武八年军,故,曾祖褚贵代

役,三十二年永平功,升小旗;郑村坝功,升总旗;济南功,升百户;东昌有功升副千户;三十四年

顺德功升千户;三十五年灵璧大战升□□卫指挥佥事.③

张雄,副千户.内黄查有:张旺,阳信县人,祖张五,洪武四年军.二十八年故,父张能补役.
三十二年郑村坝大战,全胜,升小旗.三十三年攻围济南有功,升总旗.东昌大战,功,升百户.
三十五年渡江,升副千户.④

钱继宗,指挥佥事.内黄查有:钱曲例儿,上都县人.洪武二十三年充军,三十三年白沟河

升小旗,三十四年夹河升试百户,三十五年渡江升正千户.⑤

李时春,指挥同知.外黄查有:李雄,桃源县人.伯祖李旺丙午年军,老,曾祖李信代,洪武

三十二年真定有功,升勇士小旗;北门营寨有功,升勇士百户;三十三年白沟河升副千户;三十四

年藁城升正千户;三十五年渡江升武德卫指挥同知.⑥

引文中的内黄、外黄指的是内府所掌“军职黄簿”.«大明会典»记载:“国初,置军职黄簿,以便稽

考”,“洪武二十六年定写黄、续黄例:凡除官,开写年籍、从军脚色,赴内府清理明白.写黄仍写内、外
贴黄与正黄,关防走号合同请宝铃记.正黄送铜柜收贮,内、外黄各置文簿附贴,亦于内府收掌”⑦.
对比纪年方式、遣词用句、行文方式以及所记内容,以上«武职选簿»所引内、外黄与孔尚任所藏«燕王

令旨»极为相似,军功、升职等内容明显系直接抄录«燕王令旨»原文.以上内、外黄所抄录的原始文

件应该就是«燕王令旨»之类的札付.由于«武职选簿»并非全璧,笔者未能查到«札付»所涉及孙观、
梁大等五人的选簿,但通过对以上«武职选簿»所引内、外黄材料与孔尚任所藏«燕王令旨»的相互比

较,足以证明孔尚任所藏«燕王令旨»是靖难之役时的原物,其可靠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另外从图记上来看,孔尚任所藏«燕王令旨»符合当时的用印制度,应该是真品.根据孔尚任的

描述,这几幅札付都钤有“燕王图书之记”之印.西藏拉萨大昭寺藏有一件永乐元年三月初一晋王朱

济熺致噶哩京喇嘛的文书,上钤“晋府图书”之印⑧.由此可见明初并没有制度规范王府用印,藩王发

布令旨公文只能用王府“图书之记”印章作为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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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武职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５０册,第４９页.
«武职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５０册,第７０ ７１页.
«武职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５１册,第１８５页.
«武职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５１册,第２３７页.
«武职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５２册,第５０页.
«武职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５２册,第２５页.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二二«兵部五»,«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７９１册,第２２４页.又参见赵毅:«明代贴黄制度考»,«历史档

案»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宋伯胤:«明朝中央政权致西藏地方诰敕»,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藏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８７

８８页.



更重要的是,其中四幅黄纸墨刷«燕王令旨»记载的一些史实可以与«奉天靖难记»的相关记载相

互印证.这四幅«燕王令旨»发布的时间是庚辰九月十一日,也就是建文二年或洪武三十三年,检«奉
天靖难记»洪武三十三年九月壬申(九月十一日),朱棣在这一天曾以“从征有功”给包括陆亨、张信、
房宽、张玉、丘福、朱能等在内的大批将领升职,“其余将校皆升一级”①.梁大、火儿歹、太平奴、驴儿

四人也是在同一天由普通军人晋升为小旗.此外,梁大札付又记载:“洪武三十四年闰三月,藁城大

战头功,当年十月升本所总旗.”检«奉天靖难记»洪武三十四年闰三月己亥,确有朱棣大败吴杰、平安

于藁城的记载.十月丙子,“师至涿州,大享将士”.梁大由小旗升为总旗应该就是这一天.这些细

节表明这几幅«燕王令旨»必是靖难之役中官方文书.
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难札付»精确地揭示了朱棣靖难起兵去除建文年号的详细经过:“初用建文

年号,后除去但用庚辰,后复用洪武年号,览此则靖难革除之事班班可考矣.”建文元年,起兵之初朱

棣还尊奉建文年号;建文二年,朱棣开始不使用建文年号,用干支庚辰来纪年;建文三年,朱棣去除建

文年号,用洪武三十四年纪年,并追改建文年号.建文四年,朱棣自然使用洪武三十五年纪年.根据

札付的纪年书法,建文二年九月十一日用干支庚辰纪年,建文三年十月用洪武三十四年纪年,可以推

测朱棣去除建文年号的确切时间应该在建文二年九月十一日至建文三年十月之间.
有证据表明,在建文元年起兵之初,朱棣即使在被废、被称为燕庶人父子之后,尚使用建文年号.

姜清«姜氏秘史»收录了起兵之初的«燕王上书»以及«燕王令旨»②,朱棣均自称为臣,自然还继续使用

建文年号.这可以与«札付»相印证.
另外也有证据表明,在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靖难兵攻克南京时,即在朱棣发布庚午诏书之前就

已经使用洪武三十五年纪年.这也可与«札付»相印证.宋端仪«立斋闲录»有这样一条记载:“洪武

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燕王令旨,谕在京军民人等知道:‘予昔者守固藩国,以左班奸臣窃弄威福,骨
肉被其残害,起兵诛之,盖以扶持宗社保安亲藩也.于六月十三日抚定京城.奸臣之有罪者予不敢

赦,无罪者予不敢杀,惟顺乎天而已.或有无知小人,乘时有事,图报私仇,擅自绑缚,劫掠财物,祸及

无辜,非予本意.今后凡有首恶,有名,听人擒拿;余无者,不许擅自绑缚.惟恐有伤治道,谕尔众庶,
咸使闻知.’”③从体例上来看,«立斋闲录»多直接抄录原始档案,此«燕王令旨»所载时间洪武三十五

年六月十三日必为原件所有,并非经过后来追改.至此,靖难之役已经持续了近四年时间,朱棣与建

文帝早已撕破脸皮,你死我活,如果朱棣这时候还使用建文年号纪年才是令人奇怪的.
从靖难之役的进程来分析,建文元年朱棣仓促起兵尚无暇顾及年号之事,所以才会出现«燕王令

旨»嘉奖军功却用建文纪年这样可笑之事.纪年对于公文档案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朱棣在日常的军

政活动中逐渐会意识到使用建文年号所带来的不便,于是以庚辰纪年代替建文二年成为临时的选

择.到了建文三年,朱棣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明确去除了建文年号,以洪武纪年,并追改建文纪年.
这种行为意味着朱棣与朱允炆彻底翻脸,不承认建文帝的合法地位.事已至此,朱棣对下一步棋如

何走显然已有规划,不臣之意表露无遗.笔者这里为何用“去除”而不用“革除”呢? 建文三年,朱棣

未正大位,且一直自称燕王,没有“革除”的名分.因而,朱棣即位之后“革除”建文年号的做法只是对

其早先“去除”建文年号行为的正式认可和合法继承.

三、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重要证据———«奉天靖难记»

朱棣打着祖训的旗号起兵靖难,然而祖训也是他继承皇位的最大障碍.朱棣继统所面临的最大

问题就是朱允炆是朱元璋指定的合法继承人.«明史»记载的朱棣与方孝孺之间的一段对话,颇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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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不著撰人)«奉天靖难记二»,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十二,第２３８页.
姜清:«姜氏秘史»,«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４３２册,第５５６页.
宋端仪:«立斋闲录»卷二,«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１１６７册,第５７６页.



映在祖制面前,朱棣继统所面临的继统困局.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

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

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

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
“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

诸市.①

朱棣起兵以清君侧为名,以周公辅成王故事自比,口口声声绝无取代之意.但是这个借口并不

能作为他继统的依据.朱允炆自焚而死,皇太子朱文奎不知所终②,朱允炆还有幼子朱文圭.朱允炆

还有三个弟弟吴王允熥、衡王允 、徐王允熙.只要朱允炆为“成王”、为正统,朱文圭、朱允熥等人都

比朱棣更有资格继位.如果不正式废除建文帝的合法地位,朱棣就只能当周公.朱棣即位之后,将
年仅两岁的朱文圭废为建庶人,幽禁在中都广安宫,朱允熥、朱允 最终也被废为庶人,朱棣对待建

文一系毫不留情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朱棣要依祖训继统必然要否定朱允炆的合法地位,“革除”建
文年号就成为唯一的选择.既然早在建文三年已有“去除”建文年号之举,即位后的朱棣“革除”建文

年号也就是水到渠成之事,绝对不会偷偷摸摸、遮遮掩掩,必然会有明诏正式革除.朱棣的革除明诏

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没有保留下来,幸运的是永乐官修«奉天靖难记»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细读此书我

们不难发现其中所体现出来的“革除”意识.
«奉天靖难记»是记载朱棣“靖难”事迹的一部官修史书,原书未署撰者③.由书名我们不难看出,

此书是站在朱棣立场来美化“靖难之役”的.关于此书的成书时间,王崇武认为:“书中称成祖为‘今
上’,其写撰自在永乐间;又称仁宗为太子、郡王高煦高燧为汉王赵王,而凡与«太祖实录»相同之记

事,两两参校,知较«实录»为早.然则此书之纂成年代,最早不能逾永乐二年四月立太子封诸王之

前,最晚亦不能在十六年五月«太祖实录»写成以后,要为记靖难史事之较早者也.”④吴德义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推测,认为成书于永乐二年十二月与永乐四年八月之间,并且根据时间推断解缙应该是总

裁官,姚广孝可能也参加了编撰⑤.笔者认为吴德义的推断大致成立,只是下限还可以提前.«奉天

靖难记»有意美化朱棣与周王的兄弟之情,指责朱允炆有意陷害周王、齐王.则是书成书时,朱棣与

周王、齐王的关系尚处在蜜月期.检«太宗实录»,永乐三年九月,因周王、齐王不法事,朱棣对他们进

行了多次训诫⑥,朱棣与周王、齐王关系已经开始不和谐,永乐四年五月,齐王被囚禁在京师⑦,同年

八月被废⑧.据此,笔者认为«奉天靖难记»成书时间的下限可以提前至永乐三年九月.概而言之,
«奉天靖难记»成书于永乐三年,应该距离事实不远.宣德皇帝朱瞻基在平息其叔父朱高煦之叛乱

后,曾御制«东征记»以示群臣,“凡书高煦之罪及朝廷不得已发兵之故,盖详备云”⑨.朱瞻基当是仿

照朱棣敕撰«奉天靖难记»的做法,亦可间接证明«奉天靖难记»必为朱棣敕撰.此书的重要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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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第４０１９页.
«明史»卷一一八«诸王传三»:“太子文奎.建文元年立为皇太子.燕师入,七岁矣,莫知所终.”(第３６１５页)
学界关于«奉天靖难记»的研究,首推王崇武先生«奉天靖难记注»,通过对比«奉天靖难记»与«奉天靖难事迹»,揭发“靖难”

史实与史官曲笔之处,创获颇丰.另外可以参考的文章还有吴德义:«‹奉天靖难记›的编撰与历史书写»,«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

３期;杨永康:«朱棣篡史述论»,«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序”第１页.他评价此书:“本书既丑诋失实矣,然丑诋之中仍可窥见局部真相.”(“序”第１３页)
参见吴德义:«‹奉天靖难记›的编撰与历史书写»,«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作者还进一步推测夏原吉、杨荣、金幼

孜、杨士奇等人也参加了«奉天靖难记»的纂修.
参见«明太宗实录»卷四十六、卷四十七,第７１１ ７１２、７１５、７１８ ７１９、７２６ ７２７页.
参见«明太宗实录»卷五十四“永乐四年五月庚戌”,第８０７ ８０８页.
参见«明太宗实录»卷五十八“永乐四年八月癸丑”,第８５３页.
«明宣宗实录»卷二十一“宣德元年九月壬子”,第５６５页.



于———宣德间所修«太宗实录»,卷一至卷九名曰«奉天靖难事迹»,即以此书删改而成.它最大的特

点就是以洪武纪年记载靖难事迹,建文元年书洪武三十二年、建文二年书洪武三十三年、建文三年书

洪武三十四年、建文四年书洪武三十五年.受«春秋»影响,传统史书首重纪年,纪年事关正统.«奉
天靖难记»使用洪武纪年的用意就是向天下昭告:朱允炆并非朱元璋的合法的继承人.永乐直接洪

武,朱棣才是朱元璋的合法继承人.毫无疑问,洪武纪年是朱棣认可或授意下的官方书法,也是朱棣

“革除”建文年号最重要的证据①.顾炎武和潘柽章都是因为没有见到此书,才会认为朱棣无“革除”
之名.«奉天靖难记»是官方记载“靖难之役”最早的史书,成书时间距离“革除”不远,最能反映朱棣

“革除”立场.那么,«奉天靖难记»是如何否定朱允炆的正统地位的呢?
首先,诬蔑朱允炆矫诏继位,从根本上否定其合法性.“允炆矫遗诏嗣位,忘哀作乐,用巫觋以桃

茢祓除宫禁,以硫磺水遍洒殿壁,烧诸秽物以辟鬼神.梓宫发引,与弟允熥各仗剑立宫门,指斥梓宫

曰:‘今复能言否? 复能督责我否?’言讫皆笑,略无戚容”②.指责朱允炆一直以来对朱元璋不满,有
意冒犯梓宫.

其次,诬蔑朱允炆在位失德,天降灾异,以此证明朱允炆被天命所弃.“大兴土木,怨嗟盈路,淫
佚放恣,靡所不为.遣宦者四出,选择女子,充满后宫,通夕饮食,剧戏歌舞,嬖幸者任其所需,谓其羊

不肥美,辄杀数羊以厌一妇之欲.又作奇技淫巧,媚悦妇人,穷奢极侈,暴殄天物,甚至亵衣皆饰以珠

玉锦绣.各王府宫人有色者,皆选留与通,常服淫药,药燥性发,血气狂乱,御数老妇不足,更缚牡羊

母猪与交.荒耽酒色,昼夜无度.及临朝,精神昏暗,俯首凭案,唯唯数事而已.”将朱允炆的私生活

丑化得比桀纣都荒淫.又说他信任奸臣和阉竖,使得纲纪坏乱,构成大祸.“自是灾异叠见,恬不自

省.夜宴张灯荧煌,忽不见人.寝宫初成,见男子提一人头,血色模糊,直入宫内,随索之,寂无所有.
狐狸满室,变怪万状,遍置鹰犬,亦不能止.他如日赤无光,星辰无度,彗扫军门,荧惑守心犯斗,飞煌

蔽天,山崩地震,水旱役疠,连年不息,锦衣卫火,武库自焚,文华殿毁,承天门灾,虽变异多端,而酗乐

自如.”③天降灾异而拒绝反省,其灭亡是咎由自取.
最后,诬蔑朱标、朱允熥、朱 、蓝玉、方孝孺、齐泰、黄子澄等人品行败坏,将建文一系的重要人

物全都丑化成乱臣贼子.建文帝的父亲懿文太子朱标在世时颇受好评,«奉天靖难记»却这样描写

他:“初,懿文太子所为多失道,忤太祖意,太祖尝督过之,退辄有怨言.常于宫中咒诅,忽有声震响,
灯烛尽灭,略无所惧.又擅募勇士三千余,东宫执兵卫.”④其用意很明显,那就是通过否定朱标太子

的合法性来否定建文帝皇位的合法性.建文帝的三叔父晋王朱 与朱标同母,英明神武,素为朱元

璋所喜爱,«奉天靖难记»却说他“私有储位之望”,“又好弄兵,擅杀人”.方孝孺正气凛然不屈而死,
«奉天靖难记»却把他丑化成一个摇尾乞怜的软骨头.不仅如此,它还编造朱标和朱 勾结起来共同

对付朱棣,朱标与蓝玉勾结监视朱棣⑤,将他们丑化成背后搬弄是非的小人.
«奉天靖难记»否定建文帝合法地位的同时,也在极力塑造朱棣才是朱元璋的合法继承人的

形象.

９４１朱棣“革除”建文年号考———以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难札付»为证

①

②

③

④

⑤

王崇武先生据此认为:“今案燕王起兵,实以干支纪岁,不用建文纪年.且实录之作,系根据此书,此书明标洪武三十二、三、
四、五年,而不作元、二、三、四年,则是永乐间修史,犹不用建文年号,王世贞、顾炎武、王鸿绪诸家所推测者,非事实也.”(王崇武:«奉
天靖难记注»卷一,第３０页)吴辑华也认为:“案«奉天靖难记»是明成祖当代所著的官书,不称建文之己卯、庚辰、辛巳、壬午四年为元

年二年三年四年,而明确的称洪武三十二年、洪武三十三年、洪武三十四年、洪武三十五年.如果明成祖没有革除建文年号,这部在

明成祖当代所修的官书«奉天靖难记»,如何能革除建文年号而称洪武? 官书«奉天靖难记»在这一点的记载上,却成为成祖革除建文

年号的铁证.”(吴辑华:«明代纪年问题»,«明清史研究论集»,第３页.)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卷一,第１６页.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卷一,第２１ ２２页.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卷一,第４页.
按,蓝玉是常遇春的妻弟,朱标的正妃常氏是常遇春之女,论起来蓝玉是朱标的妻舅,二人有亲戚关系,故«奉天靖难记»加

以丑诋.



首先,罔顾朱棣庶出的事实,宣称朱棣高后嫡出,为朱棣继统扫清障碍.依照朱元璋祖训的规

定,只有嫡子才有继承皇位的资格.朱棣本为 妃所生,没有资格入继大统,但他想出了个办法———
冒称嫡子,为此朱棣不惜两次篡改«天潢玉牒»、«太祖实录»,把自己打扮成高后之子.«奉天靖难记»
开卷即云:“今上皇帝,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如此捏造就是为了突出朱棣嫡长子的

地位,为其篡位找借口.靖难兵攻克南京后,诸将上表劝进云:“恭惟殿下文明武英,宽裕仁孝,为太

祖之嫡嗣,实国家之长君,天生不世之资,民仰太平之主.”诸王上表劝进云:“恭惟大兄殿下龙凤之

姿,天日之表,祯祥昭应于图书;尧舜之德,汤武之仁,勋业夙彰于海宇.”群臣再请云:“殿下德为圣

人,位居嫡长,当承洪基,以安四海,虽谦德有光,复谁与让? 且天命所钟,孰得而辞?”①看看这些劝进

表,我们就不难理解«奉天靖难记»的良苦用心.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 均在洪武年间去世,
此时的朱棣已为诸王之首,再加上嫡子的头衔,当然最有资格继承皇位.

其次,编造朱元璋曾三次欲立朱棣为太子的故事,鼓吹朱棣的皇位受自于朱元璋.第一次是在

懿文太子朱标生前,因其“多失道,忤太祖意”,朱元璋对高后说:“诸子无如燕王最仁孝,且有文武才,
能抚国家,吾所属意.”第二次是在朱标死后,朱元璋召侍臣密语曰:“太子薨,诸孙少不更事,主器必

得人,朕欲建燕王为储贰,以承天下之重,庶几宗社有所托矣.”后来在刘三吾的反对下不果.第三次

是在太祖病危时,问左右:“第四子来未?”朱棣在朱允炆、齐泰的阻止下,未能至京城.根据这样的故

事,朱元璋对朱标、朱允炆父子都不满意,朱棣继统最符合太祖的心愿.在太祖旗号的庇护下,朱棣

篡夺侄儿皇位的行为变得合法化了.
最后,虚美朱棣德行,伪造祥瑞,宣扬朱棣受命于天.“上文武才略,卓越古今.勤于学问,书一

览辄记.六经群史,诸子百家,天文地志,无不该贯.日延名儒,讲论理致,自旦达暮不休.言辞从

容,简明典奥,谦虚处己,宽仁爱人,始终如一,意豁如也.任贤使能,各尽其才,英贤之士,乐于为用.
下至厮养小卒,咸得其欢心.暇则阅武骑射,便捷如神,虽老将自以为不及.每料敌致胜,明见千里,
赏罚号令,不爽而信.用是威震戎狄,虏人帖服,不敢近塞.修明文武,力行节俭,故国内无事,上下

咸和,年谷累丰,商旅野宿,道不拾遗,人无争讼.每出亲访民间疾苦,抚循百姓,无男女老少皆爱戴

焉.度量恢廓,规模宏远矣.”朱棣的形象显然是按照儒家理想的圣王形象来塑造的.为了证明燕王

朱棣继位是天命所授,«奉天靖难记»编造了朱棣出生时有祥祯:“今上皇帝初生,气云满室,光彩五

色,照映宫闼,连日不散.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心异之,独钟爱焉.”②长大之后称其有帝王之相:
“上容貌奇伟,美髭髯,举动不凡.有善相者见上,私谓人言:‘龙颜天表,凤资日章,重瞳隆准,真太平

天子也.’”③靖难起兵时有异人谶谣:“初,允炆起兵时,有道士谣于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

上帝畿.’已忽不见,人不知其所谓.至是上即位,方知其言验云.”④凡此种种皆宣扬朱棣皇权天授,
为其篡位制造舆论.

«奉天靖难记»的编纂不仅仅是为了“献媚成祖”和“称快于一时”⑤,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
它“革除”建文年号,以洪武纪年,不惜捏造事实,有意对朱标、朱允炆一系君臣进行诬毁,对朱棣进行

虚美,其背后的政治动机很明显———从根本上否定朱允炆之统,建立朱棣之统.«奉天靖难记»丑诋

朱标、朱允炆一系,强词夺理,言辞激烈,“颇类村妪谩骂”,但这种必欲“革除”之而后快的态度恰恰是

当时现实政治的真实反映,«明史»对朱棣“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的评价亦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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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卷四,第２１２ ２１５页.
(不著撰人)«奉天靖难记一»,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十一,第１９９页.
(不著撰人)«奉天靖难记一»,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十一,第１９９ ２００页.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卷四,第２１６页.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序”第２页.王崇武先生曾云:“案此书以时代较早,恩怨未消,其诬毁懿文,正为献媚成祖.惟

此种丑诋,颇类村妪谩骂,自难取信于世,故后修«实录»尽去之.”(“序”第２页)又云:“此书对懿文父子之过分诬毁,虽足称快于一

时,实难征信于后世.”(同上,第５页)



一斑.在«奉天靖难记»面前,“成祖无心革除”或“成祖无革除之名”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总之,
«奉天靖难记»是一部在“革除”史观指导下编纂而成的靖难历史,也是朱棣“革除”建文年号最重要的

证据之一.

四、«明太宗实录»对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隐讳及对朱棣“革除”时间的推测

无论是王祖嫡、沈鲤、申时行、余继登,还是王世贞、顾炎武、潘柽章,这些否定朱棣革除建文年号

的学者最终都将证据指向了«太宗实录»的前九卷«奉天靖难事迹».然而,他们都没有见到朱棣敕修

的«奉天靖难记»,也就是«奉天靖难事迹»的前身.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都被«事迹»误导了,没
有意识到«事迹»有意隐讳了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事实.

通过比较«事迹»与«记»的文本,王崇武发现«事迹»对«记»中过分谩骂丑诋朱标、朱允炆父子之

处进行了删改,并指出:“本书既丑诋失实矣,然丑诋之中仍可窥见局部真相;实录既改动失真矣,然
改动之中仍可考见部分史实,故非两书比观,不足以尽其真伪,见其所以改及不改之故.”①王先生对

于«事迹»的纪年方式并没有特别给予关注,但这恰恰是«事迹»与«记»最本质的区别.如前所述,
«记»用洪武纪年取代建文年号,以洪武三十二年取代建文元年,以洪武三十三年取代建文二年,以洪

武三十四年取代建文三年,以洪武三十五年取代建文四年,«记»纪事止于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朔.
«事迹»用建文之年而削其年号,以元年取代洪武三十二年,以二年取代洪武三十三年,以三年取代洪

武三十四年,以四年取代洪武三十五年,但是建文四年六月庚午以后(包括庚午在内)仍用洪武三十

五年纪年,直到年末.
如前所述,«事迹»的这种纪年方式引起了后人至少三种不同的解读.第一种解读,将元年、二

年、三年、四年等同于建文元年、建文二年、建文三年、建文四年.据此认为朱棣没有革除建文年号,
王祖嫡、申时行等人均持这种意见.第二种解读,史臣误读了朱棣使用洪武三十五年纪年的用意,削
去建文年号只存其年.据此余继登、顾炎武认为朱棣没有革除建文年号,而是史臣犯了错.第三种

解读,削去建文年号只存其年是史臣依据“北平称兵之辞”如实直书.据此潘柽章怀疑朱棣在靖难起

兵之初即将建文年号削去.无论哪种解读均属误读.
«事迹»的纪年方式是史官们费尽心机捏造出来的.因为现实中只存在过两种纪年方式:朱允炆

以建文纪年,朱棣以洪武纪年.从来没有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这样的纪年方式,这种纪年方式是

«太宗实录»所独有的书法,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掩盖朱棣曾经去除、革除建文年号的史实.
为什么«记»大书特书“革除”,而«事迹»却要隐讳呢? 主要是政治背景发生了变化.«记»的纂修

距离朱棣继统未远,朱棣迫切需要«记»为自己作政治宣传.大书特书“革除”就是为了证明朱棣继统

符合祖制.«太宗实录»成书于宣德五年,距离朱棣继统已有二十七年,朱瞻基的统治已经稳固,可以

更客观地看待那段历史.以儒家的观点来看,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行为使得其“篡夺”之心昭然若

揭.朱允炆是朱元璋钦定的接班人,朱棣发动靖难之役逼他自焚已属惭德,更遑论明目张胆地革除

建文帝的正统地位.这种过分行为如不加以掩饰,必然会如同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一样遗讥千

古,儒学修养较高的朱瞻基显然不想让他的祖父背负如此恶名.另外,朱高煦叛乱事件也会影响朱

瞻基对“革除”的看法.朱棣以藩王叔父的身份起兵,朱高煦也是以藩王叔父的身份起兵,朱高煦起

兵一定会效法朱棣打出类似的旗号②.继续宣扬“革除”,是否存在着鼓励叛乱的可能? 这会促使朱瞻

基重新看待朱棣的“革除”行为.要掩盖朱棣的篡夺行为,就必须掩盖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史实.
既然«事迹»要隐讳“革除”,为什么不完全恢复建文年号呢? 因为史官们不可能也不敢否定“靖

１５１朱棣“革除”建文年号考———以孔尚任所藏«燕王靖难札付»为证

①

②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序”第１３页.
参见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第７章汉王高煦之变与惠帝史书之推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五”,

１９４８年).



难之役”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朱棣、朱高炽、朱瞻基统系的合法性来源于此,朱棣“靖难之役”“功同再

造”的性质是不可能动摇的,这一点可以从«太宗实录»冠之以“奉天靖难事迹”的标题看出来.完全

恢复建文年号意味着建文帝没有过错,也就意味着“靖难之役”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是有疑问的,这当

然是不可接受的.正因为如此,«事迹»虽然删掉了一些过分丑诋之辞,但它基本上全面继承了«记»
否定朱允炆正统性的做法①.要掩盖朱棣“革除”自然不能使用洪武纪年,但又不能完全恢复建文年

号,«事迹»只能使用元年、二年、三年、四年纪年,存建文之年而削其号以示贬义.
总之,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太宗实录»一方面继承了«奉天靖难记»表彰“靖难”的立场,继续否定

朱允炆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放弃了«奉天靖难记»宣扬“革除”的立场,对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史

实进行了隐讳.受此影响,后世学者纷纷否定朱棣曾经革除建文年号.
如前所述,朱棣在即位之前就已经“去除”了建文年号,那么朱棣正式“革除”建文年号是在什么

时候呢? 关于这个问题,«奉天靖难记»没有明确的记载,«太宗实录»因为曲笔的原因更不会记载.
日历是正统最重要的象征,天下奉行建文日历已有四年,朱棣继统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向天下

说明如何计时的问题.诏令颁布,公文传递都离不开日历,如何对待建文日历,今后如何计时,这是

迫在眉睫的问题.据此笔者大胆推测,朱棣的“革除”诏书的发布应该在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六
月庚午日,也就是朱棣即位的第二天.«太宗实录»也是从这一天开始使用洪武纪年.

　　洪武三十五年夏六月庚午,命五府六部,一应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格条悉复旧制,遂仍以

洪武纪年,今年称洪武三十五年.复诸殿门旧名,盖建文中改谨身殿为正心殿,午门为端门,端

门为应门,承天门为皋门,正前门为辂门.至是首命撤之,悉复其旧云.②

前一天,也就是六月己巳日,朱棣拜谒孝陵之后,被诸王大臣拥立即皇位.第二天,朱棣立刻就

废除建文之政,尽复洪武之政,确定今后继续使用洪武三十五年的日历,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表明自

己的皇位得自于朱元璋.明诏废除建文日历、“革除”建文年号是不言自明之事.早在建文三年,朱
棣就以藩王身份“去除”建文年号,使用洪武年号.在当时来讲,虽然打着祖制的旗号,但毕竟名不正

言不顺,只是权宜之计.即位之后,名正言顺,必然要通过正式“革除”加以确认,唯有如此才能确立

朱棣继统的合法性.“革除”建文之政,“革除”建文年号,其事一也.有趣的是,恰恰也正是这条记载

掩盖了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真相,让后人以为朱棣并未“革除”建文年号,只是在建文四年六月庚

午以后的日子里使用了洪武年号.

综上所述,笔者对朱棣“革除”建文年号问题形成以下几点认识:首先,朱棣在即位之前就已经

“去除”建文年号.建文二年,用庚辰纪年;建文三年开始以洪武纪年,并追改建文纪年,否认建文帝

的合法性,不臣之心已然显露.其次,朱棣即位之后废除建文之政的同时正式“革除”了建文年号,使
洪武纪年合法化.朱允炆是朱元璋指定的继承人,受祖训约束,不革建文之统就无法正朱棣之统.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朱棣不惜篡改历史,捏造事实,编纂«奉天靖难记»来丑化朱允炆,美化自己.再

次,宣德时期,史臣们认为“革除”建文年号背后透露出来的“篡夺”之意太过明显,在纂修«太宗实录»
的时候,创造出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洪武三十五年的纪年方式来取代洪武纪年,对朱棣“革除”史
实有意曲笔隐讳,给后人的认识造成混乱.最后,因为误读了«太宗实录»的书法,万历朝臣在恢复建

文年号的政治活动中,明确否定了朱棣曾经革除建文年号.王世贞、余继登、顾炎武、潘柽章等著名

学者均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对后世影响极大.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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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相关章节;谢贵安:«试述‹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帝形象的描写与塑造———兼论传统史学的曲笔

与直书问题»,«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明太宗实录»卷九下“洪武三十五年夏六月庚午”,第１３６页.



文　史　哲 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
２０１８年第５期(总第３６８期) No５,２０１８(SerialNo．３６８)

流动性与稳固性:«文选»“赋”类篇题源流考论

杨 晓 斌

摘　要:对于«文选»中收录诗文的篇题,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从最初的编纂到后来流传中的变化与流

动性,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其篇题的稳固性.以«文选»“赋”类为例,原作原有篇题,有些是«文选»编纂时

改变原篇题而另拟新题,有些是在流传过程中抄写者、刊刻者误题的篇名.其中有以分篇小题为篇题者,

也有以赋序小题为篇题者.以赋序小题为篇题者是在流传中的误题,改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编纂时分篇

造成的.分篇之后,原篇题已不适用,内容与原篇题不相符合,于是另拟新题.当然,并非所有篇幅大的赋

作都一定要分篇,也不是都能够分篇的.分篇的前提和条件,首先是由该赋作本身在形式与内容方面的结

构体式特征所决定的,其次也与该类赋作的写作成篇过程及其流传特征有关.

关键词:«文选»“赋”类;篇题;流动性;稳固性;分篇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５．１１

今存«文选»中收录诗文的篇题,大致有四种情形:绝大多数为原作原有篇题,有些是编纂者改变

原篇题而另拟新题,有些是原作本无篇题而由编纂者所加,有些则是在流传过程中抄写者、刊刻者改

题的篇名.
传统的«文选»篇题研究,依据当下最常见版本的«文选»,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笼统地评判«文选»

篇题的正确与否,忽略了诗文篇题在«文选»收录之前的情形,忽略了«文选»最初的编纂与后来流传

中篇题的差异,忽略了篇题从流动到渐趋稳固的历程,从而简单地定性为«文选»篇题的谬误.对于

«文选»录文篇题,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从最初的编纂到后来流传中的变化与流动性,另一方面也要

认识到其篇题的稳固性.

一、«文选»“赋”类篇题的拟定及流传中的改动

«文选»“赋”类中收录的作品,有些是在编纂时改变原篇题而另拟新题,有些篇题在流传过程中

又有所改变.今据尤袤刻本«文选»,选取其他重要的«文选»版本对校① ,对收入«文选»“赋”类中的几

　

作者简介:杨晓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陕西西安７１０１１９).

基金项目:本文系陕西省第八批“百人计划”项目、(第二批)陕西高校“人文社科青年英才支持计划”项目的阶段

性成果.

①　指«文选»某一版本系统的祖本或同一版本系统中的重要版本.在李善注本、五臣注本、五臣李善注本(六家注本)、李善五

臣注本(六臣注本)、白文无注本系统中,本文各选取其较为完整、有祖本或最有代表性的版本.李善注本系统之六十卷本«文选»,选

取南宋淳熙八年(１１８１)尤袤刻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影印本)和清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胡克家重刻宋尤刻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影印

本).五臣注本系统之三十卷本«文选»,选取南宋绍兴辛巳(１１６１)建阳陈八郎宅刻本和朝鲜正德四年(１５０９)五臣集注刻本.五臣李善

注本(六家注本)系统之六十卷本«文选»,秀州本«文选»选取韩国奎章阁藏本(以秀州本为底本翻刻),明州本«文选»选取日本足利学校

藏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影印本).李善五臣注本(六臣注本)系统之六十卷本«文选»,选取涵芬楼所藏建州本李善五臣注«文选»

(«四部丛刊»本据此影印,题为«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影印«四部丛刊»本).白文无注三十卷本«文选»,选取日本九条家本.



篇作品(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的篇题逐一比对,分析传本«文选»所题篇名与

原篇题之间的关系.
(一)原有篇题,«文选»分篇,流传中误以赋序小题为篇题———以班固«两都赋»为例

班固«两都赋»,在尤袤本«文选»中,卷中篇题作“两都赋序”①,赋序后依次有分篇小题“西都赋”、
“东都赋”,但书前总目和卷首分目中题作“班孟坚两都赋二首”.他本基本相同.

版本系统 具体版本 书前总目篇题 卷首分目篇题 卷中篇题 分篇小题

李善注本

(六十卷本)

１ 尤袤本② 班孟坚两都赋二首 班孟坚两都赋二首
两都赋序

班孟坚

西都赋

东都赋一首

２ 胡克家本③ 同１ 同１ 同１ 同１

五臣注本

(三十卷本)

３ 陈八郎本④
班孟坚西都赋

东都赋

班孟坚两都赋

并序　东都赋
同１

两都赋

东都赋

４ 朝鲜正德本⑤
班孟坚西都赋一首

东都赋一首
同１

西都赋

东都赋

五臣李善注本

(六十卷本)

５
秀州本

(奎章阁藏本)⑥

两都赋二首

班孟坚
同１ 同１ 同４

６
明州本(足利

学校藏本)⑦
同１ 同１ 同１ 同４

李善五臣注本

(六十卷本)
７

建州本

(涵芬楼藏本)⑧
同１ 同１ 同１ 同４

白文无注本

(三十卷本)
８ 九条家本⑨

班孟坚两都赋

二首并序
同１ 同４

从该列表可以看出,在多个版本系统的传本«文选»中,班固此赋的书前总目篇题、卷首分目篇题

与卷中篇题不一致,赋序后分篇小题也有差别,卷中篇题都题为“两都赋序”.
该赋原有篇题,原篇题为“两都赋”.从文献记载来看,从汉到南宋之前文献中都题作“两都赋”,

或因上下文省称作“两都”.皇甫谧«三都赋序»:“杨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马融«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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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通常有书前总目篇题、卷首分目篇题与卷中篇题,而以正文的卷中篇题(题名)最为全面、准确、可靠,因此一般以卷中

篇题为准.
南宋淳熙八年(１１８１)尤袤刻本李善注«文选»六十卷,文中简称为“尤袤本”.下文同.
清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胡克家重刻宋尤袤本«文选»三十卷,文中简称为“胡克家本”.下文同.
建阳陈八郎宅刻五臣集注本«文选»三十卷,文中简称为“陈八郎本”.下文同.
朝鲜正德四年(１５０９)刻五臣集注本«文选»三十卷,文中简称为“朝鲜正德本”.下文同.
韩国奎章阁藏五臣李善注本«文选»六十卷本(翻刻秀州本,木活字刻本),文中简称为“秀州本(奎章阁藏本)”.本文所据为日本东

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下文同.
日本足利学校藏五臣李善注本«文选»六十卷本(明州本之原版早印本),文中简称为“明州本(足利学校藏本)”.下文同.
涵芬楼藏建州本李善五臣注本«文选»六十卷,«四部丛刊»本据此影印,题为«六臣注文选»,文中简称为“建州本(涵芬楼藏本)”.

下文同.
九条家本,为白文无注抄本,抄写于北宋哲宗元符二年(１０９９)之前.下文同.



成»,王生«灵光».”①范晔«后汉书张衡列传»:“(张)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②

«后汉书班固传»:“(班固)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③«文心雕龙
诠赋»:“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④史游«急就篇»卷一:“急就奇觚与众

异”,颜师古注:“班固«两都赋»曰:‘上觚棱而栖金爵.’”⑤«北堂书钞»卷一三四:“张凤盖.班固«两都

赋»云:‘后宫乘 辂,登龙舟,张凤盖,建华旗.’”⑥刘知幾«史通»卷五«载文»:“若马卿之«子虚»«上
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⑦«白孔六帖»:“«两都赋»理胜其辞,
«三都赋»文过其意.”⑧«太平御览»:“«两都赋»云:‘汉之西都,实曰长安,左据函谷二崤之岨,右界褒

斜龙首之险.’”⑨

该赋原有篇题,作“两都赋”.不仅有以上的外证,而且还有内证.
其一,班固自称为“两都赋”.在«文选»收录该赋序的末尾,班固说:“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

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其二,«文选»李善注中,或称引为“«两都赋»”,或称引为“«两都赋»序”,二者之间有严格的区别.
李善注中凡引录前代他书中记载的篇题,则引作“两都赋”,或省称作“两都”.如,«文选»卷一

«两都赋序»题下作者名“班孟坚”下,李善注引范晔«后汉书»:“班固,字孟坚.显宗时,除兰台令

史,迁为郎,乃上«两都赋».”«文选»卷二«西京赋»题下作者名“张平子”下,李善注引范晔«后汉书»:
“张衡,字平子.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

李善注中凡引录«两都赋»序文,皆引作“«两都赋»序”,或省称作“«两都»序”.«文选»卷四张衡

«南都赋»:“固灵根于夏叶,终三代而始蕃.”李善注:“三代,已见班固«两都»序.”«文选»卷四左思

«三都赋序»:“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李善注:“«两都赋»序文.”«文选»卷十四颜延之«赭白

马赋»:“访国美于旧史,考方载于往牒.”李善注:“«两都赋»序曰:‘国家之遗美.’”«文选»卷二十潘

岳«关中诗»:“愧无献纳,尸素以甚.”李善注:“«两都赋»序曰:‘朝夕献纳.’”«文选»卷二十三颜延之

«拜陵庙作»:“否来王泽竭,泰往人悔形.”李善注:“班固«两都赋»序曰:‘王泽竭而诗不作.’”«文选»
卷二十五卢谌«赠刘琨一首并书»:“抑不足以揄扬弘美,亦以摅其所抱而已.”李善注:“班固«两都赋»
序曰:‘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文选»卷二十六陆厥«奉答内兄希叔»:“属叨金马署,又点铜龙门.”
李善注:“«两都赋»序曰:‘内设金马、石渠之署.’”«文选»卷三十谢灵运«斋中读书»:“卧疾丰暇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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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四十五«三都赋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影印清胡克家重刻宋尤袤本,第６４１页下栏.按,下
文脚注中标注«文选»页码时,不作特别说明者,则一律为此版本.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１８９７页.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附«班固传»,第１３３５页.
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８９页.
史游撰,颜师古注,王应麟补注:«急就篇»卷一,«丛书集成初编»第１０５２册,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影印«天壤阁丛书»

本,第３２页.
虞世南撰,孔广陶校注:«北堂书钞»卷一三四“服饰部三盖”,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２年影印南海孔氏刻本,第５３７页上栏.
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１２４页.
白居易、孔传:«白孔六帖»卷八十六“文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８９２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４００

页上栏.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四十四“地部九龙首山”,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缩印商务印书馆影印宋刻本,第２０９页下栏.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２１页上栏.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３６页下栏.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７２页下栏.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７４页上栏.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２０４页上栏.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２８１页下栏.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３３２页下栏.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３５８页下栏.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３７１页上栏.



翰墨时间作.”李善注:“«两都赋»序曰:‘时时间作.’”①«文选»卷三十六任昉«天监三年策秀才文»:
“鸣鸟蔑闻,子衿不作.”李善注:“«两都赋»序曰:‘王泽竭而诗不作.’”②«文选»卷三十七孔融«荐祢衡

表»:“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门之穆穆.”李善注:“«两都赋»序曰:‘内设金马、石渠之署.’”③«文选»
卷四十杨修«答临淄侯笺»:“今之赋颂,古诗之流.”李善注:“«两都赋»序曰:‘赋者,古诗之流也.’”④

«文选»卷四十吴质«答魏太子笺»:“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李善注:“«两都赋»序曰:‘雍
容揄扬.’”⑤«文选»卷四十五皇甫谧«三都赋序»:“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

流也.”李善注:“«两都赋»序曰:‘赋者,古诗之流也.’”⑥«文选»卷六十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献
纳枢机,丝纶允缉.”李善注:“«两都赋»序曰:‘日月献纳.’”⑦以上诸多例证中,李善注明确称引“«两
都赋»序”,或省称作“«两都»序”,可见李善对于«两都赋»与«两都赋»序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很清楚的.

其三,«文选»李善注中凡引录、标注出自«两都赋»的赋文或之前在«两都赋»中已注字词,一般不

作“两都赋”⑧,而是依据正文或原注文文字所属,分别称引为“西都赋”或“东都赋”.笔者据尤袤本

«文选»统计,李善注中称引“西都赋”有１２０多条,称引“东都赋”有３０多条,共有两种体例和格式:
(１)凡注中引录«西都赋»原文,则用“«西都赋»曰某”.(２)凡标注之前在«两都赋»中已注字词、名物、
典故,则用“某,已见«西都赋»”.称引«东都赋»的体例、格式,完全与称引«西都赋»相同.

从前代文献引录和«文选»李善注引篇题可见,该赋原有篇题,李善作注时所见篇题当作“两都

赋”或“两都赋并序”(见下文论述).李善注中首先是将赋与序(即«两都赋»与«两都赋»序)相区别.
凡引录«两都赋»序文内容,皆引作“两都赋序”(或省称为“两都序”);凡引录前代他书中记载的篇题,
则引作“两都赋”(或省称作“两都”).凡引录、标注出自«两都赋»的赋文或之前在«两都赋»中已注字

词,依正文或原注文文字所属,分别称引为“西都赋”或“东都赋”.李善注中分别称引,并非篇题称引

混乱,也非指篇题作“两都赋序”.其目的一方面是明确将赋文与序文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分别称引

“西都赋”“东都赋”,也是依照«文选»编纂时的分篇做法.陈八郎本卷首分目题为“班孟坚两都赋并

序、东都赋”,应该比较接近«文选»编纂时的原貌.再结合九条家本⑨来看,其卷首分目题为“班孟坚

两都赋二首并序”,一方面保留了«文选»编纂时所题“两都赋并序”;另一方面,所题“二首”表明,该版

本也是从一个分篇(分为两篇)的本子抄写而来.可见«文选»编纂时一方面总题“两都赋并序”或“两
都赋二首并序”;同时又分篇,标出了分篇小题.李善作注时依照«文选»编纂旧例,既有总题,也有分

篇小题,而且作注时分别称引.在后来的流传中,«文选»的抄写者、刊刻者又以赋序小题为篇题,题
作“两都赋序”.

再结合«文选»所收文体类别及其排列位次来考察.该卷所收文体为赋,不是序(作为文体的

“序”收录在三十卷本系统的卷二十三中).如果该篇题作“两都赋序”,与«文选»“凡次文之体,各以

汇聚”的编排体例不符.因此,从学理上来说,该赋篇题不应当作“两都赋序”.
从赋体本身的特征来看,古人作赋,赋序是赋本身不可分割的部分,在阅读时或文章节录时虽可

分开来读,但绝不能认为是独立的文体.班固«两都赋»序文阐释赋之高义以及作此赋之动机,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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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４２７页上栏.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５１３页下栏.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５１６页上栏.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５６４页下栏.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５６６页上栏.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６４１页上栏.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８２８页下栏.
全书仅有一处例外:«文选»卷四«三都赋»之«蜀都赋»(左思):“蒲陶乱溃,若榴竞裂.”李善注:“若榴,已见«两都赋».”李善

注中“两都赋”当作“南都赋”,可能是后来抄写或刊刻致误.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７８页上栏.
九条家本,为白文无注抄本,抄写于北宋哲宗元符二年(１０９９)之前.据傅刚先生考察,“保留了不少三十卷本古貌”.见傅

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４６页.



说“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词曰”,以下才引出赋之正文部分.该赋

序相当于赋之“引言”,不能作为单独的一篇文章而存在.
对于此赋篇题,刘盼遂先生依据«四部丛刊»影印宋刻«六臣注文选»,认为“«序»为赋之小引,不

宜独自为篇”,确为灼见.但对于具体如何处置此篇题,刘盼遂说:“宜标题«东都赋»下注‘并序’二
字,灭去«序»后“西都赋”三字,如王逸注«楚辞»«九歌»«九章»之例也.”①按照刘盼遂先生的意见,因
为«两都赋»要以东都的法度来折服西都的极度炫耀,重点在凸显«东都赋»,因此在«两都赋»篇题下,
当有“序”字,在“序”字下去掉“西都赋”三字,只保留“东都赋”三字,并于“东都赋”题下注“并序”二
字.果真如此,确实将赋序与赋之正文区别了开来,但«两都赋»包括«西都赋»与«东都赋»两部分,两
部分在内容上既相互融合又可相对独立,如果没有了前面的«西都赋»作铺垫,后文«东都赋»的内容

则无的放矢,东都主人批判西都宾所夸耀的西京宏侈富丽就没有了基础;再者,«西都赋»与«东都赋»
两部分在结构上是并列的,既然有分篇小题«东都赋»,就当保留小题«西都赋»;再者,赋序讲作赋之

缘起与动机,既与«东都赋»有关,也概括了«西都赋»的内容,因此赋序依然当在二赋之首.若按照刘

盼遂先生的意见,将赋序置于«西都赋»之后、«东都赋»之前,于理不通.
按照以上的分析,以上几个版本系统的«文选»卷中篇题“两都赋序”,是后世流传中抄写者、刊刻

者以赋序小题为篇题,均属误题.更有甚者,将此一篇赋误以为三篇: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影印的清胡

克家刻本«文选»,书末附有编辑部编写的«篇目索引»和«著者索引».«篇目索引»中有“两都赋序”
“西都赋”“东都赋”,而没有“两都赋”.«著者索引»中的“班固”条下,也有“两都赋序”“西都赋”“东都

赋”.是把一篇赋当作三篇来做了索引,均误.
因此,该赋在«文选»中的卷中篇题当作“两都赋”或“两都赋并序”(或“两都赋有序”),篇题下录

赋序,序后依次用小题“西都赋”“东都赋”以标示两部分的区别(分篇小题而非总篇题).如仅仅为了

醒目而把赋的正文与赋序作一区别,也可以在卷中“两都赋”题下,再用“并序”或“序”的字样,将赋序

与赋之正文加以区别.明人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班固集»题为“两都赋有序”,比较正确.
(二)原有篇题,«文选»以分篇小题为篇题———以张衡«二京赋»为例

张衡«二京赋»,在尤袤本«文选»中,卷中篇题作“西京赋一首”“东京赋一首”.书前总目题“张平

子西京赋一首”“张平子东京赋一首”,无卷首分目.除五臣注本和九条家本外,他本与尤袤本基本

相同.

版本系统 具体版本 书前总目篇题 卷首分目篇题 卷中篇题

李善注本
１ 尤袤本

张平子西京赋一首

张平子东京赋一首

西京赋一首

东京赋

２ 胡克家本 同１ 同１ 同１

五臣注本

３ 陈八郎本
张平子西京赋

张平子东京赋

张平子西京赋

张平子东京赋一首

西京赋

东京赋

４ 朝鲜正德本
张平子西京赋一首

张平子东京赋一首
同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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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盼遂:«‹文选›篇题考误»,原刊«国学论丛»第１卷第４期(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后收入刘盼遂著,聂石樵辑校:«刘盼遂文集»,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２１页.



　　续表

五臣李善注本
５ 秀州本

西京赋　张平子

东京赋　张平子
同１

西京赋一首

东京赋一首

６ 明州本 同１ 同１ 同１

李善五臣注本 ７ 建州本 同１ 同１
西京赋一首

东都赋

白文无注本 ８ 九条家本 同４ 同５

从该列表可以看出,在多个版本系统的传本«文选»中,该赋的书前总目、卷首分目和卷中篇题都

是以分篇小题为篇题,都没有“二京赋”的总篇题.
该赋原有篇题,原篇题当作“二京赋”.在«文选»之前的文献中题作“二京赋”,有时也因语句属

对或上下文义省称为“二京”.皇甫谧«三都赋序»:“杨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马融«广
成»,王生«灵光».”①左思«三都赋»之赋序:“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
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②«文选»卷二«西京赋»题下作者名“张子平”下,李善注引杨泉«物理论»
曰:“平子«二京»,文章卓然.”③«三国志魏书国渊传»:“时有投书诽谤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
渊请留其本书,而不宣露.其书多引«二京赋».”④«后汉书张衡列传»:“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

赋»,因以讽谏.”⑤«文心雕龙诠赋»:“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
泉»,构深玮之风.”⑥

并且,李善注中凡引录前代他书中记载的篇题,则引作“二京赋”(或省称作“二京”).«文选»卷
二«西京赋»题下作者名“张平子”下,李善注引范晔«后汉书»:“张衡,字平子.衡乃拟班固«两
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⑦

可见该赋原有篇题“二京赋”,«文选»编纂时分篇,故以分篇小题为篇题,分题为“西京赋”“东京

赋”.
«文选»之后的文献在引录«二京赋»之具体文句内容时,往往引作分篇题“西京赋”“东京赋”.如

萧子显«南齐书»、郦道元«水经注»、颜师古«匡谬正俗»、欧阳询«艺文类聚»、虞世南«北堂书钞»、徐坚

«初学记»、李延寿«南史»、王应麟«玉海»等,在引录时都称引分篇题,作“西京赋”“东京赋”(此不赘

录).
«文选»李善注中,同«两都赋»一样,凡引录、标注出自«二京赋»的赋文或之前在«二京赋»中已注

字词,没有作“二京赋”的⑧,而是依正文或原注文文字所属,分别称引为“西京赋”或“东京赋”.笔者

据尤袤本«文选»统计,李善注中称引“西京赋”有２１０多条,称引“东京赋”有９０多条.其称引«西京

赋»«东京赋»的体例、格式,完全与称引«西都赋»«东都赋»相同.
«文选»中把«二京赋»分篇,分题为“西京赋”“东京赋”⑨,其实是分题篇章题目,而不是该赋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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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６４１页下栏.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７４页下栏.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西京赋»作者名“张平子”下李善注引,第３６页下栏.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十一«魏书国渊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３３９ ３４０页.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第１８９７页.
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２８９页.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３６页下栏.
依据尤袤本«文选»统计.
六臣注本系统的建州本中,卷中篇题误作“东都赋”(当作“东京赋”),但题下李善注作“东京”:“东京,谓洛阳.其赋意与班

固«东都赋»同.”可能是传抄、刊刻中致误.



篇题,相当于班固«两都赋»中赋序后分篇的小题“西都赋”“东都赋”,是一篇完整的京都大赋的上、下
篇.作为京都大赋,其内在结构具有紧密的联系.首先就主题思想之间的联系来说,«西京赋»与«东
京赋»是“劝”与“讽”的结构模式,是不能完全割裂或分离的.«西京赋»是整篇赋作“劝”的内容,是
«东京赋»存在的基础.«西京赋»中极力夸耀的繁华景象和奢靡风气在全篇最后是要被否定的;反过

来,«东京赋»是整篇赋作“讽”的内容,其中极力彰显的懿德勤俭和修饬礼教是全篇所要肯定的.其

次就两者之间的行文语句关联来看,在听了凭虚公子大段的个人炫耀之后,“安处先生于是似不能

言,怃然有间”,将安处先生的反应作为«东京赋»的开头,以此为界,分为两篇.上、下篇之间用“于
是”来关联,具有明显的承接关系.如果截然分开,离开了上篇,则用“安处先生于是”领起的下篇则

成了没头没脑的话,显然是不符合思维和行文逻辑的.
因此,«文选»中的书前总目、卷首分目和卷中篇题可以统一题为“张平子二京赋”,并在卷中篇题

之后,依次分题小题“西京赋”“东京赋”,以标示上下两部分.
(三)原有篇题,«文选»以分篇小题为篇题,流传中误以赋序小题为篇题———以左思«三都赋»

为例

左思«三都赋»,在尤袤本«文选»中,卷中篇题作“三都赋序一首”“蜀都赋一首”“吴都赋”“魏都赋

一首”.书前总目题“左太冲三都赋序一首”“左太冲蜀都赋一首”“左太冲吴都赋一首”“左太冲魏都

赋一首”,卷首分目题“左太冲三都赋序一首”“蜀都赋一首”“左太冲吴都赋一首”(卷首分目中无“魏
都赋”).除五臣注本和九条家本外,他本与尤袤本基本相同.

版本系统 具体版本 书前总目篇题 卷首分目篇题 卷中篇题

李善注本
１ 尤袤本

左太冲三都赋序一首

左太冲蜀都赋一首

左太冲吴都赋一首

左太冲魏都赋一首

左太冲三都赋序一首

蜀都赋一首

左太冲吴都赋一首

三都赋序一首

蜀都赋一首

吴都赋

魏都赋一首

２ 胡克家本 同１ 同１ 同１

五臣注本
３ 陈八郎本

左太冲蜀都赋

左太冲吴都赋

魏都赋

左太冲蜀都赋一首

左太冲吴都赋一首、

魏都赋一首

三都赋序

吴都赋

魏都赋

４ 朝鲜正德本 同３ 同３

五臣李善注本

５ 秀州本

三都赋序　左太冲

蜀都赋

吴都赋　左太冲

魏都赋　左太冲

左太冲三都赋序一首

蜀都赋一首

三都赋序

蜀都赋

吴都赋一首

魏都赋一首

６ 明州本

左太冲三都赋序一首

蜀都赋一首

左太冲吴都赋一首

左太冲魏都赋一首

左太冲三都赋序一首

蜀都赋一首

三都赋序

蜀都赋

吴都赋一首

魏都赋一首

李善五臣注本 ７ 建州本 同１ 同３

白文无注本 ８ 九条家本

左太冲三都赋序一首

蜀都赋一首

吴都赋一首

魏都赋一首

三都赋序

蜀都赋一首

吴都赋一首

魏都赋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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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该列表可以看出,在多个版本系统的传本«文选»中,该赋的书前总目、卷首分目与卷中篇题不

一致,卷中篇题都题作“三都赋序”,赋序后小题也各有差别.
该赋原有篇题,当作“三都赋”.左思自己称该赋为“三都赋”,«三都赋»之序文中说:“余既思摹

«二京»而赋«三都».”①赋成后请皇甫谧作了«三都赋序».此后文献中称引该赋也题为“三都赋”(此
不赘录).

«文选»李善注中称引他书所载篇题,题作“三都赋”.«三都赋序»作者名“左太冲”下李善注引臧

荣绪«晋书»曰:“(左思)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②李善注中称引

该赋总篇题,亦作“三都赋”.«三都赋序»题下注者名“刘渊林注”下李善注:“«三都赋»成,张载为注

«魏都»,刘逵为注«吴»«蜀»,自是之后,渐行于俗也.”③除此之外,李善注中称引篇题没有作“三都赋”
的,都是称引分篇题,依正文原文或注文文字所属,分别称引为“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

据尤袤本«文选»统计,李善注中称引«蜀都赋»,共有三种体例和格式:(１)凡注中引录«蜀都赋»
原文,则作“«蜀都赋»曰某”.此体例中单独称引的«蜀都赋»就是指左思«蜀都赋».为了把左思的

«蜀都赋»与他人的同题赋作区别开来,李善注中还专门在篇题前加了作者名,此即“扬雄«蜀都赋»”
“文立«蜀都赋»”.(２)凡标注之前在«蜀都赋»中已注字词、名物、典故,则作“某,已见«蜀都赋»”.
(３)引录旧注,则作“刘渊林«蜀都赋»注曰某”.李善注中称引«吴都赋»«魏都赋»,也有三种体例和格

式,与称引«蜀都赋»相同.其中单独称引的«吴都赋»«魏都赋»,就是指左思«吴都赋»«魏都赋».为

了把左思的«魏都赋»与他人的同题赋作区别开来,李善注中还专门在篇题前加了作者名,此即“吴质

«魏都赋»”.李善注中引录旧注,«吴都赋»有“刘渊林«吴都赋»注”“张载«吴都赋»注”“刘逵«吴都赋»
注”三种.«魏都赋»有“刘渊林«魏都赋»注”“曹毗«魏都赋»注”“刘逵«魏都赋»注”三种.

该赋原有篇题“三都赋”,«文选»编纂时分卷分篇,故以小题“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为篇题,
后来的流传中,抄写者、刊刻者又误以赋序小题为篇题,题作“三都赋序”.

赋序是赋本身不可分割的部分,绝不能认为是独立的文体.«三都赋»的序文阐释赋之高义以及

作此赋之动机,末尾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

方志.聊举其一隅,摄其体统,归诸诂训焉”④.以下引出赋之正文部分.赋序相当于赋之“引
言”,不能作为单独的一篇文章而存在.以上所列几个版本系统的传本«文选»的卷中篇题都作“三都

赋序”,属于误题.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影印的清胡克家刻本«文选»中,书末附有编辑部编写的«篇目索

引»和«著者索引».«篇目索引»中列有“三都赋序(左思)”与“三都赋序(皇甫谧)”,并且排列在一起,
竟然将左思所作«三都赋»本身的赋序与皇甫谧为左思«三都赋»所作的«序»等同视之,将“赋”体与

“序”体混为一谈,明显谬误.在«著者索引»中的“左思”条下,同样列有“三都赋序”.均误.
因此该赋卷中篇题当作“三都赋”或“三都赋并序”,篇题下录赋序,序后依次题分篇小题“蜀都

赋”“吴都赋”“魏都赋”,以示区别.
传本«文选»所收以上几篇大赋都原有篇题,其中有的在编纂时分篇,并标出了分篇小题(如«两

都赋»);有的在编纂时分篇,以分篇小题为篇题(如«二京赋»«三都赋»);其中有的在后来的流传中抄

写者、刊刻者又误以赋序小题为篇题(如«两都赋序»、左思«三都赋序»).

二、«文选»“赋”类分篇改题及其原因

«文选»“赋”类中改变原篇题而另拟新题者,主要是由于分篇造成的(有些是分卷分篇,有些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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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７４页下栏.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７４页上栏.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７４页上栏.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７４页下栏.



卷分篇).«文选»按文体分类及其时代先后编纂.首先是分类分卷.如果该类赋编排在两卷中,则
分为上、下;如果该类赋编排在三卷中或三卷以上,则分为上、中、下.其次是分卷分篇,该篇赋如果

编排在两卷或两卷以上卷目中,则分为上、下两篇或上、中、下三篇.再次是同卷分篇.
在三十卷本«文选»中,“京都”类赋编排在卷一至卷三(共三卷),则分为“京都上”“京都中”“京都

下”.“田猎”类赋编排在卷四和卷五(分编在两卷中),则分为“田猎上”和“田猎下”.“志”类赋编排

在卷七和卷八(分编在两卷中),则分为“志上”和“志下”.“纪行”类赋只编排在卷五,“鸟兽”类赋只

编排在卷七,“音乐”类赋只编排在卷九,这三类赋都未分卷,故不再析为上、下或上、中、下.«文选»
在后代的流传中,李善注本依然遵循最初的编纂原则,只是作注后析为六十卷,分的卷数更多.同样

是以上这几类赋作,“京都”类赋编排在卷一至卷六(共六卷),则分为“京都上”“京都中”“京都下”.
“田猎”类赋编排在卷七至卷九(分编在三卷中),也分为“田猎上”“田猎中”“田猎下”.“志”类赋编排

在卷十四至卷十六(分编在三卷中),也分为“志上”“志中”“志下”.“纪行”类赋编排在卷九至卷十

(分编在两卷中),则分为“纪行上”“纪行下”.“鸟兽”类赋编排在卷十三至卷十四(分编在两卷中),
也分为“鸟兽上”和“鸟兽下”.“音乐”类赋编排在卷十七至卷十八(分编在两卷中),也分为“音乐上”
和“音乐下”.

«文选»“赋”类作品的分篇,首要因素是录文的篇幅.无论是在起初编纂,还是后来作注或抄写、
刊刻时,书中各卷容量应大致均衡,不能相差太多;每卷也有大概相对均衡的容量.比较、考察最初

编纂时各卷容量、各篇的篇幅,以原文白文字数(不包括注文)来统计.«文选»“赋”类中,左思«三都

赋»篇幅最大(包括左思的赋序,约一万零一百多字),其次是张衡«二京赋»(约七千七百多字),再次

是班固«两都赋»(包括赋序接近四千六百字),再次是潘岳«西征赋»(约四千三百多字),再次是司马

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共约三千五百多字).今传三十卷本«文选»最接近«文选»原貌,故以三十卷

本«文选»为依据分析.在一卷之中,不能容纳左思«三都赋»的篇幅,故分卷分篇(«蜀都赋»在卷二,
«吴都赋»«魏都赋»在卷三).其次,由于«文选»编排体例“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在京都赋中,
按照时代先后,首录班固«两都赋»,但«两都赋»的篇幅不足一卷,故按时代先后以张衡«二京赋»中的

«西京赋»来补足一卷;如再加入«东京赋»,又超过了该卷容量,故«东京赋»编排在下一卷之中,因此,
张衡«二京赋»的两部分被分割编排于相连的两卷.再次,张衡«东京赋»和«南都赋»不足一卷,又按

时代先后以左思«三都赋»的«蜀都赋»来补足.加之左思«三都赋»本身篇幅较大,一卷之中不能全部

容纳,其«吴都赋»«魏都赋»两部分被编排在下一卷中,因此,左思«三都赋»的三部分被分割为三篇,
编排在前后相连的两卷之中.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篇幅不足一卷,与扬雄«甘泉赋»、潘岳«藉
田赋»、扬雄«羽猎赋»合为一卷.«子虚赋»«上林赋»同处一卷之中,但被分割为两篇.总括而言,«文
选»中篇幅较大的几篇赋作,分卷分篇者,有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同卷分篇者,有班固«两
都赋»、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篇幅虽大,但既不分卷,也不分篇者,有潘岳«西征赋».

那么,为什么«文选»编纂时要改动原篇题? 改题的依据和方法是什么?
由于篇幅较大赋作的分卷分篇或同卷分篇,原来完整的赋作被分割编排在不同的卷目之中,或

者原来的一篇赋被分割成了两篇或三篇,原篇题已不适用,内容与原篇题不相符合,于是改动原篇

题,另拟新题.
分篇之后,新篇题的拟定,主要是以原赋作相对独立完整部分的小题为篇题.班固«两都赋»、张

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根据内容的相对独立、完整性分篇.在述主客以首引的虚拟叙事框架

下,以代表某地或某方的人所述大段相对完整的内容为主,截为相对独立的两个或多个分篇,分别另

题为班固«西都赋»«东都赋»、张衡«西京赋»«东京赋»、左思«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也有根据

原赋作内容和文献记载篇题演变而改题新题者,«史记»«汉书»所载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也分篇,
题为«子虚赋»«上林赋».至于以赋序小题为篇题者(如班固«两都赋序»、左思«三都赋序»),则属于

后来流传中抄写者、刊刻者所误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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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选»“赋”类分篇依据

如前所述,«文选»中篇幅较大的赋作往往分卷分篇或同卷分篇.但是,并非所有篇幅大的赋作

一定要分篇,也不是都能够分篇的.换句话说,凡是篇幅长的赋作都一定要分篇吗? 分篇的依据是

什么?
其实也不是所有篇幅大的赋作就一定要分篇.«文选»中收录篇幅较大的赋作中,潘岳«西征赋»

的篇幅要比«子虚赋»«上林赋»的总和要大(多出八百多字),但不管是在三十卷本还是六十卷本的

«文选»中,为什么«西征赋»都没有分篇呢? 首先是由该类赋作本身特有的结构体式特征所决定的,
分篇必须要有基础和前提,而不是强行割裂.

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的结构,赵逵夫先生将其形象地比喻为“葫芦形结

构”①.其内容和主题,分别有代表某地或某方的几人述说的相对完整、独立的几部分构成,每部分之

间又有关联.就其结构形式而言,可以从中间细腰处分为两部分或三部分,然而中间又联通为一体.
作为京都大赋的几部分,一方面,其内在构思与思想主题具有紧密的关联,另一方面,其结构形

式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班固之前,以司马相如赋作为代表的骋辞大赋,“劝百而讽一”,“讽”附着在全篇的“劝”之后,“劝

而不止”,引起人们的批评和不满.在形式结构上,“劝”与“讽”的比例相差悬殊.到了班固«两都

赋»,分为代表“西都宾”的“劝”与代表“东都主人”的“讽”两部分,“劝”与“讽”两部分比例均衡,在形

式上解决了“劝”与“讽”之间的矛盾.比例均衡的“劝”与“讽”两部分,在结构形式和内容上又具有相

对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张衡«二京赋»也是“劝”与“讽”的结构模式,其中«西京赋»是整篇赋作“劝”的
内容,是«东京赋»存在的基础.«西京赋»中极力夸耀的繁华景象和奢靡风气在全篇最后是要被否定

的;反过来,«东京赋»是整篇赋作“讽”的内容,其中极力彰显的懿德勤俭和修饬礼教是全篇所要肯定

的.«二京赋»中比例均衡的“劝”与“讽”两部分,在结构形式和内容上也同样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独

立性.
«三都赋»承袭班固«两都赋»和张衡«二京赋»的结构形式,同时又借鉴了司马相如«子虚赋»«上

林赋»的思维模式.«三都赋»中虚构“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三位人物,分别作为«蜀都

赋»«吴都赋»«魏都赋»的代表.其中«蜀都赋»盛赞蜀都的富丽和蜀地的险阻,«吴都赋»盛赞吴都的

宏大和吴地的富饶、繁华,最后的«魏都赋»强调“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垂为襟也.长世字

甿者,以道德为藩,不以袭险为屏也”②,赞颂魏都的宏伟壮丽,魏国的统治顺天应人,处于正统地位.
«蜀都赋»«吴都赋»是传统大赋“劝”的内容,«魏都赋»是“讽”的内容.«子虚赋»«上林赋»中代表汉天

子的“亡是公”批驳压制了代表诸侯国的子虚先生和乌有先生对楚、齐的夸耀,«三都赋»的构思和内

容以为借鉴,“魏国先生”批驳、压制住了“西蜀公子”、“东吴王孙”对蜀都和吴都的夸耀.其主体结构

和格局仍然是“劝”与“讽”;同时将“劝”的内容由之前的一部分扩展到两部分.«蜀都赋»«吴都赋»两
者结合起来,相当于扩展了之前京都大赋中“劝”的内容,从而更加突出了“讽”的力量和重要性.

关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的写作成篇过程、流传及篇题问题,刘跃进先生认为,“魏晋时期所

传文本,题作«上林赋»,但实际还包括«子虚赋»的内容.«史记»中所说的«子虚赋»作于游梁时

期,似为初稿;而«上林赋»则在此基础上加上天子游猎的场面,加工润色,遂成定稿.因此,这是一篇

完整的作品,可以称«子虚上林赋»,亦可以简称«上林赋»”③.加工定稿后的«子虚上林赋»,是经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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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思、具有完整结构的作品,但上、下篇又各自具有独立的主题,其结构也相对完整.«子虚赋»开
头说:“子虚过奼乌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已经为下篇的构思埋下了伏笔,或者在后来的加工润色过

程中统一构思并穿插了“亡是公存焉”之类的句子.就其内容而言,上、下两部分中主要是子虚先生、
乌有先生和亡是公三人各自的夸耀和独白,是相互比较、逐个压倒的并列式关系,最终突出天子的崇

高地位与绝对权威.因此,«子虚上林赋»既是经过统一构思、具有完整结构的作品,同时上、下篇又

各自具有独立的主题,其结构形式也相对完整.
但是潘岳«西征赋»的结构形式与上述几篇赋作都不同,«西征赋»是典型的“纪行”赋,主要记述

行旅中的所见所闻所感,“移步换景”,描绘沿途的风光景物,并由此而引起对该地相关历史遗迹的追

怀,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就其体式结构而言,是“一线串珠式结构”,以行踪为线,以沿

途的风光景物和历史事件为“珠子”,贯穿在一起.就其内容而言,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和内部结构是

承接关系,不是并列关系或逐个压倒的并列式.因此,«西征赋»虽是鸿篇巨制,内容丰富,但如果从

中间截断或分开,则“线断珠散”,就不成其为一篇完整的文章了.
正是由于该类赋作本身特有的结构体式特征(内在的构思和思想主题、外在的结构形式),«文

选»中把«两都赋»«二京赋»«三都赋»«子虚上林赋»几篇大赋分篇,合则为一个具有统一构思的整体,
分则为相对独立完整的几大部分.

其次,是否可以分篇,也与该赋的写作成篇过程及其流传特征有关.
班固作«两都赋»,有其明确的为政治服务的目的,为了解决朝廷上下有关迁都的争议.班固之

前,以司马相如赋作为代表的骋辞大赋,“劝百而讽一”,“讽”附着在全篇的“劝”之后,“劝而不止”,引
起人们的批评和不满.在结构形式上,“劝”与“讽”的比例相差悬殊.到了班固«两都赋»,分为代表

“西都宾”的“劝”与代表“东都主人”的“讽”两部分,“劝”与“讽”两部分比例均衡,在形式上解决了

“劝”与“讽”之间的矛盾.比例均衡的“劝”与“讽”两部分,在结构形式和内容上又具有相对的完整性

和独立性.因此«文选»收录编纂时分篇,标出分篇小题,李善注中分别称引«西都赋»和«东都赋».
而且在«文选»收录之前,«两都赋»在流传中也有分篇的实践和先例.«后汉书班固传»中收录«两
都赋»,但分割在上、下两卷之中(卷四十上、卷四十下).«后汉书»卷四十卷首«班彪列传»题下范晔

自注:“自东都主人以下分为下卷.”①指把班固«两都赋»从“东都主人”开始以下的部分划分为下卷,
上卷(即卷四十上)载录即今本«文选»所收«西都赋»,下卷(即卷四十下)载录即今本«文选»所收«东
都赋»②.«后汉书班固传»中把«两都赋»分录于上、下两卷之中,已经有了明确的分篇先例,«两都

赋»在之后的流传中就具有了较为稳固的分篇做法和经验.从张衡作«二京赋»、左思作«三都赋»的
文献记载来看(见下文),班固写作«两都赋»也应该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成.
在«两都赋»作好之后,班固找机会献给了皇帝.«文选»中录有«两都赋»的赋序,其中说“臣窃见海内

清平,故臣作«两都赋»”,赋序其实是一篇给皇帝献«两都赋»时所上的“表”.上表中说明了

写作«两都赋»的原因以及主旨,无非是引起皇帝阅读和接受的兴趣,只是一个全赋的“引子”.«文
选»编纂时,把班固的上表改编为赋“序”(应该是删削了冒头敬称和文末的上表时间等),置于赋文之

前.后来的抄写者、刊刻者把“序”改为“两都赋序”,又误以为篇题.
张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③.模拟班固«两都赋»,在

构思和结构行文时也是比例均衡的“劝”与“讽”两部分,各自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在«二京

赋»写成之后的流传中,«西京赋»与«东京赋»曾各自单行.在«文选»编纂之前,«西京赋»«东京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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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旧注.三国时期的薛综曾分别为«西京赋»和«东京赋»作注,即薛综«西京赋»注、薛综«东京赋»
注①,各自单行流传.李善注«西京赋»和«东京赋»,首先引薛综旧注,然后才用“善曰”标示出下文为

自己所作注.给«二京赋»分别作注者,除了薛综外,还有傅巽.«隋书经籍志»著录梁代存有薛综、
傅巽“注«二京赋»二卷”②,“二卷”本就是一个分篇的注本.因此«二京赋»的写作成篇过程及其流传

特征决定了相对稳固的分篇做法.
左思作«三都赋»,也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司马炎是通过禅位的方式“继承”了曹魏的政权,建立

了晋朝.左思«三都赋»站在晋承魏统的立场,否定吴、蜀,肯定魏.李善注:“三都者,刘备都益州,号
蜀;孙权都建业,号吴;曹操都邺,号魏.思作赋时,吴、蜀已平,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

惑.”③左思认为赋作内容应依据事实,其写作时积累学识、搜集材料的时间很长.臧荣绪«晋书»载左

思写作«三都赋»时,“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
疏之”④.左思对不熟知的岷邛之事向张载请教,之后又构思十年,苦思冥想,不断积累.其写作时间

比«两都赋»«二京赋»更长,至少有十多年.其写作过程,本来就是一个都城接一个都城来写作、来完

成的,每个都城的赋都有自己的题名,三个都城都写完了,总题“三都赋”.«三都赋»写成之后的流传

中,张载为«魏都赋»作注,刘逵为«蜀都赋»«吴都赋»作注.之后,为之作注者很多,逐渐形成一种风

气⑤.李善注中称引的旧注即有:刘渊林«吴都赋»注、张载«吴都赋»注、刘逵«吴都赋»注,刘渊林«魏
都赋»注、曹毗«魏都赋»注、刘逵«魏都赋»注,都是分篇作注.各种注文都附在原单篇赋文之后,与原

赋作一起单行流传,因此在流传中就有了相对稳固的分篇传统,«文选»收录编纂时自然会参照或遵

循之前单行流传的分篇形式.
从«史记»和«汉书»中的司马相如本传记载可知,«子虚赋»作为初稿,在加工润色为«子虚上林

赋»之前就已经单行流传.加工定稿的«子虚上林赋»,后来很多人都曾作过注,有些是给全篇作注,
有些是给其中的某部分(«子虚赋»或«上林赋»)作注,两部分也有可能各自单行流传.从«汉书»颜师

古注引和«文选»李善注引可知,在«文选»之前,文颖、张揖、司马彪、郭璞都曾给«子虚赋»«上林赋»作
过注,还有伏俨、晋灼等人给«子虚赋»作过注,应劭、韦昭等人给«上林赋»作过注.后来«文选»编纂

时又将完整的«子虚上林赋»分为«子虚赋»«上林赋»两篇,也是有所依据的,有之前的分篇形式与经

验可以参照或遵循.
总之,在«文选»“赋”类中,有些篇幅较大的作品往往分卷分篇或同卷分篇.分篇之后,原篇题已

不适用,于是改动原篇题,另拟新题.当然,并不是所有篇幅大的赋作都一定要分篇,也不是都能够

仅仅按照篇幅的大小来分篇的.分篇的前提和条件,首先是由该赋作本身在形式和内容方面的结构

体式特征(内在的构思和思想主题、外在的结构形式)所决定,其次也与该类赋作的写作成篇过程及

其流传特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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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isConfucianism:ItsKernelandMultipleDimensions YangGuorong

　 Itisren (benevolenceorhumanity)andli (theritualoretiquette)thatconstitutethekernelofthe

Confucianism,whichmakesitpeculartootherschoolsinthehistoryofChinesethought．Besidesbeingreflectd

inthesystemofConfucianthoughttheunityofrenandliisalsomanifestedinvariousdomainsofhuman

existenceincludingspiritualworld,socialareaandthetransitionregionbetweenHeavenandHumanity．The

spiritualworldiscomposedofthespiritualpursuit,thespiritualcomfortandthespiritualpromotionspecifically

referringtothereligiousandethicaldimensionsandthecomprehensivespiritualstatus．Fromtheperspectiveof

philosophythesocialdomainsinwhichtheConfucianismexpandsincludepolitics,ethicsandtheworldof

everydaylife．Astohumanexistence,thespiritualworldreferstotherelationshipbetweenahumanbeingand

oneself,whilethesocialdomainsrelatedtotherelationshipamonghumanbeings．Observingfromthewider

horizon,thehumanexistencealsocontiansthetransitionregionbetweenHeavenandHumanitywhichshould

alsobeunderstoodfromtheperspectiveofrenandli．Inoneword,asthekeyideatheunityofrenandliruns

throughalltheaspectsoftheConfucianism,throughwhichtheConfucianismmanifestitselfasacomprehensive

culturalideasystem．TheembodimentandrealityoftheConfucianismalsoliehere,contrastingtowhichthe

contemporarymindＧfocusedConfucianism,politicsＧfocusedConfucianism,instituteＧfocusedConfucianism,lifeＧ

focusedConfucianismusuallytakesomeaspectasthewholeConfucianismandthusbeingtrappedinvarious

partialunderstandingofConfucianism．

TheOpportunityandPredicamentintheDevelopmentofContemporaryConfucianism:

　 APerspectiveoftheRelationamongPoliticalConfucianismandOtherValueIdeas LiHongwei

　 ContemporaryConfucianismrevivesonthebasisofChinesepeoplesnewpursuitofthemeaningworldof

existencesincethe２０thcentury,aswellastheideologicaltendencyonconstructingtheculturalfoundationof

nationalpoliticalcommunityinChinasincemoderntimes,soitsdevelopmenttodayhashistoricalnecessity．

However,contemporarypoliticalConfucianistsinthepersonofJiangQingfocusconcernonorderespecially

heavenlyorder,andemphasizetheimportanceofritualorderaswellasinnatehumaninequality,thuscausesthe

collisionbetweentheorderstructureintheirunderstandingandthevaluesoffreedom andequality．Yet

accordingtothediscourseofTocquevillewhoisoftencitedbyJiangQing,equalstatusisexactlythefoundation

ofmodernsociety．Inaddition,iffollowingJiangQingsunderstandingofritualorder,thestatusofruleoflaw

asthefoundationofamodernsocietywouldfall,andtheinternalidentitybetweenrightsandobligationswould

beimbalanced．AndweconsiderthatLiangQichaosideaandconstructionofpublicmoralitycanactasthe

generalconditionsforjoiningthetraditionaland moderntimes,advancingrightsandobligationstogether,

maintainingthecontinuityofsocialorders,andbuildingasocietyruledbylaw．

TheOriginoftheHistoricalTheoryoftheSouthernChinaSchool WangChuan

　 TheSouthernChinaschoolisaveryimportantacademicschoolinChina．Theformationoftheschools

historiographytheoryisrootedintheacademictraditionsof“lookingdown”andinterdisciplinaryscholarship

sincetheestablishmentofSunYatＧsen University．InheritingFuYilingandLiangFangzhongstheory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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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inthefieldofChinesesocialeconomichistory．AbsorbsthehistoriographytheoryoftheAnnales

School．TheformationoftheSouthChinaSchoolhistorytheoryiscloselyrelatedtothechangesofsocietyand

academictrendsin Chinainthepastcentury．ItreflectssomeofthecommoncharacteristicsofChinese

historiographyfromtraditionaltomodern．

EarlyChineseIntellectualHistoryinLanguageDiscourse:

　 ReexaminingtheSynchronicityofPhilologicalandPhilosophicalApproaches DennisC．H．Cheng

　 Thisessayarguesthat“language”isnotonlya“medium”carrying“meaning”butessentiallya“method”

whichstructuresthedevelopmentofChineseintellectualhistoryofthepreＧQinperiod．WhileChinesecharacter

istheunificationofvisualform,soundandmeaning,Chinese“philology,”thestudyofthelanguageassuch,

shouldnotbelimitedtothestudyofverbalmeaningofcharacters,likewise,thestudyofChinesephilosophy

shouldnotexcludethestudyofvisualformandsoundofChinesecharacters．Baseontheartistic“language

discourses”intheFiveClassics,Confuciusdeclareshis“mingjiao”(teachingofNames)inordertoreinstate

thesocialandpoliticalorderbyconnecting/bindingthemoralmeaningofethic“names”totheirsoundsand

visualforms,ethicalresponsibilitywillthenbeassignedtopeopleinthesocietyviatheunificationof“ming”

(name)and“shi”(content)．LaterphilosophersoftheWarringStateperiodrespondtoandcriticizeonthe
“mingjiao”byredefining/reinterpretingtherelationshipof“ming”and“shi．”Thedebatesamongphilosophers

on“language”constructagrandpictureof “languagediscourses”anddrawthe mainthemeofChinese

intellectualhistoryofthepreＧQinperiod．

ChangingtheBarbariantoComplywithCathay:

　 AnAnalysisofthePoliticalIdeaandPracticeoftheFiveBarbarians LeiGe

　 ScholarstendtoarrangeandevaluatethepositionandcharacteristicsoftheNorthernBarbariansinChinese

historyinaperspectiveofHuaxiacentralism,butnegelectthehistoricaltraitsofthebarbariansaswellastheir

impactandevensubversionoftheideasoftheHanpeople．Thebarbariansaddedanewrankintheemperorand

kingsystemofHan,andmadeitathreeＧlevelsequenceofking,heavenlyking,andemperor．TheHanpeople

saidthatthebarbarianscannotbeemperor,yettheFiveBarbariansandtheSixteenKingdomsthoroughlydenied

thisproposition．ThecourseofthebarbarianemperorsenteredandhostedcentralChinaisnotonlyacoursethat

theylearningandintegratingintoChinesecivilization,butalsoacoursethattheyreflectingandrevisingthe

pedigreeofChineseorthodoxy．TheideasofthebarbarianpeopleinfluencedChinesethoughtby meansof

practicebutnotthinking．ThegreatestcontributionoftheirideastoChineseintellectualhistoryistoprovethat

theimperialpowersystemisalifefulandopensystemofpoliticalandmoralcivilization．

TheProphesyofthe“EssentialSpiritofRed”andPoliticsofthe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 DaiGuoxi

　 Withsimilarcharacter,theprophesiesoftheessentialspiritofRedandtheninthgenerationofRedwere

bothwrittenbyGanZhongkeandXiaHeliangetal．inthereignofEmperorChengdioftheWesternHan,

aimingatpersuadingtheemperortochangetheritualsystem andoffersacreficesto HeavenandEarth．

However,theprophesiesdidnotfunctionatthattime,butplayedaroleintheperiodfromEmperorAidiofthe

WesternHantoEmperorZhangdioftheEasternHan．EmperorAidichangedthedesignationofhisreignin

June,５B．C．wasaffectedbythoseprophesies,andthesituationthattheleaderswhoroserebellionsinthe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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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WangMangallcalledthemselvesasthe“successoroftheHandynasty”wasalsorelatedtothem．Emperors

GengshiandGuangwusuccessivelygraftedthemselvesontothe“ninthgenerationofRed”togainallegianceof

thepeople．Moreover,theprophesyofthe“ninthgenerationofRed”hadasignificantimpactonpoliticsofthe

earlyEasternHandynasty．Theancestraltemplesystemwasestablishedaroundthisprophesy,anditpromoted
“makingritesandmusic”tobethepoliticalobjectinthisperiod．Suchinfluencewascausedbythespecial

historicalbackgroundinthetransitionalperiodofthetwoHandynasties．

TheFrontierPatternintheKaiyuanReignandtheRelationshipwithNorthwestMinoritiesoftheTangDynasty:

　 CenteringontheGroupofPoemsComposedinTibetanRegimeintheDunhuangDocuments ZhongShulin

　 BeingcollectedinNo．P．２５５５oftheDunhuangDocuments,thegroupof７２poemswhichwerecomposed

whenthewriterwastrappedinTibetanRegimereflectthefrontierpatternintheKaiyuanreignaswellasthe

complicatedrelationshipbetweentheTangcourtandminoritiesinthenorthwest．Thisgroupofpoemsepitomise

thefrontierrelationshipoftheTangcourtwiththeTibetanEmpire,Turkish,theArabEmpire,Turkic,and

etc．inthelastyearofKaiyuan．ThecreativetimecanbepresumedasfromthewinterofA．D．７３４tothe

autumnofA．D．７３６,butnotduringorontheeveofDunhuangbeingoccupiedbytheTibetanEmpireas

formerlyconsidered．“UncleWangtheProtectorＧgeneral”calledbythewriterisAnxiProtectorＧgeneralWang

Husi,animportantcommandergarrisonedthewesternregionsinthelaterKaiyuanperiod;andthewriteris

actuallyLiHao,akinsmanoftheimperialhouseandSecretaryofMinistryofPersonnelwhoservedasanenvoy

tothefrontier,butnotMaoYayaorMaYunqiasusedtosay．

TheTensionofRitualsinQingＧChosonRelations:

　 FocusingonQingEmperorsInstallationoftheChosonKingsSuccessorintheKangxiPeriod SonSungＧwook

　 Qingemperorsinstallation wasanimportantfoundationfortherelationshipbetween Qingempireand

Chosondynasty．QingempireusedittoconsolidateQingＧChosonrelationsandthetributesystem．Choson

dynastyobtainedthelegitimacyofroyalfamilyandpoliticalstabilitybyit．In１７２１,Chosondynastyrequested

QingempiretoinstallChosonkingssuccessorinseriouspoliticalstruggle．In１６９６,Qingempirehadrejectedit．

Thereasonwasasfollows:accordingtoTheCollectedStatutesoftheMingDynasty,thebastardyeldestson

couldbecomethekingssuccessoronlywhenthekingandqueenhadnolegitimateeldestsonover５０years．

ThereforetheChosonsenvoyhaddifficultindiplomaticactivitiesforinstallationinBeijing．EmperorKangxi

finallyconsideredpoliticalstabilityofChoson dynasty,especiallyallowedtheinstallationofthe Kings

successor．However,healsowarnedthat“brotherssuccessiontothethroneistemporaryconvenience,”and

emphasizedtheriteofsuccessiontothethrone．ItshowsthatQingempireusedtherulebyritestocontrolover

Chosondynasty．ChosondynastypersuadedQingEmpirewithritualdiscourse,andwasgraduallyincorporated

intoQingＧcenteredworldorderbasedontherulebyrites．

AnIntroductionintotheOntologyofSympathization:

　 WithaDiscussionwithLiZehouandChenLai CaiXiangyuan

　 AkeyquestionofConfucianismishowanaffectionoriginatedfromheartcanbecomeametaphysicalDaothat

unitestheselfandthething,theinnerandtheouter．Tothisquestion,therearetwotypicaldifferent

responses,thatis,respectivelyfromtheperspectiveofentityandoffeeling．Thefirstanswerfocuseso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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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physicaldimensionofBenevolentDao．ItrealizesthemetaphysicalconstructionofBenethvolentDao;however,it

makesittobeanabstractentity,thereforedeviatingfromtheoriginalmeaningofthebenevolenceofthebenevolent．

ThelattergoesbacktothefeelingofthebenevolentandthusavoidsthesubstantiationofBenevolentDao．However,it

fallsintothedilemmaofempiricism．TheontologyofsympathizationintendstodisclosehowthebenevolentDaocanbe

establishedinthebenevolenceofthebenevolentandwhiletranscendsthesubjectiveconstraintofthebenevolent,thus

becomingthepivotunitingtheselfandthething,theinnerandtheouter．

ATextualResearchofZhuDi“Abolishing”theReignTitleof“Jianwen”:

　 WiththeProofofTheOfficialDocumentsonPrinceofYanintheJingnanCampaign

　 CollectedbyKongShangren YangYongkang

　 TheOfficialDocumentsonPrinceofYanintheJingnanCampaigncollectedbyKongShangrencanprove

thehistoricalfactthatZhuDidid“abolish”thereigntitleofJianwen．Combiningwiththerelatednarrationsin

RecordsoftheJingnanCampaigninFengtian andVeritableRecordsof Taizu,wecanformsomenew

recognitionsaboutthefact:first,ZhuDihadalready“abolished”thetitleofJianwenbeforeheascendedtothe

throne．HenumberedthesecondyearofJianwenreign(A．D．１４００)withGengcheninthesexagenarycycle．

Thefollowingyear,hebegantousethedesignationofHongwu,andsubseqentlychangedthedesignationof

JianwentodenythelegitimacyofEmperorJianwen．Secondly,whileZhuDiabolishedpoliticsofEmperor

Jianwenafterhisenthronement,healsoformallyabolishedthedesignationofJianwenandlegalizedthe

designationofHongwu．Then,officialhistoriansinthereignofXuandeconsideredthatthererevealedtoomuch

obviousintentionof“usurpation”behind“abolishing”thedesignationofJianwen,sotheycreatedthecalandarof

thefirstyear,secondyear,thirdyear,andthirtyＧfifthyearofHongwutoreplacethecalandarofHongwureign

whilecomplingtheVeritableRecordsofTaizu．Thiskindofconcealingmadeconfusioninlatergenerations．

Finally,becauseofthemisreadingofthenarrationintheVeritableRecordsofTaizu,thecourtiersinthereign

ofWanlideniedthatZhuDionce“abolished”thedesignationofJianwenintheirpoliticalactionofrecoveringthe

designationofJianwen．Manyrenownedscholarssuchas WangShizhen,YuJideng,GuYanwu,andPan

Chengzhangacceptedthisstatementtoacertaindegree,whichgreatlyinfluencedHistoryoftheMingDynasty

andlaterages．

MobilityandStability:

　 ATextualResearchoftheOriginsofTitlesofRhapsodiesintheSelectionsofRefinedLiterature

YangXiaobin

　 AboutthetitlesofpoemsandprosecollectedintheSelectionsofRefinedLiterature,weshouldlearnboth

thestabilitytherein,andthechangesandmobilityfromthebeginningofcompilationtolatercirculation．Taking

therhapsodies(fu)forinstance,someoftheoriginaltitleswerenamednewtitles,andsomeweremiswrotein

thecirculatingprocess．Amongthoseadaptedtitles,somearesubheadingsofdivisions,andsomearetitlesof

prefacetothepieceofrhapsody．Andthelattersituationwasakindofmistakeoccuredincirculation,mainly

causedbythedivisionduringthecompilation．Afterthedivision,originaltitlesnolongerfitthecontent,andso

camethenewtitles．Ofcourse,notalllongrhapsodiesmustbeorcouldbedivided．Thepreconditionsfor

divisionarefirstlydecidedbythefeaturesofapieceofrhapsodyonitsstructure,style,andcontent;and

secondlyconcernedwiththewritingprocessandcirculatingcharacteristicsoftherhapsodies．

８６１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fengmian2
	第五期
	文史哲5期目录
	文史哲5期


